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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基于对《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考察

林晨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农业是民生之本，立国之纲。１９５５年底，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加速完成之际，为了更好地指导农业发
展，给亿万农民指明一个奋斗方向，毛泽东统筹考量我国现实国情和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领导制定了《１９５６年到
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一指导农业发展的专门规划。这一规划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农
村建设和农民进步等重大问题的集中思考和实践总结，是党独立自主探索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一次伟大尝试。这

一规划的出台与实施为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解决好“三农”问题并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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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是毛泽东在 １９５５年底主持制定
的新中国首个农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在

１９５６年１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以草案的形式公
布，经过 １９５７年 １０月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和
１９５８年５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两次修正，最终
于１９６０年４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正
式通过。由于《纲要》的诞生与施行受到党内急

躁冒进思想的影响，往往被视为发动农业“大跃

进”的纲领，进而造成了一定时期内对这一文本

的负面评价，甚至存在一些完全否定《纲要》历史

地位等有失偏颇的倾向。虽然《纲要》的制定和

施行有着不可否认的时代局限，但它作为毛泽东

探索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首次尝试，凝结

着毛泽东对新中国农业现代化内涵、方向、原则、

路径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为党在之后解决好“三

农”问题提供了初步指引，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

现代化道路探索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　毛泽东主持制定《纲要》的历史
动因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党领导的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依次展

开。为了更好地将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热情引导到

农业生产建设上来，以农业的大规模增产更好地

支援工业化建设，毛泽东开始思考探索一条以中

国自身实际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

（一）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后指明农业发展

远景的现实需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解放

区积极推行以劳动互助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合

作化运动，积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新中

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工作的推进，“我们还在

一切老解放区大大地推广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组

织，并且着手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取得了一些经验”①。１９５１年９月，中共中央转批
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肯定

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是中国农村向社会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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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要求“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

劳动互助的积极性”①。１９５３年１２月通过的《关
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标志着农业合作

化运动的重心由互助组转向发展和巩固初级合作

社。一时间，全国农村掀起了建设初级社的浪潮，

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向前发展。１９５５年初，受自
然灾害和粮食多征多购等因素影响，农村部分地

区出现出卖耕畜、滥宰耕畜等现象。对于农村的

动荡和农民的不安，党中央在１９５５年１月发布了
《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合

作社发展按照“停、缩、发”三字方针进入了控制

发展和着重巩固的阶段。

１９５５年４月，毛泽东前往南方视察，他沿途
看到和听到了许多不一样的材料，由此引发了他

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态度转变，农业合作化决策

也随之出现重大转折。１９５５年 ７月，毛泽东在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农业

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在合作

化运动中像个“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保守倾

向。在毛泽东看来，现在“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

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应当积极地

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造成

“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②

的被动局面。１９５５年 １０月，扩大的七届六中全
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一改之

前中央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停、缩、发”的思路，

农业合作化潮流勇往直前，合作化的速度和规模

一再地超过以往任何乐观的估计。仅在 １９５５年
下半年，“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就由１６９０
万户增加到 ７０００万户，在农户总数中所占比例
就由１４％增加到 ６０％以上，有些省、市已经基本
上完成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在合作化基础较

好的地区，初级社升高级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

会主义的转变已经具有群众运动的规模”③。至

１９５５年底，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基本
完成。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完成使得毛泽东感

到“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

化”④。农业合作化这个大问题已经解决，“组织

起来”的农民有更大的潜力加快农业生产、快速

提高粮食产量，为了适应接下来我国农业生产迅

速发展的态势，“很需要有一个农业发展的全面

规划”⑤，或者哪怕是只提出一个粗线条的规划，

也必须拿出来⑥。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１日，毛泽东离开
北京再度南下。他在同十五个省、自治区党委书

记交流讨论后，形成了《纲要》最初的文本形态

“农业十五条”和“农业十七条”。１９５６年１月毛
泽东回到杭州，他结合自身调研成果再一次扩大

了讨论范围，将十七条意见内容扩展为四十条。

１９５６年１月，以四十条为主要内容的《纲要》草案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通过。对于制定这样一个

四十条的目的，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

议上明确表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

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

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

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

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⑦客观来说，中国的

农业合作化进程虽然在后期有过急过快的问题，

但在农业生产关系调整任务完成后，适时地将农

民的改造热情引导到生产建设上来却恰逢其时。

（二）集中规划农业生产以解决工业化建设

的供需矛盾

毛泽东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考虑制定一个专门
适用于农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不仅是当时农业

合作化运动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从当时的

农业生产能力无法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对农副

产品大量需要的现实矛盾出发的。在中国这样一

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积贫积弱的新生社会主义

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需要一个能够实现规模增

产的农业经济体系提供亟需的原料来源、资金支

持和广阔的国内市场。

１９５３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施行后，农村经济
进一步纳入了国家计划经济轨道。但是，土地改

革后在小块土地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增产依旧有

限，而工业生产中对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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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却与日俱增，工农业之间紧张的供需矛盾随

之而生。“工业化建设的全面铺开使农业显得捉

襟见肘，在 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５年和 １９５７年发生了三
次粮食短缺的现象。”①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

发展的需要，已经严重桎梏我国工业化建设的规

模和速度。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分析指出：“我

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

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

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②如果我们不能

在农业领域来一个大规模增产，“我们就不能解

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

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

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

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③。可见，农业大规

模增产已成为确保大规模工业建设顺利展开的重

要前提。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工农业之间紧张的供需矛

盾，给工业化建设提供稳定、大量的商品粮及工业

原料，毛泽东在１９５５年１１月的南下视察中，围绕
农业增产问题同地方负责同志进行了充分交流。

毛泽东考虑通过制定一个统一、专门的农业发展

计划，“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

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④。在

此次南方调研途中形成的“农业十五条”“农业十

七条”，就初步规定了我国粮食产量 １万亿斤的
增产目标。这也奠定了《纲要》鲜明的增产导向。

之后，经过不断补充、修订形成的《纲要》修正草

案也提出在十二年内粮食增产“四、五、八线”和

棉花增产的“三、四梯队”的增产指标。可见，毛

泽东主持制定《纲要》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巩固和

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并综合运用各种增产措

施，使我国农业按照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实现快速

增产。

（三）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

的历史自觉

独立自主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得

出的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即将完成、

大规模建设即将开启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基于农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优先从农业入手探

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农

业不仅关系到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更是国民经

济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综合考量国

内外现实因素决定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将国民经

济的主要力量投入重工业领域。“一五”计划期

间，我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快速增大。１９５３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
产值比重为 ４６．９％，其中重工业占比 １７．５％；至
１９５７年，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进一步上升至 ５６．７％，重工业比重随之增加到
２５．５％⑤。重工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对一定时期内
我国工业化起步和国民经济恢复起到了积极作

用，但也抑制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

潜力，从而造成了农产品和主要生活用品供应紧

张等问题。随着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不断丰

富，毛泽东意识到：“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

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

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

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⑥为了处理好工

业与农业协调发展的重大关系，毛泽东希望通过

制定一个适用于农业的专门规划以提高全党对农

业问题的重视、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并加强党

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的领导，促进工农业协调

发展。

另外，毛泽东领导制定《纲要》也是考虑到农

村稳定和农民增收对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工业

化建设顺利开展的意义所在。我国是工人阶级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

义国家，农村的繁荣稳定对于巩固工农联盟、维护

政权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而农村

地区稳定离不开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民生活的改

善。毛泽东将五亿农民纳入一个横跨国家三个五

年计划的十二年中长期发展规划，实际是进一步

将农民增收问题同国家工业化建设问题联系起

来。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不仅能使农民摆脱贫困

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还能“使农民有比较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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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①，使国家的工业品得

到广大的国内市场和资金、原料来源，以尽可能快

地完成国家工业化目标。

二　《纲要》凝结着毛泽东探索新中国
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思考

毛泽东将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视为一个集农

业增产、农村建设和农民进步的系统目标。《纲

要》初步回答了十二年内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内

涵、方向、原则、目标及发展路径等重要问题，为党

探索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作出了有益思考。

（一）中国农村必须始终走社会主义道路

农村发展的道路决定了亿万农民的命运。

《纲要》首先规定了中国农业发展必须坚持社会

主义前进方向，这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和农村共

同繁荣的根本性前提。土地改革后，亿万农民从

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全国三亿多

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农民生产积极

性持续高涨。农村经济恢复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

带来了农村阶层的新变化。１９５３年山西省委报
送的关于农村出现新的自发势力和新的土地兼并

问题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１９５５年的《关
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指出：“在最近几年中

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

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

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

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

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

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

起来。”②。

为了进一步遏制这种现象，《纲要》将农村两

极分化问题上升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

路”斗争的高度，并指出在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

就是把农民的命运交付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

的手里，结果只能带来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

贫困和不断破产。如果不及时遏制这种新的分化

现象“也就一定会妨碍农业生产力的上升和农民

生活的继续改善，破坏工业与农业的平衡，破坏计

划经济和国家工业化，破坏工农联盟”③。同时，

《纲要》通过合作化运动对农业生产关系作出前

提性规定以及在农村中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

不断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因素，进而巩固农村的社

会主义根基。

（二）实现规模增产和多种经营是农业现代

化的目标

在合作化基础上实现农业大规模增产是《纲

要》的首要目标。当时，工农业供需矛盾主要表

现在“农产品的工业原料不够，这就是棉花、麻、

油料、烟叶、甘蔗等等原料增长的数量暂时还将低

于工业生产增长的要求”④。针对这一需要，《纲

要》向亿万农民提出了以粮、棉、油为核心的系列

增产指标。１９５６年通过的《纲要》草案版本首次
公开规定了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增产的

“四、五、八线”⑤以及棉花（皮棉）每亩年均增产

“三、四梯队”⑥的增产指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通过的《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对原有的粮、棉增

产指标进行了再次提高，并新增了关于花生、大

豆、油菜籽等油料作物产量的增产指标⑦。至此，

一个以粮、棉、油为主要内容的全线增产计划指标

就此形成。虽然这些指标大多都受到党内急躁冒

进思想的影响而过高，但是增产指标的提出也极

大地振奋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合作社经济也进

一步纳入了计划经济轨道，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作

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纲要》还要求各地在确保粮食增产保

供的前提下，依照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方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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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３３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３７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６４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６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１６页。
“从１９５６年开始，在１２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１９５５年的１５０多斤增加

到４００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１９５５年的２０８斤增加到５００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１９５５年的４００斤增加到８００斤。”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８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９页。

“从１９５６年开始，在１２年内，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按照各地情况，由１９５５年的３５斤（全国平均数）分别增加到６０斤、８０
斤和１００斤。”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８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９页。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油料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一倍到两倍。花生每亩平均产量，增加到

三百斤至五百斤；大豆每亩平均产量，增加到二百斤至四百斤；油菜籽每亩平均产量，增加到一百斤至三百斤。”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第２８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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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我国国土面积辽

阔、气候地形多样。《纲要》基于我国自然地理特

点，分别对牧区畜牧业、山区药材生产、林区林材

种植、临海临湖临江地区水产品生产和水产养殖

业等作出了专门且细致的规划。事实证明，在中

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发展因地制宜、多种

经营的“大农业”是正确的。这不仅有利于健全

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门类，也有利于满足人民对

农副产品的多样化需要。

（三）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

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曾一度主张效仿苏联，

走一条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农业发展道路。而

毛泽东综合考量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推广

农业机械化现实条件等问题，认为“农业不先搞

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

作法”①。《纲要》进一步贯彻和体现了毛泽东的

这一主张。《纲要》开篇第一条就对推进合作化、

巩固合作化制度的领导力量、阶级依靠力量和发

展原则作出了规定。为了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

来”，《纲要》要求各级农村工作部必须对合作化

事业加强领导、积极推进、不能放任自流。巩固和

领导合作社主要依靠的阶级力量是贫雇农和中下

农（主要是入社前的贫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

农）以及部分适当的中上农代表。并且强调，农

户入社必须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通过彰显

合作社在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方面的优

越性，鼓励和争取个体农户自愿加入合作社。到

１９５７年底，全国农村的高级社达７５．３万个，入社
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重达到９６％以上②。以生产
资料农民集体所有、具有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农业生产高级社在全国范围内确立。

优先实现合作化不仅为确保我国农村始终走

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生产关系规定，也为农业实

行大规模机械作业提供了前提。在毛泽东看来，

以家庭为单位、在小块土地上分散经营的小农经

济同农业增产及机械化作业是矛盾的。实现农业

合作化，就是要引导亿万农民通过土地入股、集体

劳动等形式加入合作社，从而把数千年延续下来

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为与社会主义工业化

相适应的、能够进行规模生产的集体经济。“合

作起来，土地连片，去掉田塍地界和多余的田间道

路，就可以增加不少的耕地面积”，“就有可能大

规模地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整修土地，改良土

壤”③。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为生产关系前提，只

在原来的小块土地上继续做文章，这些都是难以

想象的。

在解决束缚农业规模作业的生产关系阻碍

后，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技术革命在农业现代化事

业中的突出作用。围绕在七年至十二年内基本实

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目标，《纲要》在第四至第十

六条，以较长的篇幅对我国农业机械化工作进行

重点部署。提出在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大背景下，

将全国工业发展串联起来，走一条从改良农具到

半机械化（使用新式畜力农具），再到机械化（使

用动力和机引农具）循序渐进的工农联合的发展

之路。在《纲要》的指导和号召下，我国广泛开展

了群众性农具改良运动，过去单纯依靠旧式农具

从事生产的落后生产形态得到初步改变。

（四）兴修水利、精耕细作是农业增产的有效

举措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④《纲要》高度重视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将兴修水利、保持水土视为实现

农业增产的关键。在毛泽东看来，“组织起来”的

农民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

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⑤。

《纲要》草案版本由此提出了“在７年至１２年内，
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⑥的目标。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纲要》依照小型为主、社办为主

的水利建设方针，将中小型水利工程和小河治理

工作基本交由农村合作社负责。亿万农民在《纲

要》号召下，将治水和生产相结合，农闲时大干、

农忙时小干，兴建一切小型水利工程，开展例如打

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以配合

国家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和大中河流治理。新中

国迎来了又一次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农田水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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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３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２０９页。
朱荣，郑重，张林池，等：《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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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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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服务农业发展的能力得到提高。

“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①《纲要》提

出：“采取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是增加农作

物产量的两个基本条件。”②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农

民先进生产经验的总结和推广。他亲自为《中国

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撰写按语并吸纳其中宝贵

的增产和办社经验进入《纲要》文本，形成了数十

条具体的实用增产举措：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增

加肥料；改良土壤；合理密植；实行精耕细作，改进

耕作方法；消灭虫害和病害；开垦荒地；合理利用

土地；等等。１９５８年颁布的“农业八字宪法”，更
是从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对农业

实用增产手段作出更精炼的概括，为帮助推广和

普及实用农业增产技术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

《纲要》对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领导、组织和干部

队伍作出要求，还集中概括了编印增产经验图书、

举办农业展览会、推广试验田、奖励丰产模范等可

行的增产经验推广方法。这些举措为新时期农业

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提供了来自组织架构、技

术人才、推广经验等多方面的准备。

（五）重视农民生活条件改善和教育问题

《纲要》以服务农业生产为导向，对改善农民

生产生活设施作了初步规定。《纲要》第二十三

条提出，在十二年内打通省、市、专区、县、区、乡之

间的联系要道，基本建成贯通全国的地方道路网，

以便利群众出行、发展农村商业网、畅通城乡贸易

往来。在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方面，《纲要》第三十

条要求，合作社要按照适用、卫生、安全、经济、美

观的原则，有准备、有计划、分批开展修缮和新建

家庭住宅工作，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在完善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纲要》也提出了在七到十二

年内基本普及农村邮政网、电话网等内容。这些

建设举措以服务农业生产、实现农业增产为基本

导向，对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改善农民生活条

件、畅通城乡工农业交流具有基础性意义。

在合作社生产管理体制下，积极开展农村扫

盲和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工作。毛泽东十分重视教

育农民问题。他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

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

开始进行。”“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

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

中才能解决。”③《纲要》提出了在农村普及基础教

育的目标，要求合作社综合运用各种办学方式在

十二年内普及农村小学教育，基本扫除农村青壮

年文盲。同时，《纲要》也鼓励农村青年通过职业

技术教育，学习掌握文化和农业科学技术，逐步成

长为农村生产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突击力量。

按照这一设想发展下去，我国农民将取得数千年

来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

三　《纲要》在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
探索中的重要意义

《纲要》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在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对中国社会主义农

业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原则、路径等问题的初步回

答，擘画了十二年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美好蓝图，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探索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纲要》是党独立自主探索新中国农业

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

一般而言，学界普遍将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４月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作

为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从《纲

要》的诞生过程、制定主体、主要内容以及历史意

义等方面来看，《纲要》的制定与施行标志着毛泽

东在１９５５年底就已经着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的问题。《纲要》作为新中国首个适用于农业

的专门型规划，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擘画新中国农业现

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具有较高的历史首创价值。

一方面，《纲要》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

路的首次尝试。《纲要》在我国农业现代化探索

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主要体现在：其一，就制定主体

来看，《纲要》制定的唯一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同

在苏联专家“手把手”帮助和指导下制定、带有深

刻苏联发展模式印记的“一五”计划相比，《纲要》

从酝酿、形成到两次修改，再到讨论与通过，整个

过程都是我们党依靠自身力量独立探索的结果。

其二，就文本内容而言，《纲要》作为一个专门适

用于农业发展的专门型规划，既包含明确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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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０７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８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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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发展目标，也从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教育

农民三个方面出发，为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提

供了较为清晰的路径规划，是一个具有较高完整

度和较强指导性的行动纲领。其三，就在我国农

业现代化道路探索史中的地位而言，《纲要》是我

们党农村工作的重心由改造转向建设的标志，也

是毛泽东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这

一规划文本中包含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农业现代

化方向、原则、内涵、路径等重大问题的首次系统

回答，这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探

索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开端。

另一方面，《纲要》的出台与实施是毛泽东在

农业领域反思与纠正苏联模式弊端的一次实践。

苏联模式在发展中暴露出了农轻重比例失调、积

累消费比例悬殊等问题。“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

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

家同农民的关系。”①《纲要》的出台进一步凸显了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使我国在内生积

累的过程中“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

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②。这为党在新时期

进一步补齐农业发展短板实现“四化”同步，进而

探索一条工农并举、工农互助、城乡互援、协同发

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

预先指引。

（二）《纲要》的实施为新中国农业现代化事

业奠定实践基础

《纲要》在我国农业现代化探索史上具有开

创性意义，其中规划内容的施行也深刻改变了农

村与农民原有的面貌。在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和新时代施行乡村振兴战略，都离不开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推进农业现代化事业所奠定的

发展基础。

《纲要》带来的农业增产高潮对国民经济的

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纲要》一经公布就

引发了全国五亿多农民和千百万农村工作者极高

的生产建设热情。依照《纲要》中规定的农业增产

指标和重点发展方向，广大农民综合运用改进品

种、扩大耕地、提高复种指数等综合措施，大大提高

了粮食产量。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８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逐
年上升，从１９５５年的１８３９４．６万吨，上升到１９５６年
的１９２７５．６万吨，到１９５８年达１９７６６．３万吨③。粮
食大规模增产保障了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粮食储

备、粮食分配等工作的正常开展，也为我国工业化

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来源和必要的资金积累。

更为重要的是，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壮大了社会

主义集体经济在社会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对巩固

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在农

业合作化这场深刻伟大的社会变革中，“我们不

仅避免了在这类情况下通常难以避免的生产力下

降，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壮大了社

会主义经济力量”，“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

伟大创举，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④。

同时，《纲要》的施行带来了我国农田水利事

业新的建设高潮。过去，我国农业长期遭遇水旱

灾害的影响，农民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明显不足，

靠天吃饭的情况十分普遍。我国农业生产的脆弱

性也成为影响我国农业稳定增产的桎梏。为了尽

可能消除水旱灾害对农业的损害，《纲要》将兴修

水利、保持水土作为实现农业增产的首要措施，提

出了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除水旱灾害的宏伟目

标。《纲要》颁布后，全国范围内再度兴起了轰轰

烈烈的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热潮，广泛开展了大

规模的打井、开渠、挖塘、筑坝运动。仅１９５６年一
年全国水利基本建设完成的工作量比过去任何一

年都大，提前、超额完成“一五”计划规定的建设

工作量。在 １９５７年至 １９５９年，我国排灌机械马
力从５６．４万马力快速提升到３００万马力、农田灌
溉面积由 ５．２亿亩跃升至 １０．７亿亩⑤。“组织起
来”的农民在抗御自然灾害过程中显示出了不可

比拟的磅礴力量，办成了许多单家独户的个体农

民根本不敢想、不敢办、办不了的大事。这一时

期，全国普遍开展了规模不等的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不仅为当时农业增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

今后农业发展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和科学种

田创造了有利条件。

《纲要》对农村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

等方面的规划与实践，推动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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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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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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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从无到有的巨大跨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

建设与完善是事关农民生活和农村建设的重要事

业。近代中国，由于连年战乱频仍，农民不仅要承

受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农村中疫病横行、缺医少

药的情况更是常见，对弱势群体施以社会保障的

关怀更不具备可能性。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困扰

人民生命健康的高危传染性疾病，《纲要》提出了

在农村广泛开展消灭高危传染性疾病、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大搞乡村绿化的举措。鼠疫、天花、黑

热病等传染性疾病基本上被消灭，农民生命健康

得到了保障。尤其是后来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

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①，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医疗

卫生资源向农村下沉。至 １９６５年，“在农村，以
‘有医有药’为首要目标，初步形成了以集体经济

为依托的医疗卫生保健网”，“全国城乡医疗卫生

网已基本形成”②。此外，《纲要》针对社内鳏寡孤

独的社员提出的“五保”关照措施，同之后的大办

农村合作医疗一道，共同构成了以集体经济为基

础的农村初级社会保障体系③，农村中弱势群体

的基本生活得到一定保障。再者，《纲要》的实施

使农村基本设施建设获得起步，许多地方原有交

通闭塞的落后局面有了初步改变。农村扫盲工作

也获得快速发展，部分农业人口经过科学文化的

武装和政治思想教育，初步达到知识化水平。

（三）《纲要》为党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思

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

的思考与探索是一以贯之的。《纲要》集中体现

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特别是对农业发展道路的思考与探索④。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坚持《纲要》中一些正确的理

论原则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新的发

展实际提出新思想新理论，为新时期推动解决

“三农”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导。

保障粮食供应、发展现代农业是“三农”工作

的首要目标。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改革开放

新时期，党在《纲要》提出的以粮为纲、规模经营

的思路基础上，接续提出“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

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

针”⑤。１９８４年，我国粮食和棉花由长期供不应求
首次转变为供过于求，粮食安全得到初步保障。

在稳定粮食生产后，２００７年的中央１号文件把发
展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推动我

国“三农”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时期，我国

农业依照农林牧副渔、农工商综合经营的现代产

业体系全面展开。农业机械化水平也在“星火”

“燎原”“丰收”等重大科技开发计划的推动下得

以较快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要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超过百分之六十五，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五十七”⑥，部分

地区还率先推行“互联网＋农机作业”。这都离不
开《纲要》为新时期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提供的

必要的组织基础和技术储备。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培育现代农民是

“三农”问题的核心。《纲要》开篇序言就指出了，

中国的农业发展道路是一条持续改善人民生活、

逐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新时

期，党继续贯彻富农惠农强农方针，通过家庭联产

承包经营、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

分置”等制度创新不断释放农村生产力，为农民

增收提供制度供给，又持续通过“三西”专项扶贫

计划、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等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
贫开发工程，成功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消

灭了绝对贫困这一千年难题。同时，党在新时期

将教育作为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的重要途径，教育扶贫成为防止贫困代际相传、

帮助农民摆脱贫困的关键之举。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三

农”问题的关键。在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农业

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

发展趋向。受到现实生产力水平限制以及国家农

业支援农业基本格局的影响，《纲要》提出的农村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以服务农业生产为首要

导向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覆盖面不全、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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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等不足客

观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提出了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

标，继续将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

资源向农村基层倾斜，不断满足农民对于美好生

活的多样化、更高层次需要，逐步缩小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差距。进入２１世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
正式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

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党中央加快解

决农民群众最关心的低保、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在全国普遍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兜底保障农民基本

生活，下大力气推动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农村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得到初步建立。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继续坚持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

农村，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党

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我国农

村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①，推动建立健全全民覆

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结语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纲要》是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

化道路的开端，凝结着毛泽东改变中国农业、农村

和农民落后面貌的美好愿景。尽管《纲要》在指

导思想上存在急躁冒进的错误、提出的绝大多数

指标也都脱离实际而未能完成。但是，《纲要》的

出台顺应了当时工农业发展的迫切需要，激发了

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我国农业战线上

的又一次增产建设高潮，为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

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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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责任校对　朱春花）

６１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２页。



第２７卷 第１期
２０２４年１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２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３

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维审思

王梦可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毛泽东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和奠基者，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艰辛探索和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
作出历史性贡献。从历史起源来看，面对近代西方现代性侵袭造成的民族历史性劫难和社会历史情势，毛泽东树立起强

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社会条件，以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

历史方向和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姿态自觉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自主性基调，以统筹兼顾推进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开创了符合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统筹发展路径。新时代新征程，要充分

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智慧，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新境界。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式现代化；“两步走”革命战略；独立自主；统筹兼顾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１７－０８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创性实
践。从历史发生学的维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绕

不开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初探索。毛泽东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

现代化运动进行了根本重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

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最初规定，构筑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原初形态。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

涵和宏伟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毛泽东探索中国

式现代化思想智慧的延续和发展。本文拟对毛泽

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多维审

思，阐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奠基性贡献，以

期为新时代新征程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到历史新

境界提供有益思考。

一　问题意识与历史前提：在破旧和
拓新中奠定中国式现代化

近代中国在西方侵袭下的历史劫难和社会历

史方位，构成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域

和历史起点。总体而言，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指导，通过“两步走”

革命战略破除了旧中国落后的制度体系和一盘散

沙的局面，重塑了政治独立性和民族一体性，开启

以社会主义为叙事方向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

践，扭转了中国现代化的被动局面。

第一，基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毛泽东

树立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意识。鸦片战争

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侵袭下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昔日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华

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危机和历史劫难。

为求变求强，中华民族以一种被动的姿态开启了

现代化运动。作为外源性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承

载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的历史使命。在日益严峻的社会历史情势

下，毛泽东的现代化意识尤为强烈，深刻认识到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

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①。一是现代化关乎民族

存亡与国家兴衰，必须诉诸现代化以跳出资本主

义霸权构筑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叙事框架。资

本主义在全球扩张中滋生出霸权主义和殖民主

义。西方现代化的殖民主义性质，使其以暴力手

段强行打开后发民族国家的国门以剥削剩余价

值。毛泽东曾剖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数次“挨

７１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１１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ＫＹＣＸ２３＿００２８）
作者简介：王梦可（１９９６—），女，河南西华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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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的原因在于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技术落后两

个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

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

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①。毛泽

东不仅将现代化视为追求民族解放的手段，也认

为只有现代化才能跳出“落后就要挨打”的叙事

框架，巩固国家独立。二是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

现代化，必须以现代化实现人民解放。在西方现

代化和中国旧式现代化的视域中，人民的维度被

少数特定阶层的私利所湮没。相反，毛泽东不仅

清晰地认识到现代化必须给人民以切实的物质福

利，而且强调现代化要落实到人的个性解放和全

面发展上。他指出：“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

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我们主张的新

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

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

同生活中的个性。”②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对人的

现代化的强调，毛泽东更是制定了涵盖德育、智

育、体育多方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充分彰显现代化

的人民性本质。三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

主义方向。马克思曾在历史辩证法的高度上对资

本主义进行深入剖析，指出资本主义因其内在结

构性矛盾不可克服终将退出历史舞台，从而描绘

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图景。

近代中国对西方现代化进行了“器物－制度－文
化”层面的递进式学习，“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

不能实现”③。对此，毛泽东作出深刻分析，西方

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绝不是在主观意志上推进传

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是要将中国变成它们的

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从而最大程度地攫取大量特

权和资本利益。由此，毛泽东作出判断，走西方的

路不符合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实际，“只有社会

主义能够救中国”④。毛泽东突出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意识不仅构建起以现代化摆脱“挨打”进而

巩固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基本

框架，还锚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基于革命对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毛泽东

明确以革命为现代化开道的历史前提。国家主权

与民族一体性是近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两个因

素⑤，也是现代化展开的始基性条件。历史证明，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在丧失国家主权和民族一体性

的情况下，都不能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通

过革命促进政治发展，进而为现代化铺路是大多

数国家追求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环节。在殖民地半

殖民地国家，革命之于现代化的作用更为突出。

在与湖南军阀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就认识到政

治改良不能变革积腐已久、暮气已深的政治局面，

选择暴力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

不通了的一个变计”⑥。一方面，革命是实现民族

独立、政治统一的有效手段。只有在政治统一的

基础上，才有民族一体性，才能建立统一的市场、

统一的经济制度和统一的法律体系等关涉现代化

顺利展开的各项必备条件，以降低交易成本，保护

经济安全，促进经济增长。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

过程中，城市在特定历史阶段支持王权就是寄希

望于王权能够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并为发展经

济提供政治保护。１９世纪中期意大利通过革命
实现的政治统一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

件。另一方面，革命是瓦解旧的社会制度和政治

经济结构的有效手段。革命能够“摧毁旧的社会

阶级，摧毁通常由等级地位所造成的旧的社会分

化基础及旧的社会分裂”⑦。比如，英国资产阶级

革命对专制王权的克服、法国大革命对封建制度

的巨大冲击等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但革命并不等同于单纯的暴力和变革，只有在变

革的发生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在暴力被用来构

建一个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并缔造一个全新的

政体，从压迫中解放以追求自由为最起码的目标

时，才称得上是革命⑧。即是说，在“破”旧的基础

上“立”新才是革命的完整意蕴。

在“两半”的社会历史语境下，中国丧失了民

族独立性，处于军阀割据、分散混乱的状态。国家

主权即统一的中央政权和民族一体性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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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运动在“三座大山”的联合绞杀下始终得

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展开。对此，毛泽东尖锐地指

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

可能发展工业”①。以革命塑造一个政治独立和

民族一体性的新中国，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前提，

也是毛泽东探索现代化的基本认知。１９２５年，毛
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指出，革命是为了

“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

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②，将革命落脚到人民

的经济幸福上，潜在指出了革命为现代化开道的

思想。１９５７年，在论述从革命到建设的社会转变
期时，毛泽东直言，“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

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

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

辟道路”③，鲜明指出了革命之于现代化的奠基性

作用。

第三，基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展开的特殊历

史境遇，毛泽东以“两步走”革命战略为中国式现

代化奠基。革命之于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

着所有革命活动都能对现代化起到同等推动作

用。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由于没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领导阶级

的软弱性等系列因素而以失败告终，其对推动民

族资本主义发展及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作用是有

限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革命的格局，

也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走向。毛泽东通过

科学诊断近代中国“两半”的社会性质，将中国革

命置于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的格局中进行定位，

指出中国革命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

一部分，必须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

“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

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

会”④。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分为“中国革命的上下篇”，是基于中国革命实

际探索出的中国特色革命战略，是对革命的阶段

论和发展论的具体化运用⑤。尽管新民主主义革

命在性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它坚

持无产阶级领导，其在发动群众上的广度和深度、

革命前途上的社会主义导向等方面都区别于旧民

主主义革命，追求建立一个“有新政治、新经济，

而且有新文化”⑥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促进了旧的社会制度和

体制机制的解体，重塑了民族独立性和民族一体

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扫除了政治障碍，提供了根

本的社会条件。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为国

家迅速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任务适时从解决生存意义上的威胁转变为探寻发

展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上来。此时中国处于新民

主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时期新旧社会交替，社会主

义经济成分、多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时并存。

属于国民经济领导力量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

质的，但就新民主主义经济整个形态而言还不是

社会主义的。因而，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

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⑦，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

因素的不断增长，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

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是中国进入

社会主义的显著标志。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也逐渐确立，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统一

战线进一步发展。我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完成社会形态的革命性转换，实现了中国现代

化叙事的社会主义转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积极探

索，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

基础。

二　精神姿态和主体自觉：以独立自
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

独立自主是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进行革命、

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

牢牢掌握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权，推动中国社会的

现代化转型。毛泽东确立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独立自主精神姿态和主体自觉，奠定了中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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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８０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１页。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３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１９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６６页。
杨凤城，肖政军：《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的百年演进》，《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６３页。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２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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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自主性基调。

第一，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现代

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对实践经验“作历

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

们主观臆造的规律”①，推进对现代化建设的规律

性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

由革命转向建设。在“以苏为师”的总体基调下，

中国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迅速恢复国民

经济，为突破西方国家封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打下工业体系的坚实基础等起到积极作用。然

而，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照搬苏联模式的错误做

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际，苏共二十大赫

鲁晓夫“揭了盖子”②，苏联模式弊端逐渐暴露。

尤其波匈事件的深刻教训，更加促使毛泽东思考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对苏联模式与以往照

抄苏联的做法进行深刻反省。

通过对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反省，毛泽

东坚定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信

念。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权建立

初期推动其迅速转变为工业国，取得卫国战争

的胜利。然而，随着生产力发展，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无法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忽视、片面发展重工

业、权力的过度集中和独断专行等，也严重阻碍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此，毛泽东不仅指出要对

苏联模式的错误和弊端引以为戒，而且还将以

往照抄苏联的做法归结为“缺乏创造性，缺乏独

立自主的能力”③，透过照抄苏联的表面现象看到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并

开出针对性药方———坚持独立自主。由此，毛泽

东开始突破苏联模式，自主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建设问题。他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

具体发展和表现形式不是千篇一律的，我国在社

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彰显本民族

特点④。所以，在现代化建设上，应“不用或者少

用苏联的拐杖”⑤，实现由“以苏为师”向“以苏为

鉴”的转变。这种独立自主，也体现在毛泽东对

更小的生产单位的工作的思考中。比如，１９５９
年，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指出，要克服平均

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鼓励较穷的社、队和户

“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

力更生为主”⑥，从而摆脱困境。因而，毛泽东在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构建起涵盖“个人—集

体—国家”全范围的独立自主精神姿态和主体

自觉。

第二，独立自主在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

的过程中具有突出的在场性。一方面，社会主义

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是坚持独

立自主能够避免陷入教条主义，彰显现代化的主

体自觉。对于党内一段时间存在迷信苏联、把苏

联建设经验奉为圭臬的错误现象，毛泽东指出，必

须“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

术革命和文化革命”⑦。二是坚持独立自主能够

避免过分依赖他国导致依附性发展，避免国家主

权和民族利益遭到损害。在苏联提出建立共同核

潜艇舰队但要求所有权各半时，毛泽东指出“要

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问题

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⑧，坚决维护了国

家主权和民族利益。１９６０年７月，随着中苏关系
破裂，苏联召回援华专家。一贯强调独立自主的

中国共产党并未因此被吓倒，反而坚定了自主探

索、攻克尖端技术的决心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三

是坚持独立自主，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

自主创造，推进现代化的自主发展。问题都有其

存在的问题域，不同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问题

域不同，要求以本民族的自主创造促进现代化建

设具体问题的解决。毛泽东多次强调现代化建设

的独创精神，指出“不能吃现成饭，吃现成饭是要

打败仗的”⑨。因而，必须要用发展的观点审视自

己和别人的建设经验，积极创造。

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建设现代化的同时，

要积极向外国学习，争取外援。囿于现代化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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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０５页。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２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５０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０５页。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２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０３页。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２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５７页。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３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０５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８０页。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３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９２页。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３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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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不足以及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后发劣势，

向外国学习是后发民族国家在现代化初始阶段的

普遍选择。现代化具有的工业化、理性化、城市化

等普遍规定性，为后发展民族国家向外国学习提

供了可能性，而后发民族国家面对西方列强时的

心理落差使其无意识地按照强势的“镜像”去塑

造自我①。近代中国在“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语

境中向西方学习就是这种心理活动的彰显。新中

国成立初期，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不足

以及党对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有限，在幅员

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而又面临西方帝国

主义封锁的时空场域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步履

维艰。在此社会历史语境下，毛泽东主张要学习

外国尤其要学习苏联，争取国外经济援助和技术

援助。但这种学习并不是丧失自主意识的教条式

学习，而是基于中国本土情况的批判式学习，“必

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

抄，机械搬用”②。争取外援也不是纯粹依赖外援

的“去主体”化的建设，并不是要打造一个苏联模

式抑或是西方现代化的中国版本，而是要着力摸

索适合本土情况的中国路线。因而，必须“要以

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③。在毛泽东探索中国

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对待资本家的政策、市场

物价政策等方面都与苏联有所区别④，充分彰显

现代化建设的自主意识。

第三，独立自主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自主性

的基调。根据现代化主体的在场与缺场之别，现

代化可分为自主性现代化和依附性现代化。所谓

自主性现代化，即就现代化主体的在场而言，在现

代化过程中充分彰显主体自觉和主体能力，着力

探索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独立自主是现代化的前

要性条件。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只有当它作

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

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⑤。所谓依附

性现代化，即就现代化主体的缺场而言，在现代化

过程中因民族主体性的丧失而缺少主体自觉和主

体能力，从而在现代化的组织和展开过程中依附

于其他国家尤其英美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处于依

附地位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其他国家经济的发

展与扩张所制约”⑥，并不能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

务，拉美国家深陷发展陷阱就是强有力的例证。

为摆脱依附发展，“依附理论”学派主张发展中国

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实现断裂式发

展。然而，自资本现代性开辟世界历史以来，现代

化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任何一个民族国

家的现代化都无法脱离世界历史的宏大背景而实

现“闭门造车”式的发展。“脱钩”论不仅不会使

深陷发展陷阱的民族国家实现发展转型，也不能

实现真正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独立自主走出来的自主性现

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复强调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独立自主性，作出“革命是自主，建

设也是自主”⑦等重要论断。在《论十大关系》中，

毛泽东从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路径上进行创新突

破，在坚持与苏联相同的建设原则基础上，探寻更

为科学合理、适合本土实际的方法路径，提出我们

自己的建设路线。比如，虽然我们与苏联都重点

建设重工业，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却不同。针对

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而造成

的畸形发展，毛泽东批判了以工农业产品的“剪

刀差”形式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的做法，指出“重

工业不能搞得太多。苏联牺牲轻工业和农业来搞

重工业的这条路，恐怕不那么合适”⑧，因而要走

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在《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明确提出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概念，并把它界定为重工

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进一步指出

“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⑨，充分彰

显现代化建设的独立自主性。这种独立自主态度

开创了以本国为中心的现代化自主实践进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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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现代性的中国方案———基于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７９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１页。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７４页。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３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６３０页。
萧新煌：《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７１页。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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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接续性实践中得到延续①，成

为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

三　战略方针与基本原则：以统筹兼
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毛泽东以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指导，强调“统筹

兼顾”并将其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

针高度。统筹兼顾，旨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调动一

切积极力量。在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

点、过程、目标和领域中，都闪耀着统筹兼顾的思

想智慧。

第一，现代化主体的统筹兼顾。不同于黑格

尔从观念出发确立其历史观，马克思从人的现实

物质生活出发构建其历史科学，认为“历史不过

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实现了理

解历史的唯物史观范式变革。相应地，以人为发

展轴心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马克思对未来理想社

会的美好愿景。以人民主体超越资本主体，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所

在。中国式现代化从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现

代化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相较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抽象主体造成

人的主体性缺场，毛泽东将全体人民视为布展现

代化的出发点。从人作为现代化的实践主体而

言，毛泽东强调，“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

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社会

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③。因而，对于资

产阶级分子，对于思想上有错误有偏差的人员，也

要努力予以团结予以改造，最大化壮大建设社会

主义的力量。从人作为现代化的价值主体而言，

现代化系列问题的解决都要从统筹兼顾全体人民

的角度出发，以服务人民为导向。１９５５年１０月，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

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

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

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

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④对

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

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作出各种适当的

安排”⑤。从全体人民出发的统筹兼顾，将现代化

的布展与推进置于全局中考虑，既彰显出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也体现了毛泽东在现代化

过程中通盘考虑的整体性视野和全局性眼光。

第二，现代化过程的统筹兼顾。现代化的展

开不是一个纯粹单线式的历史推进过程，而是一

个复杂的充满冲突与矛盾的社会变革过程，其内

部蕴藏着诸多张力关系。能否科学处理这些关

系，关涉社会在变革过程中能否避免陷入脱序的

混乱，关涉现代化能否顺利展开。唯物辩证法尤

其注重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中探寻客观

事物的运动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历

来强调对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运用。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过程中，他将唯物辩证法与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历史语境相结合，以统筹兼

顾为基本原则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关系。比

如，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

在批判资本主义、积极占有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充

分利用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的过程中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一方面，毛泽东在批判资本主义的

过程中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方向。在谈到

农业互助合作问题时，他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

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

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⑥另一方面，毛

泽东跳出狭隘的意识形态对立的思维框架，指出

可以开设私营企业、搞资本主义来满足社会需要。

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但现代化

的社会主义基本定向与利用资本主义生产要素以

促进生产发展并不冲突。社会主义建立在充分吸

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

果的基础之上。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无法满足

人民需要的现实条件下，不应也不能割断与资本

主义文明成果的历史联系。毛泽东敏锐地指出，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吕红：《中国现代化自主性问题研究：一个核心议题的再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７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９５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２７—２２８页。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２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５９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２８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９９页。



第２７卷 王梦可：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维审思

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

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①，

充分彰显了统筹兼顾的思想智慧。在毛泽东搞资

本主义的理论构想中，私营企业是为社会需要服

务的。换言之，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内容，资本主

义是工具理性的存在，人民需要是价值理性的存

在。显然，毛泽东在统筹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关系的过程中，彰显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

统一，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提供

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生动的历史范例。

第三，现代化目标的统筹兼顾。工业化是现

代化的显著标志，毛泽东起初在“现代化”的意义

上使用“工业化”一词，多以“工业化”表达现代

化。但现代化不局限于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机械

化，也包括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等等。从

社会的构成要素及构成形式而言，现代社会是一

个高度分化与高度整合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复杂

结构和多维面向使得社会各种要素和成分之间既

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形成一个“社会有机

体”②。这种社会有机体“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

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

出来”③。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中国式现代

化的展开和推进过程，也是一个现代有机社会的

塑造过程。在以工业化为重心建设现代化的过程

中，毛泽东逐步认识到现代社会各种构成要素之

间的有机统一性，不断拓展对现代化内涵和外延

的认识，将此前聚焦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

“工业化”目标推进到“四个现代化”。从推动“中

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④到“为着中国的工业化

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⑤，再到 １９５７年 ３月在全
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建设一个具

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

义国家”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

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

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

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⑦后来，“四个现代化”

的目标写入１９７５年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

术的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初始布局。

第四，现代化领域的统筹兼顾。现代化是一

个系统工程，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

多维面向。毛泽东始终注重统筹经济、政治、文化

领域的现代化，构建起“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战略

布局，为新时代“五位一体”现代化总体布局提供

了基本路径指导⑧。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毛泽东

具有一种警惕被开除“球籍”的强烈危机意识。

改变落后的生产状态和生活状态，彰显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从而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成为毛泽

东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在过渡时期，毛

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以恢复

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国以第一个

五年计划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第二个五年计划

初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后毛泽东又提

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两步走”战略逐步

推进现代化。在政治现代化方面，毛泽东一是将

政治独立视为现代化展开的前要性条件；二是以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

方向；三是以“民主”回应“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

焉”的历史周期率难题，在制度建构上以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等制度竭力打造一个人

民当家作主的“商量政府”“人民政府”，营造“一

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

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⑨的政治

局面。在文化现代化方面，毛泽东在唯物史观

的意义上将文化视为文化上层建筑，从根本上

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要建设新文化，为新政

治新经济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立足中

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在坚持为无产阶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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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３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７页。
吴忠民：《中国现代化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版，第７—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３７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８１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８１页。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３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０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１６页。
张莹，王立胜：《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贡献———以中国式现代化九条本质要求为视角》，《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３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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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基础上，进

一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方针。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认识

到既要解构国粹主义那种固守传统的盲目自大

的文化保守主义和优越主义，也要摒弃“全盘西

化”派那种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民

族自卑情结，只有这样，才能有力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结语

概言之，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总体

遵循着“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①

的“破”与“立”相统一的逻辑线索。从以新民主

主义革命塑造现代化展开的政治独立和民族一体

性，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构建起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坚持独立自主和统筹兼顾进行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积极探索，毛泽东的探索具有丰富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新时代走好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建设思路。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统一的

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标注

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文明属

性②。当前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坚

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姿态和主体自觉，推动构建中

国自主的现代化叙事体系，以现代化主动赢得历

史主动；必须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的实践原则，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工程，丰富和发展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于一体

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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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之探索及现实意义

徐东源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对如何通过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
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也为找到第二个答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探讨

毛泽东在党自我革命探索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对于新时代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把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有着

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自我革命；人民；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２５－０８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毛泽东就坚持不
懈对党的自我革命进行探索，提出了许多具有自

我革命性质的思想，推出了许多具有自我革命性

质的举措，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

一个答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指出：“毛泽东同志在

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

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

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①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党
的自我革命的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

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对党的自我革

命进行了全面探索，而且找到了依靠人民监督跳

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为党找到坚持自

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奠定了坚实的

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毛泽东对自我革命探索的理论溯源

毛泽东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思想的形成有一个

理论积淀、反复咀嚼、指导实践、升华认识、坚持探

索、不断总结经验加以完善、丰富提升的过程。

１．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严治党思想的继承
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

者同盟成立之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探索如

何加强自身建设问题了。他们为同盟成员定下了

严格的政治标准和行为规范。《共产主义者同盟

章程》规定，申请加入同盟者“生活方式和活动必

须符合同盟的上述目标；具有革命毅力和宣传热

情；承认共产主义；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

治团体或民族团体”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给

奥·倍倍尔等人的通信中明确提出：“如果其他

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

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

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

阶级世界观。”③１８７１年，法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
巴黎武装起义，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

级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公开宣布废除

“官吏”享有的“一切特权”，把一切“官吏”都由

人民的“主人”变成人民的“公仆”。马克思高度

评价巴黎公社这一革命举措。他在其著作《法兰

西内战》中指出：“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

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

５２

①

②

③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９－２５
作者简介：徐东源（１９９０—），男，江苏南京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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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表现出来。”①“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

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

得了。”②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严治

党的思想，始终强调要切实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坚

持从严治党管党，防止党员干部蜕化变质。他针

对一些地方放松入党条件的问题，曾经严厉指出：

“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党章规定要经

过支部大会表决通过。”③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对党

员进行严格的组织审查，坚持“大胆发展而又不

让一个坏分子侵入”④的方针，以防止各类投机分

子入党。为了防止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

他强调指出，要“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

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

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⑤。毛泽东对马克思

和恩格斯从严治党思想的继承和坚持，为确保党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不断探索党的自我革命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２．列宁从严治党思想的坚持与发展
“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领导的俄共为防止

党的腐化变质，强化对党员和党组织的监管，果断

成立了与党中央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切实严

格入党条件，组织开展了“清党”工作，构建了党

内外监督体系，严厉查处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违

法违纪问题。列宁曾经严厉地指出：“共产党员

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

掉的话，那就是这个。”⑥他特别强调指出：“向各

省委重申，凡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

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将把他们开除出党。”⑦

１９１９年３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
于普遍重新登记党员的决议。此后，在列宁领导

下，苏共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工作和反官僚主义、

反腐败斗争，依法依纪严惩了一大批党内腐败分

子。根据解密的苏联契卡档案显示，１９２１年至
１９２３年苏联共判处贪污贿赂罪 １０２２２８件，职务

犯罪４７０６４件。列宁领导苏共开展的一系列加
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举措，为巩固新生的布尔什维

克政权，顺利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坚强的

保证。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的队伍中出现了许多

与苏共“十月革命”胜利后相似的问题，即：在少

数党员干部中出现了居功自傲、腐化堕落等问题。

毛泽东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

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

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

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⑧为

了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向全党提出

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

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

严重的犯罪行为。”⑨他特别强调要制定较详细的

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他要求，

要“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瑏瑠。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２０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号召全党
“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

争”瑏瑡。为配合“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全党开展

了整党整风运动，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教

育，严肃查处党内违规、违法的党员干部。据统

计，整党整风运动中，全国共有 ２３．８万名党内异
己分子和贪污腐化分子被清理出党，一大批腐败

分子受到刑事处理。这些举措从根本上遏制了党

和国家工作人员中滋生的贪污腐败现象，纯洁了

党的队伍，推进了党的自身建设，为继续推进党的

自我革命积累了实践经验。

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启迪
毛泽东是一个熟知中华民族历史的伟大思想

家。他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

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

实践结合起来，指导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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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的不懈自省、砥砺，达到修身成才，实现人

生目标的典型理念。“修身”过程就是自我反思、

自我解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过程，也就是

“自我革命”的过程。《孟子·告子上》说：“心之

官则思。”这个心就是用来“思想”的。陆九渊说：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要想练就自己

的“金刚不坏之身”就要自觉地塑造“心”这个灵

魂，自觉磨砺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担当起为民

为国效力的重任。正所谓“欲修其身者，先正其

心”。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修身与内省”的

思想基因对毛泽东形成自我革命的思想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十分强调修身、砥砺品德。

１９１８年，由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以湖
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为主要成员的新民学会

就提出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的办会宗旨。新民学会倡导改造品性、学问进步、

求友互助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为青年毛泽东打下

了追求真理，修身报国的坚实人生基础。中国共

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强调要把党的思想建设

放在首位，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

观世界，着力抓好党员的思想教育，坚持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武装头脑，提高全党的思想觉悟，保持党

员思想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培养共产党人

崇高的人格力量和浩然正气，以担负起党领导中

国社会革命的历史重任。

（二）毛泽东具有中国特色的自我革命的思

想与实践

１．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解决自我革命的首
要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工业相当落后，

怎样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建设一支先进的

工人阶级政党，就成为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此，毛泽东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方

针，不断推进党在思想建设上的自我革命。１９２９
年１２月，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了单纯军
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党内错误观点的危害，要求

党员必须要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斗

争，从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一条切实推进党的自

身建设的正确路径。１９３９年 １０月，毛泽东在

《〈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

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

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一项‘伟大

的工程’。”①１９４３年，毛泽东于《在中央党校第二
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文中强调：“我们的党校

里也有争夺领导权的一种斗争，就是用无产阶级

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

想。”②延安整风运动是我们党在武装革命时期，

集中开展思想上自我革命的一次成功实践。延安

整风运动破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

的迷信，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这对于全党坚定理想信念，正确开展思想上的自

我革命，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极大推

动作用。

２．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自我革命的方法
问题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

政党都在寻求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但始终未能

找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指

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

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

来得快。”③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创

造性地提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科学方法。

毛泽东指出：“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

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

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

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

法。”④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６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
届一次会议上，李鼎铭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

案。毛泽东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是改进我们的机

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毛泽东

领导下，全党先后开展了三次轰轰烈烈的“精兵

简政”运动。毛泽东特别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必

须制度化。在他的提议下，党的七大将“批评和

自我批评”写入党章，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

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

３．严厉惩治腐败，解决自我革命的治本问题
毛泽东始终坚持用自我革命精神惩治党内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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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使党始终保持优良传统和作风。井冈山时期，

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并

严格执行。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委员

会主席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

以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

动。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还专设

“铁棍”“铁锤”“铁帚”等专栏，专门刊登揭露苏

区存在的各种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问题。在党和

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及苏区军民的支持下，反腐倡

廉运动在中央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１９３２
年，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干部谢步升因贪污

等罪行被查处。这时，有些手里握有一定权力的

人为谢步升说情。这就给案件审理带来一定阻

力。对此，毛泽东严厉地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

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

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

阻挡不了。最终，谢步升被依法判处死刑，打响了

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第一枪。１９３３年 １２月，中
央苏区“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利用职权

贪污公款２４６．７元被判处死刑。毛泽东认为对于
共产党员应该有更加严格要求。他曾经指出：

“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

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①在长

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加强

对全党的党风廉洁教育，他要求“共产党员在政

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

少取报酬的模范”②。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向全

党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

奋斗的作风”③的要求，提醒全党不犯居功自傲、

骄傲自满的错误，为新中国成立后顺利推进党的

各项事业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让人民监督，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

“第一个答案 ”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经历了开国

到盛世再到衰落的过程。这就是黄炎培先生所说

“历史周期率”。怎样跳出历史周期率呢，毛泽东

在延安窑洞里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就是“让人民来

监督政府”，这是毛泽东在自我革命探索中提出

的重要思想。

１．“第一个答案”体现了毛泽东人民至上的马
克思主义立场

毛泽东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谋幸福的党。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

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

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

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④毛泽东认为，

党的路线方针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维

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在《对晋绥日报

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

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⑤他在《〈农村

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指出：“群众是真正的

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

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⑥党只有坚持人

民至上的立场，充分相信群众，坚持群众路线，才

能诚心实意接受人民监督，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２．“第一个答案”体现了毛泽东保障人民监督
权力的思想

毛泽东认为让人民监督必须为人民创造监督

的条件。１９４３年 １１月，他在《组织起来》一文中
指出：“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

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

亮’。”⑦他还把群众形象地比作共产党的后台。

他说，后台一拆，什么戏都唱不成了。在毛泽东的

亲自倡导下，从１９３９年开始，党在陕甘宁边区和
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民主普选制、参议会制、

“三三制”等制度和方式，组织人民群众参加各级

政府工作，保障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力。仅以普

选制为例，陕甘宁边区于 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６
年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参加的选民占总选民比

例分别是７０％、８０％、８２．５％。特别是１９４１年，仅
乡参议员就选出了４万多名。在此基础基上，各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９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２２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４３８—１４３９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９４—１０９５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３１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９０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９３３页。



第２７卷 徐东源：毛泽东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之探索及现实意义

级党组织通过“群英会”“党外人士座谈会”等形

式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进行质问、批评、

建议的权力，从而达到了改进党和政府工作的

目的。

３．“第一个答案”体现了毛泽东在监督中提高
干部素质的思想

毛泽东认为群众对党员干部的表现最了解，

最有发言权。１９３４年 １月，他在《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每个革命的民

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①

“延安时期，毛泽东聚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以及基本价值观念，引导人们立足中国革命形成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②，对人民群众监督的

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１９４１年 １１月，他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本

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

该违背人民的意旨”③。在毛泽东的亲自推动下，

各级党组织通过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处理和调整一

大批不称职的干部，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素

质。１９４１年，仅绥德县，大约有２２７个乡一级基层
干部，由于受到民众的批评和不满最后被罢免职

务。延川全县在选举时，落选的乡长有１３个，落选
的村长有３８２人，主要原因是这些干部对工作不负
责、对群众耍态度。同时，还有一大批党员干部因

群众反映的各种问题而受到党纪和政纪的处理。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
对党自我革命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着比革命时期更加严

峻的挑战。如何经受执政考验，保持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成为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

对此，毛泽东坚持不懈抓好党的建设，对党的自我

革命进行了深入探索。

（一）全面开展党员干部思想文化教育

为了使全党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适应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毛泽东提出了加

强党员干部思想和文化教育的方针，着力推动党

员干部思想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１．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理论素养
毛泽东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

没有灵魂。”④为了加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１９５１
年，中央颁布《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

案）》。１９５３年，《毛泽东选集》四卷全部出版，为
广大党员干部开展理论学习创造了条件。１９５８
年１１月９日，毛泽东在《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
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指出：“向同志们建议读

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

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⑤在毛

泽东的倡导下，全党掀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习高潮。１９６４年，中央专门下发指示，要求每
一个党员干部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的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

的武器。同时，各级党校、干部培训学校、大专院

校组织举办了多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

培训班，以满足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需求。全党

大规模的理论学习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

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中

国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２．要求党员干部做“又红又专”的人
夺取全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向社

会主义建设。毛泽东要求党员要提高文化素质。

他指出：“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

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

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⑥

１９５１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
工作的指示》等文件，大力推进党员干部科学文化

知识的提升。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
中全会上对全党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将干部

的政治理论、党性教育与文化、业务教育并重。此

后，全国各地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办各种专业干

部学校和训练班，培养各行业的专业人才，特别是

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干部。同时，为

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各地还

派遣一批干部到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学习，提高其

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管理能力，为大规模的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提供科学技术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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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
党执政后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促使毛泽东

更加关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毛泽

东认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极其重大的问题。他指

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①

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几

个条件。即：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尤其要

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他们必须是党

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他们必须谦虚谨慎，

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提出

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对

于党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本色，坚持党的自我

革命，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进一步加强党的内外监督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保

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毛泽东继续对如何

加强党的监督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

１．切实强化党内监督
１９５３年８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

指出：“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

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

的主要条件。”②为了切实加强党内监督，党的八

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必须

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

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

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毛泽东认为党

内之间要互相监督，保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

传统。他多次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

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１９５５年３月，毛泽东在中
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定期召开会议，

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

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③他强

调，要把党内监督用制度固定下来，以长期坚持下

去，从而推动党的建设健康发展。

２．切实强化人民群众监督
毛泽东认为，党执政之后革命者会发生变化。

为此，毛泽东要求必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知情权、

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使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全面接受群众监督。他反复强调，如果党群关

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１９５３年 １月，毛泽
东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对官僚

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明

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

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

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④。在毛泽东的推

动下，党的各级组织通过各种形式接受人民群众

监督，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极大地推动了

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３．切实发挥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
毛泽东高度重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

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１９５６年 ４月，毛泽东
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

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

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⑤１９５７年２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方针，指

出各党派互相监督“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

批评”⑥。为了在实践中进一步形成“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的政治格局。他指出：“共产党可以监

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⑦在

毛泽东推动下，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参政议政、民

主协商的作用，在建言献策、民主监督，反映各社

会阶层人士意见和建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

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三）坚持不懈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党执政后，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出现的新情况

和新问题，毛泽东从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

发，坚定地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不断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以确保党的肌体的健康。

１．建立健全各级纪检机构和法规制度
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推动下，１９４９年 １１

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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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５５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４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３５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３５页。



第２７卷 徐东源：毛泽东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之探索及现实意义

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同时，新中国第一部反

贪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颁布。

１９５４年１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处分党的组
织及党员的批准权限和手续的规定》，对纪律处

分的程序、批准权限、取消处分等问题都作了具体

规定。中央纪委制定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关于处理控告、申诉案件的若干规定》，就党员或

群众向组织控告申诉案件的范围、原则、批准权限

及结案手续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在此前后，党中

央还颁布了《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

定》《中央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规定》等文

件。党的各级纪委的成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制

定与完善，极大提高了反腐倡廉工作制度化和法制

化水平，为坚持依法依纪严惩党内腐败分子，不断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

２．组织开展整党整风运动
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１９５０年 ５月 １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

指示》。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党员干部

的思想水平，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处理

少数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又作出以３年时间进行整党的决定，以解
决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不纯、成分不纯和作风

不纯的问题。为此，中央制定了《关于整顿党的基

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对整

党工作做出具体部署，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员必须具

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八项标准，并组织开

展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整党整风运

动中，全国有４１万人被开除出党或劝告退党。整
党整风运动纯洁了党的组织，严惩了一大批党内蜕

化变质分子，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３．坚决惩治党内腐败分子
坚决清除腐败分子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新

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严重地注意

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

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

来处理。”①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全国开展了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及反

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

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毛泽东十分重视

对大案要案的处理，亲自在文件上做批示，要求对

贪污腐败分子严厉惩处，绝不容情。原天津地委

书记刘青山、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贪污案就是

“三反”运动中贪污腐败的典型案例。他们利用

职权贪污巨款堕落为人民的罪人。在处理这一案

件时，曾有人替其说情。毛泽东的回答是：“只有

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 ２０个，２００个，２０００个，
２００００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②在毛
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不断探索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路

径，始终保持对腐败现象的高压态势，坚持不懈清

除党内各种腐败分子，确保党能够始终保持马克

思主义政党本色。

三　毛泽东自我革命思想的现实启迪
毛泽东提出的自我革命思想、推出的自我革

命举措对党的事业具有重大历史价值，也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自我革命的思想引擎、实践遵循、价

值导向、根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

的显著特征，蕴含着百年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自我革新的革命自觉③。当前，我们要紧密结

合新时代党的建设实际，深入学习研究毛泽东对

自我革命探索的历史经验，深刻领会跳出历史周

期率“两个答案”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战略，把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

（一）必须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

建设

新时代，党员思想上“总开关”的问题必须解

决好，这是继承毛泽东关于“着重在思想上建党”

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查处的腐败

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丧失了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思想上的堕落必然导致行为上

的腐败。全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全面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

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歪

理邪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切

实增强思想上自我革命的自觉性，牢固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

１３

①

②

③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８２—１８３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２页。
钟贞山，周品秀：《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理论逻辑、实践遵循与现实路径》，《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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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和忠实实践者，建设学习型政党。

（二）必须一体推进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

率的“两个答案”

党自我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把党锻造得

更加坚强，更好地为人民谋幸福。接受人民群众

监督，听取人民群众意见是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

举措。因此，“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第一个答案

与自我革命第二个答案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第二个答案”是对“第一个答案”的继承、发展和

创新。“两个答案”一脉相承、相互促进，统一于

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全过程。实践

中，要把“两个答案”紧密结合起来，加大从外向

他律到内向自律的深入推进，构建起决策科学、监

督有力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自觉接受人民群众

监督。同时，全党要遵循“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

求，针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

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坚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

构建起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一

体推进的体制机制，把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

确保党长盛不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必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常态化、制

度化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自我革命的有力武器。毛

泽东教会我们使用这个武器。新时代，这个武器

不仅要用，而且还要使之常态化、制度化，使之发

挥更大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批

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

员、干部的必修课。”①全党要自觉拿起自我革命

武器，弘扬斗争精神，切实排查各方面存在的突出

问题，坚决纠正一段时间以来政治意识淡薄、批评

和自我批评弱化等问题，建立健全批评和自我批

评常态化的体制机制，使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起

到脸红心跳、出汗排毒、治病救人、加油鼓劲的作

用，不断探索新时代有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

途径，充分发挥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自我革命中

的作用。

（四）必须把反腐败作为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

瘤。新时代，必须把反腐败作为最彻底的自我革

命，永远吹冲锋号，坚决清除党内腐败分子。各级

党组织要始终牢记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刻教

育提醒党员干部对党绝对忠诚，遵纪守法，洁身自

好，防止被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集团所“围猎”。同

时，要继续保持对腐败问题的高压态势，以腐败一

日不清除，绝不收兵的决心，打好自我革命的攻坚

战、持久战。在此基础上，还要针对自我革命中遇

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

度规范体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把

党建设得更加过硬，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ｆ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Ｉ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ＸＵＤｏｎｇｙｕ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ａｎｓｗｅｒｔｏ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ｗｔｏｅｓｃａｐｅ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ｅｏｆｒｉｓ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ｕｎｒｅｍｉｔｔｉｎｇ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ｋｅｅｐ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ｐｕ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ｘｉｓ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ｙｂｙｓｅｌｆ－ｒｅｆｏｒｍ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ｌａｉｄａ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ｎｓｗｅｒ．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ｂｙ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ｓｓｅｌｆ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ｔｏａｄｈｅｒｅｔｏ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ｄｓｔｒｉｃ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ｗ
ｅｒａ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ｓｓｅｌｆ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ｄｅｐ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ｅｌｆ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ｅｏｐｌｅ；Ｐａｒ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朱春花）

２３
①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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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愿望－意图逻辑的哲学基础
郝一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从常识性心理学、心灵哲学和行为哲学的视角，系统探讨意图、信念、愿望、规划与 Ａｇｅｎｔ实践推理的关系，
可得到如下主要观点：（１）意图既是潜在的行为影响者，又是行为控制者，它为进一步的实践推理和规划提供了重要的
输入。（２）意图涉及承诺；规划揭示了“以实践推理为中心的承诺的重要属性”；资源受限 Ａｇｅｎｔ的规划通常是具有层级
结构的局部规划；意图是规划和实践推理得以关联的关键因素。（３）规划支持协调，并能够扩大慎思对之后行为的影
响。（４）意图不仅能够帮助实践推理确定选项的相关性和可接受性，而且还能够构建“权衡愿望－信念理由”的过程。

关键词：信念；愿望；意图；规划；Ａｇｅｎｔ实践推理
中图分类号：Ｂ８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３３－０８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具有理性行为能

力的计算Ａｇｅｎｔ（主体或智能体）的研究受到了广
泛关注。信念和意图的概念在自主 Ａｇｅｎｔ的设计
与实现中起着核心作用。这些概念不是源自人工

智能和多 Ａｇｅｎｔ系统，而是来自心灵哲学。心灵
哲学认为它们是 Ａｇｅｎｔ的基本心智态度：信念有
一个“从心智到世界”方向的适应过程，即 Ａｇｅｎｔ
试图调整信念以适应世界真相；而意图有一个

“从世界到心智”方向的适应过程，即 Ａｇｅｎｔ试图
使世界与他们的意图相匹配。

当我们认真思考“面向未来的意图和规划以

及它们对下一步的实践推理的影响时”，我们的

心智状态和理性 Ａｇｅｎｔ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Ｂｒａｔｍａｎ（１９８７）①的专著《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意图、规划与实践推理）》主要探
讨了这一问题。这部专著不仅给出了信念、愿望

和意图这些基本概念，而且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关

系，这为之后在人工智能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信

念－愿望－意图逻辑②奠定了很好的哲学基础，因
而受到诸多学者的推崇和引用，截至 ２０２３年 １１
月１８日，这部专著被引用５０４９次。

Ｂｒａｔｍａｎ仅仅给出了信念－愿望－意图理论的
半形式化系统，Ｃｏｈｅｎ和 Ｌｅｖｅｓｑｕｅ③ 以及 Ｒａｏ和
Ｇｅｏｒｇｅｆｆ④在 Ｂｒａｔｍａｎ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视角给
出了不同的形式化系统，并且由于其极高的引用

率，分别于 ２００６年和 ２００７年获得了自主 Ａｇｅｎｔ
和多Ａｇｅｎｔ系统的影响文章奖。本文将在 Ａｎｓ
ｃｏｍｂｅ⑤、Ｇｏｌｄｍａｎ⑥、Ｄａｖｉｄｓｏｎ⑦ 和 Ｂｒａｔｍａｎ⑧ 等的
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现代人工智能中的 Ａ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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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ｔ理论①，重点探讨信念、愿望、意图、承诺等对
Ａｇｅｎｔ规划和行为的影响，从而为信念－愿望－意
图逻辑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

目前，有大量已实现的信念－愿望－意图
（Ｂｅｌｉｅｆ－Ｄｅｓｉｒ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简称ＢＤＩ）逻辑系统，这
些系统支持创建使用信念、愿望和意图这三种结

构定义的Ａｇｅｎｔ；而且还存在对这些功能进行扩展
的系统，以便提供额外的人类推理能力。所有这

些已实现的ＢＤＩ系统的共同点是：都使用了规划
库的概念。每个规划库由以下三部分组成：规划

组件、（规划能够实现的）目标或意图、（规划适用

的）背景。规划组件由以下两部分组成：（直接影

响环境的）行为、（在需要时扩展到其他规划中

的）子目标或意图。规划中的目标嵌套允许构建

规划－目标层级结构，其中目标节点的分支指向
“能够实现此目标的规划”，规划节点的分支指向

“完成此规划必须实现的目标”。已实现的 ＢＤＩ
系统还包含一个 ＢＤＩ执行引擎，该引擎指导
Ａｇｅｎｔ的推理过程。不同引擎使用的算法可能存
在差异，但是基本版本的 ＢＤＩ执行引擎主要轮廓
包括：感知、更新、意图修正、规划筛选、方案选择、

行动②。

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许多理解都植根于一种

常识性的心理框架，即一个以意图为中心的框架。

在这个框架内，使用意图的概念来描述人们的心

智和行为，即利用意图表征人的心智状态。意图

的重要性体现在：（１）它们与广泛的情感反应、道
德态度和法律制度紧密相连；（２）意图为我们每
天预测他人做什么、解释他人做了什么以及协调

我们的规划与他人的规划提供了基础。

做知识级分析的系统被称为 Ａｇｅｎｔ③，它是人
类智能、动物智能和机器智能的统一模型④，可定

义为从感知序列到实体动作的映射⑤。全文着重

探讨了信念、愿望、意图、规划与 Ａｇｅｎｔ实践推理
的关系，以解释如何从意图的角度来表征 Ａｇｅｎｔ
的心智和行为。为此，需要探讨规划、意图、行为

和实践理性的关系⑥。

二　规划
人是制定规划的Ａｇｅｎｔ，这些规划支配我们以

后的行为。为此，需要两个核心能力：（１）具有
“有目的地采取行动”的能力；（２）具有制定和执
行规划的能力。对未来规划的需求植根于如下两

个普遍的需求⑦：

第一，需要我们是理性的Ａｇｅｎｔ。这在一定程
度上意味着慎思（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更一般地说，理性
反思有助于塑造我们的行为。成功慎思的程度显

然是受到时间和其他资源的限制。因此，允许慎

思和理性反思超越当下，以影响行为。

第二，需要 Ａｇｅｎｔ协调。为了实现复杂的目
标，首先，Ａｇｅｎｔ必须协调他现在和未来的活动
（即个人协调）；其次，Ａｇｅｎｔ还需要协调他的活动
与别的Ａｇｅｎｔ的活动（人际协调）。通常同时需要
这两种协调。因为我们人类既受时间、金钱等资

源的限制，也是社会的Ａｇｅｎｔ；换句话说，人类是资
源受限Ａｇｅｎｔ。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慎思和“能够超越当下

的理性反思”影响行为的方法，而且还需要找到

来自个人协调和人际协调的支持资源。通过为未

来制定更大的规划来促进协调，这些规划有助于

随着时间的推移，协调我们自己的活动以及我们

的活动与其他人的活动。现在制定以后的规划，

就能使得现在的慎思影响以后的行为；即把慎思

的影响扩展到现在之后。

我们通常只确定局部规划，然后根据需要和

时间的推移逐步填充这些规划。Ａｇｅｎｔ规划的这
种不完全性创造了对推理的需求，这种推理可以

刻画制定规划的Ａｇｅｎｔ，因为推理以给定的初始的
局部规划为基础，旨在用适当手段、初始步骤或者

相对更具体的行动方案的流程来填充这些规划。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蔡自兴，徐光佑：《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第４版）》，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１１—３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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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意图
常识性心理学承认意图是一种心智状态，并

且允许我们把行为描述为意图做某事或者有特定

的意图。因此可以从正在意图的行动的状态开始

讨论意图。首先说明什么是“意图做某事”，然后

解释“意图做某事或者有特定意图”，这需要借助

于“有做某事的意图”的概念。

当我们谈论“有做某事的意图”时，经常会想

到关于未来的意图。面向当前的意图应该引导我

们把“面向未来的意图”视为核心意图。要理解

“正在意图做某事”的概念，就必须理解“面向未

来的意图”的概念①。

行为主义的支持者认为：面向未来的意图嵌

入在当前的意图活动中；对未来行动的承诺总是

嵌入在当前行动中。但是这过于简单化了，因为

只有一小部分未来行为在我们的意图范围之内，

现在承诺的只是未来行为范围的一小部分。因

此，对未来行动的承诺似乎不仅仅隐含在目前的

意图活动中。但是，除了目前的意图活动之外，我

们对未来行动的承诺还包括什么呢？

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很快就会面临

一个令人费解的三重困境。我们今天的意图并没

有提升到可以神灵般地进行时空变换，并控制明

天的行动。面向未来的意图大概不是不可改变

的。如果这种意图是不可撤销的，这显然是不合

常理的；毕竟，事情在变化，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完

全准确地预测未来。这意味着，除非某个时候有

理由重新制定规划，否则为什么现在要费心决定

未来做什么呢？因此，面向未来的意图似乎：（１）
在形而上学上是令人反感的（因为它们涉及较远

未来的行动）；（２）或者在理性上是令人反感的
（因为它们是不可撤销的）；（３）或者只是在浪费
时间。

这三重困境导致了对“面向未来的意图”概

念的怀疑，这种怀疑一旦产生，就会迅速蔓延到

“正在意图的行动”的概念，因为“正在意图的行

动”的核心就是面向未来的意图。如果面向未来

的意图导致我们需要在较远的未来采取行动，或

者把此类意图看作是不可撤销的意图或者浪费时

间的意图，那么我们应该对“正在意图的行动”的

观点持怀疑态度。

为了摆脱这些困惑，Ｂｒａｔｍａｎ（１９８７）提出了意
图的替代方法，这种方法已经成为心灵哲学和行

动哲学的主要传统。这一方法成功地描述了关于

意图的一般方法，认为：我们不应该从正在意图的

行动的状态开始讨论，而应该直接对行动中出现

的意图进行讨论，即直接对“意图做某事或者有

特定意图”进行讨论。意图的替代方法具有如下

四个论点：

（１）行动中的意图具有方法论上的优先性。
当我们遵循这一策略时，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一个行为是意图进行的行为，或者是有某种意图

的行为，是因为该行为与 Ａｇｅｎｔ的愿望和信念之
间具有事实上的关联。

（２）关于行动的意图－愿望－信念理论。根据
Ａｇｅｎｔ的愿望和信念以及“与这些愿望和信念具
有因果关系的”行为，来理解正在意图的行动和

已经完成的意图行动。因此，行动意图的常识概

念的基本结构涉及两种基本的心智状态：一是那

些具有信念作用的心智状态；二是那些具有愿望

作用的心智状态。正是由于与这些心智状态建立

了因果关系，才使得某个行动有意图，或者是以某

种意图去做。

（３）具有推广策略。如果我们接受了“意图
在行动中的优先性”和这里的意图－愿望－信念理
论，那么就会很自然地把对行动意图的描述，直接

推广到面向未来的意图的描述。换句话说，一旦

我们有了一个关于“有意图的行动和带有某种意

图的行动的”充分描述，就可以期望获得所有的

主要材料，进而就可以处理面向未来的意图。

（４）可以把面向未来的意图还原为适当的愿
望和信念。从 １９世纪哲学家奥斯汀（Ａｕｓｔｉｎ）的
著作中可以找到这种简化方法的经典陈述：对 Ａ
ｇｅｎｔ心智和行动的常识性描述只需要两个参数，
即愿望－信念框架。

这里的观点（１）和（３）表达了研究策略，而
（２）和（４）是关于 Ａｇｅｎｔ心智和行动的实质性观
点，因此（２）和（４）一起构成了意图和意图行动的
愿望－信念模型，这是当代心灵哲学和行为哲学
的主流观点。

但是，Ｂｒａｔｍａｎ认为，应该拒绝这四个论点和

５３
①ＢｒａｔｍａｎＭ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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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信念模型①。这是因为：我们对意图的理
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面向未来的意图的理

解。人类是从事规划的Ａｇｅｎｔ，而面向未来的意图
是形成更大规划的一部分，这些规划在协调以及

之后进行的实践推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

使我们能够通过当前慎思来影响未来的规划。换

句话说，意图是这些规划的基石；而规划是扩大了

的意图。

关于替代意图方法的四个论点更适合于理解

“不会制定规划的”Ａｇｅｎｔ（例如，狗和猫）。由于
人类是能够制定规划的Ａｇｅｎｔ，因此这四个论点并
不适用于人类。换句话说，这四个论点没有正确

理解“人作为制定规划的Ａｇｅｎｔ的概念”。

四　意图与规划
Ｂｒａｔｍａｎ对意图的理解具有心灵哲学的功能

主义传统。因为他对各种心智状态的常识性理

解，依赖于对这些状态所嵌入的适当的、潜在的规

则的假设。这些规则把这些不同的状态联系在一

起，伴随着相关的心理过程和活动，具有其独特的

“输入”和“输出”———感知和行动。虽然这些规

则有时可能涉及某种方式的行为倾向，但是也可

能涉及以独特方式进行思考或者推理（或者抵制

推理）的倾向②。

（一）规划理论

常识心理学的许多核心规则涉及相关的规范

或者标准。例如，当认识到我们持有的信念总体

上是不一致的，通常倾向于朝一致性的方向修正

信念；与这种倾向性相关联的是规范，因为规范要

求信念具有一致性。在对常识框架的规则网络进

行解释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规范或者

标准是什么。

对意图的怀疑，特别是对“面向未来的意图”

的怀疑，说明意图可以嵌入到这样的规则和规范

的网络中。我们的常识框架把意图视为一种独特

的心智态度，而不是把意图与普通的愿望和信念

混为一谈，或者把意图简化为普通的愿望和信念。

作为意图特征的规则和规范，包括资源受限理性

Ａｇｅｎｔ的持续实践推理和行动中的局部规划的角
色特征。

意图规划理论需要探讨如下两个问题：（１）
如何避免对意图的怀疑？（２）对于像我们人类这
样的“在关注问题、选项的慎思、确定可能的后

果、执行相关计算等方面资源受限”的 Ａｇｅｎｔ来
说，应该如何理解实践理性的内涵？通过反思意

图和局部规划“在资源受限理性 Ａｇｅｎｔ的不断发
展的实践推理和规划中的作用”，就可以很大程

度上解决第一个问题。

（二）Ｂｕｒｉｄａｎ实例
这种对意图规划的探讨，需要对“作为制定

规划的Ａｇｅｎｔ”进行探讨，因为 Ａｇｅｎｔ的资源受限
而且有协调需求，包括对社会协调和个人协调的

需求。Ａｇｅｎｔ对“支持协调规划的需求”至少可以
部分归因于“Ａｇｅｎｔ的资源受限”。但是，Ａｇｅｎｔ对
协调的需求也会给“作为制定规划的 Ａｇｅｎｔ”带来
压力③。

例如，一头有理性的驴被放在‘两堆具有同

样吸引力的干草’中间，可能会饿死，因为它没有

理由走向左边草堆而不是走向右边草堆，也没有

理由走向右边草堆而不是走向左边草堆。这种

“在Ａｇｅｎｔ看来同样可取的选择之间作出选择的
实例”被称为 Ｂｕｒｉｄａｎ实例。

（三）普通意图

为了探讨意图规划理论，需要关注普通意图

的简单实例，在这些实例中，面向未来的意图和局

部规划不会因为“先前的慎思”给“之后的行为”

带来困扰。如果把面向未来的意图作为意图的范

例，就会对其产生扭曲的看法。为了避免这种情

况的发生，需要从普通意图开始讨论。

五　通向规划理论的道路
现在探讨愿望－信念模型，并且描述意图的

几个特征，这些特征是后文讨论的核心内容，因

此，需要把意图视为独特的心智状态；之后将描述

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将影响以后的讨论。

（一）愿望－信念模型
愿望－信念模型的基本观点是：如果一个行

动与Ａｇｅｎｔ的愿望和信念有着恰当的关系，那么
这个行动就是意图行动，或者是带有某种意图的

６３

①

②

③

ＢｒａｔｍａｎＭ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２４．
ＢｒａｔｍａｎＭ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２７．
ＢｒａｔｍａｎＭ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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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在探讨意图和行动模型的过程中，会涉及

关于实践理性的问题，即什么使得行动合理？

Ａｇｅｎｔ在某一时间的愿望和信念，为他当时采取
的各种行动提供了理由①。

（二）意图和承诺

由于意图涉及承诺，因此意图理论的主要工

作之一，是对意图中涉及的承诺进行全面的描述。

第一步是区分承诺的两个方面。承诺的第一个方

面涉及意图和行动之间的关系，称之为承诺的意

志维度（简称为意志承诺）。意图和愿望都是支

持Ａｇｅｎｔ行为的心智态度，但是普通的信念则不
是。意图是行为控制者，而普通愿望则不是，因为

普通愿望仅仅是行动的潜在影响者。面向未来的

意图中的承诺的意志维度，来源于意图是行为控

制者这一事实。承诺的第二个方面是面向未来的

意图。至关重要的是面向未来的意图在其初始形

成和最终执行之间所起的作用，这些作用构成了

以推理为中心的承诺维度。可见，面向未来的意

图的承诺特征有两个维度：意志型和推理型，二者

密切相关②。承诺的意志和推理这两个维度的结

合涉及Ａｇｅｎｔ的协同，即把这两个承诺维度放在
一起，有助于解释意图如何在支持 Ａｇｅｎｔ的个人
协调和社会协调方面发挥其特有的作用。

（三）愿望－信念模型的适度扩展
事实上，愿望－信念模型面临着挑战：因为与

承诺的每个方面相关的基本规律和倾向，及其对

实践理性的规范性概念的影响，“在严格遵循愿

望－信念框架的情况下”很难得到充分的描述。
这是因为在给予意图作为独特的心智态度的地位

时，对愿望－信念模型的描述还是不够充分。意
图是独特的心智状态，在 Ａｇｅｎｔ思考和行动之间
起着独特的因果作用。但是在发挥这些作用时，

意图并没有提供“与它们所采取行动的合理性直

接相关的”考虑因素。意图可以间接地与理性行

为相关。对此，需要区分这种相关性可能发生的

三种方式。首先，意图可能具有间接的实际意义。

如果Ａｇｅｎｔ的愿望与实现早期意图有关，就会发
生这种情况。第二，意图可能具有间接的认知关

联。Ａｇｅｎｔ可能会把他先前意图 Ａ视为将要完成
Ａ的证据，在进一步的推理中，把正在拥有的意图

Ａ视为理所当然的。第三，意图可能具有间接的
二阶相关性。Ａｇｅｎｔ可能会把他先前对 Ａ的意图
视为证据，证明正在拥有的意图 Ａ事实上受益于
他目前的愿望－信念理由的平衡；或者从他目前
的愿望和信念的角度来看，作为“重新考虑这一

意图的代价是不值得的”的证据。事实上，先前

意图与行为合理性的相关性至多是间接的，因为

它是通过Ａｇｅｎｔ的愿望和信念来实现的。换句话
说，Ａｇｅｎｔ的愿望和信念提供了“与其行为合理性
直接相关的”考虑因素。

这种观点被称为愿望－信念模型的适度扩
展，因为它保留了该模型的实践理性概念；而且在

对愿望－信念模型的描述性进行修改的同时，还
保留了该模型的规范性。但是这种扩展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因为一旦仔细考查意图的作用，就会把

意图作为进一步意图推理的输入，这时对实践理

性的规范性解释就会变得复杂。

现在讨论面向未来的意图。假定意图是与愿

望和信念一致的心智状态。这种心智状态有如下

三种倾向：保留该意图而无需重新考虑的倾向；从

保留该意图到进一步意图的推理倾向；根据该意

图约束其他意图的倾向。这些倾向是行为控制的

支持态度；而且这些倾向抵制反思，因此意图有一

种特有的惯性。意图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作为进

一步实践推理的输入，以达到进一步的意图③。

在每种情况下，都可探讨这些倾向对实践理性的

规范概念的影响。

现在只关注“意图作为进一步实践推理的输

入”的相关问题。例如：假设我在今年二月时打

算五月份去成都看望儿子。在形成这一意图之

后，我可能会继续从中推断出一个更具体的意图

（例如，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内去），或者关于手

段的进一步意图（例如，乘坐动车去），或者关于

初始步骤的进一步意图（例如，请求我的同事承

担我的教学任务）。

为了简单起见，把重点放在我对“一个关于

手段的意图”进行推理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推理

中，我开始打算去成都，并且考虑如何去。我去成

都的意图与“我在这种推理中达成的‘关于手段

７３

①

②

③

ＢｒａｔｍａｎＭ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３５．
ＢｒａｔｍａｎＭ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２８．
ＢｒａｔｍａｎＭ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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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意图’的合理性”直接相关。例如，这与

我决定乘坐动车的合理性直接相关。当我真正乘

坐动车时，我看到如下这样的事实：行动是实现我

的意图（去成都）的一种手段，与它的合理性直接

相关。我先前打算去成都，这与我后来打算乘坐

动车的合理性以及我最终采取的行动直接相关。

但是，这种“对我先前意图的作用的理解”与“只

有愿望－信念理由才具有这种直接相关性的观
点”相冲突。

这种冲突在下面的 Ｂｕｒｉｄａｎ实例中尤其明
显，在这些实例中，我们可能形成了一种倾向：支

持几个不相容但是（据我所知）同样可取的选项

中的一个。例如：虽然我倾向于从北京南站出发

走京台高速到南京南站的愿望－信念理由，似乎
与走京沪高速的理由同样多，但是我还是必须作

出决定。碰巧的是，我（可能是武断地）决定走京

台高速。现在我必须弄清楚如何到达那里，在这

种推理中，我打算到南四环中路右转经过德贤路

到京台高速。

在这一手段－目的推理中，我到南京南站的
意图与“我先前打算到南四环中路右转经过德贤

路的衍生意图”的合理性直接相关。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认为我右转的意图是理性的，而左转到榴

乡路的意图是非理性的；但是在我形成走南四环

中路意图之前，情况并非如此。既然决定走京台

高速，我想我应该在南四环中路右转；但是在我决

定走京台高速之前，我并不这么认为。因此，我先

前打算走京台高速与我在南四环中路右转的合理

性直接相关，这一分析与实践理性的愿望－信念
模型相冲突。由此可见，Ａｇｅｎｔ“对这种手段－目的
推理的常识性理解”与“愿望－信念模型”之间存
在着严重的冲突关系。如果认真考查这种常识性

理解，就会发现愿望－信念模型是有问题的。
与实践理性的愿望－信念模型相关联的是实

践推理模型，这种模型可以对各种选项的愿望－
信念理由进行权衡①。这种权衡无疑是实践推理

的一种常见形式。但是，一旦考虑到“意图是一

种独特的心智态度”，就必须接受关于达到预期

目的的手段的推理。在这种推理中，我们把先前

意图视为与“进一步意图和行动的合理性”具有

某种直接关联性，即在愿望－信念模型中，保留了

愿望－信念理由。为此，需要一个令人满意的理
论来解释这两种推理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四）基于意图的推理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先前意图提供了衍生

意图和行为的合理性直接相关的考虑因素”呢？

一种方法是在愿望－信念模型提供的行动推理结
构的基础上，用基于意图的推理补充对行动推理

的解释。意图不仅仅是 Ａｇｅｎｔ独特的心智状态，
而且还提供了行动的理由，这些理由是超越了普

通愿望和信念的理由。正是通过提供这些行动理

由，意图提供了“与手段－目的推理结论的合理
性”直接相关的考虑因素。

六　规划与实践推理
关于未来行动的意图通常是制定更大规划的

要素，这些规划有助于促进社会和我们自己生活

的协调，还有助于使得先前的慎思能够塑造后来

的行为。我们确定了先前的局部规划，只有在遇

到问题时才会重新考虑这些规划。提前确定这些

规划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实现复杂目标。这种

协调规划的能力是一种通用手段，它在追求各种

不同的目标时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作为心智状态的规划

首先需要区分作为抽象结构的规划和作为心

智状态的规划。当我们谈论规划时，我们脑子里

有一种特定的心智状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

结构，比如说，可以用一些博弈论符号来表示。以

下只讨论作为心智状态的规划，包括对行动的适

当承诺：只有当我们的意图是真实存在时，我们才

有一个规划。

这样理解的规划，其意图的作用是巨大的。

它们都有意图的如下特点：意图抵制重新考虑，在

这个意义上说意图具有惯性；而且意图不仅仅是

潜在的行为影响者，而且还是行为控制者；意图为

进一步的实践推理和规划提供了重要的输入。但

是，与相对简单的意图相比，由于意图复杂性的增

加，规划揭示了“以推理为中心的承诺的重要属

性”。特别是，像我们人类这样的资源受限 Ａｇｅｎｔ
的规划通常有如下两个重要特征：（１）规划通常
是局部规划，而且可以在以后根据实际情况补充

这些局部规划；（２）规划通常具有层级结构。例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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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关于目的的规划，以及关于方法和初始步骤的

规划。

由于更一般的意图包含了更具体的意图，因

此提前确定这种局部的、层级结构的规划，把更具

体的决定留待以后再做的策略，有着深刻的务实

理由。规划的局部性和层级结构与规划的惯性相

结合，赋予许多意图和行动如下混合特征：一个新

的意图或者行动在一个方面可能是慎思的，同时

在另一个方面可能不是慎思的。意图或者行动可

能是慎思的直接结果，但是这一慎思可能已经把

先前意图和规划作为固定的背景，而这些意图和

规划在慎思时并不需要重新考虑。

正是通过这种局部的、层级分明的、抵制重新

考虑并最终控制行为的规划，使得我们的慎思和

行动之间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延伸。

从先前意图到更进一步、更具体的意图，或者关于

手段或者初始步骤的进一步意图的推理，规划的

局部性都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意图是使得“这些

局部规划”和“进行这些局部规划时所需要的推

理”得以关联的关键因素。

（二）对规划的要求

规划支持协调，并能够扩大慎思对以后行为

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规划需要满

足哪些需求才能很好地为这些角色服务呢？首

先，规划需要具有内部一致性。为了在一段时间

内协调Ａｇｅｎｔ的活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规划应该是内部一致的。其次，规划需要手段与

目的具有一致性①。虽然规划通常是局部的，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仍然需要适当地补充。

认识到规划的这些需求，一方面有助于区分意图

和规划，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区分普通的愿望和

评估。

（三）先前规划框架

我们对意图和规划有两个主要的理性要求，

与这两个要求相关联的是“意图和规划在实践推

理中作为输入所发挥的作用”。首先，考虑到对

手段与目的一致性的要求，事先没有重新考虑的

意图往往会引起进一步慎思的问题。第二，考虑

到意图的一致性，先前意图不需要重新考虑，从而

限制了进一步的意图；特别是，它们限制了“手段

与目的一致性需求所造成问题的”解决办法。

先前意图和规划为Ａｇｅｎｔ决策提供了一个背
景框架，并在此框架下进行各种选项的权衡。这

个框架有助于 Ａｇｅｎｔ对如下问题进行慎思：它有
助于确定哪些选项是相关的和可接受的。先前意

图的作用是帮助确定“在权衡相互冲突的行动理

由的过程中”应考虑哪些选项，而不是为“被考虑

的替代选项”提供有利的理由。在慎思中需要权

衡的理由仍然是愿望－信念理由。通过这种方
式，就超越了愿望－信念模型的适度扩展，并把意
图直接作为实践推理的输入。

意图为实践推理提供了框架理由，其作用是

帮助确定选项的相关性和可接受性；这些框架理

由与愿望－信念理由并不重复，而是构建了权衡
愿望－信念理由的过程。此外，意图在“为权衡愿
望－信念理由提供背景框架方面的作用本身”，是
基于满足理性愿望的实用性考虑。

Ｂｒａｔｍａｎ（１９８７）的意图理论的一个中心问题
是“为两种实践推理之间的关系”提供如下令人

满意的模型：权衡各种选项的愿望－信念理由，以
及从先前意图到关于手段、初始步骤的意图的推

理，或者更具体的行动方针②。为此，需要把先前

意图视为规划的要素，这些规划提供了一个背景

框架，这个框架包括愿望－信念理由的权衡；而且
这个框架为进一步的推理提出了问题，并限制了

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实践推理有如下两

个层次：（１）先前意图和规划会提出问题，并提供
对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选项的筛选；（２）愿望－信
念理由作为考虑因素，在相关选择和可接受选项

之间进行权衡。

（四）意图和信念

在对背景框架中意图和规划的作用进行解释

时，可以假设存在一种坚定的信念，而不仅仅是置

信度在０到 １之间取值的“主观概率”。实践推
理和规划通常所依据的背景框架，不仅包括先前

意图和规划，而且还包括这些明确的信念。这些

心智态度共同构成了推理中解决的决策问题。

现在探讨先前意图和规划是“如何对选项的

可接受性进行筛选的”。在进一步的实践推理

中，先前意图的这种筛选作用的基础是：Ａｇｅｎｔ的

９３

①

②

ＢｒａｔｍａｎＭ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６１．
ＢｒａｔｍａｎＭ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ｐ．６５－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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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与其信念网络需要具有一致性；在其他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Ａｇｅｎｔ应该有可能在一个“他的信
念是真实的”世界中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但

是，不要假设“这种一致性约束和选项筛选的性

质之间存在过于简单的关系”，因为并非所有“与

Ａｇｅｎｔ已有意图和信念不一致的选项”都是不可
接受的。

对于意图和信念的强一致性需求与新选项的

可接受性之间关系，可以进行如下理解。考虑一

个新的选项 Ｏ。固定 Ａｇｅｎｔ先前意图，并把这些
意图添加到Ａｇｅｎｔ的意图和“与选项 Ｏ有关的新
意图”的信念网络中，而且这个新意图导致了信

念的变化，但是 Ａｇｅｎｔ先前意图并没有导致对信
念的任何修改。如果意图和信念网络中的这些变

化，不会在该网络中引入新的不一致性，那么选项

Ｏ是可以接受的。

结语

本文从常识性心理学、心灵哲学和行为哲学

的视角，系统探讨了作为人类智能、动物智能和机

器智能的统一模型的 Ａｇｅｎｔ的意图、信念、愿望、
规划与实践推理的关系，以解释如何从意图的角

度来表征 Ａｇｅｎｔ的心智和行为。主要观点如下：
（１）意图既是潜在的行为影响者，又是行为控制
者，它为进一步的实践推理和规划提供了重要的

输入。（２）意图涉及承诺；规划揭示了“以实践推
理为中心的承诺的重要属性”；资源受限Ａｇｅｎｔ的
规划通常是具有层级结构的局部规划；意图是规

划和实践推理得以关联的关键因素。（３）规划支
持协调，并能够扩大慎思对之后行为的影响，因

此，需要规划具有内部一致性，而且需要其手段与

目的具有一致性。（４）意图不仅能够帮助实践推
理确定选项的相关性和可接受性，而且还能够构

建权衡愿望－信念理由的过程。
至于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围绕如下三个

方面展开：（１）如何对本文的成果进行形式化？
（２）意图、慎思与Ａｇｅｎｔ理性的关系如何？（３）意
图与Ａｇｅｎｔ承诺的关系如何？

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ＢｅｌｉｅｆＤｅｓｉｒ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Ｌｏｇｉｃ

ＨＡＯＹｉｊｉ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７３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ｉｎｄ，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ｍｏｎｇ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ｂｅｌｉｅｆｓ，ｄｅｓｉｒｅｓ，ｐｌａｎｓ，
ａｎｄａｇ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ｃａｎ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ｍａｉｎ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１）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ｃｒｕｃｉａｌｉｎｐｕｔｓｆｏ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Ｐｌａｎｓ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ｔｈａｔａｒ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ｔｏ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ｐｌａｎｓｏｆ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ｕｎｄｅ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ｅｎｔ
ａｒ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ｐａｒｔｉａｌａｎｄｈａｖｅａ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ｌｉｎｋｉｎｇ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３）Ｐｌａｎ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ｘｔｅ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
ｌａｔ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ｄ（４）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ｈｅｌｐ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ｏｐｔｉｏｎ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ｂｕｔａｌｓ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ｗｅｉｇｈｉｎｇｄｅｓｉｒｅｂｅｌｉｅｆｒｅａｓ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ｅｌｉｅｆ；ｄｅｓｉｒ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ａｇ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责任校对　龙四清）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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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心智化概念的双重约束

施展旦
（江苏警官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１）

摘　要：对弗雷格的涵义概念的心智化解释，是意义理论研究从语言本位转向心灵本位的标志之一。福多在阐述概
念理论时指出，在弗雷格的本体论前提下，不能一致地把涵义等同于呈现模式。呈现模式本质上是思想语言符号，概念

应被理解为由指称与呈现模式构成的一个二元对。但是，福多的概念结构并不能融贯地满足成功交流所需要的公共性

和心理解释的双重约束。相对地，在理性行动约束下，如果摆脱弗雷格把思想作为独立实体以及福多的心智优先性的本

体论束缚，完整把握语言、思想和世界的三重结构，在行动主义的框架中，可以协调概念的公共性和心理解释之间的

关系。

关键词：呈现模式；概念；心智表征；公共性；心理解释

中图分类号：Ｂ８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４１－０８

　　弗雷格（Ｇ．Ｆｒｅｇｅ）的涵义概念在开启意义理
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提示了一系列问题。

福多（Ｊ．Ｆｏｄｏｒ）指出，公共性（可共享性）以及在
意向解释中的作用是我们把握概念，进而理解意

义问题的关键，前者用于说明不同的主体如何可

以共享概念，后者则要为主体的行为提供心理解

释的依据。两者构成对把握概念问题的必要约

束，即公共性约束和心理解释约束。通过对弗雷

格式涵义的心智主义处理，福多认为表征主义的

概念理论可以满足上述约束。但囿于其本体论和

方法论，福多的处理并不能融贯地满足这两项约

束，导致一些人对这两个约束之间的相容性的质

疑。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在厘清弗雷格的涵义理

论的层次的前提下，通过摆脱弗雷格和福多各自

的形而上学束缚，在一种完整的语言、思想和世界

的三重结构基础上予以理论重构。

一　弗雷格之谜与“概念”的心智化
在有关概念的形而上学理论中，可以区分作

为心智表征的概念，作为能力的概念，以及作为弗

雷格式涵义的概念①。其中，作为心智表征的概

念和作为弗雷格式涵义的概念似乎是相互冲突

的，因为后者是一种非心智的抽象对象，而前者是

把概念当作存在于一个内部表征系统中的心理实

体。作为弗雷格式涵义的概念是一种抽象客体，

它也是一种实体，但不具有作为心智表征概念的

心理特点，这种意义上的概念是命题的基本成分。

传统的逻辑和语言分析中，基于普遍有效性

的考量，意义理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回避或排除

了心理因素的影响。但由于实证主义等传统研究

范式所遭遇的一系列困境，引入心理因素成为意

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转向，进而使得心灵哲

学成为研究意义问题的主要领域。

意义研究中的反心理主义倾向来自弗雷格所

秉持的严格区分逻辑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原

则。而弗雷格自己所揭示的有关共指称的表达式

为何具有不同的认知意义的问题，即所谓“弗雷

格之谜”，也暗示了其中所存在的心理因素。这

一点在当代心灵哲学的发展中得到了重新

定义②。

１４

①

②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９－２２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８ＳＪＡ０４５１）
作者简介：施展旦（１９７１—），男，江苏启东人，博士生，副教授，主要从事逻辑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研究。
Ｍａｒｇｏｌｉｓ，Ｅ．ａｎｄ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ｐｒｉｎｇ２０２１Ｅｄｉｔｉｏｎ），ＥｄｗａｒｄＮ．Ｚａｌｔａ（ｅｄ．），

ＵＲＬ＝＜ｈｔｔｐｓ：／／ｐｌａｔｏ．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ｓｐｒ２０２１／ｅｎｔｒｉ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Ｄｕｍｍｅｔｔ，Ｍ．Ｆｒｅ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２８７－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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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和刻画行为之所

以可能的因果链条。进一步，需要对心智状态

（信念、愿望等）的内容在我们行动中的作用作出

说明，因为正是通过对心智内容的确定，我们才能

在具有相同涵义而指称不同，或具有相同指称而

涵义不同的概念之间作出区分，进而解释其与行

为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区分是名

称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弗雷格之谜也正

是由此而来。但是，弗雷格对涵义概念并没有做

出足够明了的解释，诸如命题态度的内容、决定指

称的东西、间接指称、理解表达式时所掌握的东西

等，都是其在论述涵义时所涉及的①。这为后来

的理论发展留下了诸多需要澄清的问题。

弗雷格认为，相等关系是名称之间或对象的

符号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象之间的关系。因此，

当我们认为ａ＝ｂ和ａ＝ａ具有不同的认知价值时，
ａ和ｂ就不是只作为对象相区别，“仅当符号的区
别相应于所指物的呈现模式的区别时才会产生区

别”②。

在弗雷格的理解中，所谓的呈现模式（Ｍｏｄｅ
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ＭＯＰ）就是符号的涵义，
而正是其涵义的不同使得 ａ＝ｂ具有了与 ａ＝ａ不
同的认知价值。由于涵义决定指称，因此，两个共

指称的符号由于涵义不同，它们就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这样就能解释上述两种相等关系为什么具

有不同的认知价值。

但是，如果是涵义确定了概念的不同，那么为

什么同样是相等关系，“水＝水”和“水＝Ｈ２Ｏ”都
是真的，而“水＝双氧水”是假的？毕竟，晨星和昏
星以及晨星和火星都是两个涵义不同的表达式。

对此弗雷格以外延主义立场进行了解释，认为只

有外延相同的两个概念才是同一概念。但问题在

于，如果结合同一性可替换原则，如何解释在命题

态度语境中同一性替换失效的问题。“根据弗雷

格的观点，语句的指称是其真值。但是，弗雷格没

有把语句的内容作为其指称，相关地，他没有把信

念当作是思考者和真值之间的关系。”③因此，在

弗雷格的涵义以及对概念的理解中，在“我相信

水能解渴”和“我相信 Ｈ２Ｏ能解渴”中，由于其中
的从句表达的都是一个真命题，也就无法对行为

给出令人满意的心理解释。

福多认为，如果要维持指称主义，弗雷格的

ＭＯＰ就不能是涵义，而只能是存在于头脑中的心
智表征。由于不同的概念可以有相同的指称，因

此，指称不能个体化概念。如果ＭＯＰ可以对概念
进行个体化，两者之间必然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但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在三角形的几何推理中可以

使用三角形图形，就认为三角形图形与几何推理

中的三角形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显然，ＭＯＰ和弗雷格的涵义并不是同一的。
福多认为，ＭＯＰ是思想的媒介，并不是思想本身，
我们是用它来进行思考，而不是对其进行思考。

“很多概念对应于相同的呈现模式。或换种说

法，相应于推理者的概念的不是呈现模式本身，而

是呈现模式加上其是如何被拥有的。”④

弗雷格之所以认为涵义是 ＭＯＰ，并且是一种
非心理的抽象实体，是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

实现概念和思想的公共性，即可以被很多人共享。

但正相反，福多指出，站在外延主义的角度，作为

思想媒介的ＭＯＰ，可以有不止一种方式思考一个
概念，也就无法实现对概念的个体化，即对概念的

识别，概念以及思想的公共性就无从谈起。

为此，福多指出，“弗雷格的理论架构需要得

到明确的心理化，呈现模式需要‘在头脑中’”⑤。

如果ＭＯＰ是心智对象，就可以通过它们所引起的
心智过程从而功能性地实现对概念的个体化，因为

在功能上相同的ＭＯＰ是同一的。这样，也就能对
心理解释作出合理的说明。因此，在福多这里，概

念是由指称和ＭＯＰ构成的二元对，后者以前者作
为语义。由此，ＭＯＰ既可以在句法上区分，又可以
通过法则性的与世界的关系拥有语义属性⑥。

二　公共性与心理解释
如前所述，公共性要求是弗雷格对其涵义作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ｅｃｋ，Ｒ．“ＳｏｌｖｉｎｇＦｒｅｇｅｓＰｕｚｚ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２０１２，１０９（１－２）：１３２－１７４．
Ｆｒｅｇｅ，Ｇ．“ＯｎＳｉｎｎａｎｄ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ＩｎＢｅａｎｅｙ，Ｍ．（ｅｄ．）．ＴｈｅＦｒｅｇｅＲｅａｄ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７，ｐ．１５２．
Ｈｅｃｋ，Ｒ．“ＳｏｌｖｉｎｇＦｒｅｇｅｓＰｕｚｚ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２０１２，１０９（１－２）：１３２－１７４．
Ｆｏｄｏｒ，Ｊ．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Ｗ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ｅｎｔＷｒｏｎｇ．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１８．
Ｆｏｄｏｒ，Ｊ．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Ｗ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ｅｎｔＷｒｏｎｇ．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３８．
福多认为这种法则性的与世界的关系是通过意向性规律及信息语义理论予以保障的。参见：Ｆｏｄｏｒ，Ｊ．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Ｗ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ｅｎｔＷｒｏｎｇ．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第１章。



第２７卷 施展旦：论心智化概念的双重约束

抽象实体理解的初衷之一，也被普遍认为是概念

的主要功能，如瑞（Ｇ．Ｒｅｙ）认为稳定性（其核心
是个体自我认知的同一性，即人际间的认知公共

性）是其给出的概念的四个功能的出发点①。同

时，对共指称命题在认知意义上的差异性的揭示

则是为了解释在命题态度中人们行为的差异性，

即为此作出心理解释，这些都依赖于我们对概念

及其内容的理解。因此，公共性与心理解释共同

构成概念理论中的两个重要约束。而福多在其心

灵表征理论（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ｉｎｄ，简称
ＲＴＭ）的基础上为公共性和心理解释提供了一种
不同的解释路径。

在ＲＴＭ中，概念是信念的基本要素，是语义
评价的基本单元，是心智表征间因果相互关系的

基本定位，也是心理语言的公式。福多在说明概

念问题时，给出了被认为是概念理论的五个基本

条件，并且指出，这五个条件是由心灵表征理论的

基本架构以及相应的认知过程和能力所保证。心

理解释和公共性通过其中的第一个条件和第五个

条件得到体现，即一方面概念是满足具有心智因

果性作用的心智个体，另一方面，概念是公共的，

它们是很多人可以共享的东西②。

福多认为，由于概念是满足类型／个例之间的
关系的心智表征符号，两个人共享一个概念就是

指两个人拥有相同概念类型的个例。因此，所有

概念都是所有人在所有情况下都具有的概念。同

时，从ＲＴＭ要实现心理解释的角度来看，这种实
现的程度依赖于 ＲＴＭ所具有的对人们的命题态
度的概括程度，即其所具有的意向性的规律，而这

显然又依赖于在何种程度上人们共享概念内容。

因此，福多认为，一种适当的概念理论应该能够满

足这一基本直觉。

而同时，为了对我们的日常行为作出合理的

解释，必须能够对不同的概念作出识别。这种识

别包括共时性的（比如，不同主体之间）和历时性

的（比如，同一个主体在不同的时间）的识别。

“公共性要求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通过运用交

流媒介，他为交流提供了像信念和愿望的构造／表
达的很多标准的处理。而更重要的是，公共性似

乎是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和预测的基础。通过归因

命题态度，普通人解释并预测人们的行为（理解

为包括言语行为）③。

因此，公共性和行为的心理解释之间是密切

相关的。“公共性约束”要求两个人／或同一个人
在不同的时间共享一个概念，这就需要它们是相

同的概念类型的个例，为此就要给出概念类型的

个体化条件。而心理解释的意向性正是以概念能

够被共享作为条件的，否则，如果你的概念水和我

的概念水不是处于同样的心理概括，我们可能会

对“水是可以解渴”的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在我们

感到口渴时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只是存在公共性对指称的要求与心理解释对

内部表征的要求之间的张力。公共性约束的核心

诉求是要求说明概念的同一性问题。直觉上，如

果没有同一性，我们如何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讨

论同一个概念，或同一个环境中讨论不同的概念。

与此同时，由于认知心理学的核心是对意向

问题的解释，因此，这种意向解释必须是一种规律

性的存在，即具有能够识别作为相同类型的不同

个例的概括性。“因此，ＲＴＭ在其提出的解释中
所能达到的概括性程度是依赖于心智内容被认为

的分享程度的。”④正因如此，出于对概念及意义

不确定性的警惕，福多反对一切形式的概念相对

主义，特别是在概念拥有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概

念作用语义学。

但是，在命题态度语境中，仅诉诸指称对于解

释行为是不充分的。即使周树人和鲁迅的指称是

相同的，也不能认为“我相信周树人是《狂人日

记》的作者”和“我相信鲁迅是《狂人日记》的作

者”这两个表达式表达的是相同的东西。进一

步，也不能解释由此产生的行为的差异。由此，弗

雷格例子的存在使得心理解释问题愈发凸显，

“弗雷格例子是对任何一种心理解释图式的重要

检验，这种解释是根据心智状态的意向属性来执

行的，因为这样的例子涉及具有相同的宽内容但

很不相同的内在行为的状态”⑤。不过，我们会看

到，福多在运用其概念及内容理论对此问题的处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ｅｙ，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ＩｎＭａｒｇｏｌｉｓ，Ｅ．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Ｓ．（ｅｄ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ｏ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
２８２－２８３．

Ｆｏｄｏｒ，Ｊ．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Ｗ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ｅｎｔＷｒｏｎｇ．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ｐ．２３－２８．
Ａｙｄｅｄｅ，Ｍ．“ＯｎｔｈｅＴｙｐｅ／Ｔｏｋｅ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ａｃｔ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２０００（２）：２３－４９．
Ｆｏｄｏｒ，Ｊ．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Ｗ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ｅｎｔＷｒｏｎｇ．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２９．
Ａｙｄｅｄｅ，Ｍ．“ＨａｓＦｏｄｏｒＲｅａｌ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ｄＨｉｓＭｉｎｄｏｎＮａｒｒｏｗ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ｉｎｄ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９９７，１２（３－４）：４２２－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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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似乎并不成功①。

三　福多对双重约束的处理
本质上，满足公共性和心理解释是以对概念内

容的不同解释为条件的，公共性要求以对宽内容，

即指称的满足为条件，而心理解释则以窄内容，即

头脑中的东西为条件。如何理解及处理宽窄内容

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双重约束是否能得到满足。

在心智表征理论中，命题态度被认为是心灵

和表达命题态度的心智表征之间的关系。从

ＲＴＭ的角度来说，每一个具体信念都是一个思想
语言公式的个例，而心灵计算理论（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ｉｎｄ，简称 ＣＴＭ）则认为思想语言公式
只对其句法敏感。因此，即便两个命题态度具有

相同的内容，也可能在因果力上是不同的。某种

意义上，命题态度可以有很多个例，比如在不同的

时间片段，我都可以思考“水是无色无味的”。但

福多指出，思想语言其实并不关注两个语义等值

的个例是否是相同的思想语言公式类型的个例。

也就是说，思想语言只要求两个个例表达的是相

同的命题。而ＣＴＭ对于心智状态的划分要比命
题态度更细。“这是因为只要它们是类型不同的

心智表征的个例，ＣＴＭ就会区分心智状态的因果
力，即使表征个例的语义内容是相同的。”②也就

是说，计算是对定义在心智表征的句法上的操作，

决定因果力的不是内容，而是句法。而弗雷格问

题的产生就是因为个例心智状态的内容决定因果

力。因此，ＣＴＭ表明在弗雷格型例子中，对于概
念的个体化，除了指称，还需要其他的条件，但这

种条件不是弗雷格意义上的内容或涵义。

弗雷格型例子直接所揭示的是对于具有不同

涵义但指称相同的表达式如何作出解释，尤其是

在命题态度中要如何能对其作出合理的心理解

释。显然，指称之外我们还需要其他的东西，而能

够对此提供说明的只能是心智状态的窄内容。

从对福多理论发展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无论

是其心智表征理论，还是思想语言的提出，其目的

都是为建立一种能够为行为的意向性提供说明的

意向性科学，对行为的心理解释始终是其理论关

注的核心。基于此，福多一直坚持表征基础上的

概念内容的窄意义的理解，即概念作为心智表征

是一种内在的只具有句法特征的符号。但出于心

理解释的意向性特点，心智表征的内容又是从语

境到指称的一个函项。因此，福多实际上是提出

了一种窄内容理论的宽解释。但福多是否实现对

公共性问题的解决呢？

尽管福多在其所设定的概念理论的五个条件

中把概念确定为心智表征，但严格来说，福多的概

念是由指称和表达式的类型所构成的一个二元

组，后者是一个可以在大脑中实现的思想语言公

式，即 ＭＯＰ，这一公式既有句法又有语义属性。
弗雷格的涵义即 ＭＯＰ，它们可以决定指称，而福
多的ＭＯＰ是表征符号。因此，福多的概念是满足
类型／个例关系，以其句法特征相互区分，并通过
所引起的心智过程以决定指称，从而满足对行为

的心理解释的要求。而要满足公共性约束，必须

能够给出概念的个体化条件，在福多的概念的二

元结构中就是如何给出ＭＯＰ的个体化条件。
从语境到指称的二元函项这一解释框架的提

出最初所针对的是普特南的孪生地球问题，即有

关“意义不在头脑中”的问题。在信息语义学的

基础上，概念的内容是从语境到指称（宽内容）的

函项。当地球上的我，把符号“水”运用于 Ｈ２Ｏ，
按照福多的不对称依赖性，符号“水”意味ＸＹＺ是
不对称依赖于“水”运用于 Ｈ２Ｏ，因为在地球上只
有Ｈ２Ｏ。但是，从孪生地球的预设中，我和孪生我
是完全相同的复制品，因此，他们是无法区分Ｈ２Ｏ
和ＸＹＺ的，即只能以符号“水”指称析取的宽内容
“Ｈ２Ｏ或者ＸＹＺ”，但不对称依赖性实际上预设了
他们能够在两者之间作出区分的。因此，在福多

的窄内容解释下，不管在何种语境中，我和孪生我

所拥有的宽内容都是相同的。很显然，在此情形

下是无法获得个体化条件的。

这也意味着，福多的宽内容作为个体化条件

实际上是多余的，剩下的就只有呈现模式了。

“如果内容是宽的，那么行为就只是由内容与呈

现模式一起决定的。而如果图灵关于心理过程是

由句法驱动所穷尽是正确的，看起来，似乎内容本

４４

①

②

福多的心智表征并非概念理论的唯一替代者，其他还有定义说，原型论以及理论论。但由于对分析／综合区分的难以维持，用定义
解释概念也难以为继；原型论内在地存在着对组合性原则的侵犯也无法成立；而由于在概念的个体化问题上犯了窃题的错误，理论论同

样遭到了抵制。对此，福多都曾经做过专门的论述。参见：Ｆｏｄｏｒ，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Ｐｏｔｂｏｉｌｅｒ”，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４，５０（１－３）：１－２４．及 Ｆｏｄｏｒ，
Ｊ．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Ｗ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ｅｎｔＷｒｏｎｇ．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第３章至第５章。

Ｆｏｄｏｒ，Ｊ．Ａ．ＬＯＴ２：Ｔｈ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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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又一次脱离了心理解释。呈现模式的句法属性

似乎做了所有事情，而与计算相反，与心理解释的

意向层次相关联就只是感情用事了。”①也就是

说，当只能以心智表征的句法属性作为个体化条

件时，其宽内容实际上又回到了窄内容，无法承担

起意向说明的责任。

进一步，如果像福多所表明的，概念是由指称

和ＭＯＰ构成的二元对，后者以前者作为语义值，
我们如何能够在非语义条件下确认每一个 ＭＯＰ
个例是否是类型同一的。由于福多的信息语义学

主张大部分概念是没有内部结构的，其内容是由

其与世界的因果法则性关系决定的。因此，其中

的ＭＯＰ是无结构、初始的句法原子，这种句法原
子是否可共享是存疑的。从福多的观点来看，如

果共享ＭＯＰ就需要对不同头脑中的ＭＯＰ个例进
行类型化，但为了说明心智过程及心理解释的需

要，福多对内部 ＭＯＰ作了功能主义的处理，来实
现对公共性的承诺。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处理多

多少少带有双因素推论作用语义学的影子，即指

称加作为内在推论作用的ＭＯＰ②。而为了避免由
功能主义所带来的整体论后果，只能选择类型同

一性的物理主义解释，但这种解释显然太强了。

四　双重约束的形而上学出路
回到弗雷格这里，涵义概念提出的初衷，本就

是为了说明共指称的表达式的认知差异的，作为呈

现模式，不管是像弗雷格那样用限定摹状词，还是

像福多用心智表征对其进行处理，都是为实现在命

题态度语境下对行为的心理解释的目的的。而同

时，由对指称的确定，又可实现对思想的个体化，由

此达到跨主体的公共可共享的目的。但在弗雷格

第三域的假设中，思想是不依赖于包括语言在内的

其他任何存在的，同时又认为思想必须通过语言才

能被把握，这种内在张力使得其注定无法很好地协

调两者的关系。福多对于弗雷格的呈现模式的心

智化改造正是试图消弭其中的张力。

有观点指出：“弗雷格提示的一个重要理念

是，一种ＭＯＰ的令人满意的处理应该涉及 ＭＯＰ
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之间的交错结构，以使得当两

个说话者在相同的 ＭＯＰ下思考一个对象时在他
们之间存在一种关于该对象的一种直接的认知关

系。”③弗雷格意识到交流的成功必须以思想的共

享为条件，但其用限定摹状词解释ＭＯＰ以说明交
流失败后，改以指称作为其条件。但如前所述，指

称对于交流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而福多的问题

在于，除非采取物理类型主义的立场，否则无法融

贯地为ＭＯＰ提供可共享的说明。
公共性和心理解释是实现成功交流的必要条

件，在相同的外延主义诉求下，福多跟弗雷格一样

无法完满地处理这双重约束。但是，通过福多在

弗雷格基础上对概念的心智因素的确认，囿于其

反心理主义立场，当弗雷格在语言层面上区分涵

义—指称后，没有进一步在心智层面上关注作为

概念与命题的逻辑特征的内涵—外延，但在实际

论述中又常常与前者相混淆。而在此层次区分的

基础上，概念作为思想的基本单元固然是存在于

头脑中的，但它必须通过语词的方式予以表达才

能具有主体间性。在此意义上，福多对概念内容

处理上试图在宽窄之间作出协调是有其合理

性的。

陈波认为：“为了说明同一个思想可以被不

同的人所表达、理解和把握，我们只需要关注思想

的主体间性就足够了，完全不需要诉诸思想的纯

粹的完全的客观性。凭借思想和语言之间的关

系，我们可以清楚地解释思想的主体间性。”④我

同意其中对思想的主体间性的肯定，但不赞成放

弃弗雷格的第三域的客观性的观点，因为，如果没

有客观的第三域的设定，人类知识对于真之追求

就变得难以理解。

从弗雷格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思

想是由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不能独立于语言；另一

方面，他又认为我们对于思想的把握需要某种非

感知的东西，“由于决定性的因素在于非感知的

东西，因此即使没有感觉印象的配合，某种非感知

的东西也可以使我们脱离内在世界并把握思

想”⑤。如果结合弗雷格对于涵义的理解，就会发

现，所谓的呈现模式正是这种非感知的东西，但它

并不是与弗雷格的涵义相同的东西，而是如福多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ｏｄｏｒ，Ｊ．Ａ．ＴｈｅＥｌｍ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ｔ：Ｍｅｎｔａｌｅｓｅａｎｄｉｔｓ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５０．
Ａｙｄｅｄｅ，Ｍ．“Ｆｏｄｏｒ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ＦｒｅｇｅＰｕｚｚｌｅ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８，７９（４）：２８９－２９４．
Ｐｒｏｓｓｅｒ，Ｓ．“ＳｈａｒｅｄＭｏｄｅｓ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ｉ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２０１８，３４（４）：４６５－４８２．
陈波：《超越弗雷格的“第三域”神话》，《哲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Ａｙｄｅｄｅ，Ｍ．“ＨａｓＦｏｄｏｒＲｅａｌ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ｄＨｉｓＭｉｎｄｏｎＮａｒｒｏｗ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ｉｎｄ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９９７，１２（３－４）：４２２－４５８．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所说的心智表征。

一个需要关注的现象是，尽管弗雷格确立了

现代哲学中语言的逻辑分析的传统，但由于其捉

摸不定的涵义概念以及神秘的第三域，导致在语

言与意义、语言与思想、语言与对象之间关系的认

识上的诸多分歧。而随着意义问题上的关注点转

入心灵层面，语言分析的传统逐渐被边缘化。比

如，在理解概念个体性问题时，语词的地位始终是

缺失的。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如其自己所认为

的，福多的思想语言是一种存在于心灵中的类语

言的存在，这种存在本身就是以对语言作为思想

的表达形式的模仿所作的假设。即使两个主体确

实拥有完全相同的类型的ＭＯＰ个例，也只有通过
具有主体间性的语言表达式才能实现其个体化。

但是，对思想的心智特点的强调使其走向了一个

极端，特别是表现在对概念拥有等问题上的认知

主义的抵触。

弗雷格把探讨真的规律作为逻辑的目的，这

是对其语义性质的刻画。但人们的日常行为并不

以其所依赖的信念的真为条件，只需要其信念是

在认知上得到证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俄狄浦

斯杀父娶母，但我们并不认为俄狄浦斯是疯子的

原因。在针对如何理解弗雷格的涵义及呈现模式

的研究中，区分弗雷格的涵义理论中的认知解释

和逻辑解释①，以及语义解释和认知解释②，无疑

是有启发意义的。

在弗雷格的理解中，如果涵义是心智的，成功

的交流就不可能实现。但实际上，成功交流并不

要求人们对同一个事物的完全相同的认可。某种

程度上，交流的成功是建立在一种程度的基础上

的③，或者说要求的是说者和听者之间的一种协

调④。近年来的各种关系论观点，以及以新实用

主义为代表的推论主义对此所作的阐述是颇具启

发性的。

语言共享在其深层次上是共享思想（概念），

在其表现上是共享语句（语词）。普特南（Ｈ．Ｐｕｔ
ｎａｍ）的语言的社会分工认为，由于语言表达式是
具有指称的公共对象，它们是由语言共同体的成

员集体决定的。这里我们要注意到，集体决定实

际上就是集体行动。在此过程中，最初可能是普

通人服从专家，但专家在某些特定方面的知识也

会被别人所纠正。

在此，我认为要真正理解并满足公共性约束

和心理解释约束，必须摆脱弗雷格和福多思想中

的形而上学束缚，即弗雷格关于思想是可以脱离

语言的观点，以及福多关于思想和语言在概念及

意义问题的说明上的本体论立场。打破概念作为

抽象对象和心智表征的区分，同时，更重要的是，

行为主体的理性规范构成了对公共性和心理解释

的元意义上的约束，我们可以称其为“理性约

束”。

福多正是在此意义上认为人们持有弗雷格式

例子并不是一种理性行为，而是意向规律的一种

例外。因此，必须防止这种例子的出现，如若不

然，我们的日常行为的成功就只能用纯粹的偶然

性来解释了。“不受约束的弗雷格例子的增殖会

打破行为的理性和其成功的可能性之间的联

系。”⑤福多指出：“不存在这样的宽或窄信念／愿
望心理学可以容忍弗雷格例子的增殖。在信念／
愿望语境中，对于一个人的行动所依赖的信念和

愿望，任何宽或窄意向心理学都必须理所应当地

认为，同一性事实上是可以互相替换的。”⑥其中

显然预设了对理性约束的承诺。

五　对弗雷格的回归与超越
对于弗雷格居于“第三域”的涵义、思想等概

念很多人都感到困惑和不解，有人甚至称其为

“混乱不堪的第三域”⑦。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

弗雷格对“涵义”概念的语焉不详的论述所导致

的神秘性，另一方面是由于方法论层面上的缺失

使其得不到足够的证成性支持。如果能够对弗雷

格已有所触及的概念层次进行充分梳理，辅之以

适当的方法论框架，上述双重约束的冲突可以获

得合理的说明。

公共性约束和心理解释约束的核心在于作为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黄敏：《弗雷格的“涵义”：认知解释与逻辑解释》，《哲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任远：《新弗雷格主义对涵义的认知解释》，《现代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Ｚａｌｔａ，Ｅ．Ｎ．“ＦｒｅｇｅａｎＳｅｎｓｅｓ，Ｍｏｄｅｓ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Ｎｏｓ，２００１，３５（ｓ１５）：３３５－３５９．
Ｍａｒｇｏｌｉｓ，Ｅ．，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ｓｏｒ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Ｎｏｓ，２００７，４１（４）：５６１－５９３．
Ｍａｒｇｏｌｉｓ，Ｅ．，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ｓｏｒ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Ｎｏｓ，２００７，４１（４）：５６１－５９３．
Ｆｏｄｏｒ，Ｊ．Ａ．ＴｈｅＥｌｍ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ｔ：Ｍｅｎｔａｌｅｓｅａｎｄｉｔｓ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４０．
陈波：《超越弗雷格的“第三域”神话》，《哲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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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学的共指称概念的同义性问题和心理学意义

上理解指称的方式的问题。当弗雷格认为像“晨

星”“昏星”这样的表达式既不能等同于事物本

身，也不能等同于名称时，“不同之处的形成只能

由于符号的区别相应于被表达物的给定方式的区

别”，“对于一个符号（名称、词组，文字符号），除

要考虑被表达物，即可称为符号的意谓的东西之

外，还要考虑我称之为符号的意义的那种其间包

含着给定方式的联系”①。这些阐述就蕴含了对

该区分的认识，而对于“给定方式”（即 ＭＯＰ）的
理解是关键所在。

弗雷格与福多的区别在于，弗雷格试图以足

够精细的共享内容来区分不同的认知状态，福多

是以（句法性的）表征形式来对此作出区分。两

人由于对ＭＯＰ的不同理解产生了不同的理论后
果。福多认为，当弗雷格提出涵义来解释名称的

认知功能，进一步把涵义和 ＭＯＰ相等同时，必然
会与其初衷相冲突。因为在弗雷格这里 ＭＯＰ是
可以个体化概念的，但在涵义决定指称的原则下，

涵义是同义性所共享的东西，如果涵义就是

ＭＯＰ，那么，同义的概念必定是共外延的，这样，
在同义性替换原则下就无法区分包含两个指称相

同而涵义不同的信念。这里的关键在于，为保证

思想的公共性，弗雷格取消了ＭＯＰ所具有的心智
属性，但这也就取消了其本该具有的心理解释的

功能，而福多正是通过把ＭＯＰ理解为心智表征从
而说明其何以能够满足心理解释。但是福多的计

算主义方法论却使其陷入另一种困境。

由于福多的心智表征在其思想语言中是一种

句法符号，它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运算关系实现

对行为的心理解释。但这种计算主义在如何说明

命题态度的指称关系时却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

尽管福多认为符号和世界之间的信息和因果关系

是理解意义的基础，但指称关系本身是具有意义

依赖性的，如果不区分涵义和指称，就会产生孪生

地球的问题。同时，意义问题必须通过语义学而

非句法来解决，但物理的因果关系是受句法影响

的，在其意向实在论的本体论下，句法必须通过大

脑或其他物理性存在实现，但大脑过程等存在本

身并不具有语义性质。因此，当福多为协调窄内

容和宽内容之间的关系从而借助于语境因素时，

某种程度上也已背离其理论初衷。

公共性与心理解释都有赖于概念的同一性／
差异性，而概念的同一性／差异性则与概念的本体
论———作为柏拉图式概念与作为弗雷格式涵

义———的理解密切相关。在两种对概念的本体论

理解中，柏拉图式的抽象对象满足公共性约束，心

智表征满足心理解释约束。相对于弗雷格作为抽

象对象的概念，福多作为心智表征的概念显然能

更好地满足心理解释约束。但是，福多对窄内容

的宽解释框架对于满足公共性又显然是存在困

难的。

公共性问题无论是在语言哲学关于交流问

题，还是科学哲学中涉及理论变化的本质问题的

讨论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提示我们应该

回到交流语境中寻找对双重约束的理解。

从弗雷格开始注意到语言表达式与对象之间

的差异，进而认为语词表达概念，语句表达命题，

命题是由语词的涵义构成的思想。尽管由于其解

释上的歧义，涵义概念遭到很多人的责难和质疑，

但是这一概念的引入在语言和实在世界之外开辟

了一个第三世界，即思想的世界，这为日后在心灵

哲学中用语言分析的方法研究意义等问题提供了

新的领域。

在弗雷格那里，作为“呈现模式”的涵义，是

具有客观性、处于“思想域”中的抽象对象，它可

以解释命题态度语境中的认知差异。但福多从其

心灵表征理论指出，呈现模式可以区分概念是通

过其语词形式，而非涵义。弗雷格的涵义在福多

看来根本不是一个属于思想域的范畴，而是在语

言层面上作出的认知理解。得益于当代心智理论

的发展，在弗雷格那里没有得到很好区分的意义

概念，在福多这里有了明晰的划分。但为了与其

表征主义及计算理论相协调，福多在强调意义概

念理解上的思想首位的观点的同时，有意无意地

否认了具有派生性的语言的意义。

当代意义理论的发展中，以意向性为特征的

结构形式之于言语交流中的意义结构形式的优先

性，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正因此，塞尔（Ｊ．
Ｓｅａｒｌｅ）才会作出“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
支”的论断②。但是否能以这种逻辑上的优先性

否认意义问题上的其他维度，是一个需要澄清的

问题。如福多所认为的，意义理论不能混淆语义

７４

①

②

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９１页。
塞尔：《意向性———论心灵哲学》，刘叶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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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认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认识论是与意义问

题无关的，理解和解释等规范性的语言活动是意

义不可或缺的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持自然主义立场的塞尔

与福多在关于意义、意向性等问题上表现出诸多

差异①，并对计算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同时基

于对心灵以及意识本质的理解驳斥了强人工智能

以及认知主义研究纲领。而塞尔以意向性概念为

核心展示了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行动结构的理论，

以及近年来有学者结合马克思主义中的“实践”概

念的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则为我们认识意义问题

以及公共性和心理解释约束提供了重要参考。

如果能够在前述意义上摆脱双重形而上学束

缚，在把握语言表达思想、思想表征对象的基础

上，认识到人际间以及个体历时性的交流的成功

是通过语言、思想和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的，

而实现的条件则是理性约束下的言语行动、心智

行动和客观行动。“评价任何行动的合理性都离

不开行动的合规则性，而行动的合规则性不可能

是私人的，人类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在一个主体间

网络之中。”②由此，双重约束背后的逻辑机理将

不难理解和解释。

在行动结构中，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都无法

用另一个得到完全的解释，两者都不具有概念上

的优先性。在上述语义三角的基础上，语言表达

思想和思想表征对象之间形成一个以行动为媒介

的相互支撑结构，行动的纠错功能使表达和表征

的双重可错性变得可以理解，因此，也无需借助于

福多的不对称依赖性。在此结构中，意义是在思

想、语言以及世界的三重关系中立体展现的，无论

是自然语言还是思想语言，纯粹的符号形式既无

法拥有公共语意以表达思想，也无法具有内容以

表征世界，语意与思意都必须通过行动而获得，其

中的关键在于区分概念、命题和语词、语句之间的

关系，前者存在于思想域中因其意向内容必然是心

智化的，满足心理解释要求，后者存在于语言域中

具有公共性的客观意义。为避免循环，语言、思想

和对象三域以及相应的三种行动之间并不预设其

中之一的在先性，行动主义方法论由此可以摆脱福

多对单一的意义本原的追求，通过把本原问题相对

化，在语言、认知和实践三个行动层次上共同把握

意义的结构。而在弱化福多为保证意义归因的确

定性所设定的强同一性标准的条件下，从意义的双

重结构和行动主义方法论的立场，对语言的意义和

思想的内容的说明都需要一种整体论的保障。

ＯｎｔｈｅＤｕ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ＨＩＺｈａｎｄ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ｏｌｉｃ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３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ｇｅｓｓｅｎｓｅ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ｉｇ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ｒｏｍ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ｏｍｉｎｄ．Ｆｏｄｏｒ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ａｔ，ｕｎｄｅｒＦｒｅｇｅ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ｍｅａｎｉｎｇ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
ｅｑｕ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ｏｄｅｓ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ｏｄｅｓ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ｓｙｍｂｏｌｓ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ａｓａｂｉｎａｒｙｐａｉｒ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ｏｄｅｓ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Ｆｏｄｏｒｅａ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ｃａｎｎｏｔｍｅｅｔｔｈｅｄｕ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ｆｏｒ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ｌ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ｉｆｗｅｇｅｔｒｉｄｏｆＦｒｅｇｅ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ｓ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
Ｆｏｄｏｒｓ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ｌｌｙｇｒａｓｐｔｈｅｔｒｉｐ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ｅｃａ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ｏｄｅｓ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龙四清）

８４

①

②

与福多的计算表征的自然主义不同，塞尔持一种生物自然主义观点，即认为意识或心灵本质上是可以和其它物理对象或属性相互

作用的大脑的一种生物属性。

张建军，等：《当代逻辑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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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农场时空体叙事的

认知图绘美学

史菊鸿
（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南非作家达蒙·加尔古特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承诺》采用农场时空体叙事方式，形成了独特的现实关照意
义及叙事美学。小说叙事将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前后３２年的社会历史浓缩于一个农场空间之中，聚焦农场上的房屋、汽
车、墓地三大隐喻性空间，绘制了一幅抽象但立体的图画，可供读者多维度了解转型期南非社会，包括其政治生态、资本

运行模式、种族与阶层关系以及个体的情感状态和伦理自觉，形成了詹姆逊所主张的、以透析整体社会结构为使命的认

知图绘美学表达。

关键词：达蒙·加尔古特；《承诺》；农场时空体；认知图绘美学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４９－０８

　　自１９８０年携处女作《无罪的季节》（ＡＳｉｎｌｅｓｓ
Ｓｅａｓｏｎ）进入读者视野，南非作家达蒙·加尔古特
（ＤａｍｏｎＧａｌｇｕｔ）逐渐成为一名享有国际声誉的
作家，其作品曾获英联邦作家奖、国际都柏林文学

奖以及沃尔特·司各特奖，三次入围布克奖短名

单，并在２０２１年凭借《承诺》（ＴｈｅＰｒｏｍｉｓｅ）一书
荣膺该奖，成为继戈迪默和库切之后，第三位获此

殊荣的南非作家。高质量的加尔古特研究在不断

涌现，Ａ＆ＨＣＩ数据库搜索显示，自 ２００１年至今，
相关论文已有２８篇，主题集中于《承诺》、２００４年
布克奖提名的《好医生》（ＴｈｅＧｏｏｄＤｏｃｔｏｒ）以及入
围 ２０１０年布克奖的《在陌生的房间》（Ｉｎａ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ｏｏｍ）三部作品。国内已有学者撰文分
析加尔古特的写作主题与其边缘身份之间的关

联，但聚焦于其作品的纵深分析类文章尚未出现。

而其布克奖获奖作品《承诺》所采取的寓历史叙

事于空间形式当中的巧妙叙事方式值得深入探

究。就叙事形式而言，《承诺》是一部后现代主义

小说，采用变动不居的叙事视角及多重叙事声音，

倚重心理内省，同时，元小说叙事让叙事者不停地

质疑各个叙事声音，解构故事的真实性。然而，在

非现实主义叙事形式之下，小说透析的却是南非

历史及当下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其深度和广度

达到新的高度。正如杨金才教授所说，加尔古特

这样的新一代作家“通过绘制、窥测与再现等方

式”①与南非及世界进行对话。加尔古特本人也

提出，这部作品是他对“南非的政治形势及其变

化所进行的思考”②。从叙事结构来看，《承诺》以

时间为轴推进叙事，小说的四章围绕斯瓦特

（Ｓｗａｒｔ）家族的四场葬礼展开，分别在１９８６年春、
１９９５年冬、２００４年秋、２０１８年夏。但空间问题亦
为小说的核心要素，小说故事场景是位于南非首

都比勒陀利亚郊区的一个农场，彼此独立的四个

故事以一幢房屋产权转让的承诺为纽带，有机结

合在一起。阿德莱德大学的安德鲁·范德弗里斯

（ＡｎｄｒｅｗＶａｎｄｅｒＶｌｉｅｓ）教授在访谈加尔古特时也
提出，《承诺》“很有意思地用激进的方式把时间

９４

①

②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９－１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ＢＷＷ０６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１９ＸＪＡ７５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作者简介：史菊鸿（１９７２—），女，甘肃通渭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后殖民文学研究。
杨金才：《２１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新视野》，《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安德鲁·范德弗里斯，王敬慧，胡笑然：《〈诺言〉的创作与叙述者的声音———访谈布克奖得主达蒙·加尔古特》，《上海交通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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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组合起来”①。可见，加尔古特深谙时空之

间的纠错关系，将他对南非社会历史问题的深度

思考，浓缩于农场，尤其是农场上的汽车、房屋、墓

地三大隐喻性空间之中，形成巴赫金所说的叙事

时空体（Ｃｈｒｏｎｏｔｏｐｅ），创造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家
詹姆逊所倡导的、可表征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的

资本主义运作模式的“认知图绘美学”②，让读者

得以在碎片化叙事中对转型期的南非社会整体结

构形成认知。

一　“小说时空体”概念及《承诺》的
农场时空体

首先，有必要对巴赫金“小说时空体”之定义

及内涵予以梳理和界定，以明晰研究《承诺》时空

体叙事美学之学理依据。

巴赫金提出，小说与史诗等其他文类的根本

性区别在于小说的历史性，体现在其时间性。但

他认为，小说的时间性并非指小说要呈现自然循

环的时间，而是去展示“发展、成长、历史”③，达到

可视化地展现时间。换言之，巴赫金认为，通过其

特有的艺术形式，小说将动态变化的社会历史融

入空间之中，供读者去了解空间中的时间（历史）

以及在历史中成长的小说人物。借用苏联社会生

物学家阿克汤姆斯基（Ａ．Ａ．Ｕｋｈｔｏｍｓｋｙ）使用的
社会生物学术语，巴赫金将小说用来反映时间和

空间之重要联系的艺术形式称为“时空体”：“文

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

间的重要联系，我们称之为时空体。这一术语见

之于数学科学中，源自相对论，以相对论为依据。

它在相对论中具有特殊含义，对我们来说，重要的

是这个术语表示空间和时间的不可分割（时间是

空间的第四维），我们所理解的时空体，是形式兼

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④将一个科学术语引入小

说研究范畴，巴赫金的意图至少有两点：强调小说

研究的科学性；凸显小说叙事形式与探索真相之

关联。

要准确理解时空体概念，需把握其三点内涵。

其一，时空体不仅是一种小说叙事方法，更是一种

“认知概念”⑤，强调空间的物质性、动态性及时间

性，认为空间“完全为时间所渗透”⑥，认知空间即

是了解历史。因为“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

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

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

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

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

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恒量”⑦。可见巴赫金的

认识论兼具马克思主义及现象学特征，一方面强

调小说艺术的社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彰显认知

主体（作者、小说人物或者读者）在认知客观现象

时的主观能动性，让物理空间“卷入时间、情节、

历史”之中，使其具备叙事功能。其二，时空体概

念中的时间并非指线性流动、循环往复的自然时

间，而是指小说借助空间艺术地呈现的人物发展

史、社会历史及时代特征。由于时间的不可触及

性，艺术家往往通过对空间进行艺术加工来实现

“历史的可视性”⑧。而且，时空体所重点关注的

是时间：“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间。”⑨换言

之，时空体叙事其实是借助空间形式来讲述历史

故事。其三，时空体中的空间具有隐喻性，承载主

题表达功能。小说中的空间呈现方式是一种小说

美学形式，是社会历史事件等客观要素与人物情

感或心理意识等感性成分的载体和整合体现。巴

赫金强调，一些典型性的时空体会在不同的小说

类型中被广泛采用，譬如道路、城堡、沙龙客厅、广

场、房屋、墓地以及门槛、桥梁等表示既毗邻又分

割的空间。这些空间在不同小说叙事中表征不同

的时间故事，但同时承载一些共性的喻指意义。

就小说美学研究而言，时空体概念的重要意义在

于，首先，它告知我们，空间并非是虚空的物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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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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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范德弗里斯，王敬慧，胡笑然：《〈诺言〉的创作与叙述者的声音———访谈布克奖得主达蒙·加尔古特》，《上海交通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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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５页。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７４页。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８０页。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４１页。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７４—７５页。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４６页。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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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间充盈着流动的时间、历史及个体情感，其

形式可随社会历史形式而动态变化，聚焦空间可

令我们在共时的层面上研究小说所反映的历史问

题；其次，时空一体这一概念为形式即内容这一小

说美学理念提供了学理依据。

巴赫金对时空体的阐释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

加尔古特围绕农场建构其叙事时空体的美学考虑

及现实考量。农场小说（ｐｌａａｓｒｏｍａｎ）是南非文学
的一个传统体裁，被称为南非的“一种文学及话

语现象”①，其发展史基本是南非殖民及后殖民历

史的缩影。在殖民初期，为了降低开普殖民地畜

产品的价格，荷兰东印度公司鼓励最初抵达开普

的荷兰人移居内陆经营牧场。１７１４年制定了“租
地农场制”②，规定农场主只需交付名义“租金”，

就可以在内地无限“租地”。从此，自称阿非利卡

人（Ａｆｒｉｋａｎｅｒ）的荷兰殖民者纷纷从开普殖民地涌
入内地，用步枪消灭或赶走当地非洲人，建立了面

积广袤的农场，雇佣黑人奴隶为其劳作。在南非

语境中，“‘农场主’一词基本是‘阿非利卡人’或

者殖民主义者的代名词”③。１９９４年废除种族隔
离制度之后，南非政府颁布了新的土地租赁法案，

引起了新一轮的围绕土地占有权的种族冲突。显

而易见，农场在南非殖民历史中的角色使其自然

成为南非小说叙事的一个典型时空体，“作家们

自然会将农场小说作为一种媒介，藉此来挑战霸

权，审视公共道德，叩问未来”④。空间冲突与历

史问题在农场时空体中得以交汇，农场空间本身

承载的历史厚度可让横向的小说叙事以简洁含蓄

的方式，深度呈现纵向的南非历史发展问题。构

成《承诺》农场时空体叙事的要素很多，其中三个

具有明显隐喻意义的空间尤其值得关注：作为生

者居所的房屋，作为逝者栖息之地的墓地，以及作

为连接农场与外界之工具的汽车。聚焦此三大空

间，《承诺》叙事勾勒出一幅多维立体图，可多角

度透视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前后的南非社会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巴赫金在讨论小说艺术如何

借助空间来关照历史问题时所参照的作品是传奇

小说、现实主义小说或者传记，这类作品与对真实

性高度存疑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显然大不相同。

《承诺》叙事虽然借用农场空间来反思南非的殖

民及后殖民历史，但毕竟不是现实主义作品，其叙

事风格倒是更加接近詹姆逊所说的“认知图绘美

学”。与巴赫金相呼应，詹姆逊同样强调，艺术中

的空间形式具有政治性及历史性，但他同时也高

度强调艺术再现现实的非直接性，他将后现代艺

术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比拟为“认知图绘”。

一方面强调，艺术作品需要如同绘制地图一般再

现整体性社会现实：“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政治形

式（如果有的话）以发明和投射一种全球性的认

知图绘为使命”⑤，另一方面也强调，终极的整体

性社会图景从根本上是难以再现的，艺术对现实

的把握只能是认知层面的，寓言式的，情景化的，

是“一个主体对整体社会结构的无法再现的整体

性的情景再现”⑥。所以“认知图绘”不仅指后现

代主义的空间叙事美学，也是思考后现代语境下

资本主义运作模式的一种认知方式，“认知”一词

把这种艺术“从美学拉进认识论”⑦。

二　房屋时空体：殖民／后殖民语境下
情感难以安置的私产

巴赫金认为，小说表达思想、关照历史的基本

出发点是确定一个具体的场景，这一场景绝不是

“一种抽象的景观”，而是“人类历史的一隅，是浓

缩在空间中的历史时间”，优秀的小说叙事能赋

予场景“以形态和人格，使场景成为历史运动会

说话的见证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历史未来的

走向”⑧。以此关照，《承诺》将故事场景选择在农

场上的一幢老宅，旨在以老宅的变化来见证南非

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前后所经历的历史变化，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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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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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居住其中的人物关系的变迁。加尔古特惯于借

助房屋时空体来推进其小说叙事，“房屋在加尔

古特的后隔离小说中占据醒目位置，其功能并非

仅限于可供情节发展的轴线，而是人格化为人物

本身。房屋被描述为关系性的动态场域，是创伤、

压抑的人物的物质性存在”①。但房屋在《承诺》

中的叙事功能更多在于强调，在殖民以及后殖民

时期的南非，房屋其实已被异化，不再是供人们居

住并建立情感联络的场域，而被当作供占有、支配

的私产，导致房屋居住者产生无所归依，居家如流

浪的感受。

《承诺》叙事从多个视角对产权归属于农场

主人曼尼·斯瓦特的两幢住宅给予详细描写，一

幢为其家人所居住，另一幢在距离他们不远处，由

长期受雇于他家的黑仆莎乐美母子所居住。小女

儿艾默尔回家参加母亲葬礼时从其视角所呈现的

房屋形象为反映这幢老宅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奠定

了基调：

她从来没怎么喜欢过这宅子！出生

在这样的地方有些怪异！爷爷最初购买

这宅子的行为就有些怪异！谁会在灌木

丛中修建这种风格的宅子？后来，爷爷

在大坝中溺水而亡，爸爸继承了宅子后

新建了不少屋子以及附属建筑物，虽然

他自称其建筑为本土风格，但实际毫无

风格可言，他的计划毫无逻辑！听妈妈

说，他这么做是为了遮蔽宅子最初的艺

术装饰，他认为那些装饰娘里娘气！他

说，这都是些什么垃圾玩意儿，我要的是

实用！这是个农场，不是梦幻庄园！可

是，看看最终的结果吧！一个乱七八糟

的大宅子，一种风格叠加另外一种！有

二十四个朝外开的门，夜里都需要上锁！

宅子孤零零地伫立在大草原上，如同一

个衣不蔽体的醉汉！②

空间研究者认为，一个人的居所情况跟其自

我身份密切相关，“我们修建、装饰、收拾家的方

式，均是构建现代自我的要素”③。显然，此处的

房屋具有表达主题的意义，暗喻农场主斯瓦特的

性格特征：注重实用，缺乏审美，情感匮乏，以利益

和实用为根本准则！而他的这种性格将整个家庭

异化为一处没有情感的私产，让妻子和孩子们无

法与这幢私宅形成情感关联，导致家人们情感疏

离，甚至产生心理创伤！

房屋（ｈｏｕｓｅ）一词与 ｈｏｍｅ的含义存在交集，
除了指“住人或存放物品的建筑物”④这一具象含

义之外，还蕴含“家”以及“精神的家园”意义，而

《承诺》叙事中，该词所承载的意义被简化为前

者，强调其财产属性。除了小女儿艾默尔之外，斯

瓦特家的人在提及农场的房屋时，经常使用私产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一词。艾默尔的姑姑面对自家老宅时
有如下的心理独白：“它是属于我们的，不要只盯

着那宅子，想想这土地！虽然石子儿遍地，没多大

用处，可它属于我们家族而不是别人，这其中蕴含

着权力！”⑤拥有土地和房产被当作权力及社会身

份的象征！在此观念支配下，除了艾默尔之外的

整个斯瓦特家族都选择忽视女主人雷切尔希望将

莎乐美母子居住的房屋转赠他们的遗愿。由于将

拥有房产等同于享有特殊社会身份，他们很自然

地认为黑人不具备拥有房产的资格，易言之，斯瓦

特家族拒绝兑现女主人遗愿的行为表明，虽然南

非已进入后种族隔离时代，但类似斯瓦特这样的

白人依然没法接受黑人可以分享同等权益的社会

现实！

作为可视化南非殖民历史的一个叙事空间，

莎乐美母子居住的那幢房子也被给予多角度呈

现：“一幢有点歪斜的建筑，建筑的中心有点偏，

三间房，水泥地，破烂的窗子，两步就可以跨到前

门。”⑥房子坐落于农场的另一端，其破落、狭窄及

简陋与斯瓦特家所居住的那幢“有二十四个朝外

开的门”的大宅子形成鲜明对照。此房屋和主人

的住宅之间有几分钟的步行距离，这么安排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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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让莎乐美在主人需要她服侍的时候及时出

现，不需要的时候随时消失。讽刺的是，这幢房虽

然基本由莎乐美终身居住，但斯瓦特家人仍以房

屋前主人的姓名为其命名，称之为“隆巴迪家”，

小说叙事如此暗讽这一现象：“有些人的姓名可

以长期保留，而有些人的不可以。”①作为地位低

下的黑仆，莎乐美只能居住在以别人的姓名命名

的地方，很难将自己的姓名写到该房屋的房产证

上，成为其合法的拥有者。女主人在１９８６年临终
前向丈夫表达了将房子转赠莎乐美的遗愿，但遗

愿的兑现受到了重重阻挠，一直到 ２０１８年，斯瓦
特家的五口人中四人已去世，农场的法定继承人

只剩下艾默尔一人，她才通过家庭律师将房子所

有权转赠莎乐美。讽刺的是，从法律角度来说，此

时的艾默尔已经不是农场的合法拥有者了，农场

上曾经的原住民后裔起诉白人殖民者在殖民扩张

期非法占有了农场，而根据南非新政府的法律制

度，农场的土地拥有权将要从斯瓦特家族转让给

起诉者！借助农场上的房屋时空体，《承诺》叙事

纵深呈现了南非土地拥有权的历史变迁。

农场上的两幢房屋在《承诺》叙事中充当了

种族隔离前后南非历史、政治、种族关系变迁的见

证者。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的南非远未形成曼德

拉所倡导的“彩虹民族”大融合，长期的殖民历史

所形成的问题并未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法，同时，后

隔离政府推出的新的政治经济政策引发了新的种

族冲突，让个体在情感或精神上陷入霍米·巴巴

所说的无家状态（ｕｎｈｏｍｅｄ），一种“由殖民主义历
史所带来的，介于在场和不在场之间、亲密和疏离

之间的令人不安的状态”②。正如艾默尔的哥哥

所说：“我们在一个无名之国度流亡。”③

三　汽车时空体：一个图绘隔离社会
全景的流动视角

巴赫金多次强调道路时空体在小说叙事中的

功能。而现代小说中，道路在传统小说中的叙事

功能往往被汽车所替代，后者成为一种“文学譬

喻”，形成有关“拥有或褫夺，得势或失势，有用或

无用，自恋或恋物，以及分裂或自我毁灭等主题的

叙事”④。汽车在《承诺》中具有多重叙事意义，首

先，《承诺》中很少用“汽车”作泛指，而是采用借

代的修辞方法，以汽车品牌名来指代汽车，小说人

物乘坐的汽车品牌包括丰田基先达、凯旋、梅塞德

斯奔驰、本田、宝马、切诺基。这种写法使得汽车

成为表征南非社会经济模式的一个符号，暗喻跨

国资本控制南非经济生产这一现象。更重要的

是，汽车提供了一个流动视角，可让小说叙事对废

除种族隔离政策前后发生剧烈变化的南非社会空

间进行立体图绘，形成全景认知。

《承诺》的四个篇章围绕斯瓦特农场上的四

场葬礼展开，而作为接送几个远在外地的孩子参

加葬礼的交通工具，汽车扮演了将偏僻农场上的

私人葬礼和南非社会公共空间相连接的重要媒

介。随着汽车所提供的流动视角，小说叙事将

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１８年南非所经历的历史变革立体式
多方位呈现于读者眼前。１９８６年春，尚不足 ４０
岁的农场女主人雷切尔病故，她１９岁的儿子安顿
在外地当兵，１３岁的小女儿艾默尔在比勒陀利亚
念寄宿学校。无论是去接女儿的姑姑所开的丰田

基先达，还是去接儿子的黑人司机所开的英国凯

旋，都只能绕道行驶，原因是，正常路线必须经过

黑人隔离聚居区，而黑人正在那里进行暴力革命，

安顿不听黑人司机的安排，执意走正常路线，结果

被砸进车里的石块击中头部。事实上，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年，被称作黑人小镇的黑人聚居区掀起了反
对种族隔离的革命热潮，遭到警察暴力镇压，库切

借小说《铁器时代》中的科伦夫人之口如此表达

其血腥程度：“要讲述这一切，需要上帝之舌。”⑤

相较而言，《承诺》作为后隔离时期的小说，借用

汽车时空体，以含蓄简洁的方法，对此历史事件进

行了简约但多维的图绘，对暴力事件的呈现不囿

于黑人单方面的暴力反抗视角，同时借军人安顿

的视角，内省白人武装的血腥镇压。安顿坐在车

上，看着外面混乱的斗殴场景，神情恍惚，自言自

语：“我没了妈妈……。我用步枪打死了她，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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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这个国家。”①安顿在小说中是不可靠叙事

者，他当然没有射杀自己的妈妈，但在随军执行武

装镇压任务时射杀了一个黑人青年的妈妈。讽刺

的是，安顿的反思依然套用了白人政府的主流话

语，他杀人是“为了保护这个国家”。借助汽车的

流动视角，《承诺》将车窗外发生的历史事件与车

内人物对这一事件的反思加以并置，将两幅画面

以蒙太奇的手法同时空呈现给读者，充分展示南

非种族隔离及反隔离的历史复杂性。

此外，安顿和黑人司机之间的称谓以及两人

在车上的位置含蓄但清晰地表达了种族隔离年代

的种族关系。司机称 １９岁的安顿为“主人”，凸
显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主体性缺失的现状，安顿

上车后选择坐在后排，与司机保持空间距离。小

说在叙述农场的黑人司机接送主持葬礼的牧师

时，再一次聚焦这一现状：“阿尔文·锡莫斯（牧

师）在情感上和他的黑人同胞们很亲近，他认为，

在上帝眼里，他们彼此平等。当然，他们在汽车上

的座位必须隔开，这也是上帝的规定。”②此时距

离南非１９９４年正式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只剩８年，
但汽车时空体叙事让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缺乏种

族平等的时代精神，从代表着国家希望的青年到

掌握主流话语的牧师，白人群体实际上对于白人

政府依据肤色对空间使用权进行粗暴限定的种族

隔离政策并未形成反思。相反，他们甚至无意识

地以上帝之名维护隔离制度的合理性。

与隔离时期相似，后隔离时期新南非的社会

空间图景在小说叙事中依然是通过几次重要的汽

车行程流动性展示的。１９９５年冬，农场男主人曼
尼·斯瓦特被毒蛇咬中身亡。此时儿子安顿在约

翰内斯堡，已婚的二女儿阿斯特里德住在比勒陀

利亚，小女儿艾默尔在德班。安顿驱车从约翰内

斯堡赶往农场的路上所看到的变化足以形成认知

这个时代的一幅图绘：“看，变化多大啊！高速公

路两侧的棕灰色草原上，遍布着各式的新事物，工

厂、联排别墅、办公大楼。经济正在全面发展，这

片土地正在重新换血。”③三类建筑物栉次鳞比的

兴起表征后隔离时期新南非在工业、房地产业以

及政府行政管理等领域正在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废除隔离制度后，为了尽快解决黑人的自由流通

问题，由非洲国民大会（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执政的南非政府于１９９４年发布了住房白皮书，宣
布通过住房补贴等方式，鼓励买房，保障穷人住

房。在此政策推动下，南非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

但实际执行情况是，保障住房“只是遁词”，房产

行业基本按照自由市场模式运行，并未形成“以

满足穷人需求为导向的干预机制”④。艾默尔乘

坐出租车从比勒陀利亚机场赶往农场，汽车时空

体叙事给出租车司机提供了一个特写镜头：“阿

方斯，一个中年男性，为了改善生活，新近从刚果

来到这里，不熟悉路况，一个劲地用法语在道

歉。”⑤这幅画面传递的第一条信息是，南非进入

后隔离时代，黑人可自由流动，第二条信息则为，

新政府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吸引周围邻国

的廉价劳动力涌入南非市场。

后隔离时代迅速形成新的阶层分化、收入差

距拉大、以及由此而诱发的抢劫凶杀等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在第三场葬礼的汽车时空体叙事中得以

凸显。这一部分叙事中的汽车俨然是驾驶者的身

份标识。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嫁给从事与房地产

相关业务的商人的阿斯特里德到２００４年时已成
功挤入上流社会，同时也成为一名黑人政客的秘

密情人。借此关系，其富商丈夫通过与黑人政客

联手做生意而暴富，他们也凭此关系受邀参加总

统姆贝基的就职典礼。作为其阶层身份跃升的标

志，阿斯特里德的交通工具由原来的丰田换为宝

马，但却因此成为劫杀对象。小说从罪犯视角对

阿斯特里德因财富而被无辜劫杀的事实进行了简

洁陈述：“他压根儿不在乎这个歇斯底里的白人

女性，她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要的是那辆宝

马。刚刚接到了一单生意，对方要的就是这个款，

这个色，银灰色，碰巧她开着这辆车。”⑥汽车时空

体含蓄但却犀利地揭示了后隔离南非面临的诸多

社会问题，譬如跨国资本控制国家经济，政治腐

败，官商勾结，物欲横流，特权黑人阶层崛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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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本逻辑就是通过空间管控

政策，让掌握资本及话语特权的特定人群永远在

场，而让那些为资本运作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人群

消失，但加尔古特显然是掌握认知图绘美学的，借

助汽车时空体带来的流动视角，小说叙事将被主

流话语所屏蔽的社会空间及这些空间内的边缘人

物带入读者视野，同时，借助空间的变化，对转型

期南非社会三十多年的社会历史问题予以多方位

展示。

四　墓地时空体：向死而在的未来
巴赫金认为，墓地是最具备隐喻意义的小说

叙事时空体之一，其所表征的真实时间既是当下

更是未来。墓地时空体可让小说叙事与现实生活

形成最密切的关联，因为“死亡同大地、太阳、新

生命诞生、摇篮等的联系是真正的现实的联

系”①。《承诺》中的死亡、葬礼及墓地产生隐喻意

义的方式与巴赫金的描述存在明显差异，但毋庸

置疑的是，墓地这一空间所承载的既是对当下南

非社会现实的图绘，也是对未来时光的想象，小说

叙事聚焦于四个墓地的根本目的既在图绘现实，

也在告别历史，展望未来。

就图绘现实而言，墓地时空体的叙事功能在

于，借由斯瓦特一家四口在选择死后葬身之地时

产生的巨大分歧，象征性呈现这一家庭，以及整个

南非社会的分裂图景。母亲雷切尔的葬礼是让读

者窥见分裂的第一个切入口。雷切尔本是犹太

人，在和丈夫共同加入加尔文教会很多年之后，临

终前选择死后安葬于犹太人的墓地，葬礼由犹太

教的拉比而非加尔文教的牧师主持。雷切尔不愿

意跟丈夫合葬这件事带给丈夫的冲击大于妻子死

亡本身，他多次重复：“我唯一的愿望是她能和我

一起长眠于农场上的家庭墓地。”曼尼·斯瓦特

希望妻子和自己合葬并非出于对妻子的爱或者依

恋，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她属于农

场，属于我。”②他曾狎妓、赌博，而这也正是妻子

选择和他分葬的根本原因。出席葬礼的人群也尽

显种族分裂特色。首先，依据当时的种族隔离政

策，服侍雷切尔多年的女仆莎乐美没有资格出席

葬礼。其次，葬礼上说英语的人群和说阿非利卡

语的人群很自然地分为两个团体，彼此之间存在

巨大隔膜。可见，在种族隔离期的南非，肤色、宗

教信仰、以及语言都是边界，割裂出难以跨越的

屏障！

墓地的挖掘过程在《承诺》叙事中得到详细

描写，可让我们从中窥见农场上的种族关系以及

生产方式。无论是种族隔离时期母亲的墓地，还

是后隔离时期父亲以及姐姐阿斯特里德的墓地，

其挖掘工作都是由农场上的黑人雇工完成的。叙

事强调了劳动的辛苦：“掘开一个六英尺深、可容

纳一个成年人身躯的地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何况此时的地表已有霜冻！虽然空气寒冷刺

骨，但他们喘着粗气，流着汗滴。”③这些黑人雇工

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长期在农场从事体力劳动，不

具备其他任何谋生技能。按照后隔离时代的新制

度，他们可自由流动，但却已经失去了独立谋生的

能力，只能依附于农场之上。莎乐美的儿子卢卡

斯的境遇可充分说明这点。他和艾默尔同年出

生，但从未离开农场。当艾默尔最后去那幢“隆

巴迪家的房子”看望他们时，看到他正在酗酒，

“有一种基本是个废人的感觉”④。卢卡斯只是千

千万万个类似的“废人”中的一员而已！墓地时

空体叙事让这些被时代摧残为“废人”的边缘群

体从隐形进入在场状态。

作为一部围绕四场葬礼展开的小说，《承诺》

给读者提供了一幅以背叛、欺诈、冷漠、割裂为基

调的社会空间图绘，但小说中的最后一个墓地时

空体，即艾默尔的哥哥安顿的墓地，冷色调中透射

着未来之光。与选择繁琐的宗教安葬仪式的父母

以及妹妹不同的是，安顿在遗嘱中明确要求，自己

死后不许安排任何宗教仪式，将骨灰“撒到农场

上任意一处合适的地方”⑤。按照哥哥的遗嘱，艾

默尔带着骨灰爬到斯瓦特家的大宅屋顶，迎着风

将骨灰撒了出去，但艾默尔相信，此时的哥哥才真

正是“农场的主人”⑥。这句话中蕴含着对斯瓦特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８４页。
Ｇａｌｇｕｔ，Ｄａｍ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２１，ｐ．４９．
Ｇａｌｇｕｔ，Ｄａｍ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２１，ｐ．１３２．
Ｇａｌｇｕｔ，Ｄａｍ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２１，ｐ．２８３．
Ｇａｌｇｕｔ，Ｄａｍ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２１，ｐ．２５４．
Ｇａｌｇｕｔ，Ｄａｍ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２１，ｐ．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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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和农场，或者人和大地之关系的深刻反思，且

表达了对未来的、理想的人与人，人与大地之关系

的想象。世俗来讲，斯瓦特这样的农场主对“农

场的主人”身份的理解便是拥有农场的产权与支

配权。然而，一旦拥有者化身为骨灰，世俗意义的

“拥有”即刻变为虚空，以此来看，艾默尔的这句

话所表达的是对南非农场主的传统认知的否定，

也是对以肤色为边界，禁止黑人拥有农场产权的

种族隔离制度的暗讽，同时也在强调海德格尔所

说的“向死而在”的存在本质。小说叙事多次描

述墓地旨在提醒我们以死亡为前提去面对生命。

而对死的自觉也是对生的自觉，“向死存在不意

味着遁世的决绝，它毋宁意味着无所欺幻地将自

身带入行动，带入个别化的本真存在”①。艾默尔

遵循母亲遗愿，将本该属于自己的家族遗产转赠

给莎乐美母子的行为是她对本真存在的理解及诠

释。如是而言，墓地叙事讲述的是未来的故事，旨

在唤醒读者“向死而在”的生存认知，激活其伦理

意识，理解存在的时间性以及人类只是临时寄居

于大地这一生存本质。就此而言，《承诺》时空体

叙事的根本意义在于揭示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虚

妄性，同时提醒读者，以史为鉴，构建基于主体伦

理自觉的未来社会，是后隔离南非社会能够真正

发展为曼德拉当初设想的“彩虹之国”的关键

要素。

结语

小说时空体概念的根本要旨在于强调小说艺

术如何通过空间叙事形式来可视化呈现社会历史

现实。后现代小说虽然采取非现实主义甚至反现

实主义的叙事形式，但其审美本质依然是透视与

反思现实，以质疑历史真实性的方式吊诡地呈现

历史真相，认知社会，图绘现实。《承诺》将南非

废除种族隔离前后３２年的社会历史及现状浓缩
于比勒陀利亚郊区的一个农场空间之中，在由此

形成的农场时空体中引导读者去反思南非殖民历

史，基于历史认知当下的南非社会问题。聚焦于

农场上的房屋、汽车和墓地三大隐喻性空间，农场

时空体叙事绘制了一幅可供纵深了解转型期南非

的政治生态、资本运行模式、种族与阶层关系以及

个体的情感状态和道德自觉的广角图画，但其自

反型的后现代主义叙事风格提醒我们，这并非是

一帧写真素描，而是一幅认知图绘，其意义的产生

需要读者积极介入，形成批判性的阐释与解读，激

发其伦理自觉意识，进而可以更好地面向未来。

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Ｃｏｕｃｈｅｄｉｎ
ｔｈｅＦａｒｍＣｈｒｏｎｏｔｏｐ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ｍｉｓｅ

ＳＨＩＪｕｈ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Ｌａｎ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ａｒｍ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ａ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ｎｏｖｅｌｂｙＤａｍｏｎＧａｌｇｕｔ，ａｃｔｓａｓａ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ｃｈｒｏｎｏｔｏｐ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ｉ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ｔｒｉｅｓｔｏ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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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ｓｐａｃ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ｓ，ｃａｒｓａｎｄｃｅｍｅｔｅｒｉｅｓ，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ｆｅｒｓｕｓａ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ｙｅｔｓｔｅｒｅｏｓｃｏｐ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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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ｈｕｓｔｏｋｎｏｗｉ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ａ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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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ｐｐ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ＦｒｅｄｒｉｃＪａｍｅｓｏｎ，ｉ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ｕｎｗｒａｐ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ａｍｏｎＧａｌｇｕｔ；Ｔｈ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ｆａｒｍｃｈｒｏｎｏｔｏｐ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ｍａｐｐｉｎｇ
（责任校对　葛丽萍）

６５
①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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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丝·门罗成长小说中的心智残疾书写

唐莹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４４）

摘　要：心智残疾在艾丽丝·门罗的成长主题作品中实现了残疾主题的内在意义与象征功能两者的紧密结合。在
门罗的笔下，少女主人公生活的世界存在着残疾和死亡等与“成长”相悖的客观事实，而这些也表征着主人公成长道路

上的风险和难关。随着门罗创作风格的发展成熟，她的残疾书写呈现出女性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危机、理解危机，

最后克服危机的演进。门罗对心智残疾的描摹和探究突破了传统文学中的隐喻功能，体现出深刻的生命哲学思考和对

当代社会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残疾叙事；成长小说

中图分类号：Ｉ７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５７－０５

　　加拿大短篇小说作家、２０１３年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艾丽丝·门罗（ＡｌｉｃｅＭｕｎｒｏ，１９３１— ）被誉
为当代契诃夫，凭借无与伦比的写作技巧和对现

代生活的深刻洞察蜚声世界。学界对于其作品和

风格的探究大都集中在女性主义、加拿大国民性

和叙事技巧等方面。研究认为门罗以高超的技

巧、细腻的笔触和清醒的态度描摹现代女性日常

生活，展示人类普遍伦理困境。“门罗的小说体

现了她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个体寻求自我

人格独立完整过程中难以左右的力量的剖析，对

人类普遍心理诉求与复杂人性的探索，具有打动

人心的效果。”①她的故事经常从处于青春期的小

镇少女的视角透视生活，叙事者“既是观察者，又

是参与人”②，以此揭示女性个人意识的萌发与成

熟过程。残疾，特别是心智残疾是门罗关注少女

成长的作品中的常见意象，多篇故事中都出现了

与女主人公年龄相仿的智力残疾者。自启蒙时期

以来，成长小说经历了主题上的转变，包括情感、

欲望在内的身体由被理性克服、压制的对象而逐

渐复苏，“直逼权力话语、外部秩序、普遍真理对

个体生命的制约”③。女性成长小说更加强调身

为“他者”的女性主人公会遭遇到的性别相关的

困境，突出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危机、理解危

机、最后克服危机的演进变化。通过对心智残疾

的书写，门罗在写实与隐喻两个层面揭示出女主

人公成长过程中面对的风险和挑战，表现出对女

性生存状态的深切伦理关怀。

残疾主题在文学表现中担负着看似彼此割裂的

两大功能：象征与写实。传统文学中的残疾叙事主

要体现隐喻意义：残疾超越肉体层面，被视为一种耻

辱（ｓｔｉｇｍａ），与人物自身道德品行的欠缺直接相关。
隐喻的运用根源于宗教在疾病、残缺与不虔信之间

建立的因果联系。米切尔和斯奈德（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ａｎｄ
Ｓｎｙｄｅｒ）提出了“叙事义肢”（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的
概念，揭示出残疾话语在文本中的隐喻功能和伦

理价值，“历史上残疾被当作拐杖，文学叙事倚靠

７５

①

②

③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１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２２ＢＷＷ０６８）；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２０２２ＸＪＹＢ０５）
作者简介：唐莹（１９７８—），女，辽宁大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小说研究。
黄芙蓉：《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婚姻暴力与女性成长意识》，《当代外国文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ＢｏｇｇａｒｄｓＷＭ．“ＰｒｏｂａｂｌｅＦ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ｌｉｃｅＭｕｎｒｏ’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ｓｅｄ．ｂｙＬｏｕｉｓＫ．ＭａｃＫｅｎｄｒｉｃｋ，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ＡｌｉｃｅＭｕｎｒｏ：Ｓａｙｉｎｇｔｈｅ

Ｕｎｓａｙａｂｌｅｅｄ．ｂｙＪｕｄｉｔｈＭｉｌｌ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ＥＳＣ：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Ｃａｎａｄａ，１９８７，１３（１）：１１５－１１９．
马新亚：《成长书写背后的个体辩证法———重读〈在细雨中呼喊〉》，《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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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谋求其表征力量、破坏潜能和分析的远

见”①。当代残疾研究将在文学中作为叙事手段

和超验象征的残疾意象实化为现实中的社会关系

和社会问题的折射，符合“语言构建现实”的后结

构主义思路，与种族研究、性别研究等共同致力于

将“差异”作为语言所定义的现实而将其虚无化。

“现代社会对残疾的理解绝不仅仅局限于生理层

面，而把它当作是社会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结

果”②。门罗成长故事中的残疾书写实虚兼备，既

客观承认现实生活中多样性的存在，解构由“正

常人”主导的世界，也继承传统文学中以“叙事义

肢”所代表的，目指隐喻功能的残疾叙事。从以

出版年代为顺序对以下３则短篇小说中心智残疾
书写的梳理可以看出，作者在抵抗残疾的泛隐喻

化倾向的同时，采用写实与象征二者兼具的表达

策略．随着创作思想的成熟，门罗在成长故事中不
断拉近叙事者与残疾的距离，与此同时，又将其进

一步意象化，标志着少女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萌发

成熟和为身份认同而进行的决绝的抗争。

一　《幸福幽灵之舞》的“异世界”
门罗的首部短篇故事集《幸福幽灵之舞》

（Ｄ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ｐｐｙＳｈａｄｅｓ，１９６８）中的同名故事
讲述了少女随母亲参加钢琴老师的演奏会时，遇

到了一群来自特殊学校的智力残疾儿童的经历。

钢琴老师马萨利斯小姐教出了镇上一代又一代的

女性，她每年自费举办演奏会，家长和学生却很不

情愿捧场。尽管钢琴老师对待学生和音乐的热情

依旧，为了聚会精心准备饮食和礼物，所有的客人

却都在心里盼望着演奏尽早结束。主人公为自己

是到场孩子中年龄最大的而恼火，母亲因为朋友

爽约而不快，与其他客人放肆地品评聚会上的食

物。这时一群来自残疾人学校的孩子出现在门

口，他们作为马萨利斯小姐的学生受邀出席。其

他人心中十分不快，“没有人告诉我，我来这里是

为了听一群小……小白痴，他们本来就是白痴……

这是什么聚会？”③奎森（ＡｔｏＱｕａｙｓｏｎ）用“审美不
安”（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ｎｅｒｖｏｕｓｎｅｓｓ）来形容健全人遭遇残
疾人时的心理感受，在文学讨论中表现为“在与

残疾相关时，文本中的主导代表规范所遭遇的短

路现象”④。震惊无措之余，宾客们表现出虚伪的

礼貌。

演奏会的最后，一位与主人公年纪相仿的智

障女孩以一首《幸福幽灵之舞》技惊四座。客人

们在惊讶之余反而心生不悦，仿佛被愚弄了一般。

“弹完的那个瞬间，显而易见，她和刚才没什么不

同，只是格林希尔学校的女学生而已……女孩的

才艺不可否认，但终归一点用也没有。”⑤观众热

烈地讨论起这首动听的乐曲，对残疾演奏者却不

着只言片语。与麻木而虚伪的大多数人不同，主

人公在回家的路上反思这一事件，马萨利斯小姐

邀请智障学生参加演奏会的行为意味着她自绝于

小镇社群，再不会有什么演奏会了，但是为什么大

家无法再“可怜”马萨利斯小姐呢？也许正因为

那首乐曲代表了“她生活的另一个世界发出的公

告”⑥。处于青春期的主人公善于自省，她逐渐认

识到包括母亲在内的小镇居民的虚伪本质与中产

阶级生活的空虚无聊。他们会为残疾孩子的演奏

喝彩，在心中却无法将他们引为同类。他们对健

康、经济状况处在下降期的马萨利斯小姐表现出

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残障人士在演奏会上的

出现和残疾少女卓越的钢琴演奏击碎了这种优

势，人们觉得受到愚弄、侮辱、甚至威胁。

白鲁贝（ＭｉｃｈａｅｌＢéｒｕｂé）认为，残疾存在一种
层级，“比起身体残疾，智力残疾更容易、也更广

泛地被用作非人化的手段”⑦。在门罗笔下，智力

残疾的人物表现出的不是内在的机能失调，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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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ＤＴ，ＳｎｙｄｅｒＳ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ｎＡｒｂ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ｐ．４９．

陈彦旭：《隐喻、性别与种族———残疾文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外国文学动态》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艾丽丝·门罗：《快乐影子之舞》，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８０页。
ＱｕａｙｓｏｎＡ．“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Ｎｅｒｖ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ｈｅ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ａｄｅｒ，ｅｄ．ＬｅｎｎａｒｄＪ．Ｄａｖｉ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７，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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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７卷 唐莹：艾丽丝·门罗成长小说中的心智残疾书写

没有达到“社会正常”标准的操演。对于非残疾

人士来说，心智问题比身体残缺更深刻地剥夺了

“人之所以为人”的资格。演奏会上残障儿童们

这种作为人的失格在小镇居民面前的展演使他们

无法忽略自己遭遇相同境地的可能性，与残疾相

关联的“耻辱”也加诸非残疾人士身上。而演奏

选曲与死亡的关联更加凸显出危险在成长道路上

无所不在的现实。《幸福幽灵之舞》选自格鲁克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ＷｉｌｌｉｂａｌｄＧｌｕｃｋ）歌剧《奥菲欧与尤丽
狄茜》（ＯｒｆｅｏｅｄＥｕｒｉｄｉｃｅ，１７６２），取材自俄耳甫斯
在地狱中寻回自己新娘的爱情故事。在希腊神话

中，白银时代的人们在百年之后化为幸福幽灵，在

冥界过着快乐的生活，在俄耳甫斯优美的音乐中

翩然起舞。这样的一首乐曲使聚会上的人们感受

到音乐带来的片刻的超越，也使主人公认识到马

萨利斯小姐和残疾的钢琴学生代表了普通人无法

企及的“另一个世界”。福柯笔下１５世纪的愚人
船载着被放逐的疯人远离人类社会，漂泊于茫茫

海上，而现代文明伪装下的小镇共同体无法将残

疾摒绝于生活之外。《幸福幽灵之舞》影射了失

能与死亡的永恒威胁，和这样的悲凉前景下人类

生存的虚无本质。

二　《特权》中生命限度的表征
《幸福幽灵之舞》中少女主人公对于“异世

界”的惊鸿一瞥给予她对于生活本质的顿悟，其

中的智力残疾兼具与一般人生的对照作用和普遍

象征意义，门罗之后的创作更集中于讨论残疾与

性别的叠加效用。在出自《你以为你是谁？》（Ｗｈｏ
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ＹｏｕＡｒｅ？，１９７８）的《特权》（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中，少女主人公露丝的学校里有一个智力残疾的

女孩弗兰妮·麦吉尔，她长相丑陋怪异，长期遭受

其他孩子的欺辱。没有人敢对弗兰妮表示出善

意，因为她会紧跟着任何不打骂她的孩子，“见到

她马上躲开是必要的，她看到你眼睛的时候，你要

露出警告的怒容”①。与上则故事中有学校培育、

家庭照拂的智障少女不同，弗兰妮代表了少女成

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最坏境地，父亲对她拳脚相

加，哥哥当众强奸她，教师冷漠无能，最后她沦为

性暴力的牺牲品，一个“白痴而无害的妓女形

象”②。对于敏感多思的露丝来说，弗兰妮不仅代

表了成长过程中可能遭受的与性相关的暴力伤

害，也象征了无所不在的死亡威胁，身为血肉之

躯、凡夫俗子的限度。成长意味着学会躲避弗兰

妮，避开各种阴暗危险的可疑之处，甚至避免说出

生活的真相。

一方面，主人公露丝尽力避免想象弗兰妮无

比恶劣的遭遇。她对弗兰妮缺少同情，后者的悲

剧甚至成为她日后用以打动他人的谈资。但在另

一方面，露丝对弗兰妮也无法抱有居高临下的优

越感和道德优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露丝从父亲

对自己的体罚中③也感受到了类似的肉体的脆弱

和示众的屈辱，甚至是对死亡的惧怕。这种对肉

体威胁的抽象化恐惧也是成长成熟过程中个体必

须接受的生存现实和需要努力克服的难关。在少

女主人公身上同情或是怜悯的缺席是一种深刻的

伦理控诉。这不局限在呼唤读者对冷漠的主人公

进行道德指摘，也体现出不幸在人生中的无所不

在，特别是女性遭受此种偶然灾祸的可能和肉体

终将死灭的必然。

在成长危机的阴影下，学校里鸟儿的照片是

露丝唯一的安慰，“它们代表的不是鸟儿本身，不

是蓝天和白雪，而是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坚守

的纯洁，有充裕的信息，有它独特的无忧无虑”④。

打造这样一个“天高任鸟飞”的理想世界成为少

女试图理解消化和身体、生命有关的困境的对策。

女孩之间热衷于玩葬礼的游戏：扮演死者的女孩

躺卧于鲜花之中，其他人围住致意哭泣。在这一

堪称离奇的场景中，“女性像孔雀或雄性天堂鸟

般艳丽，却成了为逝去生命所萦绕的死亡女

神”⑤。通过一次次的彩排，死亡被美化，被浪漫

化，变得可以理解，进而可以接受。在想象自身肉

体消灭、灵魂升华的过程中，死的冷酷本质逐渐消

亡。门罗并没有赋予露丝一般意义上的对于弱者

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而是揭示出女孩怎样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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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丝·门罗：《你以为你是谁？》，邓若虚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９页。
艾丽丝·门罗：《你以为你是谁？》，邓若虚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９页。
出自同本故事集中的《庄严的鞭打》详细地描述了露丝遭受父亲体罚的心路历程。

艾丽丝·门罗：《你以为你是谁？》，邓若虚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４页。
姚成贺：《自然语境下拜厄特〈孩子们的书〉中的艺术“制造”书写》，《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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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去消化肉体的脆弱、生命的限度以及被注

视所带来的羞耻感。与前作相较，作者在相似主

题的表现上体现出主人公更大的主动性和对女性

宿命的反抗精神。

三　《孩子的游戏》中对危机的决然反抗
随着门罗的创作愈加丰富和成熟，与成长如

影随形的残缺与死亡这一存在主义主题在其成长

故事中表现得更加尖锐，不可调和，主人公的反抗

也更加激烈、决绝。出自《幸福过了头》（Ｔｏｏ
Ｍｕｃｈ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２００９）的《孩子的游戏》（Ｃｈｉｌｄ’ｓ
Ｐｌａｙ）中的主人公马琳在童年时与有智力缺陷的
女孩维尔娜为邻。尽管维尔娜从未做出任何切实

伤害马琳的举动，对她只有善意和巴结，马琳却一

直深受其困扰，对维尔娜不断的亲近行为深恶痛

绝。与维尔娜为伍带来马琳自我意识的降格，有

人会因她们住在一栋房子里而将她们误认为姐

妹，这让马琳十分惊骇。与社会普遍因残疾人的

奇特容貌而投的注视相反，马琳无比厌恶维尔娜

对自己的关注。“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能在一个

地方待那么长时间，而且眼睛只盯着一样东西。

常常盯的是我。”①福柯意义下的注视表征了一种

权力层级关系，而成为维尔娜注视的对象使马琳

经历了身份的降级。甚至维尔娜的形象对马琳也

构成了一种威胁，“她瘦得皮包骨头，骨架子那么

小，脑袋也那么小，让我想起蛇头来”②。蛇是恶

的经典文化象征，而将智力残缺的维尔娜比喻成

蛇代表的不是残疾人群自身作恶的可能，而是主

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必须时刻警惕的、来自他人的

伤害，尤其是两性关系上受害的风险。“她确实

不会对我有什么实际的伤害，不过，她能扰乱你的

五脏六腑，让你痛恨自己的生活。”③拒绝维尔娜

的接触和友情意味着青春期的马琳在逃避面对生

命中可能会遭遇的灾祸和危险，但更重要的是，她

在回避身为肉体凡胎所注定的平庸与不堪。

在马琳终于搬家摆脱了维尔娜的“纠缠”后，

却在夏令营里发现维尔娜所在的特殊学校也受邀

来到营地参与活动。此时马琳正过着惬意的生

活，在夏令营结识的朋友沙琳出身优越，活泼开

朗，马琳为沙琳能主动向她伸出友谊的橄榄枝而

受宠若惊，同时也在极力隐藏着自己的平庸背景

所带来的自卑情绪。在马琳自我认同的关键时

刻，维尔娜的出现使她再次直面身份危机，不断增

长的恐慌使马琳采取了极端措施。在夏令营的最

后一天，她与沙琳在游泳时一起溺死了维尔娜。

维尔娜的死被认定为意外，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马琳与沙琳渐行渐远，几十年后，沙琳身患绝症，

在即将离世之时表现出了痛悔，而马琳一直毫无

忏悔之意。这种负罪感的缺失指向马琳身上心智

理性的缺陷。她一生追求自身存在价值、抗拒女

性传统角色的选择表明“消灭”维尔娜的存在对

她来说是为主体身份抗争的必要一步，但是在追

求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对他人的冷漠和伤害又何尝

不说明马琳自身存在着隐性的精神疾病？

本则故事颇具伦理争议，人物的死亡场景一

再被非人化处理，维尔娜被两人按在水下时“轻

盈得如同水母”④；马琳去探望临终的沙琳时，注

意到的只是她“仿佛放大了的肝脏……小鸡似的

脖子”⑤的不堪形象。门罗的女性叙事者对于残

疾人物以及死亡的冷漠甚至厌恶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女性普遍对自身智能、精神状态、心理安全和

社会身份的不确信。这种不确信的危机在根源上

是由社会规范强加给女性群体的，作品内部同情

的缺席对读者提出伦理要求，既关注残疾问题自

身也重视身体和性别偏见引起的社会公义缺失。

四　心智残疾在成长小说中的伦理内涵
门罗的女性成长故事将向上的成长成熟与向

下的残疾和死亡进行了并置，叙事者／主人公对智
力残疾人物缺乏移情，作者将残疾及死亡奇观化，

以此反映出残疾人物所遭受的耻辱，更影射了女

性的普遍困境。以上３篇故事中共有的心智残疾
和死亡元素模糊了“残疾”与“正常”的界限，

“生”与“死”的区隔，意味着门罗笔下的少女意识

到自己濒临相同险地的可能，并通过对残疾者的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艾丽丝·门罗：《幸福过了头》，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３１页。
艾丽丝·门罗：《幸福过了头》，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２８页。
艾丽丝·门罗：《幸福过了头》，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３４页。
艾丽丝·门罗：《幸福过了头》，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５６页。
艾丽丝·门罗：《幸福过了头》，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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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甚至“移除”来避免或消灭这种危机，标志

着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对自身弱点的否弃，但更

暴露出年龄与性别带来的不利现实。巴特勒

（ＪｕｄｉｔｈＢｕｔｌｅｒ）在解释列维纳斯的“面容”概念时，
发出了这样的诘问：“是我对他者所处危险境地

的忧虑使我想杀掉他者吗？是他者的软弱可欺成

为我谋杀他的诱因吗？”①他者的险境表征的是人

生的普遍现实，对个人有限生命的恐惧；拒斥、消

灭软弱的他者也就意味着化解自身遭受灾祸和死

亡的风险。门罗的少女主人公们通过强化残疾他

者的痛苦来对照自身的自洽存在，但是她们内在

的相似性却使这一目的无法实现。强烈的自我实

现的意愿与难以左右的命运这一矛盾呈现也将门

罗的伦理质询带向了更加普遍、更加深刻的层面。

残疾研究的主要理论建基于后结构主义对语

言所架构的现实、身份的消解。因此，残疾研究经

常与性别研究、种族研究等叠加起来形成更加复

杂，但从根本上说是同质性的议题。奎森提出

“伦理核心”（ｅｔｈｉｃａｌｃｏｒｅ）的概念来框定残疾书写
的伦理功能，“残疾使美学领域回归到积极的伦

理核心，最终打破表征的表面”②。门罗通过身怀

理想抱负的少女与心智残疾者的互动将对有限肉

身的不适感升华为成长过程中的险恶阻碍与肉体

湮灭的恒久威胁。从她的首部故事集到２１世纪
的作品，在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心智残疾意象在

成长故事中对少女主人公构成了越来越无法忽略

的存在，在她们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引

发“顿悟”、转变、甚至反抗意识的关键角色。门

罗并非在强调“不正常”或是“残缺”的遗憾，而是

揭示出维护女性完整身份与争取有意义生存的

难度。

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ＡｌｉｃｅＭｕｎｒｏｓＣｏｍｉｎｇｏｆＡｇｅ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ＡＮＧＹ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ａｌ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Ｄａｌｉａｎ１１６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ｍｏｔｉｆ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ＡｌｉｃｅＭｕｎｒｏｓｃｏｍｉｎｇｏｆａｇｅｓｔｏｒｉｅ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ｂｏｔｈｉｎ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ｓｅｎｓｅｏｆ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Ｍｕｎｒｏｓｗｒ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ｇｉｒｌｎａｒｒａｔｏｒｌｉｖｅｓｉｎａｗｏｒｌｄ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ｔｏ“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
ｈｉｎｄｅｒｉｎｇｈｅｒ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ｆｕｌｌ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ＡｓＭｕｎｒｏｓｓｔｙｌｅｍａｔｕｒｅｓ，ｓｈｅｒｅｎｄｅｒｓｔｈｅ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ｏｔｉｆｉｎａｗａｙｔｈａｔ
ｍｉｒｒｏｒｓ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ｐｒｏ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ｃｒｉｓｅｓ．Ｍｕｎｒｏ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ｗａｒｄ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ｓ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ｇｉｖｅｓｖｏｉｃｅｔｏ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ｆｏｒｗｏｍｅｎｓ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ｌｉｃｅＭｕｎｒｏ；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ｉｎｇｏｆａｇｅｓｔｏｒｉｅｓ
（责任校对　葛丽萍）

１６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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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肖贵清，贺政凯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文化篇，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具有原创性贡献。一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的根本制度，明确如何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明确引导

全社会树立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坚持什么样的理想追求；三是担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明确在继承和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如何处理“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四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明确如何在以中国

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作用；五是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融

通发展，明确如何增强国际话语权、促进世界文明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创性贡献；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６２－１２

　　文化凝结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是推动
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深层力量。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

度出发，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系统谋划，深刻

论述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基本原

则和实践路径，提出一系列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

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

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

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构成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

分析和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有助

于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理论体

系，准确把握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的根本遵循，“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①。

一　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

根本指导思想”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③。巩固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根本要求，也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规定

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方

向。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

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回

答了如何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

的重大问题。

２６

①

②

③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２５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２３ＺＤＡ００５）
作者简介：肖贵清（１９５９—），男，河北灵寿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

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９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１４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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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党的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①的根本任务没有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确立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健全用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体系”“深入实

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立全员、

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②的制度设计，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原则性规定提供了体系

化、规范性的制度支撑。

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

导实践的工作体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首要要求。习近平把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

本领，明确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作为党的思

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提出“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③。

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

制度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

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

坚持”④，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明确“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

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⑤的根本要求。

建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员、全程、全方位

育人体制机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有力载体。学校是意识形

态工作的重要阵地，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教

育教学中的引领地位，“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

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⑥，关系着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长期

稳定。２０１７年２月，《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将“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育人”作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

本原则之一。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保障机

制。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重大的系统性工作，明

确涉及各方面的主体责任和工作要求，能够为做

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习近平指

出，“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

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

性任务的统筹指导”⑦，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

评价领导干部的重要方面，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

巡视工作安排，提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做意

识形态工作、同思想界等方面建立及时沟通的机

制、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等工作方法。

（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领域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

“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

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

会思潮纷纭激荡”⑧。“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

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的加强。”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一项战略任

务，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

现实要求，也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

捍卫我国政权安全的重要举措。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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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３页。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４页。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８页。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６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７６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６页。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０页。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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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基本要求。思想舆论领域按照性质可以大致分

为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主要

是主流媒体和网上正面力量构成的，这是我们的

主阵地”①。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

领力的现实指向就是不断巩固和拓展红色地带，

“在各种文化交汇融合中进一步壮大主流价值、

主流舆论、主流文化”②。习近平明确提出，“团结

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的基本方针，把“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推动改革发展，有利于

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作为新闻舆论工作“最重要、最根本的导

向”③，要通过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

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建设具有强大凝

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任

务。互联网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从外

部挑战看，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对我国进

行意识形态渗透，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从内部形

势看，网络舆论对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观念、价值

取向产生着重要影响，影响着对党、国家和社会

的认知。习近平多次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

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④，提出“加强网

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

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⑤，妥善处理安全和发展、

开放和自主、管理和服务的关系，建立健全网络综

合治理体系，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

网络舆论工作格局。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体现了党对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自觉。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

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⑥坚持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归

根到底就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

重要内容，关乎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对毫不

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

的工作。习近平深刻阐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

端重要性，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

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

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⑦，提出“我们必须

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

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

挽回的历史性错误”⑧。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要敢于斗争、争取主动，

掌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动权。宣传思想文化

领域斗争复杂尖锐，习近平指出，“在事关坚持还

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

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

仗”，“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着眼于团结和争取

大多数，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

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⑨。坚持党的文

化领导权要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坚持党性原

则，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习近平指出：“党

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

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

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

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

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

权威。”瑏瑠党性原则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

本原则，集中体现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对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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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０页。
《聚焦建设“五个中心”重要使命 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４日。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８５—１８６页。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８３页。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７８页。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

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９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１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７—２８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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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
建设

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价值的根本看法，任何

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是该社会意识形态状况的本

质反映。党的十八大概括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规定了国家、社会、公民各层面的价值

目标，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

价值方向。习近平系统阐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系列问题，推动了理想信念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指明了应当引导全社会树立什么样的价值导

向、坚持什么样的理想追求。

（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

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

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回答了我们

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

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①。

“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

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

会被釜底抽薪”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体现了仁人志士的

夙愿，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也寄托着各族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③，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相

契合，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任务相适应，具有

鲜明的民族特征、中国特色和时代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高度凝练，在统一社会意志、提高文化软实

力、培育良好风尚等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要

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

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

识的核心价值观。”④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的文

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

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

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⑤。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

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需要在长期工作中使之

全方位融入社会生活，成为人们内心认同的价值

追求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第一，充分发挥榜

样的引领作用。“领导干部、公众人物、先进模范

都要为全社会做好表率、起好示范作用，引导和推

动全体人民树立文明观念、争当文明公民、展示文

明形象”⑥，用榜样模范的先进事迹、崇高品格生

动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感召和带动广大人

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积极

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第二，重视对青少年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

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⑦，要以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学校教育教学中，使其能够牢固树

立并长期发挥作用。第三，在潜移默化中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

夫”，“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

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

它”⑧，运用各种文艺作品、文化产品具体表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四，将宣传引导与制度规

范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在经

济、政治、文化等各项政策中，“要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

定，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⑨。

（二）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信仰是一种对最高目的的追求，是对某种

价值观的坚定认可。”瑏瑠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是其先进品格和崇高追求的体现，“这个理想信

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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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６８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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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锲而不舍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３月１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７２页。
《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 不断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１１页。
陈先达：《哲学与社会：老年沉思录》，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３年版，第２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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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①。理想信念教育是

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推动理想信念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能够引导人们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迈向共同奋

斗的价值目标。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

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

“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作为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首要制度，提出“把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

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②。

集中性学习教育活动是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的主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组

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六次集

中性学习教育，引导全党牢固树立对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和信

心，凝聚思想共识，坚定理想信念。

持续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是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

容。习近平提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同学

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结合起来，要求广大党员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时“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

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③。在“四史”宣传教育中，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明确中国共产党、新中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立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历史

经验，形成对党情、国情的正确认识，弄清楚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坚定开创未来的理想信念。

（三）构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在

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长期

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精神成果的集中概括，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的价值坚守和砥砺奋斗

的精神风貌，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

神的真实写照。

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中彰显

出鲜明的先进性，其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

先进本质的规定④。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涵育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的宝贵资源。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顽

强拼搏、非凡奋斗的百余年历程中，形成了井冈山

精神、长征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

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

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⑤。习近平指出：“一百

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

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

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

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⑥２０２１年
９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是一个系统、开放的思想体系，既为当代中国

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培育提供精神滋养，

其内涵也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不

断得到丰富和拓展，成为引领全社会思想观念的

价值共识。

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根本目的是在

继承党的光荣传统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

脉。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百余年奋斗

中，创造了开天辟地的历史伟业，留下了以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主要内容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是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的精神动力。“红色资源

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⑦习近平指出：“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⑧传承红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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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５２２页。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７３页。
习近平：《学好“四史”，永葆初心、永担使命》，《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齐卫平：《论伟大建党精神先进性的三个维度》，《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９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７页。
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１９期。
习近平：《学好“四史”，永葆初心、永担使命》，《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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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赓续红色血脉，要加强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

用，注重利用红色资源展现党百余年历史发展的

主题主线、展现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信

念的奉献与牺牲，使红色资源成为弘扬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生动教材。

三　担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
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自觉担负繁荣和

发展中华文化的使命任务，“不但为中国的政治

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

而奋斗”，把“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作为奋斗

目标①。习近平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担当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深刻论述中华文明

的突出特征和重要地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指明方向，回答

了如何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处理

“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

（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是中

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形成的思想精华，

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生命力。人们“在直接

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②创造

历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的实质就是挖掘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时代价值，在继承和发展中延续中华民族的文

化根脉和精神命脉。“创造性转化”即在转化中继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

现代社会相协调；“创新性发展”即在创新中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丰

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意蕴。

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是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前提。概括而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

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

和行为方式。”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

族独特的价值体系，其思想理念、人文精神和道德

规范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价值取向和

行为方式。二是为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智

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治国理政的经验

和智慧，如民惟邦本的民本传统、革故鼎新的改革

精神、德主刑辅的德法传统等。“要治理好今天

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

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

极总结。”④三是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

支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

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

养。”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

相区别的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

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支撑着中华民族的

绵延发展。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需要科学方法的指导。一是坚持守正创新

的基本原则。中国传统文化在多个历史时期的更

替中延续和发展，其丰富内涵又历经不同学派的

争鸣与交锋，其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先进与落后交

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首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进行科学的甄别和积极的扬弃，即

“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⑥。二是坚

持立足当代的基本立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的要求本身即立足当代发展的实际去审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旨在继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基础上，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

征，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能够焕发旺盛的生命

力。“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

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

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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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６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６９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７０页。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４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６４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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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

来。”①三是坚持大历史观的基本视角。“只有全

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

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历

史发展中形成的，在大历史观的整体视域下厘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源流、发展历程和基本

走向是准确把握这一宏大知识体系的基础，有助

于科学认识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精髓。

（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

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③。中国共产党

人义无反顾地选择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既取决于马克思主义

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又深受中国历史文

化传统的影响。因而，处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推动理论创

新的百余年历程中。习近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④的理论命题，明确“‘第二个结

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

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⑤的目标指向，体现

了其对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处理

“中与西”或“魂与根”关系的创新认识。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两种不

同来源、相对独立的思想文化体系，其结合共生有

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的宇

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蕴含的一些理念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

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论述了“两个结合”的前提

与路径⑥。２０２３年 ６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对“两个结合”这一理论命题进行了集

中论述，提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

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

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

化主体性”⑦，阐明了“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科

学路径和重大意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明确理论创新的“魂脉”与“根脉”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

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

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

脉。”⑧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创新的“魂脉”是强

调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和

塑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贯穿其中的立场观

点方法为理论创新提供了科学指引，具有引领性。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理论创新将面临封闭僵

化、改旗易帜的历史性错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理论创新的“根脉”是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理论创新根植的文化沃土，理论创新的每一个成

果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都带有不可

褪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印记，具有原生性。没

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理论创新就无从谈

起，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坚守理论创新的魂

和根体现了新时代理论创新的守正创新，“坚守好

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

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坚持是为了更好

地发展，发展也是为了更好地坚持”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创新的“魂脉”，

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

指导思想不动摇。“从世界社会主义５００年的大
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

史时代。”瑏瑠马克思主义是党观察时代、把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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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７页。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３年第１７期。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１６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１０页。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３年第１７期。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１５页。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３年第１７期。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２０２３年第２０期。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２０２３年第２０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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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时代的思想武器，是辨明各种纷繁复杂社会

思潮的价值尺度和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

盾和问题的理论基础，具有突出的科学性、开放性

和时代性，在理论创新的发展中需要毫不动摇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指导地位。

坚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理论创新的

“根脉”，就是坚持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汲取营

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传入中国，首先是因其与中国

传统的价值追求、与近代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有

所契合，才能被接受，在中国落地，进而在与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发挥作用。立足

中国发展的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在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和智

慧，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和实践基础

上不断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作出具

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原创性贡献，赋予２１世
纪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

密相连。习近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认识

中华文化，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

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①”，强调“国家强盛、民族复

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

华”②，阐述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说到底是中华文化的复

兴。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从时间顺序来

看，“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

任务那样迅速”③，物质文明的发展是精神文明进

步的基础，经济社会的发展将激发中华文化的生

机活力，由此来说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阶段。另一方面，从形式到本质的

进阶来看，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伟大成就都

将以文化的形态在历史中沉淀和保留，中华文化

的复兴也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深层次支撑，由此来说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升华。

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铸就中华文

化新辉煌的认知前提。习近平深刻概括和论述了

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指出中华文明“是世

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

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革故鼎新、辉光日

新的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有“长期的大一

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

性；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具有突出的

和平性④。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

本要求，即坚定文化自信的立场、秉持开放包容的

态度、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明确了担负起新的文

化使命的着力点。习近平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和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认识，反映了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明确

了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科学路径。

四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文化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组成部分。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便提出建设“一个

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

家”⑤的目标，科学文化的现代化随后成为“四个现

代化”中的重要内容，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文

化建设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中加

以考虑。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

个新的历史高度，将文化建设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

标规划，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推动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明确如何在以中国

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作用。

（一）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强国建设是以中国式现

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支撑。习近平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９日。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７日。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９１页。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３年第１７期。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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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

社会主义现代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

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

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

泉”，阐明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重

要地位①。同时，习近平多次强调，在现代化进程

中要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认为

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才能顺利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

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和任务在新时

代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得到进一步明确。２０１３
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

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通过“完善文化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动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③。２０１９
年１１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从国家制度

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行系统谋划，有力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到２０３５
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提出了

“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从“提高社

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

代文化产业体系”④方面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具体规划。

（二）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

本成就”，“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⑤。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

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提出“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

观自信”，提出了“文化自信”的概念，此后在不同

场合多次对文化自信进行阐释，系统论述了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科学内涵。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升

华。习近平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阐

明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

关系，明确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根本地

位，提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⑥，强调“文化

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

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

的大问题”⑦。

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重要地位主要

由两方面决定。一方面，中华文明决定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

决定的”⑧，“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

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

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⑨在中华文

明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党探索出具有鲜明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实践中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与制度，因而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发挥着基

础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将在自觉的高度自

信的基础上成为价值认同，以文化自信的形式表

现出来，因而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起着根本

性的作用。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４—５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１９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８—４１页。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８０４—８０５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９、１３页。
《“改革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习近平总书记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３日。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６页。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４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３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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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源于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以及中国

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对中华

民族历史的科学认知。第一，中华文明在长期历

史演进中不曾中断，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习近平明确指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

住、站得稳、行得远。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

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

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①同时，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母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中孕育形

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文明

强大生命力的例证，增添了新时代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底气。第二，党的百余年奋

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实践基础。

在百余年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

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创造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

奇迹，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的显著优势充分彰显，这些举世瞩目的历史性

成就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事实依

据。第三，坚定文化自信以科学的历史认知为支

撑。习近平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

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②同时，习近平强调在

思想文化发展中“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③，突出历史自信与文化自

信的统一。历史是文化形成的基础与过程，没有

历史发展的积累与沉淀难以形成稳定的文化；文

化是历史的记录与浓缩，没有各种形式的文化成

果就无法认识逝去的历史。因而，历史自信、文化

自信是有机统一、互为条件的。

（三）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是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柱。文化体制改革是推动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习近平指出：

“在继续大胆推进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

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同时，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④他的这

一论述规定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前提，为推动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

文化事业与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密切相关，

“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

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⑤。以人民文化权益

保障制度为载体，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

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等繁荣发展，实

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缩小城乡公共文

化服务差距，使更多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文化事业

发展的成果。

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能够有效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造活力。习近平强调：“衡量文化产业发展

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

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⑥以现代文化产业体

系和市场体系为载体，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为文化

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发展创设更多有利

条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推动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五　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融通
发展

习近平在实现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融通发展

的广阔视野中推动文化建设，明确加快构建中国

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提出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切实

举措，有效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回答了如何增强国

际话语权、促进世界文明发展和进步。

（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引导人们更加

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⑦是宣

传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中国话语和中

国叙事体系作为支撑。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３年第１７期。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９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１５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８５页。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６—７页。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７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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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体系面临着两方面的现实情况。一方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

目，“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

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

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

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①。另一方

面，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局面并没有随

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改变，“‘挨骂’问题还

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

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

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

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

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

的‘落差’”②。

习近平明确了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的基本路径。其一，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要真实、全面地介绍中国，展示当代中国

作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

大国的立体形象，即“既要介绍特色的中国，也要

介绍全面的中国；既要介绍古老的中国，也要介绍

当代的中国；既要介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

介绍中国的人和文化”③，展现可亲、可爱、可敬的

中国形象。“读懂中国，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

化。”④要重点介绍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理

论体系和世界意义，阐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

文明新形态对人类社会现代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

作出的贡献。其二，“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有效

方式。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

道理”，“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

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

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把思想

和理论贯通在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

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

生动展现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和中国主张⑤。其

三，提炼和展示融通中外的精神标识。实现从传

播文化符号到影响认知观念的深化，“关键是要

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

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⑥，结合国外受众的

习惯和特点来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把我们

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

‘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

起来”⑦。

（二）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推

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力量。不同历史、不

同国情等客观条件孕育了世界上不同形式、不同

内涵的多样文明，平等对待每种文明是促进世界

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习近平指出：“文明没有

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

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

明进步的动力。”⑧尊重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多

样性展现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体现了在

当代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宽广视野，有力推动

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之处，不同文明在平等

交往基础上的交流互鉴，不仅有利于自身文明的

创新发展，更将有力推动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

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将为中华

文化繁荣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我们要铸就中

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

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

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⑨“小河有水大河

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各国只有开放包容、互联互

通，才能相互助力、互利共赢。”瑏瑠习近平指出：“加

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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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

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①

（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文明发展和

进步的切实举措。不同文明的融通发展需要共性

的价值引领。全人类共同价值集中体现了世界不

同文明在价值取向上的共性特征，奠定了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２０１５年９月，在第七
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指出：“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

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②全人类共同价

值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既体现了各个

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又为国家间的交往提供了

明确的原则规范，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指引。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凝聚世界不同文明的价值

基础，全球文明倡议明确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践

行路径。２０２３年３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以“共同倡导尊重

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③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文

明倡议。在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中，“践行全球

文明倡议、加强文明交流借鉴，弘扬平等、互鉴、对

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

成就，促进各国人民出入相友、相知相亲”④。全

人类共同价值与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共同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世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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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

代玉启，姚乃文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相融汇的必然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契合中华文化、适应中
国发展并引领未来前进的奠基性成果。中华文化内涵丰富，全面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身份，是习近平文化

思想生成和延续的文化本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习近平文化思想

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传统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发展观的核心实质提炼升华，在推动文化

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为传统理念注入了新的精神能量。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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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得以长期发展的生命
之源和力量所在，它不仅是国家的灵魂和身份标

志，而且在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驱动

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影响国际关系等方

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

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

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①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
平文化思想，这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章的高度概

括。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

重要指示中明确提出“七个着力”战略部署，即

“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

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

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

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

流互鉴”，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要义与精

神旨趣。“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

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②，把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

在人民群众和中华历史文脉之中，极大地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融合了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经验教训，阐释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

根本要求，标志着党的文化自信自强、文化继承革

新、文化创新创造、文化传播引领达到新高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具有

关键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历史维度上是对中

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新成果，在实践

发展上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文化滋养，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目前对“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研究侧重于生成逻辑的探索、理论渊

源的归纳和实践路径的优化，鲜有聚焦习近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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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７卷 代玉启，等：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化思想内涵要义与精神旨趣及其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且对如何汲取优秀传统

文化的力量使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推动人类文明

新形态建设缺乏系统性、学理性的研究。中华文

化源远流长，蕴含丰富而深刻的宇宙观、天下观、

社会观、道德观、发展观，全面塑造了中华民族的

精神面貌和文化身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和

延续的文化本源。系统探究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探索如何更好汲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显著的实践意义。

一　宇宙观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宇宙观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对现存

世界的认知，贯穿中国文化发展脉络，深刻影响中

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传统的宇宙观将宇宙视

为一个有机、和谐且永恒循环的整体，人在宇宙这

个自然系统中生存，依赖自然同时也影响自然，强

调人类的行为应与自然规律相协调。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①中国历代思想家

都对“宇宙”“天地”有着丰富的诠释，“以道观之，

物无贵贱”（《庄子·秋水》）的自然关系理论、

“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周易·系辞下》）的

运行变化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河

南程氏遗书·卷第七》）的平衡之道等强调的都

是和谐与循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实践中继

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将传统宇宙观“和谐发

展”的核心实质提炼升华，在推动文化发展进步

的过程中结合时代需要，为“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等传统理念注入了新的精神能量。

（一）天人和谐的探索精神

传统社会的先哲们创造了“天人合一”的理

念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观念中，宇宙

（天）和人类（人）不是分离的两个实体，而是一个

统一的整体，人的行为、道德修养和社会活动都应

遵循自然法则和天道。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从不

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

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

凶”（《周易·乾文言》），突破性地从道德层面利

用天人合一的观点进行阐释；“尽其心者，知其性

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强调

人要充分发掘自己内心的道德潜能，理解自己的

本性才能进一步理解天道或宇宙的根本法则，将

“天人合一”与人的主观思维结合；“天地与我并

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泛爱

万物，天地一体”（《庄子·天下》）从系统的角度

审视和挖掘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天人合一”

作为一种深刻的道德和思维范式，强调个体行为

与整个自然界、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促使人们在

行为选择上追求平衡、和谐与持续，保持对生命、

环境的尊重与敬畏。“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

是一种共生关系”②，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文化建设

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社会的“天人合一”

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并以此为

重要依据制定和践行国家政策。新中国成立之

初，中国共产党人就高瞻远瞩地提出“绿化祖国”

的伟大号召，生态文明建设就此展开。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优先

发展地位，在全领域全过程奏响“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曲谱。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建设是对自

然环境能动改造的结果，精神文明建设是建立在

此基础上的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创造性发展，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向并举内蕴着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同时，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

发展，不仅继承了“天人合一”的和谐有序，更凸

显了人的理性思辨力与主观能动性，致力于发挥

人的主观探索精神，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则，

扎实推进新时代物质文明发展，构筑新时代精神

文明高地。

（二）顺应自然的辩证法则

“道法自然”是中国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古

代先贤在思想上认识到人与自然“合一”的必要

性，从实践层面出发，提出和谐统一的立世原则。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

第二十五章》）强调遵循客观规律，坚持万物共

生，尊重主体个性，主张人的行为、思想以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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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理应该与自然的法则相协调；“不知四时，乃

失国之基”（《管子·四时》）、“天行有常，不为尧

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从正反两个方面

强调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法则的重要性。董

仲舒在国家治理层面提出“王者唯天之施，施其

时而成之”（《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朱熹同样

认为事物有其自身运行规律，“事物之理，莫非自

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若用小智而凿以自私，

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①，强调只有遵循规律才是

真正的大智慧。顺应自然、尊重规律的文化思想

始终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导。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正本清源、守

正创新，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规律，在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上达到新高度，形成

并明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方法论就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坚持意识形态性和价值性的统一，自觉按文化发

展的规律开展工作。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中新思想新观念的集合，渗透在国家治

理和改革发展的各个方面。传统宇宙观蕴涵的平

衡、有序、和谐、协调等观念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的中国方案提供了文化滋养。完善与优化传统宇

宙观的关键就是时刻坚守理性和主动性，不断提

高理性判断和审慎决策的能力，积极发挥主观能

动性和探索精神，在“无为”与“有为”中寻求现代

化的平衡。

二　天下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观作为一种重要理

念，不仅是中国古人理解和审视世界的基本视角，

也是构建和维持政治秩序与多元文化的理性设

想。从“华夷之辨”到“天下一家”再到“国家民

族”，天下观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每一个

历史阶段，发挥着凝聚文化共识、维护民族团结的

重要作用。在天下观视域下，世界是一个统一的

整体。天下观强调在这个整体中追求和谐共存和

普遍福祉，主张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求平衡和共

赢，倡导一种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的全球视

角。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坚持胸怀天下，

继承传统天下观中“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核

心理念，坚持发挥文化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

力量，使中华文明中整体思维、和合思想与胸怀天

下等优秀文化基因再次迸发旺盛的生命力②，在

改革发展中为天下观注入新的能量，提倡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保证中国共产

党永远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持续进步

的一边。

（一）天下大同的价值愿景

《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在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里，世界成为所有人的共

同家园，人类和谐相处，社会公正平等，百姓安居

乐业。在国家治理中，天下大同的思想得到充分

体现。为追求全球共同福祉，中国推行以合作为

基础的全球治理策略，这一治理模式超越了传统

的国家中心主义，强调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发

展目标。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新阶段下的历史主

体，立足自身和国际社会的现实境况，加强与其他

国家的对话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

革，致力于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国际

合作新框架③。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主张多边主

义和平等对话，力图在尊重多元文明的基础上探

索共同利益和发展路径。天下大同在文化方面的

现代演绎体现为不同文化交流互鉴，强调在尊重

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文化融合与共同发展。这一

过程强调在多样性中寻求共性，促进文化共同发

展，增进国际理解与合作，展现了一种全球视角下

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思维方式。新时代以来，在

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我国积极推动文化繁荣发

展、文明交流互鉴，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二）协和万邦的理想之光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胸怀天下”“协和万邦”

的恢弘气度，秉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

胸怀。以尧为代表的古代帝王强调通过对内“以

亲九族”、对外“协和万邦”的方式治国理政，主张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

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

典》）；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强调推己及人，

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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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７７页。
管宁：《中华文化沃土孕育的时代精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境界》，《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刘勇，王怀信：《〈德意志意识形态〉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当代释解》，《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

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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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

上》）。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理念体现了直面

问题、解决矛盾、贯彻合作的基本原则，揭示了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

下》）的强烈共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道路上始

终坚持合作理念，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彰显了协

和万邦思想下的全球责任与合作姿态。从“一带

一路”倡议到“三大全球倡议”，中国不仅积极推

动世界经济发展，也大力促进文化交流协作，致力

于构建开放、包容的世界合作网络，为世界贡献更

加精彩的文明成就。当今社会的协作并非单方面

地输出帮助，而是风险来临时的共同面对。中国

共产党结合国际形势创新性地发展协和万邦的思

想理念，将其转化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际战略，

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担当。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天下观的继承与创新体现

在将传统理念与当代全球治理的需求结合起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传统天下观在全球化时

代的转译和升华，各国应超越利益纠纷，共同面对

全球挑战，进一步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平等的国际

关系，积极践行多边合作和共赢策略。同时，习近

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交流的重要

性，倡导在维护各国文化特色的同时，加强国际文

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尊重，

构建和而不同的精神家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创新，不

仅展示了中国对全球问题的负责态度，也为国际

社会提供了新的合作模式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新

思路。

三　社会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观是一种综合性

看待社会问题、进行社会治理、解决社会矛盾的

思维结构。传统的社会观受儒家、道家、法家等

思想的影响，强调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和坚持以

人为本的重要性。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礼治原

则促进了责任担当和公序良俗的遵循，道家的

自然无为思想为立身处世提供平衡和谐的自然

智慧，法家的重制践规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社会观不仅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和稳定提供

了理论基础，也对个人的品德修养、家庭和社会

关系的维护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在百

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以民为本、执政为民，在

发展中充分倾听各个领域的不同声音，形成符

合时代发展的现代社会观。

（一）和而不同的会通精神

“和而不同”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代表着承认、尊重，是认同与

相融。“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子路》），儒家强调“和而不同”是统合价值差异、

凝聚价值共识的方法论，认识到矛盾的客观存在，

而不纠结于矛盾本身，在“和”的基础上实现“不

同”的统一，体现着包容平和、兼收并蓄的发展理

念。中华民族很早就具有“和而不同”的“会通精

神”，“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周易·系辞

上》），观察会合贯通之处，从而推行社会典章制

度，寻求社会观多样性的统一。随着全球化的不

断推进，各国之间的联系互动愈加紧密，尊重文化

差异，加强平等交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

文明交流已经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党的十八大

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党在坚守根

本性原则方向的同时积极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文

化和治理经验，批判性吸收西方政治理论、经济理

论、社会理论的优秀成果，丰富和完善自身的理论

体系和建设方案，但又坚守中国本土立场，基于中

国独特国情，形成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兼容并蓄的

社会治理原则与现代文化理念。

（二）以民为本的政治智慧

“民为邦本”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深刻影响着

古代社会治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

五子之歌》），只有施“仁政”、行“王道”，才能维护

统治的合法性。传统民本思想深刻影响中国共产

党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①。随着历史的发

展，“以民为本”在实践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从

“民为邦本”到“为人民服务”思想形成，再到“执政

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跨越转化，中国共产党的

民本思想不仅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将人民的

利益置于首位，而且更加强调人民在历史创造和现

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主导角色。党必须始终维护人

民群众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确保人民

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７７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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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传统社会观的精华，

吸纳了儒家关于和谐社会、道家关于顺应自然以

及法家关于法治的思想要义，强调了道德教化与

制度治理相结合的重要性。同时，习近平文化思

想顺应新时代的发展特点，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现

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社会公

正和人民福祉。只有结合时代需求，有针对性地

完善传统的社会观，才能不断丰富中国的社会治

理理论，为国家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夯实理论基础，

提供文化滋养。

四　道德观
道德观是个人或社会对道德行为、道德准则

和道德规范的总体性看法和原则性理解。中国传

统文化历来注重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在个人层

面，传统道德观倡导诚信、仁爱、谦卑、忠诚等精神

品质，在个人道德提升和心灵成长上发挥重要作

用。在社会层面，道德观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

稳定，通过倡导公平、正义、互助等原则，维持社会

稳定有序，促进社会和谐安宁。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道德

观的时代弘扬，深入挖掘传统道德观最深层的精

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继承精华，结合时代发展注入

现代元素，形成适应当下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价

值准则。

（一）厚德载物的德性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厚德载物”，是君子对道

德修养的自觉追求，强调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德”作为“厚德载物”的中心概念，代表品行端

正、行为正直，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占

据着核心地位，形成人们行为的伦理准绳。中华

民族历来崇德重德：“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

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周易·系辞下》），强调

道德与责任担当的关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强调道德

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深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德性人格的影响，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时刻彰显以

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的大国风范。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大会上以“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昭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的宽广胸怀。“厚德载物”的道德价值与科学

社会主义的理念紧密相连，成为中国社会实现现

代化转型的关键价值基础。这种蕴含高度自觉的

德性追求是重塑中华民族精神价值的根本支撑，

是中国在全球文明融合创新进程中吸纳借鉴其他

先进文化、共同塑造人类文明新局面的重要文化

动力。

（二）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被誉为“礼仪之邦”。“仁”

作为一种道德准则，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追求的道

德理想，也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根本宗旨。“樊

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以

“爱人”作为“仁”的关键前提，包括心理、思想、行

为三个层面：心理层面强调仁慈与善良；思想上体

现为关怀、尊重他人；在与弟子谈到理想时，孔子提

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

长》），将“仁”落实到行为层面，鼓励个体为社会和

谐与稳定作出贡献，用实际行动践行爱人之道。

“仁者爱人”思想深刻影响着现代社会道德价值的

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公正、

平等、友善”，实质上延续和深化了“仁者爱人”的

精神，强调现代社会对人的关怀和尊重。同时，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发展了仁爱精神，将其拓

展至促进社会公正、平等和国民福祉的更广阔领

域，在国家层面强调法治、民主的原则。这种全面

性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

的重要指导原则，有效促进了“仁者爱人”思想在

现代社会的广泛实践和深入人心。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道德精髓，如儒家的仁爱、道家的自然和谐

以及法家的法治思想，将这些传统道德观念与当

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形成适应

新时代特征的道德理念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

仅重申了传统道德观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重要

性，还创新性地拓展其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如将仁

爱的概念扩展至国际关系的处理、强调道德与法

治的结合等。这种继承与创新的融合使传统道德

观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活力，成为推动社会

全面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

五　发展观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发展观是关于

一个国家如何理解和实现发展的一系列思想和观

点，包含对发展的本质、目的和路径的全面认识。

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是与时俱进的

创新精神。敢于打破常规，勇于挑战权威，但同时

与实践需求紧密结合，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求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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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发展的最优路径。另一方面是居安思危的忧

患意识。发展是目的，但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的，只有时刻保持对潜在风险的敏感性和对未来

挑战的前瞻性思考，才能维持进步，不断发展。中

国传统文化能够更新延续本身就是发展精神的生

动展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古代先贤们在文化

领域进行创作赓续，这本身就是发展思维的具体

表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

来”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

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新需求新

变化，把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推向新高度，促进

中国在经济、科技、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全面发展。

（一）与时偕行的创新精神

创新是对常规的突破，是一个民族不断进步

的灵魂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自强不息、

创新进取的丰富价值理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的创造性和创造精神的完美体现，如“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文言》）、“穷则变，变

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等等。当今时

代，中国文化的创新精神同样表现为一种深刻的

进步追求和适应时代复杂发展的变革能力。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

深沉的民族禀赋。”①在科技创新方面，中国致力

于成为科技强国，推动诸如航天工程、量子通信、

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经济发展模式

上，通过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

经济，以及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加强国际合

作，展现了经济创新的多样化路径。在社会治理

方面，中国不断探索使用信息技术等现代手段提

升治理效能，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这些革新举措的背后正是“自强不息、创新

进取”文化理念的深度繁荣，即面对发展变化展

现出动态适应性和有效创造力，为持续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一种预备心态，是在安定顺利的

情况下仍能预见未来可能出现的困难或危机并采

取措施进行预防的思想状态。“安而不忘危，存

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周易·系辞下》）、“思

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思

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

亡，则存矣”（《旧唐书·魏征传》），均强调忧患意

识对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忧患意识在现代文明

中更体现为一种责任担当，是超越传统忧患意识

的实践理性。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

战并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

骇浪的重大考验”②。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立足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充分汲取党的历史上的宝贵经验，从道路话

语、理论话语、制度话语、文化话语等方面对“坚

持独立自主”进行了系统性的话语建构③。因此，

新时代的忧患意识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充分自信

之上的，摒弃了传统忧患意识中忧虑过甚、情绪悲

怆等思想糟粕，吸收了其中人文自觉、辩证思维等

思想精华，与践行人民民主、保持独立自主以及实

现民族复兴的宏伟愿景紧密相连，不仅关乎民主

理念的深化和落实，也与维护国家主权和自主发

展的核心利益息息相关。这种实践理性促使中国

共产党人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风

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反映了与时偕行的创新

精神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体现了一种全面、协

调和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这种思想深刻影响着国

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通过文化的力量和影响，促进

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协调发展，强化国家软实力和

文化影响力，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

发展。这种将文化深度融入发展战略的实践不仅

展现了文化与发展相辅相成的关系，也为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

发展相融汇的必然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契合中华

文化、适应中国发展并引领未来的奠基性成果。

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其理论贡献、实践贡献

９７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共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版２０２２年版，第２６页。
罗嗣亮，赵晓：《新时代习近平对“坚持独立自主”的话语建构》，《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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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日益凸显出来。

一是系统性提出文化担当精神。中国共产党既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

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指导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

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为全人类持续发展提出原

创性的全球文明倡议。二是深层次激发文化多样

性创造。从坚定文化自信到推进文化自强，习近

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发挥文化铸魂、文化赋能的作

用，不断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凝魂聚力。三是全方位巩固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

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①

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

正创新，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特性，巩固了中华民族

的文化主体性。

“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

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

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②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我们在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站稳脚跟的精神根基。习近平文化思

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其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发

展观等重要思想元素的传承与创新是对中华文明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

特性的深刻把握，有助于更好地汲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神力量。由于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

性，文章在探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时，将“文化”作为一个广义的

概念，置于治国理政的高度，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

的全部内容摄入“文化”的定义域 ，主要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出发，对其在现代的

传承创新作了初步思考，整体上把握习近平文化

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关于传统

文化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等深

层次问题仍待进一步研究，也是作者今后深入探

索的方向。

Ｏｎｔｈ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ＡＩＹｕｑｉ＆ＹＡＯＮａｉｗ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５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ａｎ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ｉｓ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ｔｈａｔｆｉｔ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ｄａｐｔｓ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ｅａｄｓ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ｒｉｃｈｉｎ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ｓｈａｐ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ｏｕｔｌｏｏｋ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ｓ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ａ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ｎｏｕｒｉｓｈ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ｈ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ｆｉｎｅｓａｎｄ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ｅ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ｖｉｅｗ，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ｖｉｅｗ，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ｖｉｅｗ，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ｉｅｗ，ｗｈｉｃｈｉｎｊｅｃｔｓｎｅｗ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唐尧）

０８

①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３年第１７期。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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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

坚持与发展

刘正妙，王俪洁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文化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本质特
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诸多观点的创新与突破。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人民至上鲜明立场和文化自信重大命题丰

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观；以捍卫党的文化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深化了马克

思主义文化领导观；以“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以坚守中华

文明主体性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交往观。习近平文化思想达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创新，指明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新的

文化使命的正确前进方向。

关键词：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８１－０８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
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在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世界观和

方法论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把握与系统总结我国

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发展文明，形

成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

理论体系在２１世纪的固本开新，进而锻造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

近平文化思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明确提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

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①。在二十

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又强调

“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

理性理论成果，把握相互的内在联系”②，这一论

述要求将党的创新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考察。

因此，深入研究与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需要深刻

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谱

系光辉谱段的原理逻辑展开，领悟其与马克思主

义文化本质观、文化领导观、文化遗产观与文化交

往观一脉相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

一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是“人化”
与“化人”统一体的文化本质观的坚持与

发展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人们对文化及文化本

质的理解被以“文化史”研究为代表的唯心史观

所异化。恩格斯批驳其“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

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

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

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③。

１８

①

②

③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２８
基金项目：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ＣＸ２０２２１０７１）；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ＸＳＰ２２ＹＢＣ１０２）；湖南省教育厅教改

重点项目（２０２０ＪＧＺＤ０５２）
作者简介：刘正妙（１９８４— ），男，湖南临湘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９页。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２０２３年第２０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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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坚持“文明是实践的事情”①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以现实的人的生产实践为逻辑起

点，系统考察并科学诠释了文化的真正本质。马克

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

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

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

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对象化：人不仅

像在意识那样在精神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

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②由此可见，人在劳动实践

中实现了“自然界的人化”并创造了文化这一对

象世界，确证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彻底将

自身同其他一切物的因素区分开来。有目的、有

意识的创造性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蕴含

着人超越自然界的本质力量。文化作为劳动的对

象化产物，“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

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③。

文化的本质体现为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创造

了文化，是文化的特定主体，离开了人这一主体，

文化也就失去了意义。文化作为“人化”的产物，

其根本规定性就在于独特的属人性以及与生俱来

的社会历史性。文化彰显着人现实的和历史的本

质力量，“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是工业和

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

的结果”⑤。文化与人类同在并贯穿于人类的整

个发展过程，在此进程中人类的自由自觉活动使

得文化在不断更新中凝结了对象化成果（物质文

化和精神文化）的巨量历史积累。

在人类由必然王国不断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

中，文化一直是衡量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尺

度，具备了“化人”的本质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言：

“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

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

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⑥文化不仅表

现为满足物质生产和生存繁衍的基本需要，更表

现为提供人实现自我完善和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条

件。物质性文化成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

物质保障与条件支撑，以科学技术、价值观念、制

度文化为基本内容的精神性文化成果提供精神指

引、动力和支柱。由此，人在文化活动及其成果中

找寻到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马克思关于文化实质

是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理论基础上，在社会主义文

化创新要求层面，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人民至上

的主体性原则与扎根新时代社会伟大实践的客观

性原则。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曾出

现过忽视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和需求的不良倾向，但

党的十八大以来，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

设导向，文化领域的问题得到有效治理。习近平深

刻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

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⑦“人

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

作源泉。”⑧人民群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剧作者”，必须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

与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任务，充分发挥人民群众

开展文化实践活动的历史主动和创造潜能，进一

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⑨，为推进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强大兴盛开辟道路。

人民既是文化活动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更应

是文化成果的享有者和评判者。习近平指出，我

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

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

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瑏瑠，人民满意与否就是衡

量文化建设优劣的根本标准。他创造性地提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奋斗目标，并多次强调要“让人民享有更加充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９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０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２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２０页。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３页。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５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４３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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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①。文

化建设必须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

出发点，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为最终

价值旨归。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出文化本质力量的

当代意蕴，继而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自信”这一

重大命题。面对新时代新形势，习近平指出文化

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

沉、最持久的力量”②。这一重大论断，是对中华

民族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

革命文化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的深刻总结。其

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客观描述了文化本

质力量在社会各领域各主体的渗透与敞显的广

度、深度和持久度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文化已

然成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③、内化于己的存

在物，凝缩于人民群众的日常交往与行为习惯中，

印刻于人们的言谈举止与思想观念深处。总的来

说，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人民主体和文化自信等

的论断拓展了文化本质力量的内涵和外延，是马

克思主义文化本质理论的真正回归与现实超越。

二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捍卫无产阶级
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观的坚持与发展

回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尽管马克思恩格斯

并没有明确提出和直接论述“文化领导权”问题，

但他们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阶级属性的深

刻揭示，成为列宁、葛兰西系统阐释文化领导权的

理论支点和基础，也是新时代深化党对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全面领导的理论源流。

马克思恩格斯比较早地认识到文化的意识形

态性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并且是以阶级对立

为基本前提的。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

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④，而且

“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

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

个人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

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

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

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⑤。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个阶级如果没有服务

于自身的先进价值观作为指引，那就必然会受到

其他价值观影响甚至是被敌对阶级价值观所俘

获。“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

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

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

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

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⑥其结果就是

个人或阶级的主体性和自由个性的缺失，从而使

个人或者整个阶级的解放和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和

制约。所以，统治阶级必须利用文化的意识形态

性发挥其维护阶级社会稳定的功能。

１８世纪以来，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
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⑦，针

对资产阶级运用意识形态遮蔽甚至美化对无产阶

级的残酷剥削，马克思强调要推进无产阶级与新

哲学的结合，并突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宣传普及

教育，以应对资产阶级文化的腐蚀和毒害。无产

阶级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强大思想武器

后，“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

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对态度），从而使

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⑧。同时，马克思极为重

视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清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

的影响，他指出：“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

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

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

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⑨因此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捍

卫属于自己的文化，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领导功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３１１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１０３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１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４９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７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０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９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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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重要性日益凸显。列宁不仅提出“没有革命的

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而且强调“问题‘只’在

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①。他认识

到，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强大的文化领导力，党的

革命事业才能获得更大程度的理解、支持和认同。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

权”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

根本制度”②为导向，畅通了社会主义文化工作实

践主导与思想主线的逻辑关联，在新时代条件下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观。

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绝对领导权是习近平文

化思想关于文化领导问题的重要理论贡献。马克

思恩格斯阐释的文化阶级属性，揭示了无产阶级

是形塑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关键力量，更指明了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然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领导主体和根本保证。中国

共产党以其先进性和革命性始终代表着文化发展

的正确方向，坚持党对文化发展的绝对领导是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能够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保证。

２０２３年，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
平进一步提出了以“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的领导”为前提的“七个着力”总体要求，将

党在文化领域的绝对领导置于重要地位。同时，

党对文化工作的绝对领导权，不仅体现在党和国

家对文化未来形态的顶层设计上，更要落实到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具体实践

之中。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做好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

确保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③“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

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

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④

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另一

重大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巩固主流意识

形态阵地，筑牢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

立魂的工作”⑤，意识形态工作深刻影响的“思想

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

住”⑥。习近平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阵地管理，他反

复强调“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增强阵地意识。宣传

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⑦。

为抵御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等错误思潮

的攻击侵蚀，建立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指引力的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必须高举马克思主

义这一“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魂

脉和方向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在不同场

合多次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并将其提升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根本制度存亡的高度。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

于文化指导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习近平指出，为

铸牢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地位，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保持其内在机理的科学性，同

时“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⑨，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看待和积
极扬弃传统文化的文化遗产观的坚持与

发展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体系化并不断彰显世

界价值，是因为具备充分吸收与有效改造一切人

类历史文明成果并为己所用的科学理论品格。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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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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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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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秉持“批判的和革命的”①唯物辩证法猛烈批

判旧世界留存的文化糟粕，“希望在批判旧世界

中发现新世界”②的曙光。马克思洞见了人类社

会同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人类经由劳动实

践实现了文化的历史积累并在其中确证了自己是

真实的而非虚幻的存在，同时传统文化如若脱离

人类社会就将丧失全部的价值属性。因此，马克

思提出人只有“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

继下来的条件下”才能“创造自己的历史”③。恩

格斯也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具有由它的

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

为前提”④。

在解答“如何对待文化遗产”这一重要问题

时，马克思不是单向度地全盘照收或直接抛弃，而

是以“批判地扬弃”的历史眼光和发展视角辩证

地看待传统文化。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从传统文

化中“可以看到绝妙的东西”⑤。他在给恩格斯的

信中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

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

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

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

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于是他们

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⑥

基于此，马克思阐明了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积极

的现实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对传统文化

“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

解”⑦，他清楚地看到传统文化中残留的落后成

分，“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

的保守力量”⑧，而且“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

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⑨。传统文化的消极

因素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评价这是

“死人抓住活人！”瑏瑠所以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革

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

彻底的决裂”瑏瑡，但这种“决裂”并非简单“断裂”，

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内在因素进行革命性改造基础

上进行的本质、历史性转变。换言之，马克思主义

并非简单地主张与传统文化观念切割决裂，而是

考虑文化遗产的复杂性，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避免传统文化发生虚无性断裂。正如马克思所

言，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

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

作”瑏瑢。总的看来，马克思坚守辩证态度，自始至

终把理解、改造和超越传统文化为新世界构建提

供精神文化资源。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的立场和方法，又结合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实际

进行了创造性的开拓，在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探明了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发

展的推进路径与使命任务。中国共产党人自登上

历史舞台以来，就始终赓续马克思批判扬弃传统

文化的观点。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

深刻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

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

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瑏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高度肯定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认为“优秀传统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

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瑏瑤。他继承毛泽东

的思想并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

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瑏瑥他反

复强调应科学地对待世界各国历史文化成果，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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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要重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习近

平多次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

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①，更是“在世

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②。基于此，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传承中的“文化根

脉”③属性被确立起来。针对文化建设领域存在

的对传统文化认识不足，传承保护工作有待加强，

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等问题，习

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

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④”，我们需要深

入了解中华文明历史，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⑤。通过探源

式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全面释放其内在张力，他主

张“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⑥，进

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⑦，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熔铸为彰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主体性的基本组成。习近平

文化思想指出了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

的使命归宿，即经由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双向贯通，实现马克思

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使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造

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使其“成

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实现“推动文

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⑧文化使命提供思想文化资源和不竭精神动

力，进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品质的美好精神

文化生活需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

文化影响力。

四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由民族历
史走向世界历史的文化交往观的坚持与

发展

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囿于地理和交通等因

素，国家和民族在地域上处于一种彼此隔绝且孤

立发展的“民族历史”状态。在这一视域下，各民

族“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⑨，尤其是文化同经济、

政治等的关联性，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

的关注点。他们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

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

程”瑏瑠，这种“制约”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决定性的。

“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

质行动的直接产物。”瑏瑡恩格斯进而阐明“政治、

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都是以经济

发展为基础”的同时，“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

础发生影响”瑏瑢。但相对分散且封闭的环境不可

避免地使文明之间缺乏必要的互动，文化发展的

内在困境日渐明显。例如，文化的重复化同质化

创造成为普遍现象，因为“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

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瑏瑣。只承认本民族

文化的盲目优越感和“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事件是

历史的”狭隘认识逐渐在部分地区蔓延开来并甚

嚣尘上。这些都意味着文化的局域性发展很难具

有质的跃升和长久延续的可能，因此马克思认为

各民族文化“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

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瑏瑤。

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勃兴，社会化大

生产带来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民族的片面性和

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而且“过去那种地方的

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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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

了”①。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活动已然从地域性交

往转变为“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

往”②，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

入“世界历史”的范围，并不断演变为“每个文明

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

依赖于整个世界”③。在这一层面，“各民族的精

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

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④。在文

化交往世界化的趋向中，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困境

将会得到极大化解。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深刻领悟马克思关于文化

同政治、经济交往关系基本判断的基础上，着重阐

释了文化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的强大反作用

力。习近平意识到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

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

文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

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⑤。进入新

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化建设

置于我国全局工作中最为突出的位置，并旗帜鲜

明地指出这“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⑥，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⑦。

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国家内部紧密交往的先

导性同马克思揭示的人类普遍交往的历史规律性

贯通起来，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战略

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等重要理念，深刻思考并切实回答了

“人类将去往何处”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和历史

之问。他深刻指出“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

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⑧，各民族文化有内涵

与风格之别，但无高低优劣之分，因为“每种文明

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

宝”，故而“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⑨。

他进一步指出要不断推动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因

为其“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

要动力”瑏瑠，更是民族文明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基本

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了人类文明的发

展规律，深刻指出各国文明间的互动关系空前紧

密，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

共同体”瑏瑡，开创性地提出“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瑏瑢的全球倡议，力图将区域

性命运共同体打造成整体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等错误思潮的袭

扰，习近平强调应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

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

越”瑏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一切人类文

明应被看作一个整体，“各国应该在相互尊重、求

同存异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促进各国交流互鉴，

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动力”瑏瑤，这一论断全面

超越了西方霸权逻辑和零和博弈范式。为凝聚世

界共识进而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塑造，习近平

文化思想站在全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价值高度，

在对人类文明的系统性把握基础上凝练概括出了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瑏瑥的世界性命题。他深刻指出：“我们要

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

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

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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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的探索，把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

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①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终极旨归在于真正建成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各国文

明在实现自身飞跃的基础上以和平与包容的方式

进行更高层次的普遍交往，最终塑造万紫千红、生

机盎然的世界文明大花园。

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是通过坚守马克思主

义文化理论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并将之融入我

国新时代文化建设实际进行思想创新和实践探索

生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从其本体来看，习近平文

化思想体系架构宏大，内涵深刻丰富，更具有“明

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无论是具体内容

上还是逻辑理路上抑或是价值意义上，都全方位

地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宝库。习近平文化

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满

足人民群众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和实现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目标的必然选择，是科学把握“魂脉”

与“根脉”辩证关系，进而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与接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

转型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新时代引

领我国文化蓬勃发展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是推动

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存及永续发展的

科学行动指南。“坚持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

也是为了更好地坚持。”②作为人民的、科学的和

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

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必然会随着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画卷不断展

开而更加丰富，更为深刻和系统，必然会成为我们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根本思

想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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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质生产力须当拼在数字经济新赛道

刘友金，冀有幸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２０２３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一个亟待研究的
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急需推进的实践问题。数字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

键支撑和新赛道。在数字科技革命引领的“换道超车”大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输在数字经济新赛道的起跑线

上。这就需要把握新质生产力的鲜明数字经济特征，采取超常规的措施，破解目前发展困境，通过提升数字技术领跑力、

增强数字产业控制力、形成数字生态主导力，“三力”齐发，推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大国博弈；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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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质生产力是学术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一
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２３年
９月在黑龙江考察期间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概
念，并在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指出，要整合

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随后，２０２３年１２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就需

要我们从不同的维度解析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内

涵，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条件，谋划新质生产力

发展方略。

一　数字经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
赛道

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是

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新质生产力

是有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力，是数字经济

时代摆脱传统增长路径、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符合

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

领域全过程，各国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出

台鼓励政策，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

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

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

关键力量。”①谁把握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先机，谁

就能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一）新质生产力的鲜明数字经济特征

当前学术界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

产业经济学两种分析范式展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特征探讨。第一种解读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数字

经济时代下，生产力“新”的突破和“质”的跃升的

新型生产力。其内涵特征集中体现为生产力三要

素“质”的跃升②、颠覆性的技术突破③、生产方式

的质变④和生产要素的重组与优化等方面。第二

种解读则认为，新质生产力是通过数字技术对生

９８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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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数字化改造和重组，形成更具创新性①和

高质性②的生产力，强调融合性③和超越性④对产

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可以看出，上述两种解读都强

调数字经济对生产要素数字化改造和重组，从而赋

予新质生产力创新性和高质性，并通过生产方式变

革实现其融合性和跃迁性。因此，数字经济是支撑

新质生产力实现“新”与“质”跃迁的底层逻辑，是

新质生产力具有“新质”特征的源头活水。

１．数字技术构筑新质生产力“新基础”
新质生产力诞生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时代浪潮中，“新基础”是新质生产力的时代

特征。这种“新基础”更多依托于数字技术突破

带来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前沿技术创新，并以新

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的方式表现出来。第一，数

字技术催生新产业。数字技术创新加速了人形机

器人、脑机接口等新产业落地，培育和壮大了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筑了新质生产力产业

发展基础。第二，数字技术催生新模式。数字技

术加快平台化、定制化、轻量化服务模式创新，能

够培育智慧销售、数实融合、智能制造等新模式，

形成新的经济结构和形态，构筑新质生产力组织

发展基础。第三，数字技术催生新动能。数字技

术拓展传统技术广度和深度，通过创新组合形成

“数据＋算法＋算力”的集成创新能力，全面赋能产
业组织、管理和决策等环节，大幅提高产业发展效

率，构筑新质生产力动能发展基础。

２．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高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

素，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⑤这一

论述体现了数据要素赋能生产方式变革，牵引推动

生产力实现“质”的跃迁。第一，数据要素自身的

高质量属性。数据要素具备低成本、大规模、可获

得的基本特征，以及非竞争性、低复制成本、非排他

性、即时性等技术经济特征。这些特征是数据要素

高质量属性的集中体现，是数据要素灵活组织生产

劳动、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赋能新质生产力高

质量属性的微观基础。第二，数据要素组合的高质

量。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如数据和土

地相结合，可实现田间数据的精准管控，合理规划

可用耕地，提升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价值

创造能力倍增，从而赋予数据要素组合高质量属

性。第三，数据物化成果高质量。“数据＋算法＋算
力”赋能数据价值化，并经数智化劳动者加工处理，

将数据转化为有用的信息和知识，作用于产业发展

过程。这一过程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

展，赋予数据物化成果的“高质量”。

３．数字生态促进新质生产力“深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⑥这强调了数字技

术、数据要素、数字平台等数字生态构建对实现数

实融合和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引领作用。数字生态

促进新质生产力“深融合”主要体现在：第一，数

字生态与技术创新融合。数字技术与生物、能源、

材料等领域的技术融合交叉和多点突破，产生颠

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并催生新产业、新产品

和新业态，为新质生产力多元融合发展提供技术

创新支撑。第二，数字生态与产业创新融合。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相互促进、互相交织形成

产业融合生态⑦，改变产业链组织结构形态和创

新模式，促进了实体经济的产业链解构与重构，增

强了数字经济的创新赋能动力和产业发展空间，

驱动产业链围绕创新链布局，助推产业链与创新

链深度融合。第三，数字生态与企业组织创新融

合。互联网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应用，重塑企

业的管理模式、业务模式、商业模式等，推动企业

智能化改造，加速全要素、全产业链和全价值链的

数智化链接，形成创新生态，促进企业数智深度

融合。

（二）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发

展的标志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中央财办将新质生产力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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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

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

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

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为核心标志。这一解读表明，新质生产力是数字

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代表生产力发展的

最新形态、先进水平和跃迁方向。

１．新质生产力代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
的最新形态

新质生产力诞生于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

大势，是数字经济时代新兴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融

合的最新形态①，并呈现以新质技术为代表的最

新动能形态，以新质产业为代表的最新产业形态

和以新质企业为代表的最新模式业态。首先，新

质生产力形成源自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等新质

技术的应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涵盖自动化、标

准化等的复合性技术变革，是构筑产业技术创新

的最新动能形态。其次，新质生产力形成源自新

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新质

技术不仅改造和提升了传统产业，还培育和壮大

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了前瞻未来产业，并促进

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最后，新

质生产力源自企业模式的全面变革与重塑。新质

技术不仅驱动新质企业运用“ＡＩ＋知识管理”变革
运营模式，而且提升业务流程数字化水平并重塑

业务模式，推进实体经济平台化设计、智能化生

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等商业

模式变革。

２．新质生产力代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
的先进水平

新质生产力是当代最先进科技赋能的生产

力，代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体

现为先进科技对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

数智化赋能，并依托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先进

产业展现出来。首先，新质生产力先进水平来源

于最先进科技的引领作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

和 ５Ｇ通信等最新技术大幅提升生产力物化成
果，例如在现代化企业车间内，大数据、云计算和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组建了智能化系统，极大促进

了生产模式的突破和产品价值的提升②。其次，

新质生产力先进水平得益于生产要素的高质属

性。数智化机器设备、数智化劳动者、数字基础设

施、海量数据、算力等高质要素的应用，大幅提高

要素组合质量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极大提高生

产力效能。最后，新质生产力先进水平蕴藏于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强劲发展动能中，将

会在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迭代、优化升级中涌

现出来。

３．新质生产力代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
的跃迁方向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

性颠覆性技术重大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传统

生产力迭代发展和层级跃升的生产力，代表了数

字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跃迁方向。一方面，新

质生产力是对现有生产力的数字化改造、优化和

融通，代表了一种新型替代传统、新质超越旧质的

生产力跃迁方向。这种跃迁集中体现为通过科技

创新引领，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所催生

的，具有高效能、高质量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能

力的跃迁。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是未来的生产

力，代表生产力未来发展的跃迁方向。随着科技

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在未来

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和经济形态等的变革中占

据重要地位，成为推动社会持续进步和繁荣发展

的重要新兴力量③。这种跃迁集中体现为动力变

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的跃迁性，强调以科技创

新为引擎，以新产业为主导，以产业升级为方向，

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标。

（三）数字技术突破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

要条件

２０２３年 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

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

质生产力。”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１．数字技术突破催生新动能驱动新质生产力
动力变革

一是数字技术突破带来了要素质态变革。得

１９

①

②

③

苏玺鉴，孙久文：《培育东北全面振兴的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重点方向和实践路径》，《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网络
首发）。

石建勋，徐玲：《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１３日（网络首发）。
令小雄，谢何源，妥亮，等：《新质生产力的三重向度：时空向度、结构向度、科技向度》，《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日（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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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于数字技术体系下通用技术的创新，数据来源

趋于多样化，数据规模指数级增长①。在数字技

术突破带来的超大算力和超强算法的支持下，海

量数据经过“搜集—汇总—筛选—分析”后，成为

可以被商业化应用的生产要素，并赋能企业的生

产流程、业务运作、商业决策等过程。二是数字技

术的突破带来了智能化变革。以新一代人工智能

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业融合，推动

了生产过程的自感知、自决策、自适应、自执行等，

形成了智能设备对劳动力的替代和人、机、网的高

度融合与互动。三是数字技术的突破带来了数字

治理能力变革。大数据存储和信息挖掘技术的应

用赋能政府治理，有助于精准识别和精准施策，提

高行政效率。此外，数字技术变革拓宽了政府治

理场域，推动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在线交易等

数字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

２．数字技术突破塑造新模式实现新质生产力
效率变革

数字技术突破促进了不同业务交叉融合、数

据联通、运行协同，形成了生产范式、组织方式和

发展模式的变革。一是数字技术与先进制造业、

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融合，推动企业生产

向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制造方式向模

块化和柔性化生产、智能化管理、服务型制造转

变②。二是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链、供应链的改

造，推动了产业平台的一体化，促进了组织模式

平台化和生态化发展，推动形成跨越地理限制

的虚拟产业集群，提升了多主体的整体协作能

力。三是企业应用数字平台技术，降低企业创

新的资源搜索成本和匹配成本，促进产业链碎

片研发能力的有效整合，激发产业链上下游相

关企业、科研机构和公共部门等主体协同创新

潜力。显然，数字技术突破带来的生产模式、组

织模式、发展模式变革，推动了资源利用效率与

配置效率变革。

３．数字技术突破培育新产业助推新质生产力
质量变革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突破助

推产业与信息、通信、数据等相关技术相互结合，通

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条路径大幅提升了

生产力质量。在数字产业化培育新产业方面，数字

技术突破一方面加快数据要素产业化应用步伐，推

动数字产业和数字产品创新，培育出数字新产业；

另一方面提高获取消费者信息能力，拓展市场需求

范围，加速数据要素市场化应用步伐，从而通过需

求牵引培育出数字新产业③。在产业数字化方面，

一是数字技术突破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结合，推

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跨界融合发展④；二是数字技术

突破与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领域相结合，加

速形成未来产业集群；三是通过数字技术改造传统

产业基础能力，以数字技术的渗透扩散和数据赋能

对传统产业链进行数字化再造，加速传统产业转

型，形成新质生产力质量变革根基。

二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输在数字经
济新赛道的起跑线上

数字经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赛道，同样，

数字经济也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在从传统

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换道超车”征程上，

谁抢抓了先机，下好了先手棋，谁就可能占据新赛

道，获得先发优势。

（一）数字经济新赛道起跑线上的大国博弈

伴随数字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数字经济已经

成为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选

择，是构筑大国博弈中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新赛道。

鉴于此，世界各国纷纷聚焦数字经济，将其视为推

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并采取了有别于以往的

更加直接、更为精准、更大力度的超常规政策（见

表１）。
１．全面构建新型举国体制
美国、西欧、日韩等以典型市场经济模式著称

的国家，不仅全面加大了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

力度，而且各国政府从市场幕后走向台前。一方

面，各国政府通过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数字

经济和科技发展明确方向。例如，美国的《量子

网络基础设施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德国

的《数字战略 ２０２５》和《德国高科技战略 ２０２５》，
法国的量子技术国家战略，日本的“社会 ５．０”战

２９

①

②

③

④

黄鹏，陈靓：《数字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与规则构建：基于要素流动理论的视角》，《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马名杰，戴建军，熊鸿儒：《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方式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与应对》，《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任保平，迟克涵：《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新兴产业成长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取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５

月１１日（网络首发）。
杜庆昊：《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生成逻辑及主要路径》，《经济体制改革》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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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及韩国的《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都显

示了政府在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强力介入

和牵引作用。另一方面，各国政府通过巨额财政

投入直接支持数字科技发展。如《２０２１美国创新
和竞争法案》的２５００亿美元投资计划，德国《德

国高科技战略 ２０２５》和法国《电子 ２０３０》对研发
投入的ＧＤＰ比例提升承诺，均体现了政府在资金
上的罕见支持力度。可见，各国政府在数字经济

时代不再仅仅是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而是成为

数字经济发展的积极引领者和推动者。

表１　国外数字经济超常规竞争性产业政策

国家 时间 政策实施

美国

２０２０．０９ 颁布《量子网络基础设施法案》，拨款１亿美元推进国家量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２１．０１ 成立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专门负责监督和实施国家ＡＩ战略。

２０２１．０６ 颁布《２０２１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５年内投入约２５００亿美元用于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科技领域。

２０２２．０８
颁布《芯片与科学法案》，拨款３９０亿美元，用于补贴半导体企业在境内进行半导体制造、组装、检测、封装及研
发等，并明确禁止接受补贴的企业在中国扩大产能。

德国

２０１５．０６ 推出《数字化工作中小企业数字化指南》，帮助德国中小企业有效应对数字化转型挑战。

２０１６．０３
推出《数字战略 ２０２５》，加快推进千兆光纤网络和智能联网等基础建设，采用基金支持、税制改革、法律保障等
方式鼓励中小企业创业创新。

２０１８．０９ 颁布《德国高科技战略２０２５》，２０２５年研发投入扩大到ＧＤＰ的３．５％，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战略核心。

２０２３．０２ 推出《未来研究与创新战略》，计划到２０２５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３．５％（２０２１年为３．１３％）。

法国

２０１２．０１ 启动量子技术国家战略，促进量子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２０１８．０９
推出《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工业转型的方案》，制定大规模投资计划，通过建立数字化平台、设计高科技产品和服

务等方式，打造具有创新力的工业中心。

２０２２．０３
推出《电子２０３０》，计划投资超过５０亿欧元，集中于量子技术和半导体产业，实现２０３０年欧洲芯片占全球市场
２０％的目标。

日本
２０１６．０１

推出《第五期（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度）科学技术基本计划》，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基础实力、促进政产学研融合、加快信
息与通信技术研发等一系列举措，实现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的高度融合。

２０２１．０６ 颁布《产业竞争力强化法》修正案，以扩大国内生产能力为目标的“半导体与数字产业战略”。

韩国
２０１８．０２

提出《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旨在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智慧型城市、
智能半导体等领域作为创新增长引擎。

２０２１．０７ 颁布“数字新政２．０”，计划到２０２５年投资２２０万亿韩元用于“数字新政”关键领域。

　　２．精准支持关键技术研发
数字经济时代关键技术如人工智能、量子计

算、５Ｇ通信等具有定义未来行业趋势和创建新市
场的潜力，掌控这些技术，意味着可以在未来的产

业竞争中占据先机。例如，美国提出《２０２１年创
新与竞争法案》，建立核心关键技术清单，聚焦芯

片、（Ｏ－ＲＡＮ）５Ｇ、人工智能、空间技术等１０个关
键技术领域；法国的量子技术国家战略和《电子

２０３０》产业政策，集中于量子技术和半导体产业；
韩国发布的《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和“数字

新政２．０”，专注于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和无人驾
驶等的发展。这些策略不仅精准支持当前技术发

展的关键领域，而且强调对未来潜在技术领域的

前瞻性投资，也反映了全球领先经济体对维持和

增强其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球竞争力的高度重视。

他们的策略和行动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版图中起到

了关键的引领作用。

３．打出数字产业政策“组合拳”
全球领先经济体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不仅强化

了政府的角色和干预力度，而且以维护“数字主

权”“网络安全”等理由，打出包括政治、财政、税

收、司法和外交措施在内的“组合拳”，他们标榜

不干预市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也变成了“闲

不住的手”。例如，美国以“全政府、全社会”的方

式构建其数字经济的产业和经济优势，并确保其

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的领导地位。在政治层

面，美国通过《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网络安全

战略》等一系列立法和政策推动网络安全和技术

创新。财政方面，如《芯片与科学法案》中就计划

巨额投资于半导体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在司

法领域，通过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法律和网络安

全法规，保护相关企业的权益。外交方面，美国启

动数字连接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ＤＣＣＰ），以建
立开放网络，在发展中国家扩大所谓的安全互联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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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接入，并促进美国的创新和出口，同时增强全球

和国内的网络安全能力。

（二）美西欧在数字经济发展起跑线上对我

国的遏制与围堵

为了限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在数字经济发

展中占据先机，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试图通过

设置技术壁垒、实施“科技脱钩”以及打造“技术

联盟”，形成对华技术封锁网络，不断加码对中国

数字经济发展的遏制与围堵（如表２所示）。

表２　美国牵头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实施的部分围堵措施

围堵方向 具体举措

出口管制

通过“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以及《２０２１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等法律文件，限制中美企业在先进材料、人工
智能技术、量子计算等新兴和基础技术领域的合作。

美国企图建立“芯片四方联盟”，并通过《２０２２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希望以此隔断中国芯片产业与全球的联系。

投资限制

美欧成立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ＴＴＣ），强调防止关键技术流入中国。
“半导体新规”（原适用于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进一步延伸适用于中国澳门地区。

拜登签署对华投资禁令，禁止涉及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合资企业等各种模式的投资。

人才流动限制

禁止联邦研究机构人员加入“外国人才招聘计划”。

严禁资助“恶意外国人才计划”参与人。

受聘于特定国家人才计划的人员将被剥夺申请美联邦研究经费的资格。

　　１．限制关键基础零部件、核心材料和核心生
产设备出口

美国通过“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以及

《２０２１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等法律文件，限
制中美企业在先进材料、人工智能技术、量子计

算等新兴和基础技术领域的合作，企图构筑对

华技术壁垒，实施“科技脱钩”。美国还打造所

谓“技术联盟”，拉拢或者威逼其他国家在尖端

科研领域不与中国合作，意图编织对华技术封

锁网络。在亚太地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和中

国台湾建立“芯片四方联盟”，并通过《２０２２年
芯片和科学法案》，企图以此隔断中国芯片产业

与全球的联系。

２．限制相关领域的关键技术合作与投资
在大西洋两岸，美欧成立美国—欧盟贸易和

技术委员会（ＴＴＣ），强调防止关键技术流入中国。
而在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８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
局（ＢＩＳ）宣布将其在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７日针对中国
实施的“半导体新规”（原适用于中国内地和香港

地区）延伸适用于中国澳门地区。根据拜登２０２３
年８月签署的对华投资禁令，禁止涉及风险投资、
私募股权投资、合资企业等各种模式的投资，美国

对华科技的限制已经从“出口管控”扩展到“投资

管控”。数据显示，美国风投资本在中国的投资

总额从 ２０２１年的 ４５４亿美元骤降至 ２０２２年的

１４５亿美元，２０２３上半年更是降至３２亿美元①。
３．限制相关领域的技术人才流动与科技合作
美国通过《２０２１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从

个人、项目和机构三个层面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

限制与中国的科技人才流动和合作。这些措施包

括禁止联邦科研机构及人员参与中国的人才引进

计划、限制中国人才前往美国的交流机会以及切

断双方的人才交流渠道，严重阻碍了中国与外界

的科研合作。从签证申请的情况来看，中国申请

人获得美国 ＥＢ１（杰出人才移民）签证的比例在
大幅下降，由 ２０１９年的 ６６．３％降至 ２０２１年的
４９％②，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强。此外，美国
国务院的公开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上半年，美国向
中国学生签发的Ｆ－１学生签证数量比２０１９年同
期减少了一半以上③。

（三）大国博弈中数字经济发展起跑线上我

国面临的多重隐忧

高水平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站在数字经济新

赛道的前沿。因此，我们要直面在数字经济发展

中存在的不足，才能有的放矢，精准施策，抓住机

遇，争取在新一轮竞争中突进领跑者方阵。

１．数字经济发展量不足质不优
（１）中美数字经济规模差距逐渐拉大。从总

体趋势来看（见图１），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中美两国数字
经济总量虽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是中美之间的

４９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ＰｉｔｃｈＢｏｏｋ分析师报告《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ＵＳ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代涛，刘志鹏，甘泉，等：《技术经济安全评估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
渠慎宁，杨丹辉：《逆全球化下中美经济脱钩风险的领域与应对策略》，《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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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规模差距不断扩大，从２０１７年的７．４８万
亿的规模差距扩大到 ２０２２年 ９．８万亿的差距。
２０２２年美国的数字经济总量高达１７．３万亿美元，
占其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６７．９％；而中国的数字
经济总量仅为７．５万亿美元，占 ＧＤＰ的４１．８％①。
不难看出，我国的数字经济总量虽位居全球第二，

但仅相当于美国数字经济总量的４３．３％，而且也不
及世界５１个主要经济体４６．１％的平均水平②。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相关数据

图１　中美数字经济总量对比

（２）中国数字经济增速被美国快速赶超。从
总体上看，中国的数字经济增速整体高于美国，但

增速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而美国的数字经济增速则

呈现整体上升态势（见图２）。分时间段来看，受中
美贸易战的影响，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０年中国的数字经
济增速显著放缓。２０２１年，受新冠疫情激发的大
数据和云计算需求的影响，中国数字经济暂时迎来

了增速的飙升，但这一势头在 ２０２２年急转直下。
到２０２２年，中国不仅失去了对美国的增速优势，而
且落后美国７．５个百分点。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
在于中美贸易战使得中国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关键

零部件、重要材料等的进口受到限制，进而在关键

产业链和技术发展方面受到严重制约，从而导致中

国数字经济增速快速下降。

（３）数字经济渗透融合水平不高。数字经济
通过与实体经济的深度渗透融合提升产业的竞争

力与韧性，但中国数字经济渗透融合水平总体仍

显不足（见图３）。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比，我国
在第一产业中表现出微弱的优势，数字经济渗透

率达到１０．５％，超过全球 ５１个主要经济体 ９．１％
的平均水平。我国第二产业的渗透率仅为２４％，

低于５１个经济体平均值的２４．７％。我国第三产
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为４４．７％，同样未能达到５１
个经济体平均值的 ４５．７％。显然，关键的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中国明显落后。

　　数据来源：戚聿东、杜博：《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

图２　中美数字经济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２０２３）》和《中国数字经济

发展报告（２０２３）》

图３　２０２２年中国与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渗透率

２．数字经济领域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１）核心技术领域投资强度不高。根据相关

数据统计，在信息产业研发投入方面，美国占ＧＤＰ
比重为０．９４％，显著高于ＯＥＣＤ平均的０．３９％。相比
之下，中国信息产业研发投入占 ＧＤＰ比重仅为
０．２７％，不仅低于美国，也低于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水
平③。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人工智能的私人投资方

面，投资规模存在较大差距。２０２１年美国人工智
能私人投资总规模约为５２９亿美元，居世界领先地
位（见图４）。同期我国的私人投资规模仅为１７２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３２．５％。而且从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私人投资规模曲线来看，美国的曲线更加陡峭，

而中国的曲线更加平缓，说明我国在投资增速上也

严重落后于美国④。

５９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２０２３）》及世界银行数据库。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２０２３）》。
数据来源：２０２２年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美国）》。
数据来源：《２０２２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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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２０２２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

图４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中美欧人工智能私人累计投资额

（２）高端科技创新成果不足。数据显示，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我国累积的数字技术专利数量达
到惊人的３８．８万件，远高于美国的１３．３万件，但
是数字技术专利价值却远逊于美国。我国数字技

术专利仅在１—３０万美元价值区间的占比高，而
在３０万美元以上价值区间的专利数量要远低于
美国，特别是在 ３００万美元至 ２０００万美元价值
区间的专利与美国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见图

５）①。这一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科技创新成果质
量与水平远远低于美国，特别是高端创新成果不

足，专利的产业转化能力低。

数据来源：《２０２３全球数字科技发展研究报告》

图５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中美两国数字技术专利价值分布示
意图

（３）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明显。５Ｇ基站、
大型数据中心以及互联网普及率是决定一个国家

数字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尤其作为支撑巨大网络流

量和数据存储的超大型数据中心更为关键，是云计

算、人工智能和其他高科技服务的基石。对比中美

两国在这些关键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发展（见图６），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面向个人消费为主的５Ｇ基
站建设上具有优势，占比高达７３．３％，远超美国的
６．４％。然而，在服务于更广泛工业需求的大型数据
中心建设上，中国以１５％的比例大幅落后于美国的

４９％，美国拥有亚马孙、微软、谷歌等一批全球领先
的云服务提供商，在互联网普及率方面也大幅落后

美国。这说明在支撑工业和科技发展的核心数据

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存在明显差距。

　　数据来源：互联网普及率来自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数据库、第４９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大型数据中心数据来自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数据库；５Ｇ基站数量来整理自华尔街日报

《Ｃｈｉｎａｓ５ＧＳｏａｒｓＯｖ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图６　２０２１年中美数字基础设施比较

３．数字技术高层次人才储备严重不足
（１）高层次人才平台明显偏少。在全球高层

次人才排行榜的前１０强机构中，美国和中国分别
占据６家和４家。其中，中国的上榜机构只有科
研院所和高校，包括分别位列第５、６、９和第１０名
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

学；而美国上榜的科研机构中，除了高校以外，还

有２家高科技企业，分别是位居全球第２名的谷
歌和第４名的微软公司（见表３）②。进一步对比
发现，美国的高层次人才平台不仅实力明显强于

中国，而且其研究方向更贴近市场。

表３　全球高层次数字科技人才前１０强机构

排名 机构 人才储备（人）

１ （美）加州大学 ４９２

２ （美）谷歌 １９６

３ （美）斯坦福大学 １７８

４ （美）微软 １６３

５ （中）中国科学院 １４４

６ （中）北京大学 １３５

７ （美）卡内基梅隆大学 １３３

８ （美）华盛顿大学 １３１

９ （中）清华大学 １２９

１０ （中）上海交大 １１９

　　数据来源：《２０２３全球数字科技发展研究报告———科技人才

储备实力研究报告》。

（２）顶尖数字科技科研团队显著落后。全球

６９

①

②

数据来源：《２０２３全球数字科技发展研究报告》。
数据来源：《２０２３全球数字科技发展研究报告———科技人才储备实力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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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科技科研排名前１０的顶尖团队中有９个来
自美国，而另一个团队虽然地处中国，但所属关系

却是美国微软亚洲研究院，这些团队在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网络通信等领

域研究领先全球。因而，美国在数字技术等先进

基础科学领域遥遥领先，缺乏顶尖数字科技科研

团队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掣肘。

表４　全球数字科技顶尖科研团队（Ｔｏｐ１０）

排名 顶尖团队 重点研究方向

１ （美）谷歌Ｘ实验室
人工智能、人机

交互

２ （美）斯坦福大学自然语言处理组 自然语言处理

３ （美）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学习系 机器学习

４
（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ＢＡＩＲ）
人工智能

５ （中）微软亚洲研究院
人工智能、图形

学、分布式系统

６
（美）ＭＩＴ计算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
室（ＣＳＡＩＬ）

人工智能

７ （美）ＩＢＭＴｈｏｍａｓＪ．Ｗａｔｓｏｎ研究中心
基础科学、计算

机科学

８ （美）哥伦比亚大学数据科学研究所 数据科学

９ （美）康奈尔大学计算科学系 计算机科学

１０ （美）美国贝尔实验室 网络、通信

　　数据来源：《２０２３全球数字科技发展研究报告———科技人才

储备实力研究报告》。

（３）数字科技高层次人才总量不多且流失严
重。全球数字科技领域的人才总量约为 ７７．５万
人，其中中国贡献了 １２．８万人，占全球总量的
１７％，是美国总量的１．５倍、日本的８．３倍，而我国
高层次人才只有０．７１万人（Ｈｉｎｄｅｘ２０以上），约
占全球总量的 ９％，是全球排名第一的美国总数
量２．０７万人的 ３４％（见图 ７）。从高层次数字科
技人才的流动角度来看，在过去１０年里，美国的
高层次数字科技人才流入数量达到了８３５人，居
全球首位。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却成为全球高

层次数字科技人才净流失最多的国家，流失人数

高达６８４人（见图８）。

三　以发力数字经济新赛道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若干对策

面对数字经济新赛道上的白热化竞争，我国

应当采取超常规措施，发挥自身优势，摆脱目前发

展困境，通过提升数字技术领跑力、增强数字产业

控制力、形成数字生态主导力，“三力”齐发，推进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图７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主要国家数字科技人才

数据来源：《２０２３全球数字科技发展研究报告》

图８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主要高层次数字科技人才流动对比

（一）以提升数字技术领跑力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

数字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创新构筑了新质生产

力“新基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１．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与颠覆性技术突破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构建新型举国体制，选择某些优势领域

重点投入，采取“非对称”战略，集中资源抢占部

分数字技术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一是建立关

键核心技术与前沿技术攻关的动态清单。厘清

数字技术前沿发展方向，梳理数字产业链关键

技术的“断点”“堵点”“痛点”，建立关键技术和

前沿技术的动态攻关清单，从谋篇布局走向精

准施策。二是持续推进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协

同发力。建立由政府主导、民间资本共同参与

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技术扩散服务机构、产学

研一体化平台、开放型产业基金等，组织开展

“卡脖子”环节的重大攻关项目。三是构建数字

技术攻关多维度保障体系。加强部门联动协

调，下大力气打造高水平的研发团队，营造有利

于创新能力全面释放的高端数字科技人才“引、

育、用、留”制度环境。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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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推进数字
技术迭代更新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依托我国的超大市场

规模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持续推动数字技术

应用和数字技术迭代升级。一是持续培育扩大数

字技术应用市场规模。产业链下游需求扩张往往

能够激发上游的技术创新①，通过补贴奖励、税收

优惠等措施，降低企业应用数字技术门槛，刺激数

字技术应用市场规模扩张，并形成超大市场规模

经济效应。二是持续推动数字技术多场景应用。

以数字技术与各领域融合为导向，结合市场发展

的特点，制定产业引导政策赋能“数字技术＋场景
应用”，建立“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应用”

的数字技术成果转化机制，完善数字科技成果转

化链，推动数字技术迭代升级。

３．多渠道深化国际数字技术创新合作引领前
沿技术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深国际数字技术创

新开放合作，引领前沿技术创新发展。一是持续

推动技术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坚持开放式创新，

加大力度推进数字技术区域合作组织、研究平台、

技术联盟、人才交流平台建设，多途径推动数字技

术合作。二是持续推进数字技术知识产权全球布

局。持续推动数字企业海外数字技术专利申请，

完善数字技术知识产权的海外布局，开展国际数

字技术知识产权合作，推动数字专利互认，打造国

际数字知识产权联盟。三是持续开展国际数字技

术市场合作。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开放

包容的市场环境，持续推进数字产业资本、高端技

术和高端数字技术人才合作，引领国际数字技术

前沿发展方向。

（二）以增强数字产业控制力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

提升我国数字产业链的控制力，打造安全可

靠的数字产业链，是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

保障。

１．培育数字产业链主企业和关键节点企业的
竞争力

链主企业和关键节点企业的竞争力是数字产

业控制力形成的关键②。因此，加快新质生产力

需要围绕数字产业链关键节点的控制能力展开。

一是要培育数字产业的链主企业主导力。从核心

技术能力和成本控制力着手，培育主导世界数字

产业链的一流企业。二是要培育数字产业链关键

节点专精特新数字企业竞争力。建立有效激励措

施，鼓励数字产业链中小企业对基础环节、关键工

艺、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进行技术攻关，在关键

节点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升数字

产业链整体竞争力。三是建立健全数字产业的核

心龙头企业、关键环节企业及其配套企业联系机

制，提升产业链协同攻关与应对风险的水平。

２．厚筑“产业公地”打造数字产业发展路线主
导权

“产业公地”是指支撑数字产业发展的多维

度制造和创新能力的集合③，数字“产业公地”包

括支撑产业发展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行业标准、

协同创新平台等。一是推动多主体共性数字技术

研发平台建设，以多主体开放创新为原则搭建数

字研发平台，强化关键技术环节开源创新和数据

要素共建共享。二是推动数字产业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的国际合作，推进网络连接设施、大数据中

心、工业互联网、云计算中心等基础设施的共建共

享。三是提升数字产业国际标准竞争主导权。深

度参与以 ５Ｇ为代表的国际数字产业技术规则、
规制、管理与标准制定，争取形成适用于大部分国

家的标准规则体系，增强全球话语权和竞争力。

３．“补短板”“锻长板”增强数字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

补短板、锻长板，增强产业链冲击应对能力，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在补齐少数关键

环节的短板方面，要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加大数字产业底层技术研发

投入，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保障“断供”发生时

做到自主可用。在锻造少数关键环节的长板方面，

要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基

础工艺、基础材料等环节，精准施策，系统发力，在

少数关键技术和产品上做到世界最优，进一步强化

与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一

种动态“威慑平衡”，有效防范和化解数字经济关

键节点和关键链路上的风险。

（三）以形成数字生态主导力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

大国博弈中，数字产业生态的主导力是技术

８９

①

②

③

刘贯春，戴静，毛海欧，等：《下游竞争与上游企业创新：理论与中国证据》，《财贸经济》２０２３年第１０期。
李伟，贺俊：《基于能力视角的产业链安全内涵、关键维度和治理战略》，《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ＰｉｓａｎｏＧＰ，ＳｈｉｈＷＣ．“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９，８７（７）：１１４－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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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和产业协同能力的综合体现。加快新质

生产力发展，需要持续推动数字生态主导力提升。

１．推动“四链”融合助力形成数字生态
“四链”融合是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强调各链条相互配合并高效

协同发展①。因此，打造“四链”融合体系形成数

字生态系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一

是强化数字产业链各个环节的融合。通过打造多

环节协同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持续推动数字产业

链上下游多主体融合，助力形成数字产业生态。

二是强化数字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加快形成

“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

化”的创新体制机制，重点打造数字产业融合和

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双融平台”。三是强化

资金链和人才链对数字产业生态的支撑。构建与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推

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共建创新型人才

生态。

２．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生态链群
打造数字产业生态链群，发挥数字生态的协

同效应，形成更高水平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

数字生态链群，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是完善顶层设计，立足国内不同区域资源禀赋

和产业基础，打造数字产业链引领、工业互联网等

数字技术为支撑、多产业链协同的跨区域数字产

业链群。二是通过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和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等的建设，增强关键共性技术创新能力，

推动数字产业集群高效协同创新。三是发挥数字

科技龙头企业引领作用，运用工业互联网平台等

技术，带动上下游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形

成数字技术研发、数字产品开发、数字技术服务等

多方高效协同的产业链群生态。

３．打造立体多维合作体系助力数字生态健康
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创新离不开国际交流与

合作。一是打造“一带一路”数字命运共同体，根

据数字资源禀赋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加快

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化产业链布局，拓

宽产业链发展的战略纵深和回旋空间，形成以我

国为主导的产业链“区域化”合作体系。二是利

用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以企业主体的利益联

结机制为突破口，主动寻找中欧高科技企业之间

的合作共赢路径。三是加强与世界一流数字产业

集群间技术、管理、人员等方面的交流，鼓励跨境

创新孵化以及科创项目国际合作，推动数字产业

集群的本地升级与异地衍生。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ｗ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ｕｓｔ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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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劲，阳镇：《融通创新视角下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理论框架与实现路径》，《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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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

机理研究

杜传忠，李钰葳
（南开大学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科技创新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明显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科技创新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
制及路径主要包括：科技创新通过作用于生产力各构成要素形成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从微观、中观、宏观不同层面促进

新质生产力形成；突破性技术创新在形成新质生产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现阶段，我国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取

得了明显成效，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与制约因素。为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应重点采取以下措施：提

高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性合力；强化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创新人才支撑；广泛应用数智技

术、绿色技术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鼓励发展创

业投资、股权投资；进一步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等。

关键词：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突破性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００－１０

　　新质生产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
景下生产力发展升级的新形态，它以科技创新为根

本驱动力，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布局未来产业

为依托，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更显创新性、更具融合

性、更体现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生产力新质态，对实

现质量、动力、效率“三大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迫切需

要通过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必须大力推进科

技创新，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一　科技创新形成新质生产力：理论
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

（一）理论逻辑

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进步是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理①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

出：“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

是决定劳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③从构成上

看，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三个要

素构成。科学技术通过影响劳动者、劳动对象和

生产工具，直接或间接对生产力产生影响。具体

来说，科技创新知识被劳动者掌握，从而提高了劳

动者的科技素养和技能，使劳动者从具有简单、低

级技能的劳动者转变为具有复杂、高级技能的劳

动者，由此提升劳动生产率。利用科技创新成果，

可以大大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使许多原来不属

于劳动对象的自然物质转变为劳动对象；借助科

技创新，发明并创造越来越多的人造劳动对象，由

此使劳动对象从数量到质量都得到显著提升。科

技创新对生产工具的作用更为明显。在某种意义

上说，一部科技创新史也是变革创新生产工具的

历史，从简易的人工操作机械到后来的机械化工

具，特别是复杂机器的发明应用，再到后来的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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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具、自动化机械工具，直至今日的智能化机

械工具等，都是科技创新作用的结果。随着科技

创新的积累性发展和应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

水平不断提高，反过来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进

一步为科技创新提出新的需求和条件，促使科技

创新性能不断进步，由此科技创新与生产力发展

之间形成相互驱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

在这种相互作用过程中，二者间呈现出越来越融

为一体的关系，也正是在二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实现了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和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

增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①这一论述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对科

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是对马克

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关于科技创新与生产力发展关

系的继承和发展。

生产力是一个历史范畴，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生

产力都具有那个时期生产力的内容和水平特征。

针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迅速发展及数字

经济越来越重要的时代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②。具体而言，新

质生产力是指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

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

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

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

核心标志③。可以说，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

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坚持了

“生产力主要由劳动者、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三

种要素构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之

间相互制约”④的一般原理。在数字经济迅速发

展的今天，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生产力

发展的新质态⑤，它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力，以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布局未来产业为依托，代

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诉求⑥，代表了先进

生产力的发展方向⑦。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大

力促进科技创新，特别是数字化、智能化科技创新，

重点实现突破性、颠覆性技术的创新突破。

（二）历史逻辑

回顾人类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科技创

新特别是重大科学技术创新一直是产业变革和生

产力快速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量，科技创新特别是

突破性技术创新带来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和

对原有技术路线的根本性颠覆，进而形成新的产

业、模式和生产组织，提供新的生产资料、产品和

服务，驱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形成新的经济增

长机制和路径。科技创新对生产力的这种作用在

产业革命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

现。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科技革命引发产业革命，

都有力地驱动了当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提高了当时要素的生产率。１８世纪６０年代爆发
的首次工业革命，开创了机械取代手工劳动的新

纪元。机械化和工业化的兴起推动了生产方式的

彻底转变，机器作为新型生产工具代替了手工劳

动，从根本上解放了劳动者的体力，促进了当时新

质生产力的形成。１９世纪中后期发生的第二次
工业革命，以电力技术、内燃机技术等的广泛应用

为标志，推动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一大批新兴

产业如电力、化工、石油、汽车等发展起来，同时出

现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方式，同样促进了当时新质

生产力的形成。２０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进入第
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计算机

革命”“数字革命”，以半导体技术、大型计算机、

个人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等技术的出现与广泛应用

为特征，数字化、自动化机器设备不仅取代了大量

的 “简单体力劳动”，甚至取代了部分 “复杂脑力

劳动”，促进了以信息化、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新

质生产力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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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快

推进，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跃升提供了新的机

会窗口①。基础科学、交叉科学和前沿科技快速

突破，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等

不断涌现，科技创新成果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扩散

的深度、广度和强度前所未有，特别是伴随着数字

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的快速发展和推进，大数

据、人工智能、５Ｇ通信、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新
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颠覆性创新，引领着一

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涌现、成长和

不断发展。与此同时，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环境

科学、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不断

深化，推动多领域技术融合创新、相互赋能、迭代

突破，由此不断聚集创新发展的新能量②。新科

技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而引领经济发

展新动能，形成富有当今时代特色的新质生产力。

（三）现实逻辑

加快形成并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主要凭借要素成本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

产业体系完备性优势等，借助于改革开放和科技

创新内生驱动力，实现了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奇

迹，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创新能力也得

到显著增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面跟跑发展到

今天的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态势，生产力

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经过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

伴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

内生动力系统的变化，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红利

基本耗尽，国民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从“快速全球化”正

进入“慢全球化”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甚

至出现明显的“逆全球化”倾向，大国之间的博弈

日趋激烈，国际间的贸易摩擦逐步升级为科技战，

对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严重威

胁。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新阶

段面临的发展任务的转换，迫切要求我们加快形

成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这一科技创

新除了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常规性科技创新之外，

更多地体现为突破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以及体现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特色和要求的数字

化、智能化技术的创新。通过科技创新加快形成

能够引领、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

力，以便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牢牢

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

源不断的强劲驱动力。

二　科技创新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作用
机制及路径分析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系统性概念，是所有生

产要素综合发挥作用的总和力量。其中，科学技

术是最重要的因素，它通过提升生产力的各构成

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方式，形成新质生产力。

（一）科技创新通过作用于生产力各构成要

素形成新质生产力

其一，科技创新能够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和能

力，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更高素质的劳动

力。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智能

化科技创新的赋能作用，使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劳

动者转变为具有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技能和适

应能力的新型人才③，它们具有较高的数据处理

能力和智能化操作能力，能够提供更多替代人的

体力和脑力的复杂性劳动，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

率。其二，科技创新能够提供新型劳动对象。科

技创新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更加清洁、高效、多样

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数

字化、智能化装备，还包括数据、信息等新型生产

要素。与土地、劳动力、管理、技术、资本等传统生

产要素相比，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能够广泛渗

透到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全流程和各环

节，借助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作用，实现对传统

生产要素的赋能和提升。同时，数据、算力等新型

生产要素自身表现出较高的要素效率，通过实现

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形成更高质态的新

质生产力④。其三，科技创新能够提供更高效的

劳动工具。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可以创造出诸如人工智能辅助工具、

虚拟和增强现实技术、元宇宙等新型生产工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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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拓展延伸了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并创造形成劳

动者新的工作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新质生

产力的形成。其四，科技创新能够提供新型基础

设施。在现代更加复杂的生产系统下，基础设施

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经济迅速发

展的今天，新型基础设施通常涉及信息通信技术、

清洁能源技术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可以为要素优

化配置、生产高效运行提供可持续性和智能化的

支撑，并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基础。

可见，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智能化科技创新

作为根本驱动力，科技创新能够实现对生产过程

和生产力结构的系统性重构，形成新质劳动者、新

质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工具，从而形成数字经济时

代更具创新性、融合性、高级化的新质生产力。

（二）科技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基本

路径

科技创新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不是线性、

单一和间断性的，而是科技创新系统与生产力要

素系统耦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微观、中观和

宏观三个层面。

从微观层面看，一是科技创新带来的新技术

将深刻改变个体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带来新

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动力，并不断激励着新兴

企业出现。新兴企业利用新要素和新技术可以改

变产品设计、生产流程、劳动力组织，从而提高生

产效率、降低成本，甚至创造全新的市场机会，引

发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变革，激发和

驱动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和成长，这种微观层面

的创新对单个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具有显著的影

响。二是科技创新对就业市场和职业结构产生深

远影响。一方面，某些职业可能会减少或消失；另

一方面，新的职业和技能需求也会崛起。这就要

求劳动者不断学习和适应新技术，促进“新质劳

动者”的成长壮大，实现劳动力高质量发展。

从中观层面看，新技术的应用不仅仅影响单

一企业，还可能引发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变革。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不断推进，

科技创新引发的知识创造和技术突破往往以“簇

群”方式涌现，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可能催生出一

系列新的相关技术的出现，由此形成更为复杂、创

新力更强的创新生态系统，大大提升了科技创新

成果的水平和转化效率，并驱动大量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形成和积聚。与此同时，科技

创新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提高传统

产业的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传统产业不断推出

具有更高科技含量的新产品和服务，从而有助于

降低成本、提高产能、改进性能，形成产业竞争新

优势。

从宏观层面看，科技创新带来的新要素、新技

术、新产品、新模式将广泛赋能宏观经济和社会治

理的各个方面。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利于推动

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形成新型科技创新体

系，实现资金、人才、知识、技术和创新制度及文化

等要素的紧密结合，并进一步带动社会投资结构、

劳动力就业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优化，从

而提升经济体系的整体效能，促进新质生产力的

形成。科技创新还有助于解决宏观层面的社会问

题，如生命健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对提高经

济治理效能、实现经济的平衡可持续发展起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突破性技术创新对形成新质生产力发

挥重要作用

相较于常规性科技创新，突破性技术创新对

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更加显著。突破性技术创

新不仅是对现有技术的改进或演化，而且通过引

入全新的理念、方法或技术范式，跨越原有技术轨

道，针对潜在市场进行的非线性技术研发，能够触

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巨大飞跃，并对现有产业形

态和市场格局产生根本性影响。突破性技术有如

下主要特点：一是具有显著的技术颠覆性。突破

性技术创新通常打破了原有的技术发展范式，从

而颠覆了主流技术模式，可能重新定义产品和服

务的交付方式、市场定位，并对市场竞争格局产生

重大甚至颠覆性影响。二是对基础科学和通用技

术有较强的依赖性。突破性技术创新离不开基础

科学的长期积淀和通用技术的强力支撑，基础研

究是所有创新的源头，唯有当基础理论中的科学

知识和理论构建有了深度突破，才能为其后的应

用研究和研究成果技术化、商业化提供条件。通

用技术具有实践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对创新具有

长期的驱动作用和辅助作用，突破性技术创新需

要与通用技术相结合才能更迅速地被市场接纳。

三是对产业结构有较强的关联带动作用。突破性

技术创新最初通常出现在某一特定领域，作用于

某一特定的企业或行业，但随后会迅速影响其他

技术和产业领域。相比之下，渐进性技术创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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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突破性技术创新则完全

颠覆了原有的技术轨道，因此对其他产业的外溢、

渗透作用更加突出，从而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也更

为直接和广泛，甚至能够引发国家的整体产业体

系发生根本性变革①。

突破性技术创新对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形成

新质生产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促进形成新的

产业技术体系，以核心技术突破带动整个产业系

统效率提升、结构优化，促进产业链协同优化和价

值链延伸拓展。如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体系为企业、组织和

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工具和手段，带动了整个组织

结构、制造模式、运营方式、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

二是加速产业边界拓展延伸，促进产业融合。要

破除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机制约束，发挥新一代

信息技术对产业融合的支撑作用，促进相关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②。特定产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对

其他技术和产业具有强扩散性和强渗透性，技术

融合将促进产业深度融合，推动不同产业之间固

有边界的模糊化，甚至引致管理层面和市场层面

发生融合，从而形成新型产业组织形式。突破性

技术创新不仅能以自身为基础发展成为新兴产

业，并且能通过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帮助其实现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一般技术创新相比，突破

性技术创新在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发挥显著的乘数

效应。三是带动产业创新链升级。突破性技术创

新为产业发展提供创新知识和技术，这些创新不

仅仅停留在实验室或某个特定产业，而是在广泛

的领域内逐步渗透和应用，由此产生新产品、新服

务，以及基于新技术的解决方案，推动创新链升级

和产业链重构。同时，突破性技术创新也会带动

互补性创新升级，当某项技术取得突破后，会激发

周边相关技术的创新，形成一个完整的创新链条，

既包括核心、共性、关键技术突破，也包括在原始

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方面的拓

展和升级。四是随着突破性技术创新在不同经济

部门的扩散应用，加速了传统产业的技术、流程、

组织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

和管理效率。例如，数字技术在医疗、教育、金融、

政法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及与传统制造业、农业的

深度融合，显著提高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要

素的利用效率，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同时，突破

性技术创新还将带来更高端的新型生产要素，如

突破性信息技术推动数据、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

文化创意、品牌等新型生产要素成为产业变革的

关键和重要资源，进一步提升要素生产率，加速新

质生产力的形成。

三　我国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形
成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一）取得的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通过科技创新形成

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在四

个方面。

第一，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升，为新质生产力

形成提供强大驱动。首先，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呈

现历史性的显著增长。我国在 ２００２年首次将研
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例提升至１％
以上，２０１４年进一步提升至２．０２％，到２０１７年，这
一比例增至２．１３％，超过欧洲 １５国平均水平，达
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２０２２年达到２．５４％，接
近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水平③。其次，企业研发力
量不断增强。２０１２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有研发活动的企业达 ４．７２万家，到 ２０２０年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企业达 １７．６
万家，比 ２０１２年增长了 ２．７倍。再次，国家创新
能力明显提升。我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发布的２０２３年全球创新指数（ＧＩＩ２０２３）
榜排第１２位，创新指数排名连续１０年总体保持
上升势头，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首

次跃居世界第一④。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为新质

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二，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发展取得明显成

效。一方面，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为新质生产

力形成提供了要素保障。数据要素的使用具有放

大、叠加和倍增的作用，能够推动生产方式、生活

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全面变革。据国家工业信息安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杜传忠，金华旺，金文翰：《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突破性技术创新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９年第２４期。
李蕾，刘荣增：《产业融合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协同创新的中介效应》，《经济经纬》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于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７日发布的《２０２３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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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发展研究中心测算，２０２５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
规模将突破１７４９亿元，“十四五”期间我国数据
要素市场规模复合增速将达到 ２６．３％，整体步入
高速发展阶段。数据要素的核心价值体现在支撑

更明智的决策，从而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

据普华永道调查，高度数据驱动型企业比一般企

业在作出重大决策时效率可提高３倍以上。随着
各行业数据应用的不断深入，数据驱动的新业态、

新模式正在加速涌现。另一方面，算力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大驱动力。算

力包括对数据的存储能力和运算能力，是数据作

为生产要素能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技术支撑。

目前，我国算力产业已初具规模，据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测算，２０２２年我国算力核心产业规模达到
１．８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算力每投入１元，将带
动３至４元的ＧＤＰ增长①。数据作为算力的处理
对象，逐渐演变为一种新型的劳动对象和生产资

料。生产工具也已经从传统的机械升级为以算力

为驱动的信息化设备，这使得劳动效率呈指数级

的增长。数据和算力的相互协同配合为塑造更高

水平的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第三，科技创新推动劳动力升级，助力形成新

质生产力。在新旧职业交替的过程中，科技创新

创造出更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培育出新质劳动

者。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２０２２年版）》中，首次标识了９７项数字职业，占
职业总数的６％，而这些新行业、新职业往往具备
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特征，更注重知识、技术

和创造力，促使劳动者要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和

技能，具备更高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更进一

步，科学技术和职业需求的革新也引发了教育体

系的深刻变革。２０２１年我国新增了３１个本科专
业，并且新增了“交叉学科”成为第 １４个学科门
类。在这些新增的专业中，许多专业都与人工智

能、生命科学等新兴技术和前沿技术紧密相关，而

这些专业的学生，在相关领域内毕业以后，将会成

为这个领域的前沿人才，带领相关产业发展壮大。

可见，科技创新通过改进劳动方式、劳动力分工和

劳动者素质，能够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质

量，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第四，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产业体系，为形成

新质生产力提供产业支撑。一方面，近年来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不断对传统行业进行升级或颠覆，逐渐演化出共

享经济、无人经济、智能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②。

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显著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

表现出显著的高效率、高质量、高效能的竞争优

势，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奠定强大的产业基础。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通过引入新技术、新产品和新

模式，加快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

布局发展。２０２２年，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超过１３％，已成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驱动力。相比之下，我国的未来产业仍处于

孵化阶段，从地方发展规划来看，北京、深圳、广州

等城市已明确提出要布局未来产业，以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量子信息、半导体等前瞻性技术为基础

的未来产业将为经济高质量增长带来新引擎。科

技创新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

技术基础，也能为我国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

的驱动力。

（二）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日益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和逐渐

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

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但新质生产力向更深层次拓

展还存在一些短板，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力的

新质生产力尚未达到理想状态。

第一，制约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生产关系和上层

建筑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以与

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目前，新质生产力发展仍

然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根据一些国际性权威报

告③，我国与创新“制度”相关的一些指标排名较

为落后，创新制度环境不佳反映出中国的创新创

业面临较大的体制机制障碍，制约着新质生产力

的形成。首先，一些企业面临着市场准入困难、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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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于２０２３年９月发布的《中国综合算力评价白皮书（２０２３）》。
杜传忠：《无人经济行业人才供需问题研究》，《人民论坛》２０２３年第１２期。
数据来源：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ＩＭＤ）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０日发布的《２０２３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显示，中国“制度框架”排名

第３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于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７日发布的《２０２３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制度”排名第４３；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
略研究院于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１日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２０２２—２０２３》显示，中国“法治环境”排名第３４、“市场管制质量”排名第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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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不足、创新管理不善等问题，难以充分激发企业

的创新动力，制约着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其次，

创新需要跨学科合作和人才的流动，但目前我国

科研人才的流动性相对较低。一些制度性障碍，

如户籍制度、科研评价制度等，妨碍了人才的自由

流动和跨学科交流，制约了高水平创新的开展。

最后，科研机构和产业之间的合作程度相对较低，

缺乏有效的技术转移机制，科研成果和科研需求

的相互匹配存在信息盲区，使得创新在实际应用

中的转化难度较大，直接制约着技术创新与新质

生产力的形成。

第二，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新质劳动者的

需求缺口较大。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

素，在社会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新质生产力的

形成离不开新质劳动者的推动，他们是具备先进

科技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才，能够在研究和开发

中推动技术不断进步，引领科技领域的前沿发展，

为社会带来更先进、更高效的科技成果。目前，由

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水平不高，导

致我国新质劳动者的缺口较大。报告显示，当前

我国数字人才的缺口约在２５００万至３０００万左
右，且缺口在持续增大①。新质劳动者的数量不

足又与我国高等教育的水平直接相关。据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的《２０２３年全球创新指
数》，我国“高等教育”指标排名第 ８８位，说明我
国现有的教育体系对人才的培养和吸引力不足。

一是现有教育体制可能存在一定的刚性和局限

性，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不足。

二是现有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衡，一些地区的高

校在创新教育资源方面投入较少，创新人才培养

水平偏低。三是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

不够紧密，导致科研成果与实际产业需求脱节。

除此之外，我国的招生政策、教育体制、学科优势

以及高校的国际竞争等方面对优秀留学生的吸引

力也存在不足。新质劳动者的培养和引进是一个

长期而复杂的任务，需要政府、高等院校、企业和

学术机构共同努力。

第三，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待进一步加

强。目前，我国对新型基础设施的需求很旺盛，尤

其是高性能网络、大数据、大规模算力服务需求量

大，但有效供给不足。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

要依靠地方政府、以三大通信运营商为主的央企、

国有企业和部分互联网头部企业。现阶段，受经

济结构调整影响，各地政府财政收入紧张；许多互

联网头部企业也因受美西方国家的金融打压，难

以大规模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民间资本

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融资能力不高，融

资渠道有限，制约了新型基础设施的规模化应用。

而且，有不少传统企业和传统领域，尤其是工业企

业，对现有新型基础设施的使用能力不高，在推动

新基建与产业融合发展中仍面临数据采集、数据

共享、商业合作模式等方面的难题，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新基建对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作用。

第四，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导致战略性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不足。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

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

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具有成长潜力大、综合效

益好、竞争力强的优势，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

强大的带动能力。尽管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已取得明显成效，但在竞争能力方面却存在明

显不足。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目前

就大多数尖端技术而言，我国产业的自主可控程

度仍然不高，多数关键技术产品依旧主要依靠进

口，国产技术的市场份额较低，尚未实现规模化应

用。尤其在信息技术、农业食品和医疗创新等领

域，重要材料和关键元器件方面严重依赖进口，既

不利于我国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也制约着新质

生产力的形成。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不平衡。多数地区都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

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产业作为战略性新

兴产业重点布局，趋同现象较为严重。从区域分

布看，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在东部城市集聚，呈现

明显的“东高西低”现象，制约着新质生产力的协

同形成。

四　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的思路及对策

基于科技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机制与

路径，结合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存在的问题与制

约因素，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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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人瑞人才、德勤中国于２０２３年４月发布的《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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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提高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推动

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性合力。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一

项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工作，从科技创新相关

部门到各类市场主体，再到基础设施、配套产业

链，涉及的领域广、战线长、覆盖面宽，需要上下联

动、左右贯通、一体化推进。为此，国家必须提高

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形成推动新质生产力

的整体合力。首先，以构建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

体制为契机，加强科技创新活动的系统性和整体

性，避免创新资源分散、零碎、重复和低效配置的

问题，将有限的科技创新资源聚集于形成新质生

产力的关键领域。同时，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既关注特定攻关目标的实现，

也注意提高科技攻关效率。其次，进一步完善科

技成果转化机制。一是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产业

化平台。促进科研机构、高校和产业界之间的合

作，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创建科技园区或孵化

器，直接面向市场需求，产学研三方共同进行技术

定制、测试检验、中试熟化、产业化开发等活动，全

链条推动科技成果由研发走向应用①。同时，加

速构建以企业为核心、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

支持的创新创业联合体，广泛应用转让、并购、合

作研发、参股、产权买断等多元化手段，以促进创

新成果快速地进入市场。二是完善技术交易市

场。建立信息畅通、服务完备、交易有序的技术交

易市场，扶持建立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规范技

术交易市场的运作流程。优化全国技术交易信息

发布机制，合法推进技术交易、科技成果、技术合

同等信息数据的开放共享。三是进一步完善科技

评价机制。明确科技成果评价标准，以确保评价

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包括技术创新性、实用性、市

场潜力等方面的标准，并在市场中进行科技成果

专业化评价活动。建立以技术经理人为主体的参

与机制，鼓励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参与科

技成果评估与转让的全过程，提升科技成果评价

和流转的专业化、公开化、公平化。四是强化科技

成果转化的中试环节。确定适度的中试规模，强

化风险管理意识，引入市场机制，加强与企业技术

和产品的衔接，在中试阶段持续进行技术优化和

改进，确保科技成果能适应市场需求。五是建立

以科技创新企业为核心，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

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联合体，减少

创新成果转化的障碍，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快速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最后，推动开放式创新，构建多

元化主体参与、网络化协同研发、市场化运作管理

的开放型创新生态体系。推进数字技术与各领域

的深度融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创新科研创新范式，重点提升公共

数据开放水平，形成更加完整贯通的数据链，打造

资源共享、数据开放和线上线下协同创新的科技

创新生态，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源源不断的

科技创新动力。

第二，强化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创新人才支撑。

首先，建设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加强高等教育机构

与企业的深度合作，设计更加符合实际需求的创

新人才培养方案，包括改革专业课程内容、实施产

学研结合的实习项目，以培养学生的实际创新能

力②。推动跨学科的创新人才培养，鼓励不同领

域的知识融合和交叉学科研究，培养跨领域的综

合性创新人才。其次，设立创新人才奖励机制，通

过各类奖励鼓励和认可创新人才的成果，包括科

研项目的经费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奖金、专利权益

等，为人才提供更为充足的实验室设施、研究经费

等科研资源，帮助创新人才更好地开展前瞻性研

究，推动新技术和新理念的涌现。最后，加大引进

高层次人才力度，通过灵活的引才政策，吸引国际

国内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包括学术界的知名科学

家，还包括在产业界具有丰富经验和实践经验的

专业人才。创建创新人才交流平台，促进不同领

域、不同行业的人才交流与合作。通过组织国际

性、全球性的学术论坛和科技创新大会，推动创新

成果的全球共享和合作。通过这些手段，全方位

培养和引进高水平创新人才将为新质生产力的生

成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使科技创新更加深入、全

面地影响生产力的升级和创新。

第三，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推进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推动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用数智技术赋能传统

产业，促进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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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杜传忠：《国家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的路径研究》，《人民论坛》２０２２年第７期。
黄发友，施微丹，滕培秀，等：《高校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优化与重构研究———基于“双一流”建设视角》，《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

版）》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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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培育具有较强引领和带动作用的数字化领军

企业，构建数字经济产业链和产业生态，打造具有

规模优势、创新优势、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培育发展智能经济，加快构建数据、算力、算

法与应用场景协同推进的大数据中心体系，推动

５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智能算力
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放共享。发展

通用人工智能，加快其商业化应用，更好赋能千行

万业。以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促进制造业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物流、金融、商

贸、娱乐等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全面推

动企业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客户服务等业务环节

的流程再造和效率提升。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农业

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各环节，促进农业数字化

转型。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提

升产品性能与质量，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

第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

和前沿研究，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基础

研究和前沿研究是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基

础，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力的新

型生产力形态，需要依靠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创新

为其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①。一要完善新型

举国体制，统筹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系统推进具有战略导向的体系化

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和市场导

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围绕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

研究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瞄准重大原创性研究

和前沿交叉研究，进行持续性攻关。二要强化企

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引导和鼓励行业龙头企业

加大对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领域的投资。选

择优势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促进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与企业发展对接融通，缩短应用基

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成果转化的时间。企业在关键

核心技术的攻关中，应发挥其较强的产业连接、市

场判断和经验积累的优势，为攻关团队提供坚实

的技术支撑和保障。三是进一步提升高校和社会

科研机构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能力。鼓励

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通过部署组织重大基础研究

任务，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提升科技

自立自强能力，打造高水平原始创新策源地。通

过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促进颠覆性技

术和前沿技术创新突破，进而催生新产业、新模

式、新动能。从全球科技发展态势来看，人工智

能、区块链、基因编辑、量子科技、海洋科技等已成

为世界重大科技前沿必争领域，应聚焦以上关键

领域，加强“任务导向型”基础研究，进一步探索

优化科技计划项目设置，并给予长期稳定支持，争

取实现引领性的重大突破，抢占基础研究制高点。

四是完善科技创新投融资机制。在稳定提升中央

政府基础研究资金基础上，提升地方自由度和引

入市场机制，完善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机

制，改善投资方式、加大投资力度。鼓励设立支持

原创科技和成果转化的天使基金、种子基金、科创

基金等风险投资和市场化基金，为应用基础研究

和前沿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

持。进一步优化股权投资发展环境，持续带动社

会资本支持重点科技和产业创新，形成科技—产

业—金融的良性循环。五是进一步优化重大基础

研究项目评价制度。遵循基础研究的规律与特

点，打破“四唯”倾向，建立更有利于原创性基础

研究项目的评价制度。根据研究问题的创新性、

科学深度、成果质量、对国家战略需求的贡献等方

面制定具体标准，注意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对前者在评价时偏重其在新原理、新方法、

新规律方面的重大突破和科学价值；对后者在评

价时注重其对解决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关键性问

题的效益和应用价值。

第五，进一步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

布局未来产业。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

强化科技创新对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以及

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作用，推动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融合化、生态化发展。各地

区在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时，要避免盲目

跟风，避免重复建设和产业内部同质化竞争，要着

眼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发展，结合区域

特征和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进一步提升我国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品牌竞争力。紧跟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

基因技术、未来网络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

８０１
①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改革》２０２３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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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规划培育一系列具备广阔发展前景的未来产

业。加快数字产业化的步伐，着重提升关键数字

技术的创新能力和关键产品的自给自足能力，聚

焦升级基础软硬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

料的供给水平，同时做优做强硬件产业和软件产

业，提高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竞争实力。另外，鼓

励并引导平台企业加强数据、信息、技术等资源的

整合与共享，带动区域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努力

打造具有规模化、创新性、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促进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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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的机理研究

焦方义，张东超
（黑龙江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摘　要：新质生产力是继土地生产力、劳动生产力、资本主义阶段以技术表征的传统生产力之后的又一生产力样态。
它以突破性和颠覆性技术为支持，实现劳动者智力化、生产资料数智化、生产关系异质化。新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产

力的第二次跃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前瞻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能够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原因在于产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能够将技术这种“精神产品”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融合，通过变革生产

方式和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为此要推动产业集群化、融合化，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

关键词：物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中图分类号：Ｆ０１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１０－０７

　　一　问题的提出
２０２３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时首

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

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①。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引

领生产力经济学研究进入新境界，不仅是对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而

且对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进而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我国社

会生产力的变革指明了方向。为此，需要在准确

把握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的基础上，厘清其与传

统生产力、产业之间的联系，推进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从而抢占科技制高点，赢得发展主动权。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理论经济学界主要从新质

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价值与重要作用等方面对新

质生产力展开研究。高帆从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

论述了新质生产力提出的逻辑，并从结果、要素、要

素组合等维度探寻了新质生产力的含义②。周绍

东和胡华杰认为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量变和质

变多系统协同变化的过程，成熟的国内大市场构

成生产力质变与量变基础，高质量劳动力是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③。周文和许凌云认为新

质生产力代表着生产力的跃迁，具备高效能，体现

高质量，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

要求的生产力，所谓“新”是以新技术、新经济、新

业态为代表，所谓“质”是通过关键性技术和颠覆

性技术的突破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创新驱

动力④。浦清平认为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科技创

新驱动实现的高质量生产力⑤。蒲清平和黄媛媛

认为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

国化时代化、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行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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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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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１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２３＆ＺＤ０６９）；黑龙江省高校智库开放课题重点项目（ＺＫＫＦ２０２２００１）
作者简介：焦方义（１９６１—），男，吉林桦甸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蔡奇陪同考察》，《人

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９月９日。
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周绍东，胡华杰：《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２日（网

络首发）。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改革》２０２３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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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为传统生产力变革跃迁提供中国方案①。

既有文献的研究各有侧重，也在一定程度上

达成了共识：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驱动

力，新质生产力是经济新常态出现的生产力新质

态，由“高素质”劳动者、“新质料”生产资料构

成。这些研究对理解和科学认识新质生产力具有

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也存在两方面问题：一

是从传统到新质，生产力二元分法和分析范式在

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生产力演化发展的具体过程。

二是现有研究多从“新”与“质”的角度辨析新质

生产力，但新质生产力的“新”与“质”具体怎样与

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结合需要探究。即便

出现了“高素质”劳动者、“新质料”生产资料这样

的表述，仍缺乏新质生产力下“高素质”劳动者、

“新质料”生产资料的具象化研究。基于上述问

题，本文在唯物史观视域下，解析新质生产力的内

涵。同时从产业演化视角，构建了技术、产业和生

产力相融合的理论框架，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为具象化的对象，探寻其对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的理论机理与路径选择。

二　新质生产力的演化和内涵
一般来说，技术、生产要素、要素组合、生产关

系都是影响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

作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会存在显著

差异。在理解新质生产力这个重要经济学范畴时

采用历史的、动态的思维极为必要②。本文在论

证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时采取以下三点原则：第一，

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辩证地认识新质生

产力的起源与发展；第二，从词源学来看，新质生产

力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仍要从马克思物质生产力的

属性对其解析；第三，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离

不开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的

解读也需要置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本文建立

的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试图在唯物史观的视域
下，基于特定的社会形态，以技术和产业演化为基

础，阐释生产力的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

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

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③人

类活动所能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

况和社会形态的更迭。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必然影

响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必须把人类改造征服自

然的历史同生产关系、技术和产业的历史联系起

来研究新质生产力。

图１　以技术和产业演化表征的新质生产力分析框架

　　在原始社会，当人开始有目的地生产自己的
生活资料时，人与动物区别开的第一个历史行

动———劳动———由此产生④。“劳动是整个人类

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⑤但原始社会的劳动仅

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形态，生产力水平近乎零，

人们对生产力没有形成科学认识。随后人类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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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１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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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开始制造并使用简单的生

产工具，农业和手工业相继出现，生产力水平也因

此实现第一次大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决定了

生产关系的变革，使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１８世纪 ６０年代，英国率
先爆发了工业革命，随后机器大工业迅速发展。

“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

程，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①机器大工业出现，实

现了由机器生产力对劳动生产力②的替代，实现

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第一次跃迁，也为资本主义

最终战胜封建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１９
世纪下半叶至２０世纪初，继机器大工业后，美国
发生了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主要标志的工业革命，

相较于机器生产力，电气生产力以更强的基础技

术性和应用性迅速实现了对机器生产力的替代。

随后在２０世纪下半叶至２１世纪初，以电子信息
技术为表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发生，电子科技生产力代替电气生产力登

上历史舞台。电子信息技术不仅替代了大部分体

力劳动，而且接管了部分脑力劳动，人类改造自然

的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纵观资本主义社会的发

展历程可以发现，科技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跨越

式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

表现出绝对的生产力优越性。马克思肯定了资本

主义社会对生产力水平的促进作用，“机器代替

劳动，这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③。但

他也指出，资本在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

劳动资料向机器体系转变的过程中，都起到了核

心作用。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

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

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④

２１世纪，新一轮科技变革正在全世界范围内
兴起，以数字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和元宇宙等

为表征的技术手段正成为推动生产力变革的重要

力量。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正是科学技术演化的结

果。技术革命在革新生产方式过程中促使社会整

体变革，从而形成全新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最

终塑造出不同以往的生产力样态。因此，要在科

技前提下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

首先，新质生产力的“新”有两层含义。第

一，体现在技术水平上。相比之前的生产力样态，

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需要从无到有的“突破

性”和“颠覆性”技术支持。按照本文构建的生产

力演化框架，蒸汽技术取代工厂手工业是颠覆性

的；电子信息技术取代电力技术是突破性的；人工

智能和数字化技术取代电子信息技术是突破性

的；以新一轮技术引领表征的新质生产力出现后，

对以前的技术水平来说是颠覆性的。第二，体现

在新劳动者、新生产资料和新的生产关系上。新

质生产力要求劳动者知识化、生产资料数智化、生

产关系异质化。一是劳动者知识化。高端人才和

专业技术工人替代了简单的劳动力是新质生产力

的重要特征，从事传统的体力劳动和一般技能的

劳动者将逐渐不再适应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二是

生产资料数智化。智能化、数字化设备替代了传

统机械设备，定制化、个性化生产代替了传统生产

模式，新质生产力下数字化赋能使全要素生产率

大幅度提升。三是生产关系异质化。新质生产力

的出现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发生

改变，逐渐演变出人与数据、人与指令和协议的关

系。对此，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

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

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

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

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⑤所以以数智化要素

生产是新质生产力下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

其次，新质生产力的“质”体现在社会形态

上。区别于以往社会形态生产力的形式，新质生

产力是继土地生产力、劳动生产力⑥、资本主义阶

段以技术为表征的传统生产力⑦之后的又一生产

力样态，是生产力的第二次“质”的跃迁。新质生

产力社会形态属性体现在社会主义既能发展生产

力也能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

志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

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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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４４页。
此处提及的劳动生产力仅代表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的一种样态，比如１６至１８世纪工厂手工业形成后社会生产力表现为工厂

手工业通过劳动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能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力。

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９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０２页。
这里的土地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是指原始和封建社会时期以要素表征的生产力样态。

这里划分主要是指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以技术手段表征的生产力形式，包括机器生产力、电气生产力、电子科技生产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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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

些”①。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资本积累叠加技术

革命来发展生产力，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调整生产

关系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不能实现

生产力的完全解放，更不能带来生产力第二次跃

迁。新质生产力出现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体现。

三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生产力

是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改造自然（劳动对象）的

能力，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人们利用各种要素进

行产品生产的能力。而产业作为人类社会劳动的

表现形式，是最有效组织各种生产要素改造自然

的手段。为此本文依据前文产业演化过程，构建

了技术、产业和生产力三者融合的理论框架（图

２），论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的理论机理。

图２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的理论机理

（一）科技、产业与生产力的有机统一和循环

迭代性

产业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生产力的具

体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一般来讲产业的发展是

由于技术创新引起的生产的社会性增强和劳动分

工深化。对于科学技术，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

包含科学”②，“但也不能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

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③。科学技术不是构

成生产力的独立要素。科学是“社会发展的一般

精神产品”④，即一种精神生产力，科学技术想要

由精神生产力转变为物质生产力，就必须与劳动

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结合，而产业是将三者融

合的关键。所以，前文的生产力分析框架中，不同

时期的新技术也对应着不同的产业形态。原始社

会到封建社会，当劳动分工出现时，工厂手工业才

得以形成。在资本主义社会，大机器、电气和电子

信息技术出现，相应的传统产业包括电气产业和

电子信息化产业才逐渐发展起来。虽然“最初生

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

的”⑤，但历史经验表明，产业发展和升级是生产

力进一步更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马克思在讨

论生产力的客观性和历史性时曾指出，“生产力

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而生产力的提高则是

在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⑥。产业本

质上就是将技术作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

对象具象化的表达，是人在利用生产资料进行社

会生产时所形成的关系集合。

由此可见，技术、产业和生产力之间存在循环

迭代关系。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水平的不断加

深，技术作为人类脑力活动的“精神产品”出现在

社会之中。当人们将技术创新实际应用于社会生

产时，改造自然的效能随之提高，进而形成了新的

生产力。该过程具体表现为：新的技术使得劳动

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集合呈现全

新的组合方式，在社会原有的产业中便衍生出新

的产业形态。新的产业形态呈现新的生产关系和

生产方式，促进产业不断发展升级，引导人的脑力

精神活动进一步活跃，孕育新一轮的技术变革，由

此形成生产力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突破性、颠覆性技术叠加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新质生产力

在前文的技术、产业和生产力关系中，如果以

技术为起点，生产力作为结果动因，那么产业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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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１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１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１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９８页。
《资本论（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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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路径，这构成了本

文分析的理论要件，即突破性和颠覆性技术创新

叠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必然能够促进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数字技术叠加算法引领的大数据、云计

算使社会出现了颠覆性和突破性技术样态。数字

化时代，数据与算力的紧密结合对互联网上产生

的海量信息加工、整合、分析、处理，形成了新的知

识成果。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生物

技术、３Ｄ打印等新技术不断涌现，成为推动传统
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形成与发

展的重要力量。新技术对以前技术样态来说是突

破性、颠覆性的，代表了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和趋

势，是一种从无到有的技术跃迁。

第二，突破性和颠覆性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劳

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形成新的关系集合，

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首先，就

劳动者而言，人是改造自然的主体，历史发展的不

同时期，科技水平不同，对应的劳动者素质不同。

农耕时期，人们需要通过简陋的工具与自然交互。

分工阶段，工厂手工业者只需完成简单的动作。

蒸汽技术和电力技术出现后，人们开始同机器打

交道。机器大工业使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

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①。社会生

产需要人完成各个工序和流程，主观上需要人对

机器性能有一定的了解，客观上机器生产的连续

性、秩序性决定了人要分工协作，劳动者需要具备

一定的知识和组织能力。当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等颠覆性科学技术出现后，劳动者参与社会

生产的方式和形式也发生了变革。一方面，科技

作为劳动资料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产品工艺和生

产效率同步提高，要求劳动者需要更强的组织和

协调能力。另一方面，科技“是人的手创造出来

的人脑的器官”②。颠覆性技术形成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需要匹配的是智力型工人，需

要劳动者具有知识、技能和创新水平。智力劳动

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形成发展至关重

要。其次，就劳动资料而言，技术水平不同致使劳

动者使用的工具和资料也有本质的不同，从刀耕

火种、石块木棍到机器电气化设备，再到电子信息

计算机、数据和量子信息等，突破性和颠覆性技术

使劳动资料呈现两方面特性。一是技术进步使劳

动资料变得更高级、更精密、更尖端。高精尖的机

器设备成为劳动者改造自然的手段。二是科技进

步发现的自然物使得更多的非物质形态的要素成

为新的劳动资料，例如数据和信息成为劳动工具

甚至对象。科技赋能劳动资料改变着产业形态，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

产业发展。最后，就劳动对象而言，技术进步使劳

动对象异化。马克思指出科技进步在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中使生产关系异化，即人与自然关系异化，

劳动者异化和科技自身异化。产业发展使得劳动

者在从事具体劳动时面临的是机器、信息、数据而

非自然。劳动对象异化加快了劳动者从体力人向

智力人的转化，对技术更新迭代具有强烈的促进

作用。

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出现后会

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加快新质生产力

的形成。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等突破性、颠覆性技术飞速发展，在全新的技术条

件下，产业的构成要件（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

对象）本身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均发生了质的改

变③。这些改变不仅迫使原有产业转型升级，推

动了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发展，也培育了以量子信息、生物制造、人形机

器为代表的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

未来产业的出现会产生两方面重要作用：一是引

导产业部门生产结构向着更高效、更智能的方向

发展④，从而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二是通过革新产

业的构成要件，衍生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新的

生产关系。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必定能够加

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四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支持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曾指出，

国家和地区竞争力表现为产业竞争力。他提出的

产业竞争理论充分肯定了产业在国家经济发展和

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当前必须高度重

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要站在顶

层设计的高度，引导相关企业夯实产业基础，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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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２页。
张万里，刘婕：《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经济经纬》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吴宣恭，吴昊，李子秦：《马克思产业思想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学家》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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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为纽带，推动融合创新，形成产业集群，助力

国家抢占世界产业链的制高点①。当今世界，新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呈现的重要特征是科技创新

应用于产业变革的周期大大缩短，科教融合、产教

融合、科产融合成为发展主流。产业都有生命周

期，过去科技和产业在历史的演进中相对独立，当

科技达到一定水平后，才能应用于产业发展和更

新，因而产业生命周期较长。如今，科技和产业几

乎同步产生快速融合，极大地缩短了产业生命周

期。对我国来说，前瞻部署和培育未来产业，就是

要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深度融合的基础上

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一）劳动者知识化

人不仅是征服改造自然的主体，也是产业构

成的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因其高附

加值、高技术密集等特征，需要高素质创新人才和

具备综合运用各类前沿技术、熟练掌握新型生产

工具的复合型人才。为此，要大力发展教育实现

人才供给，要灵活制定政策吸引国际优秀人才，要

形成产教融合的育人机制，加快形成有助于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

的人才结构。一是要优先发展教育。一方面，要

重点培育一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

顶尖创新人才。定位世界科技前沿，加大国家高

水平大学和一流企业支撑引领科技前沿的投入，

提升学科基础理论水平和科技应用能力，形成更

多突破性、颠覆性的创新成果。另一方面，要注重

发展职业教育。注重专业技能劳动人才的培养，

转变职业教育育人方向，由传统产业技术工人向

新兴未来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工人转变，形成教育

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人才供给

结构，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二是要实施开放包

容的人才政策，提供自由灵活的人才科研空间和

土壤，不仅要留住本国人才，也要吸引全世界优秀

科技人才。提供有竞争力的人才引进条件，提供

更好的发展机会，形成更加完善的激励奖励措施，

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

产业培育提供充足的人才。

（二）生产资料数智化

生产资料作为劳动者进行生产时使用的资源

和工具影响着产业形态，也影响着人们改造自然

的能力和结果。要从产业发展角度来提升生产资

料质量和水平。一是要提高传统生产资料的质

量，包括机器设备等。一方面要维护产业发展的

电力、水利、能源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因为基础设

施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产业集群化。另一方面要

引导产业投资研发高精尖机器设备，更新换代

旧设备，同步实现产品更新，使产业发展壮大。

二是要提升信息数据要素质量。数据要素已成

为战略性新兴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对新质

生产力的形成至关重要，因此要重视数据要素

在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要培育

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制定数据要素价值评价标

准，提高数据准确性、实用性、共享度，提高数据

要素质量。加快要素市场交易，通过要素市场

机制，合理制定要素定价和交易机制，促进数据

要素发展。另一方面要完善数据要素保护机制

和手段，包括完善要素管理体系、要素监管规

则，从法律上保障数据要素使用的合规合法，促

进数据要素的产生和流通，从技术上保护数据

要素信息安全，防止网络数据泄露。

（三）产业组织集群化

培育具有国际水平的先进产业集群，是提升

我国全球产业链位置的有效方式。一是要整合战

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

推进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船舶与海洋工程

装备等产业创新发展，通过对重点企业扶持改造，

形成行业标准，培育企业适应新技术、新设备、新

产品的规模化应用，形成企业聚集合力，从符合未

来产业形成的方向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集群。

二是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发展样态，探寻未来产业

实现路径。产业更迭的历史经验表明，新的产业

形态一定从原有的产业发展中演变而来。要注重

未来产业与当前产业之间的内部关系，注重跨学

科、多学科领域的协同研究。

（四）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融合化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通过技术

赋能当前产业形态，实现科技和产业的融合发展。

一是要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探索科技和产业融合

的具体路径。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先导性，代表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是引领

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要把握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机遇，推动数字化与新型工业化深度

融合，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

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要

谋划未来产业应用场景。要前瞻谋划未来产业，

５１１
①肖旭，管源，黄鑫：《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基础再造的协同机理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加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多路径探索和交叉

融合，积极塑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培育孵化未来

产业，努力抢占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

结语

本文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基于特定社会形态

的生产关系，构建了以技术和产业演化过程为表

征的生产力分析框架，阐释了生产力的演化和新

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并论述了科技和产业变革

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机理与实现路径，认为：

第一，通过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历史可以发现，

新质生产力是继要素表征的土地生产力、劳动生

产力和技术表征的传统生产力之后又一生产力样

态，其内涵与外延具有全新的特征。一方面新质

生产力形成与发展需要的是从无到有的“突破

性”和“颠覆性”技术支持。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

要求劳动者知识化、生产资料数智化、生产关系异

质化。第二，技术、产业和生产力三者之间存在循

环迭代关系。产业将技术这种“精神产品”与劳

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融合，形成新的产业形

式并通过具体的生产活动推动生产力变革。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能够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的理论机理在于：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

突破性、颠覆性技术的前提下，以技术赋能产业工

人、革新劳动资料、改造劳动对象，形成新的关系

集合，催生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

的产业形态形成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最终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第三，大力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前瞻部署和培育未来产业就是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培育发

展新动能，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此，要不断提高劳

动者素质，提高生产资料数智化水平，通过产业集

群化发展，形成科技创新合力，实现更多突破性和

颠覆性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以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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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数字检察”的

衔接问题及对策

雷小政，闫姝月
（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未成年人检察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在贯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时，适度、合理使用个人信息是规范算法推送、提升网络素养、防治网络沉
迷等的基础性命题。当前，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在网络上遭遇泄露或者被不当使用的问题较为严峻，成为整个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体系的“短板”。鉴于许多互联网平台具有市场主体和监管角色的双重身份、未成年人网络合规制度体系尚不健

全等因素，为促进网络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有必要以“数字检察”为支撑点增强保护力度，提升制度刚性。建议依据互

联网平台等级建立“数据备案审查”或“检察进驻监管”机制，健全未成年人数据互联互通机制；在完善刑事追诉、公益诉

讼的同时，细化强制性亲职教育。

关键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个人信息；数字检察；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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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数字时代，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的相关工作。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４日，
国务院公布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为未成年人在数字空间中的发展权益

与网络安全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法律依据和全局性

的顶层设计。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综合立法，此次公布的《条例》共７章６０
条，涵盖了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促进、网络信息内容

规范、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网络沉迷防治等重点内

容。这一立法的重要背景是，我国未成年人触网

情况呈现低龄化、普遍化的趋势，但是，未成年人

个人信息在网络上遭遇泄露或者被不当使用的问

题日益严峻，严重制约着整个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体系的功能实现。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共青团中
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和

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联合发布的《２０２１年全国
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以下简称

《２０２１年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６—１８周岁）

网民规模已达１．９１亿人。其中，有２５．５％的未成
年网民“在半年内遭遇过网络安全事件”；遭遇

“网上诈骗”与“个人信息泄露”的人员比例均有

所上升①。与此同时，许多涉及收集、存储、使用

未成年人信息的互联网平台也被推上“风口浪

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泄露或被不当使用的

问题之所以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背后有着深刻的

社会治理问题、家庭教育问题、网络法治问题等因

素。作为立法层面的回应，《条例》在《个人信息

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基础上，专章规定

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具体规则，明确

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监护人等的

主体责任。这些立法举措能否有效解决上述现实

问题呢？

毫不夸张地说，一旦松懈对未成年人个人信

息的保护，甚至缺失，整个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

将沦为“一纸空文”。２０２１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为检察机

７１１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１９ＢＦＸ０７７）
作者简介：雷小政（１９８０—），男，湖南郴州人，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诉讼法学、少年司法研究。
各地相继涌现多起泄露、不当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且情节极其恶劣的刑事案件。例如，在２０２０年“肖某、邓某出售未成年人信

息民事公益诉讼案”中，肖某、邓某通过自建“五六七发卡”互联网平台，广泛收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并非法出售，数量高达９５万余条。
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２０２１）浙０１９２民初９２１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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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加强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尤其是个人信息网

络保护等重点领域的法律监督提供了重要指

引①。最高人民检察院在２０２１年《关于贯彻执行
个人信息保护法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的通知》中进一步强调了对未成年人个人信

息实施特殊保护原则。除了依法追究泄露、不当

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犯罪外，针对一些监管部

门、互联网平台等疏于保护问题，要求各级检察机

关积极发挥法律监督职能，通过检察建议、公益诉

讼等方式加强个案监督和诉源治理②。也就是

说，针对各互联网平台中以数字化为存在形态的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办案走向

治理，以“数字检察”为驱动，以“数据共享”为特

色的强制保护机制，逐渐成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

律监督工作的新趋势、新潮流③。需要密切注意

的是，在检察机关“唤醒各类数据”，打通“数据壁

垒”，助力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同时，如

何尊重各类互联网平台，尤其是《条例》规定的

“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或者对未成年人群体具

有显著影响的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以下简称

重要互联网平台）的经营自主权，保障其商业秘

密不受任意侵犯，如何在监督的过程中保障未成

年人个人信息的安全性，避免出现再次泄露、不当

使用的风险，都应做出积极回应。积极回应这些

争论，找到数字赋能与数字安全之间的平衡点，对

全面、准确、依法贯彻《条例》和提升整个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质效、水平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

与现实意义。

一　数字时代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立法
的理论基础

根据主体性理论，个人信息属于个人自主的

范畴。一般而言，个人对其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

权、决定权。根据联合国１９４８年发布的《世界人
权宣言》第１２条，个人信息保护主要体现为“对
个人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的尊重”和“个人

事务的自决（自由）原则”。探讨未成年人个人信

息在立法层面的特殊性时，存在两个普遍认可的

前置性命题：一是在电子化技术广泛应用以前，除

隐私之外的个人信息一般被置于公共领域自由流

通。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个人信息泄露、被不当

使用的恶性案件频发，日益凸显个人信息保护的

必要性。二是在成人化语境和相关司法体制中，

受“儿童私有财产论”的影响，作为父母的隶属

品，较少提及未成年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权，更

遑论个人自主或自决。随着少年司法体系的发

展，尤其是“国家亲权说”等理论的普及，未成年

人对其个人信息的独立权利开始受到重视④。

（一）数字时代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特殊性

在当前各国立法体系中，对成年人个人信息、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本质界定，尤其是立法定义，

基本上是同一的，并且主要围绕“大隐私权”范畴

抑或“独立的新型权利”展开。例如，在美国，个

人信息权长期以来被认为属于“大隐私权”范畴。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法院通过司法判例
建立了“信息性隐私权”，形成与“自治性隐私权”

“物理性隐私权”并列的三分法局面⑤。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在欧盟的一些公约和瑞典、德国、

法国等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普遍将“个人

信息受保护权”确定为独立于隐私权的一项新型

权利，强调建构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

在数字时代，为何要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实

施特殊保护，以及为何各国普遍通过专门立法对

其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规制？一个关键性的历

史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大多数西方国家为了方便对社会的管控和治

理，纷纷依托公共机构建立有关公民个人信息的

巨型数据库，并用于登记人口基本信息。从商业

应用和利益等角度，新兴的互联网科技公司陆续

大规模收集并处理其用户的个人信息，且使用的

动机和能力远远超过传统公共机构。在互联网平

台中，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与成年人一样，主要表现

为以数字化存在形态的个人数据。每个人都已成

为由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这些“数字细胞”组合

８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７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近３年来，检察机关立案涉未成年人网络权益和
个人信息公益诉讼案件就达到了５２４件。

贾宇：《论数字检察》，《中国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日，针对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校车安全、信息网络安全、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强制报告、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最

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系列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典型案例，强调通过数据碰撞主动发现批量监督、类案监督线索。

王贞会，蔡沐铃：《美国治理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联邦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青年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Ｗｈａｌｅｎｖ．Ｒｏｅ，４２９Ｕ．Ｓ．５８９（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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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数字人”①。一般认为，未成年人信息一

旦泄露或被不当使用，容易造成比成年人更为严

峻的不良后果和影响。归纳学术界的理论研究观

点，大致有三种学说：（１）身心健康说。在少年司
法领域，不少学者主张，未成年人面对不法侵害的

道德防御能力天然处于弱势状态②，与成年人有

所不同的是，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心理防

线较为脆弱、压力承受能力有限，即使是面对因个

人信息引发的相同侵害行为，容易给其身心健康

造成更为严重、深远的侵害。（２）家庭损失说。由
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授权使用手机、网络等因素，

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往往与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的各种信息有所关联。当未成年人的信息被泄露

或不当使用时，很有可能给整个家庭带来财产、人

身安全等风险。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利用未成年人

的信息对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进行诈骗、勒索等。

（３）次生伤害说。因不法分子在线上索取、推送、
买卖未成年人信息，导致“隔空猥亵”、线下强制猥

亵、强奸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频发，对社会公共道

德建设带来极其不利的冲击和影响③。

（二）“倾斜式”立法中的特殊保护逻辑

基于“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和“促进个人信息

合理利用”立法目的之间的平衡，学术界对个人

信息保护的立法模式，长期以来存在着“分类保

护模式”与“单独立法模式”等理论分歧。在“分

类保护模式”中，一般根据泄露或不当使用的危

害程度和后果，将个人信息区分为非敏感信息

（一般信息）和敏感信息进行保护④。在“单独立

法模式”中，多数主张需要对高敏感的个人信息

通过单行立法的方式予以保护⑤。随着数字时代

的到来，加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特殊性，将其视

为需要特殊对待的信息种类或者界定为高敏感信

息进行“倾斜式”立法日渐成为一普遍趋势。许

多国家和地区在未成年人信息自主权的年龄限

制、监护人同意制度、互联网平台监管等方面纷纷

出台了一系列专门法案或改革措施⑥。其中，

２０１６年欧洲联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被称为“史

上最严个人数据保护法”。其第８条明确规定了
互联网平台的一项核心义务：“处理１６岁以下的
儿童的个人数据，必须获得该儿童父母或监护人

的同意或授权。各成员国可对上述年龄进行调

整，但是不得低于１３岁。”
在我国，从《民法典》到《个人信息保护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立法脉

络来看，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进行“倾斜式”立

法，并进行特殊保护是十分清晰和明确的。在

《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础上，《未成

年人保护法》第４条明确规定：“处理涉及未成年
人事项，应当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在对未成年人信息进行特殊保护时，上述法律法

规融合了前述“分类保护模式”和“单独立法模

式”的制度设想，并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

护上呈现以下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以１４周岁为年
龄划线再次区别保护的等级。与《刑法》第 ２３７
条中强制猥亵罪中被害人年龄划线一致，《个人

信息保护法》第 ２８条采取“最低年龄划线”的方
式，将不满 １４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界定为
“敏感个人信息”，并在第 ３１条将监护人同意作
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信息的一般原则，以实现

特殊保护。二是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进行统

筹，并确立实施性原则和相关义务体系。即使对

１４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也并非放任不
管，而是要求贯彻和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

则予以严格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第７２条对
此规定了信息处理者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和必要

的原则。除了上述“倾斜式”立法外，各地监管部

门、互联网平台根据年龄区间积极探索了许多对

未成年人信息的各类保护路径，如“监护人同意”

条款、“青少年模式”版块等⑦。

二　检察机关进行专门法律监督的归
因分析

值得思考的是，上述立法规定是否与现行网络

管理机制、企业合规治理水平、监护保护能力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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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雷小政：《大数据为未检工作注入新动能》，《法治日报》２０２３年２月９日。
玛格丽特·Ｋ·罗森海姆，富兰克林·Ｅ·齐姆林，戴维·Ｓ·坦嫩豪斯，等：《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高维俭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６页。
朱光星：《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的定罪研究———以保护儿童为分析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周汉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９页。
ＤａｎｉｅｌＪ．Ｓｏｌｏｖｅ．“ＰｒｉｖａｃｙＳｅｌ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ｎｔＤｉｌｅｍ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３（７）：１８８９－１８９３．
李冉，周进萍：《“青少年模式”：算法变革、功能聚焦与价值失衡》，《传媒观察》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知水平等契合？上述改革措施是否能落地、生效？

根据溯源分析，各地涌现的未成年人信息泄露、不

当使用等案例暴露出，许多来自外部环境因素、制

度运行因素、履职缺位因素等的掣肘依旧深刻存

在。这也是近些年来各地检察机关介入其中进行

专门法律监督的动力基础所在。对贯彻《条例》而

言，理顺这些深层次的根源并进行归因分析十分必

要。概括起来，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泄露、被不当使

用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剖析。

（一）网信部门等有关机关和部门的履职缺

位问题突出

根据未成年人的“政府保护”和“网络保护”

体系，我国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确立了由国家网

信部门牵头的“统筹共管”工作机制。具体而言，

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中，网信部门负责

统筹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

作，其他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落实相应的监

管职责。目前，受以下因素的制约，这一工作机制

与上述目标仍有不少差距。

１．监管环节未能有效覆盖信息处理全流程
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工作中，网信

部门如何发挥统筹协调和指导监督等的功能？从

立法授权的角度，主要是依据正当必要、知情同

意、目的明确、安全保障、依法利用等原则对个人

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

删除等环节进行全面监管。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网络保护而言，理想化的监管情境是，从“收集到

删除”进行全流程“穿透式监管”。根据国家计算

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针对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移动应
用程序涉及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的情况统计①，监

管部门对涉及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的执法力度越来

越大，也更加严格。但除了少数个案中有对“删

除”和“投诉处理”环节的追究和处罚外，网信部

门的监管重心基本上偏向“收集”，甚至主要聚焦

在这一环节。缺乏对全流程的严管严控，并呈现

“头痛医头”的特征，仍然是目前网络管理中亟待

解决的一个机制性问题（参见表１）。

表１　移动应用程序涉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情况监测统计（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

时 间 监管内容 监管环节
涉及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的应

用程序数量／总数（单位：个）

２０１７年 存在危险行为代码，窃取用户隐私信息 收集环节 ４／１２

２０１８年
存在危险行为代码，窃取用户隐私信息

私自下载移动应用，窃取用户隐私信息
收集环节 １３／４２

２０１９年
在用户不知情或未授权的情况下，获取用户个人信息，具有

隐私窃取属性
收集环节 １０／４８

２０２０年

未向用户明示申请的全部隐私权限 收集环节

未说明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规则 收集环节

未提供有效的更正、删除个人信息及注销用户账号功能 删除环节

未建立并公布个人信息安全投诉、举报渠道，或未在承诺时

限内受理并处理
投诉处理环节

２１／２１

　　数据来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方网站。２０２１年后，相关数据未公开。涉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的典型移动应用程序
有“益智推箱子”（版本Ｖ２．３）、“钉子别碰我”（版本Ｖ３．０．０）、“贪玩蓝月”（版本Ｖ１．０．７．５９）、“慧投足球”（版本Ｖ１．０．１３）、“生存战争盒
子”（版本Ｖ１．５．０）、“农场模拟器２０１８”（版本Ｖ１．８．０）、“星座消消乐”（版本１．０．０．９）、“秘密花园”（版本１．１）、“吉祥坊棋牌”（版本１．１７．
４）等。

　　２．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的功能发挥不足
目前，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负有保护义务的

责任主体繁多。在这一领域，明确一牵头的责任

主体，发挥实质性的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功能

就变得异常重要。根据《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

的规定，各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要进一

步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部门协同。遗憾的

是，２０１９年《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与
２０２１年《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对“统筹、协调、督促
和指导”的工作机制未做具体化的规定。当前，

虽然《条例》第３条规定，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

０２１

①自２０１４年起，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被确定为网信部门的技术支撑单位。其职责之一是定期监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的运行是否符合《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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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并依据职责做好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但是处于信息保护“监管

前哨”和被赋予特殊“统筹协调”职能的网信部门

在行使相关职能上缺乏应有的权力配置和刚性手

段，很难直接督促和指导其他机关、部门参与其

中。在许多新兴业态中，由于缺乏实质性的统筹

和协调，导致在未成年人信息保护上出现“监管

空白”的情况。例如，在实践中，一些电竞酒店的

未成年人登记住宿率达到 １０％—３０％，甚至成为
未成年人聚众上网、抽烟、喝酒、“吸食笑气”的重

要聚集场所，并且因个人信息泄露等诱发了一些

网络安全事故和恶性犯罪案件①。问题在于，不

少电竞酒店经营者故意规避２００２年《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中关于未成年人上网的

禁止性规定，在网络上向不特定的未成年人推送

大量“软广告”，并提供“诱导其沉迷的网络产品

和服务”。对网信部门而言，要统筹和协调公安

机关、文化旅游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这一领

域实行协同监管，及时预警和风险管控，除了需要

对未成年人身份信息、住宿信息、上网信息等实现

数据共享外，还要赋予其对有关机关、部门履职不

力的刚性监督管理手段。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网信部门无法跨越现有的职权范围，直接代行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

（二）个人信息处理者未能依法、充分履行网

络保护义务

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而言，互联网平台不仅

是重要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也是加强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的重要市场主体。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在２０２１年发布的《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分类分级指南》）中依据

用户规模、业务种类以及限制能力将互联网平台

分类为超级平台、大型平台、中小平台。虽然《条

例》第２０条特别提及“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或
者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网络平台服务

提供者”，但未进一步依照上述脉络进行分类规

制。当前，《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５章从市场主体
和监管角色双重身份出发，对个人信息处理各环

节的保护义务和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监管义务等做

出了不同层次的规定，区分一般性义务与附加性

义务，构建了一套“层级性、复合型”的保护义务体

系。其中，相对普通互联网平台而言，第５２、５８条
专门规定了“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

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即重要互

联网平台的两类保护义务：对平台自身保护个人信

息情况的合规义务（以下简称为“附加性义务Ｉ”）
以及对平台内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的监督管理义

务（以下简称为“附加性义务Ⅱ”）（参见图１）。

图１　不同类型平台对应承担的“层级性、复合型”保护义务体系

　　目前，一些互联网平台未能依法、充分履行上
述义务体系，导致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在网络活动

中泄露和被不当使用情形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呈

现加剧趋势，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违反一般性义务实施强制性索权等行

为。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工作中，对互

联网平台而言，首要的一般性义务就是确保其处

理个人信息的活动符合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

则，并采取措施防止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等

安全风险的发生。但是，与上述一般性义务背离

的是，一些互联网平台凭借规模、数据、技术等优

势在用户个人信息方面享有垄断性的支配地位，

近乎演化成“数据霸权”，直接规定“不授权就用

不了”的强制性索权条款，为其收集个人信息大

开“方便之门”。还有一些互联网平台通过模糊

化、抽象化的同意条款等“打擦边球”的方式变相

索取个人信息使用权。例如，深圳市腾讯计算机

系统有限公司发布的“儿童隐私保护声明”（２０２２
年９月２９日版）规定：“如果监护人不同意相关
隐私政策和本声明的内容或不同意提供服务所必

要的信息，将可能导致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无法正

常运行，或者无法达到我们拟达到的服务效果。”

１２１
①何若愚：《查一查“电竞酒店”》，《检察日报》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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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多数监护人会基于对互联网平台的信

赖而同意这些隐性索权条款。

其二，履行附加性义务时权限边界模糊。根

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对重要互联网平台附加性

义务的设定，重要互联网平台对平台内产品或者

服务提供者具有较为完整的规则制定权、执行权

以及准司法救济权①。在履行这一附加性义务

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监督管理主体的模

糊。《分类分级指南》中的“超级平台”“大型平

台”是否对应《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５２、５８条中重
要互联网平台，目前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目前，

《条例》也未能厘清其中的冲突和矛盾②。二是相

关权限边界的模糊。对重要互联网平台而言，如

何在个人信息上监督管理平台内产品或者服务提

供者的行为及方式，相关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对权

限范围、正当程序、救济手段等的明确规制③。这

可能导致，一些重要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权限得以

盲目扩张，使得平台内一些“普通经营者”对重要

互联网平台的策略和行动亦步亦趋，人云亦云。

还有一些重要互联网平台侧重商业利益，在监管

平台内经营者时流于形式，导致其在未成年人信

息收集和使用上处于失控、失管的状态。

（三）未成年人信息保护中的监护缺失、监护

不当

因未成年人在认知能力、行为能力上的不足，

需要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在

“第一道关口”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免受侵犯。

在一些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害的实际案

例中，主要存在以下两类典型的监护缺失、监护不

当情形。

其一，“放纵同意”行为。由于外出务工等现

实因素，一些监护人迫于无奈或主动妥协，“放

纵”未成年人替代行使“监护人同意”权限。实践

中，为便于联络或远程监管，许多监护人将自己实

名注册的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直接交由留守未成

年人使用，使得“手机哄娃”“靠网带娃”成为一种

监护常态；有的监护人盲目信从“数字包容”“数

字平等”，主动协助未成年人完成人脸识别等监

护人验证程序。这导致许多未成年人实际使用监

护人账号上网，不仅沉迷于不适宜未成年人使用

的一些软件，而且盲目参与直播打赏等网络活动，

甚至任意以监护人身份发布自己日常生活的“点

点滴滴”，加剧了监护人和未成年人信息被泄露

或不当使用的风险性。

其二，“网络晒娃”行为。当前，出于信息分

享、生活记录等多种目的，许多监护人在微博、微

信、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晒娃”，

未考虑到在网络上发布未成年人照片或视频等可

能存在隐私信息安全风险。如有意识地遮蔽关键

部位、隐藏与未成年人身份相关的基本信息和可

能被商业化运营的数字信息④。这给不法分子通

过数据整合分析、描绘“画像”、锁定未成年人身

份等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条

例》第３３条针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仅赋予了
其请求行使查阅、复制、更正、补充、删除未成年人

个人信息的权利，而且明确了监护人应当教育引

导未成年人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能力。但需

要担忧的是，即使意识到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

许多监护人并不具备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风险

防范意识和实际保护能力，也很难从未成年人纷

繁复杂的上网活动中甄别、预判潜在的风险来源，

更无法对未成年人进行具体的、有实际价值的信

息安全引导。

从现行法律法规来看，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

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法律监督，应当是其法定的、

应然的职责之一。一方面，面对未成年人个人信

息网络保护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要求、新特点，

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符合我国《宪法》定

位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我国，自 １９８２年《宪
法》颁布以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

关”的性质定位始终如一。更为关键的是，２０２１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工作的意见》不仅对其强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

护提出明确要求，而且指明了具体的符合数字化

改革的路径。另一方面，我国关于未成年人保护

还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专门性法律法规，赋予检察

２２１

①

②

③

④

孔祥稳：《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规制结构的公法反思》，《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值得期待的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在拟制《信息安全技术大型互联网企业个人信息保护监督机构

要求》等规范性文件。参见张新宝：《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个人信息保护独立监督机构研究》，《东方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杨垠红：《大数据使用情境下个人信息的侵权救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传统的个人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姓名、性别、民族、政治面貌、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住址、电话号码等。在对这些基本信息进行收

集的基础上，各互联网平台更为关注具有商业价值的以下数字信息，如用户个人的平台账号及密码、消费信息、医疗信息、遗传信息、位

置信息、行踪信息、网站访问及浏览信息等。参见刘练军：《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辨析》，《求索》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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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全流程、全覆盖”的监督职责和较为充分的

监督手段，为介入网络保护提供了较大的制度空

间。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７０条设定了专
门的公益诉讼条款，明确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检

察公益诉讼的法定领域。该条甚至将检察机关放

在提起公益诉讼的首位主体，位于“法律规定的

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之

前，突破了《民事诉讼法》第 ５８条将检察机关置
于第二顺位主体的规定。这也成为检察机关就一

些对个人信息疏于保护的监管部门、互联网平台

可以依法提起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直接法律依

据。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在２０２１年《关于贯彻
执行个人信息保护法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对儿

童等特殊群体的个人信息进行特殊保护的原则，

以及通过检察一体化应对个人信息公益损害网络

化①。然而，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

保护进行专门法律监督能否克服其他主体的现有

问题，能否实现预设的法律功能呢？

三　“数字检察”赋能网络保护的运行
效果与问题

在贯彻《条例》时，检察机关能否有效应对和

解决监管部门、个人信息处理者、网络直播发布

者、监护人等不依法履职等问题呢？目前，在各地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下，许多

检察机关与网信部门、互联网平台等积极对接，通

过数据共享、信息互通、打造数字化治理平台等加

强对重点环节、关键流程的监督管理，积极对侵犯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行为开展法律监督和诉源治

理②。本文认为，对其运行效果应当脱离“部门本

位主义”的局限，从多个层面进行客观评估。

（一）“数字检察”展现的显著性制度优势

当前，“数字检察”的核心要义在于，统筹数

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培育数字能

力和方法，构建检察数字治理机制体系，通过检察

大数据中的能动化运用，解决社会治理中的法治

“瓶颈”问题，确保公平正义“看得见”且“不迟

到”③。以检察机关的“四大检察”职能（刑事检

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为出发

点，“数字检察”被认为可以最大程度地预防未成

年人个人信息及个人数据免受篡改、盗用、滥用等

侵害，并且提供更为全面、刚性的司法救济手

段④。数字赋能法律监督，可以发挥以下两个方

面的制度优势。

１．实现监管部门的集约化：从“数据孤岛”到
协同监督

相对传统的政府保护、社会保护而言，数字赋

能法律监督加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最

大优势是将数据作为新型的生产要素，实现重要互

联网平台信息、行政执法信息、司法案件信息等的

共享与互通，统合了监督平台，优化了监督流程，实

现了多部门间的协同。通过跨部门、跨地区、跨层

级之间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上的“互通有

无”，可以打破原有各自为政的执法司法局面，打通

其中的“数据孤岛”。在贯彻《条例》等法律法规的

过程中，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相比网

信部门而言，更有优势整合民事保护、行政保护、司

法保护等多方资源，特别是督促和指导有关机关、

部门形成集约化的组织力量，全面嵌入协同监督体

系中⑤。例如，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检察院牵头拟

定，并与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教育

局、公安局、民政局、文广旅体局、市场监督管理

局、妇联等八个部门会签实施了《未成年演艺人

员权益保障办法》，通过嵌入“８８５”网络平台，实
现了未成年演艺人员身份信息、陪同人员身份、监

护人同意状况、住宿地点、参与剧组等的信息备案

和数据共享，全面提升了对未成年演艺人员网络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相关地方规范性文件及代表性实施方案，参见２０２２年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实施方案》、
２０２２年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行动方案》等。

相关“数字检察”平台，参见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帮帮我８８５”未成年人保护联动平台、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与阿里巴巴
集团支付宝安全中心共建的“未成年人保护小程序”、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检察院“‘遇检未来’智慧未成年人法律监督平台”、浙江

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星海守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平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校外安全综合治理平

台”、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智慧未检云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平台”、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智慧数字平台”、江西省九江市

濂溪区“濂检小未未检云平台”等。

张晓东：《数字检察赋能监督促进治理》，《检察日报》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１日。
２０２２年６月，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会议对以“数字革命”驱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要求进一步对

具有法律意义的数据信息优化算法模型，以“数字检察”为核心路径完善法律监督的数字化过程。

高志宏：《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实践扩张、理论逻辑与制度选择》，《政法论坛》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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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及司法保护的能力和水平①。

２．以大数据推动溯源治理：从事后救济到“数
据站岗”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被泄露、不当使用的指导性案例来看，多数案例的

情形其实由来已久，许多此前被寄予厚望的保护

性制度形同虚设或者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②。这

些个案有一些共同特点，即通过数字赋能法律监

督，整合原本离散、碎片的“留痕”数据和信息，识

别研判出社会治理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通过

碰撞、比对聚合的数据以预先锁定风险线索，进行

更加精准化的预防和干预。其本质在于，让数据

为社会治理“站岗”，及早化解风险，避免危害性

后果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以浙江省诸暨市

电竞酒店这一新兴业态数字监督模式为例。目前

电竞酒店是网信部门、文旅部门执法中的一个

“监管盲区”。诸暨市人民检察院通过碰撞、比对

在互联网平台、行政部门中的商业资质、运行信息

等，以检察建议、行政公益诉讼听证等方式督促有

关机关、部门对电竞酒店的广告推送、住宿登记、

上网服务、信息安全等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随

后，诸暨市的有关机关、部门为全市１１家电竞酒
店共４８０台电脑安装上网登记管理软件。一旦未
成年人使用其个人身份住宿、上网将自动触发风

险预警系统③。

（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由于检察职能的拓展和对社会治理的融入，

“数字检察”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注入了新

动力，同时在客观上也存在一些担忧和争议。在

贯彻《条例》时，要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发挥

“叠加效应”，避免负面效应，需要在个人数据质

量、互联网平台经营自主权、个人数据安全等方面

进一步解决下列问题。

１．数据共享中“最后一公里”的限制
数字赋能法律监督的一个理想目标是，实现

有关机关、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在实际操作上，

这就需要打通“最后一公里”的现实瓶颈。由于

发展不平衡，许多现有执法司法平台上的未成年

人相关信息实际呈现的是一些简单化、静态化的

数字，属于定量标尺上的“孤点”④。受制于主管

机关的差异和数据标准、证明方法等的不同，许多

机关、部门之间储存信息的口径、条件差异明显。

因此，期待通过大数据“一键生成”“一键通关”

“一键聚拢”各个重要的、关键的数据要素是不现

实的。以数字赋能法律监督为契机，有关机关、部

门需要基于各自所处的职责范围、执法阶段、数据

特性等进行磋商、协调，合作建立健全分级合理、

差序有别、重心互补的数据收集和运用机制。

２．对互联网平台经营自主权的担忧
除了执法司法平台外，互联网平台是储存和

处置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最为关键的“数字工厂”。

根据《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第 ２２条规
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对网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依法开展的监督检查予以配合。在数字赋能法律

监督中，如何界定这一“配合”的内涵和外延呢？

基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特殊性，如将“配合”义

务仅仅限缩在一些显性的合规行为审查上，是无

法实现“穿透式监管”目标的。根据词义的最大

射程进行文义解释，各互联网平台可以将其掌握

的涉未成年人的全部信息，包括相关的核心技术

与商业秘密在内，都应与检察机关、网信部门等共

享，供其进行“全流程、全覆盖”监管。但问题是，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流程涉及互联网平台的多

个运营环节，对每一“角落”均展开“全面监督”是

不现实的。历史上，苏联检察机关依据“一般监

督权”深度参与企业内部治理，干预企业经营事

项，曾引发较多抗议⑤。当前，对互联网平台经营

自主性与未成年人信息特殊保护之间进行平衡，

优化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手段和限度⑥，可

以说是决定数字赋能法律监督能够“越走越远”

的关键因素。

３．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可能“二次泄露”
大醇尚有小疵。发挥数字赋能法律监督的功

能和效果，必然涉及庞大的，甚至海量的数据收集

和数据共享，其面临的风险因素也随之增加。在

这一过程中，检察机关和有关机关、部门可以集约

化地检索未成年人本身或其参与各种网络活动的

基本信息和数字信息。在检察机关和有关机关、

４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迪，闫姝月，倪春霄：《“小演员”权益，检察院来护》，《民生周刊》２０２２年第１６期。
汤维建：《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彰显检察担当》，《检察日报》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
陈东升，何若愚：《以检察之智绘就社会治理好“枫”景》，《法治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７日。
罗琳：《信息技术的负效应及其消解对策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雷小政：《往返流盼：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的考证与展望》，《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王海军：《中国语境下的“检察权”概念考察》，《中国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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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进行数据抓取和数字监管的同时，可能由于

保密措施不当、操作疏忽、“黑客”攻击、滥用职权

等因素造成这些信息的“二次泄露”。由于数据

共享后的数据数量激增，相比零碎化、个案化的泄

露而言，这时的“泄露”可能造成的次生危害会更

为严重。毫不夸张地说，避免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出现“二次泄露”是悬在数字赋能法律监督改革

之上的一道“紧箍咒”。

四　构建以“数字检察”为支撑点的立
体式保护体系

在社会治理体系改革中，针对其中的“病

灶”，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由于国务院行政法规在立法对象上的限制，此次

《条例》并未对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保护的具体程序和法律责任做出全面规定。在贯

彻《条例》时，需要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指

引，全面做好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之间的有序衔

接、漏洞补充等工作，特别是与“数字检察”工作

积极对接，实现从预防到干预，再到诉源治理的立

体式保护体系。

（一）监督各互联网平台的强制保护体系

建设

涉及未成年人的各互联网平台，应当从收集

到使用信息的每个流程均强化对未成年人个人信

息的保护义务。为弥补行政履能、行业监管的一

些漏洞，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强化数字赋能法律监

督，促进互联网平台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积极

履行主体责任。

１．基于年龄区间、应用场景进一步优化未成
年人信息强制保护

目前，在国际上，通过统一设定未成年人年龄

界限的方式来实现特殊保护的做法受到许多质

疑①。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基于年龄区间、应

用场景进一步健全未成年人信息强制保护机制应

当成为各互联网平台合规建设的一个重要版块。

除了将１４周岁作为敏感个人信息的划分界限外，
可采用“０—８周岁”“８—１４周岁”“１４—１６周岁”
“１６—１８周岁”的年龄四分法增设有针对性的保护

措施。如对１４周岁以下的个人信息处理进一步细
化适用“监护人”的有效同意标准：针对收集和后

续的披露、推广等使用，应当经过“两次同意”，并

不得采用象征性、概括性的同意行为；同意的表达

方式应当是明示同意，而非默示同意，且不得采用

推定同意。对“０—８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进
行披露、推广，需要评估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并做

好预防性保护措施。对已满１４周岁的未成年人，
公开其肖像、形体及其他基本信息的，需要征求本

人的明确意见。对“１６—１８周岁”的未成年人，应
当依据《民法典》赋予其更为广泛的可独立开展救

济的手段和渠道。凡是收集和运用不满１８周岁未
成年人信息的，均应将处理信息的状况详细记录，

并供监护人随时查询；同时赋予本人享有“永久删

除互联网平台上个人信息”的权利②。

针对具有高风险性应用场景的互联网平台，

《条例》高度关注未成年人的身份识别问题，特别

是通过第３１条规定了针对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
的真实身份信息动态核验机制。在贯彻实施这一

规定时，有必要进一步“根治”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放纵同意”未成年人上网等规避核验机制的行

为③。具体而言，建议在“隐私政策”的授权同意

条款中，采取加黑、加粗的形式，专门提示“手机

哄娃”“靠网带娃”等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及家庭

信息的各类风险；在身份认证环节，强制要求跳转

对接具备强实名认证能力的互联网平台（如支付

宝、微信）或者政府数据库（如公安部公民网络身

份识别系统），及时识别和筛选出利用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身份上网的未成年人。对因未依法履职

造成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受到不法侵害的互联网平

台，除了强化一般性的侵权责任损害赔偿外，可以

通过立法进一步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的专

项赔偿基金、救助基金等多元化的责任承担方式。

２．依据平台等级建立“数据备案审查”或“检
察进驻监管”机制

本文认为，应当进一步区分互联网平台的等

级，尤其是数据规模、技术能力等完善分类监管机

制。具体而言，在《信息安全技术大型互联网企

业个人信息保护监督机构要求》出台前，可以参

５２１

①

②

③

参见ＳｃｈｅｒｍｅｒＢＷ，ＣｕｓｔｅｒｓＢ，ＶａｎＤｅｒＨ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ｓｅｎｔ：Ｈｏｗ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ｙＬｅａｄｔｏＷｅａｋｅｒＣｏｎｓｅｎｔｉｎ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ｔｈｉｃ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２）：１７１－１８２．

这一针对未成年人处理自身个人信息权利的立法被形象地称为“橡皮擦法案”。参见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Ｍａｎｔｅｌｅｒｏ．“ＴｈｅＥＵ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ｏｔｓｏｆ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Ｌａｗ＆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３（３）：２３０．

闫姝月：《切实保护触网未成年人权益》，《人民法院报》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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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适用《分类分级指南》中关于互联网平台的划

分标准，明确两种监管模式：（１）针对中小平台，
可以将“数据备案审查”作为基础设立“未成年人

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备案系统”。除了确立专门的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外，还需要定期将未

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情况、投诉举报处理情

况、相关数据舆情监测等与检察机关、网信部门等

进行对接。（２）针对重要互联网平台，可以根据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５８条关于独立监督机构的
规定，参照适用检察机关对证券行业的派驻监督

模式。具体而言，选派检察官进驻重要互联网平

台或设立“检察室”，重点监督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网络保护的合规建设和实施情况。

在数字赋能法律监督的过程中，应当尊重互联

网平台等的企业自主经营权及其商业秘密。在实

体层面，可以明确法律监督的重心在于保障收集和

使用个人信息的合法性、正当性：如收集信息是否

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是否经过监护人的实质同

意，是否存在隐形或显性强制索权条款，是否对处

理流程（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

删除等）制定了风险控制方案，是否有专门的投诉

处理和反馈渠道，是否建设有效的未成年人个人信

息网络保护的专项刑事合规体系等。在发生或者

可能发生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不当存

储、越界使用、违法转移、违法披露等事件时，相关

互联网平台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和采取补救措

施，及时开展自纠自查，积极配合检察机关的法律

监督。在程序层面完善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

的审批层级和相关流程。各级检察机关对互联网

平台发出检察建议或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经过检

察长的审批同意。对违法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的互联网平台，在符合合规建设有效性标准的情况

下，检察机关可以将其纳入合规考察范围，并根据

其整改效果作出是否不起诉等轻缓化处理①。

（二）以“未成年人检察数据库”促进数据共

享与善用

１．在检察系统自上而下设置“未成年人检察
数据库”

当前，要实现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大数据互联

互通，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检察数据库”是最优选

择方案。建议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全国未成年

人检察数据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机关分

别对标建立“数据库”分库。其中，对各互联网平

台中涉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版块，尤其是设立了“未

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备案系统”的，可以要求其

自动链入上述数据库系统。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可以

对这些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开展融合式法律监督。

２．与有关机关、部门的数据共享和协同监督
鉴于许多机关、部门之间储存涉未成年人个

人信息的口径、条件差异，在各数字化平台对接的

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当明确各部门的主体责任、准

入要求，督促和监督依法采集、运用和共享涉未成

年人个人信息数据。各有关机关、部门需要结合

地方执法司法情况，围绕未成年人权益容易受到

侵害等风险环节和相关社会治理的漏洞客观、全

面采集数据，及时更新并共享相关数据②。具体

而言，可以将“未成年人检察数据库”作为基础，

实现检察机关与网信部门、民政部门、群团组织等

相关专项行动案例库、数据库等的数据共享，建立

协同监督机制。如自动对接网信部门“清朗·未

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案例库、共青团

中央“未成年人手机上网综合服务平台”、民政部

门“困境儿童信息数据库”等。

在推进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的同时，检察机

关也要强化对未成年人数据安全并进行监督管

理。在数据采集、运用和共享的各个流程，检察机

关应当严格贯彻《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３４条规
定，监督有关机关、部门坚持合法、正当、必要和诚

信原则，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

限度。特别要注意的是，对电子信息系统中需要

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数据，应当严格遵循

《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２０２２年
“两高两部”发布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

的实施办法》规定，未经法定查询程序，不得进行

信息查询、共享及复用。

（三）从严惩治侵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违法

犯罪

针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救济方式总体乏

力的问题，在细化数据库的建设与行政监管外，对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而言，需要重点完善刑事追诉

和公益诉讼等救济方式，从严惩治相关违法犯罪。

在危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当中，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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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２０２２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
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贸促会联合发布的《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试行）》第２条规定。

唐瑞芳：《论公私合作治理模式下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建构———以规范主义向功能主义转向为视角》，《湖湘论坛》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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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

罪”。２０１７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主要根据个人信

息本身的用途和功能，设置“情节严重”和“情节

非常严重”的认定门槛，未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作为一种特别的信息类型进行单独规定。本文认

为，为贯彻特殊保护的理念，在刑事立法中，应该

将此类行为直接界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

具体可在《解释》第 ５条增加侵犯未成年人个人
信息的专门条款，并在量刑时要求考虑和评估这

类犯罪行为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程度，以

及引发家庭损失、次生伤害的可能性。

面对侵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且涉及公共利

益的，检察机关应该充分利用公益诉讼这一保

护方式监督制裁相关民事侵权、违法犯罪行为，

同时促进行政履职和行业整改。本文建议，要

解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受到侵犯”和“涉公共

利益”标准的证明难问题，需要进一步结合年龄

区间、应用场景等明确对“敏感个人信息”和“不

特定人员”的认定细则；同时以数字赋能、数字

共享为基础，强化公安机关、网信部门等对检察

机关的“互相配合”职责，全面提高检察机关取

证能力和水平。

（四）完善监护缺失、监护不当的强制性亲职

教育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是否在网络保护上依法履职是影响《条例》能

否“落地生根”的基础性因素。对未成年人个人

信息网络保护而言，健康、安全、合理用网的家庭

教育指导是实现前端保护、避免风险后移的关键

一环。尽管一些互联网平台推出了相关的教育栏

目，如腾讯“未成年人家长服务平台”、快手“家庭

教育护苗行动大讲堂”等，但是许多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受制于文化程度、时间精力和认知水平等因

素，参与的积极性和实际效果较为有限。当前，有

必要针对性地开展预防性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全面

提高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风险防范意识

和实际保护能力。在贯彻《条例》时，应当实现与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有序衔

接，并且依托相关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全面推

广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中针对监护缺失、监

护不当情形的强制性亲职教育。针对未能依法履

行监护职责，致使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泄露、不当使

用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检察机关应当根据上述法

律法规，积极制定并颁布《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

监护令》等，严格督促其接受相关亲职教育，全面履

行家庭教育、家庭保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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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行为入罪问题研究

———基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启示

邱帅萍
（湖南科技大学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轻则危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重则诱使其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致使未成年人和社
会两受其害。当前，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保护在规范内容上存在零散性、滞后性与不彻底性等问题，结合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国际经验和本土现实需求，亟待在刑事立法上增设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基础性罪名。基于《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２５条禁止性规范的启示，我国刑法应增设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罪，以尽可能切断危害信息流
向未成年人的渠道，强化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前置保护与行刑衔接综合保护。

关键词：刑事入罪；未成年人；危害信息；不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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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在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与合
法权益法律制度建设上取得了新的突破，构建了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

《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其他法律规范为补

充的中国特色立法体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如

果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国际衔接与本土现实需

求两个维度的要求来看，我国的相关立法仍有进

一步提升的空间。例如，就前者而言，在德国、法

国与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规定了向未成

年人传播相应危害信息的独立罪名①。相比之

下，由于我国刑法缺乏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

基础性罪名，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保护仍停留

在例外规定层面，刑事法律规定较为分散②，导致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前置性法律中虽然规定向

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往往难于操作。具言

之，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７日，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新增的第 ５０条规定，禁止制作、复制、出版、
发布、传播含有宣扬淫秽、色情、暴力、邪教、迷信、

赌博、引诱自杀、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

危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信息。该规定从切断信

息源的角度出发，为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提供

了第一道保护屏障。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６日，国务院
第１５次常务会议公布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第２５条规定，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传播或诱使、强迫

未成年人接受危害信息。《条例》细化了《未成年

人保护法》的规定，从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播的角

度出发，为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提供了第二道

保护屏障。从法律责任层面看，无论是《未成年

人保护法》还是《条例》，都规定了“违反本法（条

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问题在

于，我国刑法中缺乏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基

础罪名，故难以根据行为危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的程度，实现行刑有序衔接的综合治理体系。因

此，本文以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为基本立场，探

究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行为的入罪问题，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

８２１

①

②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１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２１ＣＦＸ０７０）
作者简介：邱帅萍（１９８６—），男，湖南南县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刑事法学、法理学研究。
例如，德国刑法典第１３１条规定了向未成年人提供、转让或者让其得到暴力性信息方面的犯罪，法国刑法典第２２２—３３—３条规定

了记录或传播暴力影像方面的犯罪，意大利刑法典第６６３条规定了擅自分发或者张贴文字材料、图画方面的犯罪。
孙谦：《未成年人司法理论与实践前沿问题》，《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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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行刑法规范对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保护不足

目前，我国刑法规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一是未成年人作为犯罪人

时，给予特别对待；二是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时，

往往会加重对犯罪人的刑事处罚。本文也将从这

两个角度出发，梳理现有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刑法

规范，并对其可能存在的不足进行总结。

（一）关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刑法规范

梳理

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既有总则性规

定和分则性规定，还有刑事政策和司法解释类的

规范性文件。

１．对未成年人作为犯罪人的刑法保护
我国刑法规范和刑事政策对未成年犯罪人坚

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

挽救”的方针，故对未成年犯罪人往往予以宽大

处理。

首先，《刑法》第１７条规定了刑事责任年龄，
以此来限制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已满１４周
岁不满１６周岁的人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其只
对特定犯罪类型承担刑事责任。虽然《刑法修正

案十一》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但是不仅限定了

犯罪的类型和结构，更是严格限制了１２至１４周
岁未成年人刑事追诉程序的启动①。目前，我国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已经形成了年满１６周
岁应负刑事责任、１４至 １６周岁对 ８种行为负刑
事责任、１２至１４周岁对 ２种行为负刑事责任的
三层级结构。这体现了刑法根据不同年龄段未成

年人心智发育规律进行了“区别对待”，增强了惩

罚未成年人犯罪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体现了刑法

的人权保障机能和法益保护机能的平衡②。

其次，《刑法》中设置了对未满 １８周岁的人
从轻处罚的原则。《刑法》第 １７条第 ４款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满１８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第４９条第１款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
１８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第６５条将未成年人纳
入一般累犯制度的例外性规定之中，即累犯应当

从重处罚，但是不满１８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第

７２条规定，只要未成年犯罪人符合法律规定的条
件，就“应当”宣告缓刑，从而加大对未成年人适

用缓刑的力度。总体来看，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

从宽处理的规定，先后经历了一个从“得从轻处

罚”到“应当减轻处罚”再到“应当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的发展变化过程，并且“应当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的规定得到了一贯的坚持③。从发展趋势

来看，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作为犯罪人的保护呈

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趋势。

最后，司法解释和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

的轻缓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等司法文件

中均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在定罪量刑上予以

出罪化、非刑罚化、轻缓化、非监禁化。这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国家亲权理论，即国家是未成年人

的最终监护人，国家应当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负责，国家不应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哪怕他实施

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④。从刑事政策上来说，

即便未成年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也应当优先适用

轻缓化的制裁措施。

２．对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的刑法保护
考虑到未成年被害人兼具未成年人和被害人

双重属性的现实⑤，我国刑法给予了更加全面、细

致的保护。

首先，现行《刑法》中设置专门保护未成年人

的罪名。例如：第２３６条之一的负有照护职责人员
性侵罪，第２３７条第３款的猥亵儿童罪，第２４０条
的拐卖儿童罪，第２４１条的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
第２４２条第２款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儿童罪，
第２４４条之一的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第２６０
条之一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第２６１条的遗弃
罪，第２６２条的拐骗儿童罪、组织儿童乞讨罪、组织
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第３０１条第２
款的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第３５９条第２款的
引诱幼女卖淫罪，第４１６条的不解救被拐卖、绑架
儿童罪、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儿童罪。

其次，《刑法》中设置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从

重处罚规范。例如：《刑法》第２９条第１款规定，

９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邱帅萍：《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对立场及其展开———以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调整为切入》，《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聂长建：《刑事责任年龄的三层级差结构研究》，《政法论丛》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赵秉志，袁彬：《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与完善》，《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姚建龙：《不教而刑：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反思》，《中外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麻国安：《未成年被害人权利宣言》，《青少年犯罪问题》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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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唆不满 １８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刑法》第 ２３６条第 ２款规定，奸淫不满 １４周岁
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第３０１条第２款
规定，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活动的，依照前

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第３４７条第 ６款规定，利用、
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

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第３５３条第３款
规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

射毒品的，从重处罚；第３５８条第２款规定，组织、
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３６４条第４款规定，向不满１８周岁的未成年人
传播淫秽物品的，从重处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

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规范是分散的，特

别是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性犯罪、毒品犯罪防治领

域，规定了更具针对性的从重处罚条款。

最后，司法解释适时扩大了对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的从重处罚规定。例如：向不满１８周岁的未成
年人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和语音信息的，从重

处罚；组织未成年人参与赌博，或者开设赌场吸引

未成年人参与赌博的，依照刑法第３０３条的规定从
重处罚；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应当从重处

罚；向未成年人宣扬邪教的，要从重处罚；等等。

（二）刑法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不足

之处

通过对现有刑法规范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

现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相对较为全面，但

同时也存在零散、滞后与不彻底等不足。其中，保

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基础性罪名的缺位成为制约

刑法适用效果充分发挥的最大障碍。

１．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保护的零散性
从上文可知，我国在青少年犯罪防控中，强调

“综合治理”，对侵犯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保持高

压打击态势。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

势，未成年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显

上升；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量有所下降，但性

侵案件、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犯

罪案件数量、侵害不满１４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人数
均呈上升趋势①。网络时代，未成年人因其特殊

的个体因素导致极易受外部不良因素的影响而实

施犯罪行为或成为被侵害的对象。尤其是在社会

转型的加速期，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环境、社会环

境中的不良因素、价值观念的偏离以及网络危害

和不良信息等问题也都成为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

重要因素。基于影响未成年人犯罪因素的多重

性，与其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以后通过刑罚“惩

罚”他们，不如通过控制家庭、学校和同伴这些结

构性背景因素提前提高未成年人的“教育”质

量②。因此，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不能仅关注未成

年人本身，而应进行多元化的综合治理，以综合治

理、体系化治理作为保护未成年人的主要方法。

从上述刑法规范来看，现行刑法对未成年人

保护的模式仍旧建立在传统社会未成年人心理特

征的基础之上，重在对未成年人的身体权利、财产

权利进行特殊保护。同时，对可能影响未成年人

健康发展的毒品犯罪、色情犯罪、赌博犯罪规定了

从重处罚。比如：“奸淫不满１４周岁的幼女”“向
不满１８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向未成
年人出售毒品”“组织未成年人参与赌博，或者开

设赌场吸引未成年人参与赌博的”等从重处罚的

规定。换言之，保护未成年人的罪名分散于分则

的多个章节之中，从重处罚条款也是依附于多种

犯罪的情形。这表明，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对未

成年人的立法保护存在结构性缺陷。该缺陷没有

考虑到现阶段可能影响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成长状

态的外界条件，不能有效落实未成年人综合保护

的要求，也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同时，零碎

的“就事论事”解决方式无法深究未成年人犯罪

的根源，更无法有效从源头治理未成年人犯罪

问题。

２．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保护的滞后性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预防性刑事立法既可以

为安全法益提供周延保护，也可以为犯罪圈的理

性扩张提供规范路径，因而在目的和手段上能够

证成其正当性③。因此，理想状态下，保护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刑事立法的首要功能便是预防，应

“坚持预防为主、提前干预”的原则。预防的目的

和效益有两个，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再犯，二

是预防危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在积极主义刑法观

的推动下，刑事立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倾向值得提

倡，以此适度扩大罪责刑效能的形式，实现刑法对

未成人的有效保护。对此，为了实现预防性立法

的目的，“中国刑法立法需要及时转变法益观念，

增强新的调控手段，赋予刑法新的机能，积极参与

０３１

①

②

③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ｐｐ．ｇｏｖ．ｃｎ／ｓｐｐ／ｘｗｆｂｈ／ｗｓｆｂｔ／２０２３０６／ｔ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６１５９６７．ｓｈｔｍｌ＃２。
叶小琴：《我国少年刑法立法的体系化》，《法学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张永强：《预防性犯罪化立法的正当性及其边界》，《当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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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①，最大限度地发挥刑法对涉未成年人

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功能。

但是，从现有刑法规范来看，现行刑法对涉未

成年人犯罪的罪名和从重处罚的规定则是以构成

相应的犯罪为前提，即已经造成未成年人权益的

损害后果，该种保护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例如：在

朱某某强奸、猥亵儿童、强制猥亵案中，朱某某通

过网络社交软件诱骗、胁迫杨某等８名未成年人
拍摄裸体、敏感部位照片、不雅视频，发送其观看，

并以散布裸照、不雅视频相威胁，强迫杨某线下见

面，发生性关系②。此外，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占比

上升。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１４
至１６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为 ５２５９
人、８１６９人、８７１０人，分别占受理审查起诉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总数的 ９．５７％、１１．０４％、１１．１％③。
该特征也逐渐暴露出传统未成年人监管方式的不

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需要将犯罪治理的关口前

移，重视可能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予以提前

干预，从而避免未成年人走向犯罪。因此，应充分

探究未成年人犯罪的源头治理，将对可能影响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因素进行早期干预与提前预防

作为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核心内容。

３．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保护的不彻底性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以及《条例》在第一条中，均明确要求“保护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对涉

未成年人犯罪要以“综合全面保护”为原则，既包

括对具体犯罪人的特殊预防，也包括对社会公众

的一般预防。但是，从现有规范来看，刑事立法对

涉未成年人犯罪保护具有不彻底性，即无论是专

门罪名还是从重处罚的设置都仅是针对未成年人

的性权利和身体权利的保护，其中虽有涉及保护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内容，但无论是在保护范围

还是保护力度上均较为有限。

数据显示，３８．３％的未成年网民在上网过程
中遭遇过不良或消极负面信息。其中，血腥暴力

（网络上发表具有伤害性、侮辱性和煽动性的言

论、图片、视频的行为）或教唆犯罪内容比例达到

１５．８％，明显高于淫秽色情内容；自残、自杀等消

极内容比例达到１０．９％，宣扬邪教、封建迷信内容
比例达到９．１％④。但是，现行刑法仅对可能影响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淫秽色情、毒品、赌博、邪教

等进行了规制，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

实施恐怖活动虽有涉及，但是没有未成年人和成

年人惩处上的差异，对宣扬暴力、引诱自残自杀等

没有纳入规制的范围。由此不难看出，现行刑法

在应对涉未成年人犯罪时呈现不彻底性。

综上，从预防、综合、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紧

迫程度出发，应当着眼建立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

阶梯性递进式的反应体系，提前介入对涉未成年

人犯罪的治理，进一步考察建立传播危害信息对

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评价体系，增设向未成年人

传播危害信息保护的基础罪名。

二　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行为的
入罪理由

在现代化风险社会中，事实内容和时空上相

互分离的要素经因果关系而结合在了一起，并被

置于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的脉络之下，而现代化

风险施加有害作用的路径，却又是如此的飘忽不

定和难以捉摸⑤。当下，随着 Ｗｅｂ２．０条件下智能
终端的普及，信息传播工具越来越智能化与便捷

化，这为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亚文化群体提供了

克服时空距离的聚集方式与传播媒介⑥。通信程

序和社交媒体的便利化、灵活化、多样化也给危害

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温床”，基于传播手段的智能

化，致使危害信息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传播方式

更为隐蔽。尤其对未成年人而言，由于缺乏相应

的辨认、判断、控制与疏解能力，向其传播危害信

息将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认识、行为与人格，严重

时甚至误导其走上违法犯罪、自伤自残的道路。

（一）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的含义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５０条和《条例》第
２２条的规定，危害信息是指淫秽、色情、暴力、邪
教、迷信、赌博、引诱自残自杀、恐怖主义、分裂主

义、极端主义等危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内容的网

络信息。与传统信息相比，网络信息只是在信息

内容的载体有所区别，前者的载体是传统的纸质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光权：《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履职典型案例，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ｐｐ．ｇｏｖ．ｃｎ／ｘｗｆｂｈ／ｄｘａｌ／２０２３０５／ｔ２０２３０５３１＿６１５９３７．ｓｈｔｍｌ。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ｐｐ．ｇｏｖ．ｃｎ／ｓｐｐ／ｘｗｆｂｈ／ｗｓｆｂｔ／２０２３０６／ｔ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６１５９６７．ｓｈｔｍｌ＃２。
《２０２１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ｃｎ／ｎ４／２０２２／１２０１／ｃ１３５－１０６９１．ｈｔｍｌ。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等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１６页。
陈力丹，霍仟：《互联网传播中的长尾理论与小众传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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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后者的载体是数据和网络，故危害信息除了

包含上述内容的网络信息，还包括以传统纸质材

料记录的危害信息。危害信息与不良信息具有本

质差异。根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７
条的规定，不良信息共分为九种，例如，炒作绯闻、

丑闻、劣迹，带有性暗示、性挑逗等易使人产生性

联想的，宣扬低俗、庸俗、媚俗内容的信息。不难

发现，危害信息所指涉的行为内容属于严重违反

法律规范的“不法信息”，而不良信息指向的行为

内容则是通常不违反法律规范，属于违反道德的

“不道德信息”。

“传播”在汉语中是一个联合结构的词，而且

侧重于“传”。“传”具有“递、送、交、运、给、表

达”等多种动态的意义，传播的根本目的是社会

信息的传递与分享①。在我国刑法分则中，除了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传播淫秽物品罪等

“传播类”犯罪外，还规定了与“传播”行为类似的

犯罪行为。例如，刑法第１０３条、１０５条、１２０条之
三规定的煽动类犯罪，刑法第３５３条、３５５条之一
规定的教唆类犯罪，刑法第 ２２４条之一、第 ３０１
条、第３５３条规定的引诱类犯罪。因此，要区分传
播与煽动、教唆、引诱之间的关系。可以肯定的

是，无论是煽动、教唆还是引诱，都是建立在信息

传播的基础上，如若没有信息的传播，不可能实现

煽动、教唆、引诱的效果。但是，煽动、教唆和引诱

行为中传播的信息都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以及具

体的违法手段或方法。例如，在妨害兴奋剂管理

罪中，就教唆类型而言，行为人传播的信息要达到

使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

赛的程度，并且要对运动员个人或者群体产生侵

害健康权的危险②。如果传播的信息尚未达到教

唆的程度，只是属于传播违法信息的行为，就不能

按照妨害兴奋剂罪定罪处罚。同理，如果行为人

传播的危害信息尚未达到煽动、教唆与引诱的效

果，也不能按照煽动类犯罪、教唆类犯罪与引诱类

犯罪定罪处罚。因此，从程度上看，传播只是一种

信息的传递和共享，其程度要弱于煽动、教唆与引

诱行为。

根据上文的分析，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

是指，向不满１８周岁的人传递或分享淫秽、色情、
暴力、邪教、迷信、赌博、引诱自残自杀、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危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内

容的信息。

（二）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的法益侵

害性

刑罚是一种最严厉的剥夺性惩罚，某类行为

是否有必要通过增设新罪的方式进行规制，取决

于两方面的判断。一是行为是否完全能够通过现

有刑法规范进行规制，二是行为是否严重侵犯法

益或者侵犯重要法益③。上文通过对现有刑法规

范的梳理与分析，已经表明无法通过现有罪名来

实现对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行为的全面规

制，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增设新罪势在必

行。因此，本部分仅从法益侵害性的角度证明向

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的行为应当纳入刑法规制

范围的理由。

１．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的直接危害
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重则直接引发未

成年人犯罪，轻则严重损害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影响未成年人的认识、行为与人格。

以向未成年人传播淫秽和色情信息为例，据

不完全统计，６０％的青少年是无意中接触到淫秽
信息，而接触过淫秽信息的青少年９０％以上有性
犯罪行为或动机④。２０１０年，我国有学者对此在
全国未成年人犯罪中展开抽样调查，发现未成年

人犯罪中，７４％的未成年人犯罪在犯罪之前接触
过黄色信息，其中经常接触的占 １１．８％，相比之
下，未犯罪的未成年人接触的信息比较多元和健

康，主要集中在新闻、体育、动画片与知识类信

息⑤。这表明危害信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概率

较大，甚至会直接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动因。

以向未成年人传播暴力和血腥信息为例，数

据表明，在未成年人犯罪中，以暴力手段进行犯罪

的占未成年人犯罪的 ５０．８％，主要表现为直接使
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这和未成年人接触相

关暴力信息，进而进行模仿有关⑥。例如，２０２１年
６月２日下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沃卢西亚县，
一名１２岁的男孩与一名１４岁的女孩模仿 Ｇｒａｎｄ

２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玲玲：《传播淫秽物品罪中“传播”行为的性质认定———“快播案”相关问题的刑事法理评析》，《东方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崔志伟：《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合体系性解释》，《上海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１２期。
张明楷：《增设新罪的原则———对〈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修改意见》，《政法论丛》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孙少晶：《网络传播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青年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７期。
操学诚，路琦，牛凯，等：《２０１０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青少年犯罪问题》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路琦，董泽史等：《２０１３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下）》，《青少年犯罪问题》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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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ｆｔＡｕｔｏ（ＧＴＡ）游戏中的情节，手持 ＡＫ４７和散
弹枪多次向警方开枪射击，在与警方对峙过程中，

女孩手臂和胸部被子弹击中，男孩向警方投降，最

终二人均被指控谋杀执法人员未遂①。又如，因

模仿《喜羊羊与灰太狼》情节，江苏的７岁男孩平
平与４岁弟弟安安被１０岁的同伴顺顺绑在树上
点火烧成重伤②。由此可见，即便是日常游戏和

电视节目这样普通场合中的暴力与血腥信息，未

成年人都会受其影响，进而实施暴力行为，更何况

是其他特殊场合。对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２０１９
年出台了《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

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团体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发布了《网络游戏适龄提示》，根
据未成年人的生理特征、认知能力、道德水平，在

分级上规定了“８＋”“１２＋”“１６＋”等技术标准，对
应的层级不能出现暴力、性暗示、恐怖与血腥等元

素，否则不予通过。这表明，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

信息的危害性已经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但作为

更为严重的情形，即直接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

息的行为，却缺乏相应的严厉规制。

以向未成年人传播自残自杀信息为例，由于

未成年人对接受的信息不能进行有效的筛选、过

滤和遗忘，致使该群体接受的自杀与自残等危害

信息停留在脑海中，可能有意无意地就会想起某

个自杀或者自残的场景，进而容易进行模仿。例

如，江苏徐州一名８岁的小男孩和妹妹在家看电
视，小男孩对电视上自杀的情节非常好奇，遂找了

一根绳子，模仿电视中上吊自杀的情节，把绳子系

在窗棂上，将自己的脑袋伸了进去，最终导致死

亡③。即便是未成年人接受影视信息中自杀自残

等危害信息，仍然可能直接导致其进行模仿，何况

故意向未成年人传播自杀自残等信息。尤其是在

网络信息的加持下，网络相约自杀的信息具有极

强的蛊惑性，有的网站和“群聊”还会详细说明自

杀减轻痛苦的方式，对那些内心产生过自杀念头，

对现实持悲观态度，但又苦于没有勇气和方法的

未成年人而言，极易诱导未成年人做出冲动的行

为。在日本，网络集体自杀已成为日本青少年热

衷的自杀方式。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所言，自杀可

以由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这种传染性是毋庸

置疑的④。

２．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的间接危害
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即便未直接引发

未成年人犯罪，也会基于严重损害未成年人的心

理健康，影响未成年人的认识，进而增加社会不安

定因素。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遭受侵害后，容易实

施违规违纪、夜不归宿、抽烟酗酒、离家出走、结交

不良青年等一般不良行为，进而继续实施像打架

斗殴、强拿硬要、参与赌博等违法行为，在此基础

上容易实施犯罪行为。据统计，未成年人犯罪前，

７０％多的人实施了一般不良行为，６０％多的人实
施了违法行为⑤。淫秽、色情、暴力、邪教、迷信、

赌博、引诱自残自杀、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

义等危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信息首先会诱发未

成年人好奇心，一部分未成年人接触相关信息后，

可能会觉得恶心、低俗、变态，进而自发产生对此

类信息的抗拒心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未成

年人的心理健康，对相关事物产生“童年的阴

影”，甚至较长时间内产生悲愤、暴躁、恐惧、不安

之感，进而做出一些“反常举动”，增加社会不安

定因素。另一部分未成年人接触相关信息，可能

会有新奇、刺激、兴奋之感，甚至以积极主动接受

相关危害信息作为消遣和娱乐的方式。这些信息

严重影响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致使

未成年人可能对核心价值观产生背反和排斥心

理，试探性地实施一些不良行为。有的直接实施

刑事违法行为，使家庭、学校、社会产生不稳定因

素，需要进行专门矫治教育。还有一部分未成年

人接触危害信息后，认可危害信息中传递的扭曲

价值观，甚至会进一步在朋友同学间传播，与同学

和朋友“搭伙作案”、共同犯罪，或者被恶势力和

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最终走上严重暴力犯罪的

道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未成年人群体中传

播危害信息，都可能在未成年人心中种下“邪恶

的种子”，使未成年人本人和社会两受其害。

（三）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需要刑法提前

介入

刑法保护前置化，又称保护法益早期化、提前

３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两小孩模仿 ＧＴＡ，手持 ＡＫ－４７和霰弹枪与警员对射！》，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ｉｌｉｂｉｌｉ．ｃｏｍ／ｖｉｄｅｏ／ＢＶ１Ｗｄ４ｙ１ｗ７Ｂｃ／？ｐ＝６４＆ｖｄ＿ｓｏｕｒｃｅ＝
２２ｃ７９７ｃ５９６２５２ｅ７ａ９１５ａａａ４８４ｆ６１ｄ１２３。

《“喜羊羊暴力”案：原告举证灰太狼被煮过８３９次》，中国新闻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ｆｚ／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５６３６７０５．ｓｈｔｍｌ。
杨秀清：《未成年人自杀的原因分析及预防措施》，《科教文汇（上旬刊）》２０１２年第１６期。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１８页。
路琦，董泽史，姚东，等：《２０１３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下）》，《青少年犯罪问题》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化或者刑事处置前置化，其含义是对传统的具体

生活利益的保护提前，不用等到发生侵害，只要有

发生侵害的危险———哪怕是抽象危险，就能认可

刑法介入①。之所以需要刑法介入前置化，主要

是为了预防，尤其是预防和管控重大风险。这里

的预防不同于刑罚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而是

指危害结果出现的预防。而传统的刑法体系是以

核心犯罪（实害结果犯）为主轴构建的规范体系，

管控重大风险的规范是缺失的②，故防范和化解

重大风险必然需要刑事立法的前置化。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呈现活跃化、前置化的

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社会转型时期

伴随的大量“严重失犯”行为不断触碰着公众的

敏感神经，新型危害社会的行为时常涌现，需要刑

法予以及时回应，以遏制新型危害行为对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的侵害。二是新型技术的发展，导致

以往行政监管手段疲于应对，难以从根本上制止

以新型技术为依托的新型犯罪③。三是互联网和

智能通信设备的普及，大量典型的“失犯行为”从

幕后移至“幕前”，人民群众对人身安全、财产安

全、秩序安全与公共安全的期待比以往任何时期

都要高，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积极，刑法必须要回应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

保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道路上的安全”

“钱袋子安全”“菜篮子安全”，不得不将刑事立法

作为保护权益与强化规范秩序的重要手段，并且

将其适当前移。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主流观点

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如若仍然采取消极刑

法观，就会变得不合时宜，只有采取积极刑法观，

利用刑法积极保护法益，才能符合法益保护的

要求④。

通过上述分析，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无

论未成年人对危害信息是持抗拒、接受还是支持

的态度，传播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行为，需要刑法介

入前置化。这样规定的理由在于：一是因为未成

年群体心智不成熟，内心较为脆弱，即便未成年人

拒绝接受危害信息，在拒绝接受之前，只要其看到

危害信息，就已经对未成年人心理造成了伤害，造

成其厌恶、恶心、不安与恐惧，妨害其健康成长，有

的甚至会使未成年人产生精神疾病。二是如果未

成年人接受危害信息，危害信息的内容会影响未

成年人的三观，进而可能致使未成年人做出一些

违规违法行为，使其看待问题极端，情绪冲动，增

加社会不安定因素。三是如果未成年人接受危害

信息之后，认可危害信息的内容，危害信息的内容

可能会诱导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基

于双向保护的理念，即便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

仍然是社会的“受害者”。因此，从双向保护的角

度来看，也有必要从源头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禁

止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四是低龄未成年人

无法判断危害信息的内容，也不能正确认识危害

信息内容的反社会性，也可能出于好奇而单纯地

模仿危害信息中的行为，使低龄未成年人“自陷

风险”，对其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重大隐患。

不难发现，只要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就

属于一种危险行为，这类行为引发的危险符合刑

法中危险的概念，即只要实施构成要件中的行为，

就具有抽象意义上的危险性，无须法官根据具体

情况进行判断⑤。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在抽象危

险犯和具体危险犯中还有一种准抽象危险犯，要

达到“足以危害……”的程度，或者要求对行为对

象和性质有所要求⑥。至于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

信息属于抽象危险还是准抽象危险，即使二者在

具体证明程度或是否允许反证的层面上存在差

异，但都表明刑法介入该领域时，不能根据传统的

“以结果发生为主轴”的立法模式进行考量。因

为，如果等到危害信息已经侵蚀、污染了未成年人

的精神，甚至使其走上犯罪道路之后，再进行规制

已经于事无补。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

来，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保护，应当以风险防控

为主，强调对未成年人心理的前置保护。

（四）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需要行刑衔接

综合治理

保护成年人心理健康与合法权益，既不能仅

靠某一部门“单打独斗”冲锋在前，也不能寄托于

某一部门法能够一劳永逸，而是要基于综合理念，

注重各部门与部门法明确分工，有序衔接。综合

保障、综合治理、综合防控、综合监管、综合审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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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宏：《法益论的研究现状和展望》，《人民检察》２０１３年第７期。
姜敏：《刑法预防性立法：罪型图谱和法治危机消解》，《政法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周光权：《论通过增设轻罪实现妥当的处罚———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再阐释》，《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张明楷：《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现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陈京春：《抽象危险犯的概念诠释与风险防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陈洪兵：《准抽象危险犯概念之提倡》，《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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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应有之义。对此，《国

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与合法权益要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要构建

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

护、司法保护“六位一体”的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格局。其中，政府保护和司法保护主要是行

政保护和刑事保护。综合保护未成年人就应当延

伸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个部门法，形成各部

门法联动的法律保护体系①。目前，我国保护未

成年人的行政法规范已较为健全，像行政处罚、治

安管理处罚、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产停业

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等措施的适

用条件已经较为成熟。但是，在刑事保护方面，如

上文所述，缺乏相应的罪名。在行政不法和刑事

不法的衔接上，刑事保护还存在立法上的欠缺。

这表明我国缺少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专门、独立

的顶层法律支撑，尚未形成全部门联动的整体性

系统改革②。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２０条规定，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发现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

告；第７９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网络产
品、服务含有危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信息，有权

向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或者网信、公安等部门投

诉、举报；第１２９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条例》第５８条也规定，违
反本条例规定，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虽然《未成年人保护

法》和《条例》都明确禁止任何人、机构或者组织

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且规定了行政不法与

刑事犯罪的衔接条款。但是，从现有刑法规范来

看，刑法中缺乏对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严重

损害其心理健康的规制，致使相关行刑衔接条款

缺乏刑法上入罪的依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也可能只是一个“象征性条款”。从行

政不法和刑事犯罪的衔接来看，也有必要针对向

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的行为增设新罪，以实现

行政不法与刑事犯罪的有序衔接。行刑衔接包括

“由行到刑”和“由刑到行”两个部分，既要避免

“以罚代刑”，也要防止“以刑替罚”③。在现有刑

法罪名体系下，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只要不

符合煽动、教唆与引诱类的犯罪，无论对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造成何种损害，都难以追究刑事责任，这

在行刑衔接上出现缺位，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保

护不利，存在明显的处罚漏洞。

三　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行为的
入罪路径

建言增设新罪，必须处理好刑法与非刑法之

间、刑法内部各罪名之间的关系，否则将会产生立

法虚置现象，影响刑事立法的权威性④。换言之，

增设新罪既要注重刑法与其他法的协调，保持法

秩序的相对统一性，又要在刑法体系内，使增设的

新罪与其他罪名之间保持协调，妥善解决新罪在

刑法中所处的章节位置、罪状设置与入罪门槛的

问题。

（一）章节定位

我国现有刑法以保护法益的不同类型为标

准，将所有罪名共分为十章。增设向未成年人传

播危害信息罪究竟应当置于哪一章节，主要取决

于该类行为侵犯的法益，因为刑事立法以不法构

成要件所要保护的法益为准，将保护相同或相类

似法益的不法构成要件同列在一个罪章之中⑤。

如果认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属于集体法益，则可

能将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罪置于第二章或者

第六章之下，如果认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属于个

人法益，则应当将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罪置

于第四章之下。本文认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属

于集体法益，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正常发展秩序

法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理由如下。

第一，集体法益对应的是积极自由的基本权

利，其与基本权利中的社会权和收益权紧密结合，

只是不能体现对公民生命、健康、财产等权利的直

接保护，但将保护的权利提到了个人权利的前端，

是对个人权利实现的条件进行保护⑥。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一旦受到侵害，将产生不可逆的危害，因

此，刑法需要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正常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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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谦：《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建构路径》，《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姚建龙：《晚近国外少年司法改革趋向与中国之少年司法改革》，《社会科学家》２０２３年第８期。
武晓雯：《行刑衔接机制的基本问题》，《中外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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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小强：《实质法益理论的宪法诠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秩序，不能局限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本身。

第二，从集体法益的角度来看，某种状态或者

条件是否属于集体法益，以及集体法益是否值得

刑法保护，需要以个人法益为核心进行判断①。

换言之，判断是否属于集体法益需要考量该法益

是否是所有人需要现实保护的，显然，未成年人的

心理健康是国家、社会和所有公民的责任，符合集

体法益的可还原性。

第三，是否属于集体法益的关键在于，通过累

积行为能否直接或间接侵犯个人其他法益。对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而言，单独、偶尔传播一次危害信

息，不一定会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但如果

多次累积传播，由于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必然会

严重侵害其心理健康，进而侵犯与未成年人相关

的其他法益。

第四，是否属于集体法益，要判断对该法益的

侵犯是否会使集体法益的局部或者部分受到侵害

或者存在具体危险②。对某一个未成年人传播危

害信息，虽然只是直接侵犯单个未成年人的心理

健康，但是，未成年人群体之间存在“传染性”，故

侵害一个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会对相关未成年人

的心理健康造成具体危险。

由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正常发展秩序属于

集体法益，增设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罪应置

于刑法第六章第一节之下，作为刑法第２９１条之
二。事实上，德国刑法第１３１条就规定了向未成
年人传播暴力信息罪，德国刑法将该罪置于第七

章针对公共秩序的犯罪行为之下。

（二）罪状表述

所谓罪状，是指罪刑式法条对某种具体犯罪

构成特征的描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对犯罪构成特征进行描述，二是对相应的法定刑

进行描述③。换言之，罪状既要包括假定条件，也

要涉及法律后果。基于刑事立法的概括性与明确

性要求，立法表述应当尽量精准和简练，由于《未

成年人保护法》和《条例》明确规定了危害信息的

内涵和外延，故在罪状中无须对危害信息进行具

体描述。

关于法益侵害的描述，本罪宜按照具体危险

犯的罪状进行设置，即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

危害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的。虽然我国刑法中也

不乏“足以造成……危害”的罪状表述，但本罪罪

状不宜规定为“足以危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这是因为，像假药、劣药，足以造成危害人体健康，

是可以通过科学检测加以证明的，但是，向未成年

人传播危害信息，不同年龄段、不同个体对危害信

息的反映可能并不相同，这与未成年人的心理发

展情况有关。如果规定足以危害未成年人的心理

健康，则难以证明。由于刑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应当前置化，故本罪中的“危害”应理解为对未成

年人产生了心理健康的事实上的危险，无须达到

已经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的程度。

关于本罪与其他罪名的关系，本文认为，是一

般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本罪侵害的法益是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相关罪名除了侵害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之外，还侵害了其他法益。例如，刑法第

１０３条的煽动分裂国家罪，如若煽动的对象是未
成年人，必然也传播了危害信息，但其在传播危害

信息的基础上，危害了国家安全，故属于特别法

条。又如，刑法第３４７条规定的教唆未成年人走
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不仅向未成年人传播了

危害信息，还妨害了毒品管理秩序。再如，刑法第

３５３条引诱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必然造成向
未成年人传播了危害信息的后果，也侵害了未成

年人的身体健康和毒品管理秩序。

关于刑罚幅度的设置，本罪第一档法定刑宜

设置为２年下以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当下，在我
国积极增设新罪的背景下，主要是增设轻罪，而轻

罪一般以法定最高刑３年为标准。如果将本罪第
一档法定刑设置为２年以下，既符合轻罪立法背
景，也能够与其他特别罪名的法定刑保持协调。

因为其他特别罪名的第一档法定刑是３年以下有
期徒刑，其他罪名在传播危害信息的基础上，又侵

害了新的法益，故本罪第一档法定刑应当轻于其

他特殊罪名，以２年以下为宜。如果不仅危害未
成年心理健康，还造成未成年人死亡等严重后果

的，则应增加第二档法定刑，即２年以上７年以下
有期徒刑。同时应当规定，犯前款行为，同时又构

成其他犯罪的，按照处罚较重的条款处罚。

（三）出罪事由

信息流通与数据流通是数据时代的主题，增

设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罪不能妨害信息的正

常流通。有的信息虽然表面上具有一定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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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法学评论》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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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如果是出于时势与历史报道的需要，则不能

作为犯罪处理。事实上，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１３条规定，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
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个人信

息处理方可以处理个人信息。同理，即便是信息

中还有一定的危害元素，但使用信息的目的在于

新闻报道或者学术研究，则属于违法阻却事由。

在游戏、影视、短视频、二次创作视频、动漫图画等

正当行业领域，打斗情节和相关暴力情节是无法

避免的，也必须符合相关行业的行业规范与技术

标准，如果故意超出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严重损

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可能构成本罪。当然，还

应当区分未成年人是主动搜寻还是被动接受，如

果并未向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且尽到了合理

注意义务，设置了一定的传播条件，但未成年人主

动搜索，四处寻找，通过编造虚假条件，查找相关

危害信息的，信息提供者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结语

为实现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形成上下衔接

贯通、部门协调联动的体制机制，完善与未成年人

保护法相衔接的法律法规体系，显著增强全社会

关心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氛围的总体目标，刑

法增设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基础罪名势在必

行。目前，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保护

在规范内容上仍存在零散性、滞后性与不彻底性

等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总体目标的实现。在未来，我国立法机关应

重视现行刑法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保护的缺陷，

尽快通过刑法修正案予以修正和完善。

与对未成年人直接实施侵害行为相比，向未

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侵害

更具有隐蔽性、长期性与全面性。刑事立法应当

切断危害信息流向未成年人的传播渠道，增设向

未成年人传播危害信息罪。在章节安排上，由于

本罪保护的法益是未成年人群体的心理健康，属

于集体法益，宜置于刑法第六章第一节之下，作为

刑法第２９１条之二；在本罪的罪状设置上，宜构造
具体危险犯的罪状，危害信息的内涵可根据《未

成年人保护法》第５０条予以确定，为保持与相关
罪名的协调，第一档法定刑应设置为２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在出罪事由上，应构建信息正常

流通的出罪事由。

Ｏｎ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ａｒｍｆｕ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ｉｎｏｒ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ｏｒｓＯｎ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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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ｄｄｅｄ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ｓｏａｓ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ｃｕｔｏｆ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ｌｏｗｏｆｈａｒｍｆ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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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

如何影响绿色投资？

董丹丹
（辽宁大学 金融与贸易学院，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６）

摘　要：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会影响绿色投资。利用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方
法，从企业年报文件中提取信息，测度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标，检验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

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上升会显著抑制企业绿色投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政策不确

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抑制作用在制造业企业、低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国控点”企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

表明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从而减少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企业融资约束和投

资不可逆程度均会强化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

知对绿色投资的影响，为降低企业感知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以增加绿色投资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企业绿色投资；文本分析；风险承担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３８－１１

　　一　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系列高污染和高

耗能产业诱发的污染排放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２０２２年全球环
境绩效指数（ＥＰＩ）报告》显示，我国的环境绩效指
数在参评的１８０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 １６０位，
远远落后于丹麦、英国、芬兰和瑞典等国家。党的

二十大报告首次从战略高度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

对中国式现代化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

确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时代意义。各级政府也将生态文明建设放

到现代化建设的突出位置，更多追求经济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但是环境政策的制定受自然因素、

产业结构变动等因素的影响，由这些影响因素带

来的环境政策波动变化和调整改革会使经济主体

无法确切预知政府对现行环境政策的调整意向，

从而导致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强。

企业投资行为会因感知政策的不确定性程

度变化而进行调整。绿色投资是企业将各类有

限资源投入绿色技术研究和可再生资源开发等

方面，在降低能源消耗的同时提高资源的利用

效率，进而更好地实现污染治理。但考虑到污

染排放和绿色创新外部性的问题，企业主动进

行绿色投资的激励会变小，尤其是考虑到环境

政策调整及实施的不确定性后，企业会更加谨

慎地进行绿色投资。当感知环境政策不确定程

度上升时，缺乏了外部环境政策的强约束，企业

绿色投资激励较小，基于绿色投资较高的成本，

企业可能会立即缩减绿色投资。当感知环境政

策不确定程度下降时，企业担心不进行绿色投

资会受到处罚，面临着较强的环境约束，会主动

进行绿色投资。目前学界尚未厘清环境政策不

确定性感知是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投资的，因此

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本文聚焦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

投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

现阶段的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不确定性对企

业绿色投资影响以及环境政策对绿色投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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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较少学者考虑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影

响，因此，本文将重点研究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

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厘清其中的传导机制和

调节机制，拓展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应的研究，并

进一步明确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其

次，深入探讨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如何影响企

业绿色投资，有助于我们不断加强环境政策制定

的透明度与有效性，积极推动企业绿色投资，有效

降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为企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

响，从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推动“双碳”目

标实现。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从

政策不确定性感知角度揭示了环境政策的经济效

应，国内外对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更多地关注经

济政策不确定性，本文则是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

感知出发深入研究其对企业绿色投资产生的影

响，更为全面地评估了环境政策经济效应，拓展了

企业绿色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后续合理

制定环境政策并确定其实施提供了经验借鉴。第

二，探索了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影响企业绿色

投资的理论机制，企业感知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上

升会造成企业风险承担能力降低，不利于企业绿

色投资的开展。第三，利用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

以及手工收集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采用文本挖

掘方法，构建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标。

以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机制变量、企业融资约束

和投资不可逆程度为调节变量，实证检验环境政

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识别环

境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投资影响的传导机制

和调节机制。

二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关系的研究，另一类是

环境政策与企业投资关系的研究。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关系

研究

不少学者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微观

企业经营活动。在企业投资方面，学者普遍认为

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投资。

Ｇｕｌｅｎ等发现因为投资的不可逆转性，政策的不
确定会促使企业采取战略性预防措施，从而减少

企业投资，这种关系在投资不可逆转程度较高的

公司和更依赖政府支出的公司表现得更加突

出①。Ｋｈａｎ等证实不确定性对研发投资产生负
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关系在竞争性行业运营的

公司更为突出，对拥有更多内部资源和更好的外

部融资渠道的大公司来说，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得到了缓解②。聂辉华等开创性地构建了企业政

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标，并分析了其对企业投资和

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验证了企业感知政策不确

定性的上升显著减少了企业实业投资并增加金融

资产配置的结论③。李凤羽等指出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的上升会减少企业的投资，且该抑制作用在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更强，并且机构持股比例等
因素能够强化这种抑制作用的力度④。邵林等重

点探讨了董事网络可能带来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

业投资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⑤。与前述研究不

同，顾夏铭等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提高上

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水平，提高专利申请量⑥。李

敬子等强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能够促进企业的研

发投资，主要作用机制是政府补贴、企业出口以及

融资约束等⑦。张成思等发现，当企业感知货币

政策是较为积极的政策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

知对企业实业投资的抑制作用被显著弱化⑧。

（二）环境政策与企业绿色投资关系研究

现有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解决很多环境问

题，即使可以解决也是以耗费高额成本为代价，因

而对力求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而言，环境治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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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公共产品的吸引力是有限的①。因此，如果想

要绿色投资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就需要政府

对现有的资源配置方式进行干预，推动企业转变

原来污染技术水平较高的化石能源消费方式，增

强清洁能源的技术研发力度，进而构建资源回收

与循环再利用的经济模式。

Ｅｙｒａｕｄ研究发现引入碳定价计划或“上网电
价”会对绿色投资产生积极而显著的影响。陈宇

峰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在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的

积极关系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政府补贴和研

发投入对绿色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有

限②。原毅军等证实了政府环境政策是影响环保

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政府缺少经济激励措

施与环境管制政策，排污企业便缺少主动治理污

染的积极性③。陈东等研究发现外部环境规制强

度上升显著推动企业环保投资，当环境规制强度

下降时，企业党组织可发挥环境自律的替代作用，

不仅可以推动企业绩效的提升，也可以放大环保

投资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④。姜英兵等指出环

保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

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中，这种有利影响可以通过

压力效应与激励效应两种传导机制实现，并且企

业环保投资短期内能有效促进工业废物减排，但

不利于提升企业价值⑤。张梅等基于门槛效应模

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证实了环境规制强度正向影响

上市公司绿色投资，但存在单门槛效应⑥。

综合上述研究发现，较多文献关注了政策不

确定性、环境政策与企业投资的关系，但环境政策

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

少。王慧等利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污染密集型上市
公司数据，构建了“Ｅ－Ｓ－Ｃ－Ｐ”研究范式，发现环

境政策不确定性有利于污染密集型企业进行绿色

创新⑦。该研究为本文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现有

研究多未考虑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导致评

估环境政策效果时的高估。而且王慧等在构造环

境政策不确定性指标时，并未考虑不同企业对环

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差异，而事实上不同企业

感知的政策不确定性有显著差异⑧。不考虑这种

差异没有办法解释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

将不能对环境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准确评估，同时也

会导致不能清晰识别企业绿色投资的关键因素。

因此，本文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构造了企业环境

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标，分析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

性感知对绿色投资的影响，丰富了环境政策经济效

应评估以及企业绿色投资变化等相关研究，为环境

政策制定和企业绿色发展提供经验指导。

三　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影响企业
绿色投资的理论机制

（一）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绿色投资

环境政策制定的目的在于调节企业生产经

营，减少污染排放，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与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⑨。实践中，可能制定的环境政策还

没来得及生效，环境却发生了变化。还有可能数

据收集不够及时和准确，导致环境政策的执行力

度不够。这些变化均会导致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

存在不确定性。同时考虑到环境政策的波动和不

断调整，企业对环境政策预期也在不断变化，感知

的不确定性程度也会上升瑏瑠。

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会影响企业对未来经

济发展的判断，加剧企业绿色投资未来收益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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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从而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第一，从企业管

理层的视角考虑，尽管不同类型的管理层对不确

定风险反应存在差异，但多数管理层会采取不确

定性规避行为①，减少绿色投资。这是因为环境

政策的不确定性使他们对环境政策发展趋势难以

准确判断，而绿色投资又具有高投入和高风险特

征，当感知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上升时，为了尽

量降低绿色投资可能的损失及收益不确定性，减

少绿色投资成了管理层的最优选择。第二，从企

业投资预期收益来看，绿色投资周期长、成本高、

可逆性低，企业会将此类投资视为实物期权②。

当感知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绿色投资前景

不明朗，延缓投资的期权价值更大③，企业更倾向

于等待并减少投资。第三，从企业融资成本来看，

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投资失败的可能性更

大，金融机构以及风险投资等投资方会谨慎对该

企业进行投资④，进一步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企业可能会放弃部分投资，尤其是会减少投资规

模大、周期长和风险高的投资，比如绿色投资和创

新投资等⑤。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Ｈ１。
Ｈ１：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上升

会抑制绿色投资。

（二）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风险承担能力

与企业绿色投资

企业风险承担反映了企业在决策过程中对收

益波动程度的偏好，表明企业在追求高利润的同

时愿意付出代价⑥。较高风险承担能力的企业偏

向于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会有较多的绿

色投资；较低风险承担能力的企业偏向于投资

低风险的项目，会有较少的绿色投资。企业感

知的环境政策较强不确定性会改变股东或者其

他企业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与未来预期，从而影

响绿色投资。

其一，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上升

会增加企业未来的融资成本，进而降低企业风

险承担水平，抑制绿色投资。环境政策不确定

性上升时，企业绿色投资收益不确定性大幅提

高，金融机构和风险投资等投资者考虑到企业

绿色投资的潜在风险会减少对企业投资，企业

融资成本上升，企业用于应对风险的资金减少，

风险承担能力减弱，企业会削减收益不确定性

程度较大的绿色投资。

其二，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可

能令企业高估未来损失，导致风险承担水平的下

降⑦。企业期望通过投资高风险绿色项目获取更

高的回报，需要有较高的风险承担水平。但当企

业感知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高风险的

绿色投资项目可能产生较大损失，从而降低企业

风险承担能力。为规避损失，企业会从高风险、高

收益的投资项目转向低风险、保守型的投资项目，

减少绿色投资。

其三，信息缺失以及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可能

会动摇职业经理人的信心，他们往往倾向于搜集更

多信息摸清情况再做决定，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能

力。Ｄ’Ｏｒａｚｉｏ等认为风险厌恶的管理者会随着个
体特异风险的增加而减少企业投资。由于管理者

的风险厌恶程度会受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而

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会令企业面临更多的市场风险，

并会冲击企业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所以风险厌恶的

管理者将调整预期，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企业绿色

投资作为企业投资的一部分自然也会有不同程度

的降低⑧。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Ｈ２。
Ｈ２：企业感知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上升，

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从而抑制绿色投资，即

风险承担能力是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影响

绿色投资的重要机制。

（三）融资约束以及投资不可逆程度的影响

企业绿色投资离不开资金支持，融资约束对企

业绿色投资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环境政策不确定

性程度上升，投资者会对企业开展绿色投资进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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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ｅ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９（１６０）：２５－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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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考虑到绿色投资潜在的风险，投资者会索要

更多的风险补偿，进而增强企业融资约束，在该情

形下企业会进一步减少绿色投资①，以获取投资人

更多的信任。还有对企业发展而言，绿色投资具

有投资大、风险高和成本回收时间长等特征②，企

业投入该类投资的激励本就不强，当环境政策不

确定性程度上升时，绿色投资的收益不确定性程

度会进一步提高，若面对强融资约束，企业必然会

减少绿色投资，直到未来环境政策具有足够的确

定性。这也就意味着，融资约束会强化环境政策

不确定性感知程度上升的绿色投资抑制效应。

企业投资项目具有不可逆转性，一般而言，专

用性越强的投资不可逆程度越高③。对不可逆程

度更高的投资，企业投资会更加谨慎。企业将通

过比较现下与未来投资盈利的差异来决定最佳投

资，在企业投资极端完全可逆的情况下，企业的投

资决策并不会受到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等外部环境

的影响。Ｄａｓｇｕｐｔａ等研究各经济体政策环境不确
定性对企业投资不可逆程度的影响，发现不确定

的监管政策会增强投资的不可逆性，进而提高等

待期权价值，造成投资更大幅度被削减④。绿色

投资具有投资周期长的特征，其投资不可逆程度

较高，企业在进行绿色投资时会充分考量环境政

策可能对绿色投资的影响。当企业感知环境政策

不确定程度较高时，绿色投资的前景更加不明朗，

且考虑到绿色投资较高的不可逆程度，企业更加

可能延缓投资，减少绿色投资⑤。特别是，当企业

已经有大量不可逆投资时，面对环境政策不确定

性带来的绿色投资收益不确定，企业会进一步减

少绿色投资。因此，企业投资的不可逆程度会进

一步强化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绿色投资抑制效

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Ｈ３。
Ｈ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以及投资不可逆程

度会强化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绿色投资抑

制作用。

四　计量模型、数据来源和指标测度
（一）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了如下基准模型用于检验环境政策

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

ＥＰＩＦｉｔ＝α０＋α１ＥＰＵｉｔ＋α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φｉ＋φｔ＋εｉｔ
（１）

参考江艇⑥提出的机制检验方法，在模型（１）
的基础上，我们构建如下模型检验企业风险承担

能力机制：

Ｒｉｓｔａｋｉｎｇｉｔ＝γ０＋γ１ＥＰＵｉｔ＋γ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φｉ＋
φｔ＋εｉｔ （２）

为了检测融资约束以及投资不可逆程度在环

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中的

作用，构建如下模型：

ＥＰＩＦｉｔ＝β０＋β１ＥＰＵｉｔ＋β２ＳＡｉｔ＋β３ＥＰＵｉｔ×
ＳＡｉｔ＋β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φｉ＋φｔ＋εｉｔ （３）

ＥＰＩＦｉｔ＝β０＋β１ＥＰＵｉｔ＋β２ＩＲＲｉｔ＋β３ＥＰＵｉｔ×
ＩＲＲｉｔ＋β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φｉ＋φｔ＋εｉｔ （４）
其中，ｉ表示企业，ｔ表示年份，ＥＰＩＦ代表企业绿色
投资，ＥＰＵ代表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
度，Ｒｉｓｔａｋｉｎｇ代表企业风险承担能力，ＩＲＲ代表企
业的投资不可逆程度，ＳＡ代表企业融资约束，
Ｃｏｎｔｒｏｌ则是其余控制变量，包括股东权利、机构
持股比例、公司规模、财务杠杆、资产报酬率、年末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公司成长率、上市年限和托

宾Ｑ等其他影响企业绿色投资的关键变量。面
板模型识别的关键是企业内变动，控制了企业不

随时间变化的固定特征以及宏观年度层面可能影

响企业绿色投资和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变量，即

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ｉ和年份固定效应 ｔ。允
许２位码行业层面不同企业的干扰项存在相关
性，我们将标准误聚类到２位码行业层面。

（二）指标测度

１．被解释变量
企业绿色投资（ＥＰＩＦ）。本文参考张琦等⑦的

２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Ｓ，ＳｉｍＪＷ，Ｚａｋｒａｊｅｋ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
ＰｏｐｐＤ，ＮｅｗｅｌｌＲＧ，ＪａｆｆｅＡＢ．“Ｅｎｅｒｇｙ，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

（２）：８７３－９３７．
聂辉华，阮睿，沈吉：《企业不确定性感知、投资决策和金融资产配置》，《世界经济》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Ｓ，ＭｏｄｙＡ，ＲｏｙＳ，ｅ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ｘｆｏｒｄ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１，２９（２）：１７３－１８７．
ＰａｎｏｕｓｉＶ，Ｐａｐａｎｉｋｏｌａｏｕ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ｔｉｃＲｉｓｋ，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２，６７（３）：１１１３－１１４８．
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张琦，郑瑶，孔东民：《地区环境治理压力、高管经历与企业环保投资———一项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２０１２）〉的准自然实验》，

《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第２７卷 董丹丹：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如何影响绿色投资？

研究，以关键词形式对相关投资进行筛选，即本文

所研究的绿色投资范围包括含有相应关键词类别

的投资。手工搜集上市企业年度报告，将在建工程

明细表中与污染预防、生态环境治理、绿色生产等

相关的投资支出项，如脱硫脱硝、污水处理、节能、

除尘、废气废渣处理、环境治理、生态恢复、清洁化

生产等项目数据加总处理，取得企业当年的绿色投

资支出数据，并除以期末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

２．解释变量
企业感知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ＥＰＵ）。

借鉴聂辉华等①以及何超等②构建企业政策不确

定性指标的思路，依据上市公司企业年报，利用文

本分析方法构建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

标。我们定义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用户词

表如表１所示。采用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句子中不
确定性词语占总词语数量的比例来表示企业环境

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

进一步使用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句子占总句子的比

例来测度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

表１　衡量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关键词

标准 关键词

环境政策

环境／环境政策／环保／环境规制／环境保护／
污染防治／气候／气候风险／气候变化／环境保
护税／环境税／排污税
环保部门／生态环境部／环保局
二氧化碳／ＣＯ２排放／能耗／减排／排污／生态／

绿色／低碳／空气／二氧化硫／ＰＭ２．５／绿色能
源／碳中和／碳达峰／双碳

不确定性

不确定／不明确／波动／震荡／动荡不稳／未明／
不明朗／不清晰／未清晰
难料／难以预料／难以预测／难以估计／难以预
计／不可预料／不可预测／不可预计
无法预料／无法预测／无法预计

３．机制变量
企业风险承担（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参考已有文献

的典型做法③，运用企业在观测时段内总资产收

益率（ＲＯＡ）未来三期滚动标准差衡量企业风险
承担水平，其中，ＲＯＡ＝息税前收益／总资产。具
体方法如下：采用公式（１）、（２）的计算方法，将每
三年（ｔ－２年至 ｔ年）视为一个观测时段，接着分

别滚动计算经行业调整后的 Ｒｏａ（Ａｄｊ＿Ｒｏａ）的标
准差和极差，同时借鉴 Ｃｈａｎｅｙ等的做法④，将上
述计算结果乘以 １００得到能衡量企业风险承担
水平的 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指标，这种处理方式可以在不
影响显著水平的基础上，使结果更加直观。

Ａｄｊ－Ｒｏａｉ，ｔ＝
ＥＢＩＴｉ，ｔ
ＡＳＳＥＴｉ，ｔ

－１
ｘ∑

ｘ

ｋ＝１

ＥＢＩＴｉ，ｔ
ＡＳＳＥＴｉ，ｔ

（６）

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ｉ，ｔ＝

１
Ｔ－１∑

Ｔ

ｔ＝１
（Ａｄｊ＿Ｒｏａｉ，ｔ－

１
Ｔ∑

Ｔ

ｔ＝１
（Ａｄｊ＿Ｒｏａｉ，ｔ）

２｜Ｔ＝
槡

３（７）

４．调节变量
融资约束（ＳＡ）和投资不可逆程度（ＩＲＲ）。常用

衡量融资约束的指标有ＳＡ指数、ＫＺ指数和ＷＷ指
数，本文使用ＳＡ指数。与两个指数相比，ＳＡ指数的
优点在于：计算ＳＡ指数所用的变量更具外生性，而
其余指标均包含的变量内生性较强。具体计算方式

为：ＳＡ＝０．７３７×Ｓｉｚｅ＋０．０４３×Ｓｉｚｅ２－０．０４０×Ａｇｅ，其中，
Ｓｉｚｅ是企业规模，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表示，
Ａｇｅ是企业年龄。投资不可逆程度用企业固定资
产和年末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该比值越大说明

企业投资不可逆的程度越大。

５．其他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在微观层面上大致控

制了企业的财务指标和基本信息，主要包括股东

权利、机构持股比例、公司规模、财务杠杆、资产报

酬率、年末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公司成长率、上

市年限和托宾Ｑ。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
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

国家统计局、万德数据库与国泰安数据库。

（三）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为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沪深 Ａ股上市公
司数据，在剔除主营业务及企业性质发生重大变

更的公司、ＳＴ类公司、金融行业的公司、某些控制
变量指标缺失的公司以及样本区间中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未披露和披露不连续的企业后，得到包含

１４６个企业的１４６０个观测值。本文绿色投资以
及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数据来自手工收集，其余

数据均来自 ＷＩＮＤ和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并将上述
数据结合巨潮资讯网、和讯网以及公司年报等的

３４１

①

②

③

④

聂辉华，阮睿，沈吉：《企业不确定性感知、投资决策和金融资产配置》，《世界经济》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何超，李延喜，徐润香：《企业不确定性感知对创新决策的影响研究》，《管理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张济建，于连超，毕茜，等：《媒体监督、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上海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ＣｈａｎｅｙＰＫ，ＦａｃｃｉｏＭ，Ｐａｒｓｌｅｙ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Ｆｉｒ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１，５１（１－２）：５８－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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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料交叉复核。同时，本文对数据进行双侧

１％缩尾处理以降低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五　经验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２所示为基准回归结果，模型（１）在控制
了核心解释变量，模型（２）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
入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模型（３）进

一步加入了影响企业绿色投资的其他控制变量，

模型（４）则在模型（３）的基础上控制了企业固定
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可以看出，模型（１）核心
解释变量环境政策不确定性（ＥＰＵ）系数显著为
负；模型（２）（３）和（４）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系数也
显著为负，说明在缓解了遗漏变量偏误后，企业感

知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上升显著抑制了企业的

绿色投资，验证了Ｈ１。

表２　基准回归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ＥＰＵ －０．００４４（０．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１（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３２９（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７（０．００１４）

ＳＳ 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９）

ＩＯ 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４）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２２） ０．１１１０（０．０３１８）

Ｌｅｖ ０．００５２（０．０３０８） ０．０７８５（０．０３４８）

Ｒｏａ ０．７０１０（０．３１８０） ０．８２８０（０．３３２０）

Ｃａｓｈ －１．２７１０（０．６９００） －１．４３３０（０．７３１０）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３）

ＴｏｂｉｎＱ ０．００４１（０．００４０） －０．０１０９（０．００６４）

Ｌｉｓｔｙｅａｒ ０．０１２８（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５３（０．０５２０）

＿ｃｏｎｓ ０．０２３２（０．００８２） ０．０７６５（０．０２６９） ０．１３００（０．０７１４） ２．４８４（０．５７２０）

企业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Ｎ １４５３ １４４９ １４５３ １４４９

Ｒ２ ０．００３２ ０．１２７０ ０．３３５０ ０．４８９０

　　注：、、表示１０％、５％、１％显著性水平，括号里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１．增加固定效应控制
前文我们已经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

定效应，但依然可能存在行业特定的差异以及行

业随时间变化特征的影响，若忽略了行业固定特

征以及行业随时间变化变量的影响，也可能会导

致估计结果偏误。我们在基准模型基础上，控制

了更加严格的固定效应，加入了３位码行业固定
效应和３位码行业－年份固定效应，结果如表３模
型（１）和（２）。在考虑行业不可观测异质性以及
行业随时间变化特征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系数

显著为负，表明在控制行业层面不可观测异质性

以及行业随时间变化特征后，企业感知环境政策

不确定性程度上升会显著抑制绿色投资，与基准

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２．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
为了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借鉴

了赵领娣等的研究方法①，以环保投资的自然对

数来代替企业绿色投资，结果见表 ３模型（３）。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企

业感知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企业环保投

资越少。

３．替换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
为了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借鉴

了何超等构建企业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指标的

思路②，利用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句子占总句子的

比例来测度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结

果见表３模型（４）。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基准回
归结果基本一致，企业感知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

度越高，企业环保投资越少。

４４１

①

②

赵领娣，王小飞，徐乐：《企业绿色投资降低了股价波动性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何超，李延喜，徐润香：《企业不确定性感知对创新决策的影响研究》，《管理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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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内生性讨论
为进一步缓解内生性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

参考Ｆｉｓｍａｎ等①构造工具变量的思路，使用相同
省份－行业的其他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
标的平均值为本企业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

工具变量。一方面，相同省份－行业的其他企业
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本企业环境政策不确

定性感知相关。另一方面，相同省份—行业的其

他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剥离出了影响本

企业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外生因素，不会

直接影响本企业的投资行为，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外生性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该工具变量识别的条件是共

同外生因素影响其他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

以及本企业不确定性感知，但也可能会有一些其

他非外生因素同时影响本企业绿色投资和环境政

策不确定性。尽管该工具变量不完美，但是其内

生性程度已经远远小于企业当期的环境政策不确

定性感知。借鉴 Ｎｅｖｏ等②构造不完美工具变量
的方法，我们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基础上，引

入了不完美工具变量估计。只要不完美工具变量

估计系数小于 ０，文中所使用的工具变量尽管不
完全外生，但仍然识别了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

感知对绿色投资的影响方向。

工具变量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见表３模型（５）
（６）。结果表明，其他企业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

感知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

知程度，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第一阶段 Ｆ值
为５８．５５，大于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弱工具变量临界值，拒
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识别不足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为 １２．２１，拒绝识别不足原假
设，说明工具变量有效。模型（６）结果显示，企业
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绿色投

资，这表明，在缓解了内生性偏误情况下，估计结

果依然稳健。不完美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如表３模
型（７）所示，尽管系数绝对值小于工具变量的回
归结果，但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说明企业环境政策

不确定性感知负向影响绿色投资效果显著。

５．反事实检验
在识别环境政策不确定对企业绿色投资因果

效应时，一个潜在的担忧在于同时性问题。可能

存在某些不可观测因素同时影响企业环境政策不

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绿色投资，导致环境政策不确

定性与企业绿色投资同趋势变动，从而导致结果

偏误。为了缓解该问题对结果的影响，我们将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回归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企业绿色投资，若是存在同时性问
题，则过去的企业绿色投资会显著影响到现在的

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回归结果见表３模型（８），可
以看到企业绿色投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相

同趋势问题的影响较小，并不会带来显著的估计

偏误。

表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增加行业

固定效应

增加行业－

年份固定

效应

替换被解

释变量

替换解释

变量
工具变量

不完美工

具变量

反事实

检验

ＥＰＵ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７）

ＩＶ
０．１３５０

（０．０１７６）

ＥＰＩＦ
－０．０６６０

（０．１２６９）

Ｎ １４４９ １３２１ １４４９ １４４９ １４４９ １２１６ １２１６ １３２１

Ｒ２ ０．４８９０ ０．６１７０ ０．７６６０ ０．４８９０ ０．７３４０ ０．５８９０ ０．５３３０ ０．８８００

　　注：所有模型均加入了控制变量并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模型（１）加入了行业固定效应，模型（２）加入了行业－年份
固定效应。

５４１

①

②

ＦｉｓｍａｎＲ，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Ｊ．“Ａｒｅ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ｌｌｙＨａｒｍｆｕｌｔｏＧｒｏｗｔｈ？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８３（１）：６３－７５．

ＮｅｖｏＡ，ＲｏｓｅｎＡＭ．“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９４（３）：６５９－６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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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异质性分析
１．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影响企业绿色投资

的行业差异

制造业企业是污染排放的主要来源，受到环

境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大。我们预期，相较于非制

造业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越强会更大程

度地减少制造业企业的绿色投资。根据证监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修订）》将企业所
属行业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估计结果见表 ４
模型（１）（２）。模型（１）（２）结果显示，环境政策
不确定性感知显著抑制了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

绿色投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显著，且制造业企业

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绝对值大于非制造业企业，说

明相较于非制造业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

对制造业企业绿色投资抑制作用更大。

２．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影响企业绿色投资
的技术差异

高技术行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污染排放相

对较少，受环境政策影响较小。环境政策变化对

其绿色投资影响有限，高技术行业的企业绿色投

资会相对较少，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也会更

小。参考张琦等①，我们将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

企业定义为高技术企业，其余企业为低技术企业。

表４模型（３）（４）为估计结果。模型（３）（４）结果
显示，ＥＰＵ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绿色投资，且高技
术企业核心解释变量的绝对值更小，表明相较于

非高技术行业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感知的环境

政策不确定性的绿色投资抑制效应更小，这与我

们预期一致。

３．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影响企业绿色投资
的产权差异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减少

污染排放等方面要率先垂范。与非国有企业相

比，国有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更

主动地承担环境保护政策性的功能，也会更加积

极响应政府制定的环保政策，加大企业绿色投资。

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小。我们将样本企业划分

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类，结果见表５模型
（５）（６）。可以看出，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企
业绿色投资，因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绿色投资的

负面效应在国有企业中相对更小。

４．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影响企业绿色投资
的政策强度差异

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对企业绿

色投资的影响也会因企业是否受到环保部门监管

而变化。当环保部门重点监管时，被监管企业需

要较多绿色投资来减少污染排放，但若环境政策

不确定性较高时，鉴于高昂的环保成本，被监管企

业会相机抉择，监管不严时就减少绿色投资，监管

严格时就增加绿色投资。这也就意味着被重点监

管企业绿色投资的变化会受到环境政策不确定性

的显著影响。相较于非监管企业，被监管企业的

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绿色投资抑制效应更显著。

基于此，以２０１０年关于印发《２０１０年国家重点监
控企业名单》的通知为依据，筛选出了非“国控

点”企业和 “国控点”企业，回归结果如表４模型
（７）（８）所示。可以看出，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
程度上升均会抑制 “国控点”企业和 非“国控点”

企业的绿色投资，且相较于非“国控点”企业，环

境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控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

响更大。也就是说，“国控点”企业对环境政策变

动更加敏感，当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会显著减少

绿色投资。

表４　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制造业 非制造业 高技术行业 低技术行业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国控点企业 非国控点企业

ＥＰＵ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２５５）

Ｒ２ ０．４２４ ０．０８５９ ０．２３９ ０．３６５ ０．４６４ ０．０５０３ ０．６９２ ０．０４６５
Ｎ １１３０ ３２３ ２１４ １２３９ ９１９ ５３４ ４０９ １０４４

组间系数差

异检验（ｐ值）
０．０３５０ ０．１５４０ ０．０６０ ０．２４４０

　　注：所有模型均加入了控制变量、并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下表同。

６４１

①张琦，郑瑶，孔东民：《地区环境治理压力、高管经历与企业环保投资———一项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２０１２）〉的准自然实验》，
《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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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机制检验
表５模型（１）（２）所示为机制检验结果。模

型（１）结果表明，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
越大，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越低。模型（２）结果则
说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投资，

当风险承担能力较强时，企业会增加绿色投资，当

风险承担水平较低时，企业会减少绿色投资。整

体而言，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

色投资的抑制作用主要是源于风险承担能力的变

化。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下降，绿色投资减少。验证了Ｈ２。
（五）进一步讨论

表５模型（３）为融资约束对环境政策不确定
性的绿色投资效应的影响，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显

著降低了绿色投资，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绿色投

资更少。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融资约束交互项

（ＥＰＵ×ＳＡ）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相较于融资约束
低的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感知环境政策不确定

性时，会更大程度地减少绿色投资。融资约束强

化了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绿色投资抑制效应。表

５模型（４）为投资不可逆程度对环境政策不确定
性的绿色投资效应的影响。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

企业投资不可逆程度的交互项（ＥＰＵ×ＩＲＲ）系数
显著为负，说明相较于投资不可逆程度低的企业，

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不可逆程度高的企业绿

色投资抑制作用更强，即投资不可逆程度也强化

了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绿色投资抑制效应。验证

了Ｈ３。

表５　机制检验及融资约束和投资不可逆程度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 ＥＰＩＦ ＥＰＩＦ ＥＰＩＦ

ＥＰＵ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８９５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０９９）

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１３０）

ＳＡ
－０．６１２０

（０．２１２０）

ＥＰＵ×ＳＡ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０５６）

ＩＲＲ
０．３０９０

（０．１９４０）

ＥＰＵ×ＩＲＲ
－０．０８７４

（０．０４９１）

Ｎ １４４９ １４４９ １４４９ １４４９

Ｒ２ ０．９７０ ０．５１５０ ０．４９８０ ０．４９２０

　　六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上市企业为研究样
本，分析了企业感知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影响

企业绿色投资的理论机制。利用文本挖掘方法，

构建了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标，采用多

维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识别了环境政策不确定性

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因果效应。主要结论如

下：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上升会抑

制企业绿色投资。在控制更高级别固定效应、替

换被解释变量、替换解释变量、工具变量估计以及

反事实检验下，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

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抑制作用存

在显著的行业、技术水平、产权和环境政策类型异

质性，该效应在制造业企业和“国控点”企业更

大。机制分析表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

上升，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从而减少绿色投

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企业融资约束和投资不

可逆程度均会强化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对

企业绿色投资的抑制作用。

（二）政策建议

深入研究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投资

的影响，有助于加强制定环境政策的透明度与有

效性，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鼓励企业绿色投

资，有效降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为企业发展带来

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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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考虑到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

投资的抑制作用，我们应该从源头降低环境政策

的不确定性，保持宏观环境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

性，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绿色投资的良好环境。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环境政策频繁调整

导致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抑制

作用比政府调整环境政策本身对企业绿色投资的

刺激作用更为显著。为了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国家在制定环境政策时，要更加多地实地调

研，制定长期透明的环境政策，为企业绿色投资创

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二，企业可建立环境政策变动的动态预警

机制，实时关注宏观环境政策的调整，确保及时转

变内部环保战略，力求降低风险误判引发的损失，

从而减少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抑

制作用。由于融资约束的存在，应当进一步拓宽

企业融资途径，适时提高资金供给水平，减轻企业

融资压力，这将缓解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

面影响。同时鉴于投资不可逆转性，政府可以对

绿色投资给予一定的补贴来减少市场摩擦，优化

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尽可能地减少投资不可逆程

度带来的负向冲击。

第三，要对企业实施有针对性的绿色投资激

励政策，提高企业应对外部环境政策波动的能力，

鼓励其主动进行绿色创新。强化绿色发展理念的

宣传引导，鼓励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加大绿色投

资，可以在面对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时有更多的缓

冲空间和应对策略。

Ｈｏｗｃａ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ｆｆｅｃｔ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ＯＮＧＤａｎｄ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１００３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ＥＰＵＰ）ｍａｙ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ｒｅ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ｓ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２０，ｔｅｘｔｍｉ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ｒｅｕｓｅｄ
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ＥＰＵＰ，ａｎｄ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ＥＰＵＰｏｎ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ｉｓ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ｂ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ｗｉｌ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ＰＵＰｏｎ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ｓ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ｌｏｗｔｅｃｈ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ｎ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ｒｉｓｉｎｇＥＰＵＰｗｉｌｌ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ｒｉｓｋｂｅ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ｂｙ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ｇｒｅ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ｈａ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ｘｔｅｎ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ＰＵＰｏｎ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ＥＰＵＰ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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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　朱正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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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胡俊峰１，２，季爱佳１

（１．南通大学 商学院（管理学院），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０１；２．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０１）

摘　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研发强度指标所形成的目标导向效应，对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意义重大。以首次设立“研
发强度目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反事实视角下的合成控制法研究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发现：研发强度目标导向整体上实现了碳排放强度降低以及工业废气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量下降，并显著提高了区域绿色

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产生的政策效应存在差异。

关键词：研发强度；目标导向；绿色发展；合成控制法

中图分类号：Ｆ７９０．３１３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４９－１０

　　长期以来，全球以过度排放污染物与二氧化
碳为代价实现经济发展，但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深

入人心，世界各国开始重视节能减排，协同推进绿

色发展。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对全球碳减排

行动作出积极响应。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２２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第 ７５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的“双
碳”目标，即 ２０３０年之前努力实现碳达峰，２０６０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三年来，我国积极稳妥推进

“双碳”工作，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习

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也再次强调“推动绿色发

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大力发展绿色科技，有效

缓解环境压力，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但

绿色技术创新存在研发难度大、投资风险高、驱动

力缺乏等问题①，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绿色发

展目标的实现。在政府层面，总体引领、综合规

划、系统推进是实施绿色技术、突破绿色发展瓶颈

的重要一环。政府工作报告全面反映政府政策与

工作重点，是政府行政活动的总体指南。２００４
年，上海市率先在《２００４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
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总目标中增添了研发强度的分

目标，并提出政府将加大全社会研发的资金支持

力度，以促进全市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此后，其

他部分省份（直辖市、自治区）也根据各自实际情

况，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相继提出促进绿色发展

的研发强度目标。为此，本文主要关注研发强度

目标约束下我国的绿色发展问题，在综合考虑部

分地区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等因素的基础上，探

讨研发强度目标是否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的绿色发

展，这对于政府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进“双碳”

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

一　文献综述
推动绿色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前提，其旨在打造更加友好的社会经济发展

模式，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国内外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

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关于绿色发展的概念特征、评价及范围

的研究。ＸｕｓｈｉＷｅｉ等认为绿色发展是全球重点
关注的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社会、

９４１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９－１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２０ＢＧＬ３０３）；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２２ＥＹＢ０１２）
作者简介：胡俊峰（１９６９— ），男，江苏南通人，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创新管理研究。
张虹，胡金：《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了吗———来自合成控制法的实证评估》，《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２３年第８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经济及环境有着重大联系①。绿色发展水平主要

通过污染物排放强度②、绿色发展指数③、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④和绿色经济效率⑤等来评价。目前

对绿色发展的研究已融入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

张兵兵等从对外贸易行业的角度出发，考察了进

口绿色技术复杂度对碳排放的影响⑥。张玲等分

析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我国流通业绿色发展的

影响，以期为推动我国流通业绿色发展转型提供

参考和借鉴⑦。刘家彤、郑书宏等则从农业绿色

发展的视角进行研究⑧⑨。但目前对绿色发展理

论与内在机理的研究相对来说还不够充分。

二是关于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学术界

从政府政策、数字经济、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和经

济集聚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并且大部分学者

认为这些因素对绿色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熊晓

栋、任亚运等认为政府政策如碳交易政策，能够为

实现绿色发展做出贡献瑏瑠瑏瑡。张菊的研究证实数

字经济可有效提升绿色发展水平瑏瑢；陈庭强等探

索发现绿色金融在环境规制的保护与监管下能够

显著提升区域绿色发展水平，但同时也存在滞后

性的风险瑏瑣；周清香等研究得出长江经济带的经

济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起到促进作用的结论瑏瑤。

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绿色发展会受到一些因素的

抑制。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抑制作

用，产生边际效应递增的负向非线性影响瑏瑥；柯达

等研究发现区域一体化显著抑制绿色发展水平提

高瑏瑦。随着对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部

分学者发现目标导向与绿色发展水平有着一定的

联系。县祥从“双碳”目标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该

目标对中国对外贸易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瑏瑧。总

体上看，现有研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涉及不多、内

容较少，导致理论建构、政策含义与创新实践目标

相去甚远。

三是在绿色发展的研究方法方面。目前学界

主流的研究方法是采用双重差分模型（ＤＩＤ）研究
政策效应，如王玉爽、张司飞等使用双重差分模型

研究相关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瑏瑨瑏瑩；邓

荣荣则应用双重差分模型证实相关政策与碳排放

强度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瑐瑠。也有部分学者采用其

他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绿色发展的相关内容。如朱

琳从空间效应的角度，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来推演

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瑐瑡；傅

芳宁等则使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低碳试点

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邻里效应瑐瑢。韩雅清等基

于差分 ＧＭＭ模型来研究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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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７卷 胡俊峰，等：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①；孙一平等采

用合成控制法分析中国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②；赵巧芝等基于投

入产出法，研究碳减排的激励政策对不同类型行

业的影响有何差异③。

绿色发展作为当今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现

有相关研究虽然内容较多，但大多分散在概念特

征、评价、范围及影响因素等，研究方法虽然呈现

多样化、实用性等特点，但总体上缺乏对其理论机

制及应用对策的深度剖析，特别是在目标导向对

绿色发展的影响方面的研究鲜有涉及。本文创新

点在于：第一，使用合成控制法，在全国范围内，将

多个省份个体通过加权合成对照组与实验组进行

比较，从而避免了对照组选择的主观随意性。第

二，从目标导向的视角来研究研发强度对碳排放

强度、工业废气排放以及能源消耗的影响效应，以

此验证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绿色发展影响的显

著性。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分析

本文以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基础，分别从技术

进步与创新带来的正向激励作用与绿色贸易壁垒

带来的反向倒逼作用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与创新是实现经

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具体而言，一方面，技术

进步会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使资源得以大量节

约和循环利用，导致在给定产出下自然资源消耗

降低，进而使得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减少，即技术

效应④。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与创新能够有效降

低二氧化碳排放、改善环境质量⑤。习近平在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强调：“绿

色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研发投入是助推绿色技术创新的

驱动力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绿色科技创新活

动对研发资金的需求逐渐上升，而研发投入不仅

为绿色技术攻关提供了资金保障，还有助于我国

综合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目标管理理论”提出，

中央政府将管理目标分解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

可独立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指标⑦。因此，在研发

强度目标导向政策的约束下，各市场主体更加重

视提高研发投入，绿色技术得以创新与升级，进而

推动我国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

Ｐｏｒｔｅｒ提出的“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
制能够刺激技术革新⑧。一方面，绿色贸易壁垒形

成的环境规制压力倒逼我国企业投身技术研发，提

升绿色技术水平，降低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以

减少出口贸易损失。另一方面，根据Ｗａｌｔｅｒ的“污
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的增强会促使本国污染密

集产业向低环境规制的国家或地区转移⑨，形成污

染转移。绿色贸易壁垒产生的环境规制效应促使

国外污染产业向中国转移，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

中国的环境压力。因此，政府必须设立研发强度目

标，引导各市场主体提高研发支出，为技术创新注

入动力，削弱绿色贸易壁垒带来的负面影响。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Ｈ１。
Ｈ１：研发强度目标导向能够有效实现节能减

排，提高区域绿色发展水平。

（二）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绿色发展的异质

性分析

为深入探讨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不同区域绿

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本文主要从要素禀赋方面进

行异质性分析。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认为生产要
素禀赋是决定该地区生产比较优势的关键因

素瑏瑠。一方面，我国东部地区拥有良好的经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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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才及区位优势，因此该地区更加符合技术密

集型产业集聚的要求①。产业集聚更有利于实现

信息、资源以及知识的交流与传播，这导致东部地

区更能充分利用研发投入，实现绿色技术创新，进

而使得研发强度目标导向的政策效应更加明显。

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承接产业

转移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研发

强度目标导向带来的影响效应。基于上述分析，要

素禀赋使得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不同区域绿色发

展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Ｈ２。
Ｈ２：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具

有区域异质性。

三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设计

首先，本文基于研发强度目标的设立构建准

自然实验，将最早设立研发强度目标的上海市设

为实验组。其次，为保证控制组在观测期间内没

有受到研发强度目标导向的影响，本文搜索各省

份（直辖市、自治区）１９９６—２０１９年政府工作报
告，并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工作目标与任务一项

进行确认，最终选取了在１９９６—２０１９年期间政府
工作报告没有提出研发强度目标的北京、河北、山

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

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新

疆等１９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根据数据
的可获得性，已排除西藏以及港澳台地区）作为

控制组，进而通过政策效应评估方法来考察研发

强度目标导向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工业废气排

放量以及能源消耗总量的影响效应。

科学评估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绿色发展的影

响，需要找到一种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合成控制

法能够在样本量较小的情况下评估实验组的政策

效应，而本文中的控制组需要将已提出研发强度目

标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剔除，这导致本文的样

本量较小，因此合成控制法非常适合评估研发强度

目标导向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利用合成控制

法进行政策评估时，能够有效剔除其他政策的影

响，并且可以避免控制组选择的主观随意性问题。

为此，本文采用 Ａｂａｄｉｅ＆Ｃａｒｄｅａｚａｂａｌ② 提出的合
成控制法，模型设定如下。

假设本文在（１，Ｔ）的时间段内，对Ｎ＋１个省
份进行观察，Ｅｉｔ为各个省份绿色发展水平。其中
只有第一个省份在ｔ＝Ｔ０（１≤Ｔ０≤Ｔ）时间点设立
了关于研发强度的目标，其余 Ｎ个省份在观测期
内均未设立该目标。Ｅ１ｉｔ表示省份 ｉ在 ｔ时期设立
研发强度目标的绿色发展水平，Ｅ０ｉｔ表示省份ｉ假
设在ｔ时期未设立研发强度目标的绿色发展水
平。在设立研发强度目标之前，即 １９９６—２００３
年，Ｅ１ｉｔ＝Ｅ

０
ｉｔ；２００４—２０１９年为设立研发强度目标

之后，设立研发强度目标的节能减排效果为 αｉｔ＝

Ｅ１ｉｔ－Ｅ
０
ｉｔ。由于已经设立研发强度目标的省份 ｉ

的绿色发展水平Ｅ１ｉｔ可以直接观察到，但是假设没
有设立该目标的省份 ｉ的绿色发展水平 Ｅ０ｉｔ无法
直接观察得到，因此本文借鉴 Ａｂａｄｉｅ等③提出的
因子模型对“反事实”变量Ｅ０ｉｔ进行估计：

Ｅ０ｉｔ＝δｔ＋θｔＺｉ＋λｔｕｉ＋εｉｔ （１）
其中δｔ为时间固定效应；Ｚｔ为（ｒ×１）维可观测、
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变量；θｔ为（１×ｒ）维未知参
数向量；ｕｉ为（Ｆ×１）维不可观测的地区固定效
应；λｔ为（１×Ｆ）维无法观测的公共因子向量；
εｉｔ是均值为零的短期冲击。

通过构造（Ｎ×１）维的权重向量 Ｗ＝（ｗ２，

ｗ３，…，ｗＮ＋１），∑
Ｎ＋１

ｊ＝２
ｗｊ＝１，ｗｊ代表控制组中对应

省份的合成权重，通过对每个控制组省份进行

加权，获得合成控制的结果：

∑
Ｎ＋１

ｊ＝２
ｗｊＥｊｔ＝δｔ＋θｔ∑

Ｎ＋１

ｊ＝２
ｗｊＺｊ＋λｔ∑

Ｎ＋１

ｊ＝２
ｗｊｕｊ＋

∑
Ｎ＋１

ｊ＝２
ｗｊεｊｔ （２）

假设存在向量组Ｗ＝（ｗ２，ｗ３，…，ｗＮ＋１）’，使得：

２５１

①

②

③

曲癑，赵鑫：《中国制造业区域梯次升级及演进路径分析》，《产业经济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ＡｌｂｅｒｔｏＡｂａｄｉｅ，ＪａｖｉｅｒＧａｒｄｅａｚａｂａｌ．“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ｓｔｓｏｆ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ｑｕ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

ｖｉｅｗ，２００３，９３（１）：１１３－１３２．
ＡｌｂｅｒｔｏＡｂａｄｉｅ，ＡｌｅｘｉｓＤｉａｍｏｎｄ，Ｊｅｎｓ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ｏｂａｃｃ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１０５（４９０）：４９３－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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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Ｎ＋１

ｊ＝２
ｗｊＥｊ１＝Ｅ１１，…，∑

Ｎ＋１

ｊ＝２
ｗｊＥｊＴ０＝

Ｅ１Ｔ０，∑
Ｎ＋１

ｊ＝２
ｗｊＺｊ＝Ｚ１ （３）

Ａｂａｄｉｅ等证明通常情况下，∑
Ｎ＋１

ｊ＝２
ｗｊＥｊｔ可作为

Ｅ０ｉｔ的无偏估计，从而可以得出目标省份设立关于

研发强度目标的政策效果α
∧

１ｔ为：

α
∧

１ｔ＝Ｅ１ｔ－∑
Ｎ＋１

ｊ＝２
ｗｊＥｊｔ，ｔ∈［Ｔ０，…，Ｔ］ （４）

具体过程参考Ａｂａｄｉｅ等的文献。
（二）变量选择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工业废气排放

量以及能源消耗总量①作为被解释变量。碳排放

强度用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②

表示，该变量综合考虑了区域碳排放水平与经济

发展水平；鉴于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选取工业废气

排放量来衡量污染物排放水平；能源消耗总量衡

量了区域能源消耗水平。本文选取以上三个被解

释变量，一是使得被解释变量总体结构能够更好

地全面衡量地区绿色发展水平，二是可以更好地

基于不同维度，有针对性地分析研发强度目标导

向的政策效应。

２．核心解释变量
研发强度目标的设立。本文以 ２００４年为节

点，选取首次设立研发强度目标的上海市作为实验

组，其余未设立研发强度目标的１９个省份（自治
区、直辖市）作为控制组。政策虚拟变量中设立研

发强度目标的省份取值为１，未设立的１９省份（自
治区、直辖市）取值为０；时间虚拟变量中２００４年之
后取值为１，反之取值为０。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
将研发强度目标导向政策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时

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

３．控制变量
（１）经济发展水平：本文用地区人均生产总

值（元）表示③；（２）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产值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④（％）衡量；（３）政府干预：

采用政府财政支出衡量；（４）能源消耗情况：采用
煤炭消耗量作为衡量指标；（５）绿色技术创新水
平：参考郭炳南等⑤的研究方法，绿色技术创新水

平用绿色专利授权数量表示；（６）城镇化水平：用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⑥（如表 １所
示）。

表１　变量选择与说明

类别 变量名称 计算公式

被解释

变量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二氧化碳排放量／ＧＤＰ
工业废气排放量（ｌｎＩＷＧ）－

能源消耗总量（ｌｎＲＣ）－

控制

变量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Ｐｇｄｐ） －
产业结构（ＩＮＤ）第三产业／ＧＤＰ

绿色专利授权数量（ＧＰ）－

城镇化水平（Ｕｒｂａｎ）城镇人口数量／总人口数量

煤炭消耗量（ＣＣ）－

政府财政支出（ＦＥ）－

　　（三）数据来源
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

库（ＣＥＡＤｓ），绿色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
服务平台（ＣＮＲＤＳ）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其余数据
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另外，为尽量消除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

文将除比值以外的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少

数缺失的数据通过插值法补齐。

四　实证分析
（一）合成控制法检验

１．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表２展示了合成上海碳排放强度的省份（直

辖市、自治区）组合，分别是北京市、山东省等 ４
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

表２　合成上海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省份权重

合成省份 权重

北京市 ０．４７

山东省 ０．２９

内蒙古自治区 ０．０６

福建省 ０．１８

３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响，张楠，宋培：《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节能减排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陈军，肖雨彤：《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如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于智涵，方丹，杨谨：《资源型经济转型试验区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评估》，《资源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高仪涵，王振猛：《“互联网＋”第三产业占比、工业企业Ｒ＆Ｄ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互联网周刊》２０２２年第１２期。
郭炳南，王宇，张浩：《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兰州学刊》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辛宝贵，高菲菲：《生态文明试点有助于生态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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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ａ）展示了１９９６—２０１９年上海与合成上
海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对比情况。实线与虚线分

别表示上海与合成上海碳排放强度的走势情况。

垂直虚线为开始设立研发强度目标的年份，虚线

左侧反映了该目标设立前上海与合成上海碳排放

强度的拟合程度，虚线右侧反映了该目标设立后

产生的政策效应。在研发强度目标设立前，二氧

化碳排放强度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拟合效果较

好，目标设立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真实值位于

合成值下方，这表明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碳排放

强度有抑制作用。

图１（ｂ）更加直观地反映出研发强度目标导
向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该图呈现的是上海与合

成上海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差值，表现了该目标

导向产生的处理效应。在２００４年之前，碳排放强
度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值在零值周围上下波

动，２００４年之后，二者的差值逐年拉大，虽然中途

图１　上海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及处理效应

表３　合成上海工业废气排放量的省份权重

合成省份 权重

北京市 ０．３１

山东省 ０．３４

河北省 ０．１４

福建省 ０．１４

四川省 ０．０８

有缩小的趋势，但整体上一直处于负值的状态，这

表明上海的碳排放强度在研发强度目标导向的影

响下得到了有效控制。

２．工业废气排放量
表３为合成上海工业废气排放量的省份（直

辖市、自治区）组合。

从图２（ａ）可以看出，在研发强度目标设立
前，真实值与合成值的拟合效果较好，目标设立

后，工业废气排放量的真实值明显低于合成值，并

且两者差距逐渐拉大，这表明研发强度目标导向

对降低工业废气排放量具有显著效果。

如图２（ｂ）可知，在设立研发强度目标之前，
真实值与合成值的相差不大，差值围绕在零值周

围上下波动，２００４年之后两者的差距开始拉大，
虽然中途几年呈现平稳状态，但平稳之后，两者的

差值仍然呈现扩大趋势。

图２　上海工业废气排放量及处理效应

３．能源消耗量
表４展示的是合成上海能源消耗量的省份

（直辖市、自治区）组合。

根据图３可知，研发强度目标设立前，能源消
耗量的真实值与合成值差距不大，拟合效果较好。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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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设立后，能源消耗量的真实值位于合成值下

方，并且两者差距逐渐扩大，这说明设立研发强度

目标能够有效降低能源消耗。

（二）稳健性检验

１．虚假实验
为避免随机性不足导致上述分析结果出现偏

差，本文选择合成组中贡献为正的省份进行虚假

实验，以此判断上述效果是由于政策因素还是偶

然因素。本文根据上述合成控制的权重结果，分

别选取山东省、福建省以及河北省作为安慰剂省

份，并进行合成控制检验，以此判断研发强度目标

导向节能减排的有效性，结果如图４所示。可以
看出，山东省碳排放强度的真实值在２００４年之后
反而高于合成值，福建省与河北省的真实值均稳

定在合成值附近，在２００４年之后也未出现明显差
距，这说明研发强度目标导向产生的节能减排效

应并非偶然，上述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４　合成上海能源消耗量的省份权重

合成省份 权重

北京市 ０．５９

河北省 ０．１９

山东省 ０．１４

内蒙古自治区 ０．０４

福建省 ０．０５ 图３　上海能源消耗总量及处理效应

图４　虚假实验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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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排序检验
为进一步证实目标导向产生的政策效应，本

文采用Ａｂａｄｉｅ等提出的排序检验方法。排序检
验法主要用来判断控制组省份与实验组省份产生

相同政策效应概率的大小。假设所有控制组省份

在２００４年均设立了关于研发强度目标，并且同样
形成实验组与控制组进行合成控制分析，比较真

实设立研发强度目标情况下所产生的效果与控制

组省份假设设立研发强度目标情况下的效果，若

两者差异明显，则说明设立研发强度目标对提高

绿色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效果。

均方根预测误差（ＲＭＳＰＥ）衡量了实验组与

合成控制对象的拟合程度，若 ＲＭＳＰＥ值较大，表
明拟合效果不理想，为保证研究的有效性与可靠

性，本文剔除ＲＭＳＰＥ值较大的省份。图５展现了
各省碳排放强度、工业废气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量

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值分布，黑色实线表示上海

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异，灰色虚线为其他省份

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异。根据结果显示，目标导

向设立之前，各省节能减排效果并不明显，差值均

在０值附近上下波动，研发强度目标设立之后，黑
色实线明显位于多数灰色虚线之下，说明研发强

度目标导向对节能减排产生了积极影响，再次验

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图５　排序检验

　　３．稀疏合成控制检验
为说明本文合成控制结果不受个别省份的影

响，本文参考 Ａｂａｄｉｅ等的研究，采用稀疏合成控
制法进行检验，即剔除上述合成组中权重最大的

省份再次进行合成控制检验，结果如图 ６所示。
可以看出，在剔除权重最大的省份之后，研发强度

目标导向仍然能够有效实现节能减排，结果具有

稳健性，假设Ｈ１成立。
（三）异质性分析

设Ｄｉｔ为政策虚拟变量，若 ｉ省份为实验组，
Ｄｉｔ取值为１，否则为０；Ｔｉｔ为时间虚拟变量，设立

研发强度目标前取值为０，设立之后取值为１。
为更好地覆盖全国范围样本，本文进行东、

中、西区域的异质性分析。本文以上海市为实验

组，并将控制组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划分为

三个子样本，最后进行分组回归。从表 ５的列
（１）（４）（７）以及（３）（６）（９）的结果可以看出，研
发强度目标导向对东部地区碳排放强度与能源消

耗的处理效应最为显著，但对中西部地区影响效

果不明显，对此的解释是东部地区由于人才、技术

及区位禀赋，更能充分利用研发资金，进而使得研

发强度目标导向给东部地区带来的节能减排效

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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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稀疏合成控制检验

应更为显著，并且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

转型升级，我国中西部逐步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

业，进而导致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与能源消耗

上升。根据列（２）（５）（８）可知，研发强度目标导
向对中部地区工业废气的减排效应强于东、西部

地区，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

与区位优势，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清洁

技术升级，进而使得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减污空间

较小；而西部地区的地理环境复杂、基础设施及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这使得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程

度低于东部与中部地区，进而污染物排放水平也

低于其他地区，假设Ｈ２成立。

表５　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部

二氧化碳

排放强度
ｌｎＩＷＧ ｌｎＲＣ

（１） （２） （３）

中部

二氧化碳

排放强度
ｌｎＩＷＧ ｌｎＲＣ

（４） （５） （６）

西部

二氧化碳

排放强度
ｌｎＩＷＧ ｌｎＲＣ

（７） （８） （９）

Ｄｉｔ×Ｔｉｔ
－１．１９５ －０．１３０ －０．１５３ －０．４６６ －０．４２９ ０．１１４ －０．４７９ －０．１９９ ０．１１８

（０．２２４） （０．１２１） （０．０４８） （０．５１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８６） （０．６０９） （０．１４９） （０．０８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ｎｓ
１３．８３０ ４．０８３ ５．７０４ １９．８００ ２．９３８ ５．６３３ ３１．２１０ ５．１４０ ５．１１３

（５．２８４） （２．８１７） （１．４５７） （１２．９７０） （２．４７５） （１．０４０） （７．４６２） （１．４５９） （１．９１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ｙｅａ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９６ ９６ ９６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Ｒ２ ０．８８４ ０．９１７ ０．９７８ ０．９１２ ０．９７６ ０．９９１ ０．９０９ ０．９４４ ０．９７６

　　注：、分别表示１％、５％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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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反事实视角下的合成控制法，使用

２０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在 １９９６—２０１９年的
面板数据，考察了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碳排放强

度、工业废气排放以及能源消耗总量的影响效应。

研究发现研发强度目标导向显著地降低了二氧化

碳排放强度、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及能源消耗总量。

此外，由于区域异质性，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不同

地域的碳排放强度、工业废气排放以及能源消耗

的影响存在差异。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东部碳排

放强度与能源消耗的影响效应强于中西部地区；

在工业废气方面，目标导向给中部地区带来的政

策效应最强。

由此本文得出以下启示：（１）在中央政府层

面，要树立区域减排典型，并根据区域差异，因地

制宜，渐进式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在各省市层面，

应加强对科技人才的激励与培育，促进绿色技术

研发；在区域交流层面，节能减排的先进地区应将

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推进跨区域人

才流动与信息共享，提升资源利用效率。（２）未
设立研发强度目标导向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

应尽快设立切合实际的研发目标，落实配套相关

政策与资源，提升绿色发展水平。（３）东部地区
应逐年提升研发强度目标指标、通过技术升级与

产业转移促进绿色发展；中西部地区要加强绿色

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绿

色发展奠定基础。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Ｒ＆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ｎＧｒ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

ＨＵＪｕｎｆｅｎｇ１，２＆ＪＩＡｉｊｉａ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ａｎ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ｔｏｎｇ２２６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Ｊｉａｎｇｓｕ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ｌ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ａｎｔｏｎｇ２２６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ｉｎ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ｗｏｒｋｒｅｐｏｒｔｉｓ
ｏｆ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ｒ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ｔｔｉｎｇｔｈｅ
Ｒ＆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ｔａｒｇｅｔ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Ｒ＆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ｔａｒｇ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ｔ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ｒｅｄｕｃｅｓｃａｒｂ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ｓｔｅ
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ｓｌｙｓｉｓｆｉｎ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ｔａｒｇ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ｔａｒｇ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ｇｒ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

（责任校对　朱正余）

８５１



第２７卷 第１期
２０２４年１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２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９

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的影响机理分析：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钟葳
（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政府数据共享是当代政府治理的本质需求，厘清政府数据共享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提升政府部门之间的
业务协同，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以自我效能理论为基础，沿着“环境—认知—行为”的思路，构建“组织文化—自我效能

感—共享行为”理论模型，利用回归分析与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实证考察了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组织文化对共享行为的影响存在两条路径，一是组织文化直接正向影响共享行为，二是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传导产

生正向的间接影响。研究结论为揭示组织文化对共享行为的影响机理、界定组织文化对共享行为产生影响的边界条件

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对政府数据共享的协同治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关键词：组织文化；自我效能感；领导支持；共享行为；调节作用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５９－０８

　　一　问题的提出
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是数字政府

建设的基础资源和战略要素。近年来，各级政府

相继出台数字化转型战略以支持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虽然政府数据共享在宏观层

面的顶层设计已卓见成效，但在具体的地方实践

中仍存在质量低、速度慢、障碍多等问题。长期以

来，政府数据共享的不充分导致“数据孤岛”“数

据鸿沟”等现象仍普遍存在，由此带来业务协同

难、部门互联互通难等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信

息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业态的创新发展既为政府数

据资源的整合利用提供了基本保障，又催生了政

府数据共享的新需求，如何通过技术的进步与创

新来推进政府数据共享已得到广泛关注。然而，

政府数据共享的实现既要面临技术落地进程中的

硬件挑战，又要关注精神层面组织文化方面的软

件挑战。因此，从组织文化角度去探讨政府数据

共享，对促进部门间数据流动，提升其赋能价值，

推动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部门之间业务协

同的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政府数据共享是指行政机关因履行职责需要

使用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数据或者为其他行政机

关提供政府数据的行为。现有的研究侧重于宏观

层面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论证、规则制度的设

计①，组织层面的管理改进②，硬件方面的技术创

新③，但对文化层面的价值导向与行为规范作用

缺乏必要的论证，也较少考虑个人作为数据共享

具体执行者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依据 Ｂｕｎｄｕｒａ
的自我效能理论④，探索数据共享行为产生的心

理过程，阐述环境、行为和人三者之间的交互作

用，并强调自我因素对行为的中介作用，即沿着

“环境—认知—行为”的分析思路，将组织与个人

９５１

①

②

③

④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４－２５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２０ＹＢＡ１００）
作者简介：钟葳（１９８３— ），女，广东河源人，博士生，主要从事社会治理研究。
李重照，黄璜：《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共享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宋晔琴，甘甜：《结构嵌入与行为吸纳：数字技术助推城市基层治理的机制———兼论困境与超越》，《城市问题》２０２３年第９期。
吴新星：《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行动障碍与突破策略———基于Ｓ市Ｇ区Ｆ街道数字治理创新实践的参与式观察》，《河南

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ＢｕｎｄｕｒａＡ．“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ＴｏｗａｒｄａＵｎ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７（２）：１９１－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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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同时纳入分析框架：一方面，探讨组织文化对

共享行为的影响效应；另一方面，以自我效能感为

中介变量，探讨组织文化对共享行为的间接影响。

同时，领导支持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①，本文将

其作为调节变量，剖析不同情境下组织文化对共

享行为的影响效应。

二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一）组织文化的影响效应

组织文化根植于政府数据共享实践活动中，

是文化在数据共享领域的具体表现，本质上具有

行政文化的属性，因此，本文界定的组织文化具有

一般文化与行政文化的双重属性和特征，是政府

数据共享进程中组织内部形成、发展起来的用以

引导政府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影响其效能感知的

一系列行政思想、行政价值与行为规范的总称②。

高效、认同与开放的数据共享文化将直接或间接

影响数据共享意愿与行为③。在高效组织文化的

影响下，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不断改进自身的工作

方法，提升数据共享的工作执行力与效率。认同

是指组织成员自觉遵守规范，保护数据隐私，维护

双方的利益，防止滥用数据、篡改数据④。此外，

开放的组织文化倾向于支持政策创新，鼓励与其

他组织共享数据⑤。封闭的组织文化会影响组织

间的信任，信任的缺失会放大数据共享所带来的

潜在风险与不利后果⑥，阻碍不同部门之间数据

共享的进程。此外，组织文化影响组织成员的认

知与行为⑦。高效、认同与开放的组织文化能增

强组织成员进行数据共享的认知，增加组织成员

对数据共享的积极评价与好感，提升其自我效能

感⑧。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Ｈ１和Ｈ２。
Ｈ１：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行为具有显著

正向的直接影响；

Ｈ２：组织文化对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

（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完成某项目标的自我感

知与自信程度，组织成员只有在确信能够通过自

身的努力克服困难并完成任务时，才会在具体的

工作过程中投入更多的资源与时间。拥有较高自

我效能感的组织成员更倾向于突破常规，接受新

的挑战，并掌握相应的知识与技能⑨。自我效能

感是对自身是否有能力完成任务的认知，其形成

不仅取决于对任务可控性与复杂性的分析，也受

到完成任务的约束性的影响瑏瑠，如是否具备数据

共享所需要的资源、是否能把握数据共享的机遇。

当组织成员察觉到自身可以拥有更多的资源并能

充分利用这些条件瑏瑡，并获得组织的认可与尊重

时，更容易激发积极情绪，此时数据共享就更容易

发生。由此可见，自我效能感不仅直接影响数据

共享行为，而且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引入模型瑏瑢，即

组织文化对共享行为的影响通过自我效能感来传

０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庞明礼：《领导高度重视：一种科层运作的注意力分配方式》，《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朱春奎，童佩珊，陈彦桦：《组织文化如何影响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与行为———基于上海市公务员调研数据的探索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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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高效、认同、开放的组织文化一方面对组织成

员进行积极的引导，另一方面又为组织成员提供

机会、知识等外部资源的支撑，提升组织成员的自

我效能感，为数据共享创造便利条件。因此，提出

研究假设Ｈ３和Ｈ４。
Ｈ３：自我效能感对共享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Ｈ４：组织文化通过中介变量自我效能感显著
正向影响共享行为。

（三）领导支持的调节作用

领导支持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①，是指

在组织中，上级领导对下属或团队给予的支持和

帮助，这种支持通常包括提供资源、解决冲突、给

予反馈和认可等方面的内容。积极的组织文化与

领导支持能提升组织成员的自我效能感，激发其

积极的工作状态，两者的不匹配则会导致组织成

员产生消极的工作行为②。进一步来讲，领导支

持程度较高时，领导为组织间数据共享营造了良

好的氛围、创造了更多的资源，降低了其中的不确

定性，组织成员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寻找创造性

的工作方法，努力将领导期望转化为实际行为③。

反之，当领导支持程度较低时，由于缺乏数据共享

工作的必要资源，组织成员会将其视为一种工作

负担，进而产生消极的工作态度，降低数据共享的

可能。由此可见，领导支持程度越高，组织文化对

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愈强。同时，领导支持可以更

加明确共享双方的权利与责任，明确双方的利益

与风险，扩大组织文化对共享行为的影响。因此，

提出研究假设Ｈ５和Ｈ６。
Ｈ５：领导支持显著正向调节组织文化与自我

效能感之间的关系；

Ｈ６：领导支持显著正向调节组织文化与数据

共享行为之间的关系。

同时，领导支持对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也

存在调节效应，即低领导支持情境下，自我效能感

的中介效应较弱；高领导支持条件下，自我效能感

的中介作用更强。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Ｈ７。
Ｈ７：领导支持显著正向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

介效应。

（四）概念模型

根据研究假设，构建概念模型，具体如图 １
所示。

图１　概念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量表设计

参考相关文献使用的量表测度概念模型中的

关键变量，所有题项均按７分制李克特量表打分。
同时，为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性，设计了年龄、性

别、学历学位、收入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与社会属性

的题项，以控制由于个体差异所带来的影响。根

据Ｙｕ④ 对组织文化的研究，从公平、认同与开放
性等三个方面设计测量题项，考察数据共享组织

文化；借用 Ｎｏｎａｋａ等⑤的研究，编制 ４个题项量
表测量自我效能感；根据 Ｂｏｃｋ⑥ 的研究，设计 ４
个题项测量政府数据共享行为；领导支持采用

Ｍａｄｊａｒ⑦编制的４题项量表进行测量。

１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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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本次问卷调查的填写人员为长株潭地区政府

部门的工作人员，具体包括信息化主管部门、具体

业务实施管理部门以及项目设计规划与实施相关

部门的工作人员。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省经济发展

的核心增长极。长期以来，长沙、株洲与湘潭三市

推动一体化合作，在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支持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受压力型行政体制与政府

“经济人”等因素的影响，仍缺乏高效的协同合作

共享文化，因此，选择该地区的政府工作人员为调

查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共发放问卷３６０
份，回收问卷３３８份，对问卷进行整理后，删除１３
份无效问卷，最后得到３２５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
后对数据进行整理，并运用ＳＰＳＳ２６．０和ＡＭＯＳ２４．０
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所调研的数

据基本符合正太分布，表明样本的代表性较好。

调查对象中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其中，男性占

５５．０８％，女性占４４．９２％；年龄集中在２５—４４岁之
间，其中２２—２４岁占８．６２％，２５—４４岁占５４．１５％，
４５—６０岁占３７．２３％；大部分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

其中博士研究生占比达２３．３８％，硕士研究生占比
达到４７．０８％，本科及以下学历占到２９．５４％；收入水
平５０００元以下的占３１．３８％，５０００—８０００元之间
的占４２．１５％，８０００元以上的占２６．４６％。

（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避免量表题项设计对被测者的影响而产生

的系统性误差，须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参考

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等①的研究经验，根据 Ｈａｒｍａｎ检验法对
测量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

于１的４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占比为７８．１２７％，
其中，第１个因子的方差解释比为４８．４４６％，未超
过５０％，因此，本文收集的数据并不存在严重的共
同方法偏差。

四　实证分析
（一）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通过问卷收集的数据还需要检验其一致性与

可靠性，本研究借助 ＳＰＳＳ２６．０、ＡＭＯＳ２４．０等软件
对数据进行信度检验与效度检验，以确认调研数

据的质量，具体情况如表１、表２所示。

表１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维度 题项 非标准系数 标准误 Ｚ值 Ｐ值 标准化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ＣＲ ＡＶＥ

组织文化ＯＣ

０Ｃ１ １．０００ ０．８６５

０Ｃ２ １．０１３ ０．０４８ ２０．９２４  ０．８９８

０Ｃ３ ０．９８６ ０．０５１ １９．３７８  ０．８５０

０．９０３ ０．９０４ ０．７５９

自我效能感ＳＥ

ＳＥ１ １．０００ ０．７４０

ＳＥ２ １．０８１ ０．０７３ １４．７２１  ０．８４０

ＳＥ３ １．１２６ ０．０７７ １４．６９５  ０．８３８

ＳＥ４ １．０６２ ０．０７８ １３．５７２  ０．７７４

０．８７５ ０．８７６ ０．６３９

共享行为

ＤＳＢ

ＳＢ１ １．０００ ０．８４５

ＳＢ２ １．０８６ ０．０５６ １９．３７３  ０．８７７

ＳＢ３ ０．９７１ ０．０５７ １６．９１８  ０．７９９

ＳＢ４ ０．９６１ ０．０５９ １６．４２７  ０．７８３

０．８９５ ０．８９６ ０．６８４

领导支持

ＬＳ

ＬＳ１ １．０００ ０．８８０

ＬＳ２ １．０３８ ０．０４６ ２２．６３５  ０．９０１

ＬＳ３ ０．９７９ ０．０５２ １８．８００  ０．８１３

ＬＳ４ ０．９６９ ０．０５０ １９．４７４  ０．８２９

０．９１５ ０．９１７ ０．７３４

　　注：“”表示Ｐ值＜０．０１，“”表示Ｐ值＜０．０５

　　从表１可知，各观测变量的标准化系数均大
于０．７，表明每个维度的测量题项均能较好地反

映该维度所要描述的内容，具有良好的效度。６
个潜在变量的克拉巴赫系数均高于０．８，说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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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均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①；ＣＲ值用来
表述组合信度，各维度的 ＣＲ值均大于０．７，通过
组合信度检验。表 １显示了 ＡＶＥ值，不同维度
的ＡＶＥ均大于０．６，说明各个维度的收敛效度较
好。效度分析还需要检验其区分效度，区分效

度用来描述潜在变量之间是否有显著的差异。

如果各潜在变量的相关系数小于该潜在变量的

ＡＶＥ值的算术平方根，说明其具有良好的区别
效度②。表２的结果解释了各维度之间具有显著
的差异。

表２　潜在变量的区别效度检验

ＬＳ ＤＳＢ ＰＢＣ ＯＣ

ＬＳ ０．８５７

ＤＳＢ ０．４４４ ０．８２７

ＰＢＣ ０．４５０ ０．６８８ ０．７９９

ＯＣ ０．６３２ ０．５５０ ０．５２９ ０．８７１

　　注：对角线上的数字为ＡＶＥ的开根号值，对角线下的值为各

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二）研究模型拟合度检验

模型拟合度用来检验理论模型与样本模型的

匹配度，利用Ａｍｏｓ２４．０软件进行拟合度检验，检
验结果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该模型的 χ２／ｄｆ
为１．７２８，小于３，差异性指标 ＳＲＭＲ与 ＲＭＳＥＡ均
小于０．０８０，相似性指标 ＧＦＩ、ＡＧＦＩ、ＴＬＩ与 ＣＦＩ均
大于０．９００，表明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三）研究假设检验

１．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以组织文化为自变量，共享行为为因变

量，性别、年龄、学历与收入为控制变量，构建直接

效应模型，同时根据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验证其直接效
应，具体结果如表４（方程１）所示。结果显示：组织
文化显著正向影响共享行为（β＝０．４４１，Ｐ＜０．０１）。
此外，根据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进行１０００次随机抽样估
计参数的置信区间，其 ９５％的置信区间［０．３３４，
０．４８８］不包含０，因此假设Ｈ１通过检验。

表３　模型的拟合度检验

拟合指标 χ２／ｄｆ ＳＲＭＲ 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参考值 ＜３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０ ＞０．９００ ＞０．９００ ＞０．９００ ＞０．９００

检验值 １．８５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１ ０．９７９ ０．９１５ ０．９７９ ０．９７９

表４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方程１（因变量ＳＢ）

β ｓｅ ｔ

方程２（因变量ＳＥ）

β ｓｅ ｔ

方程３（因变量ＳＢ）

β ｓｅ 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６４４ ０．３０１ １２．１１６ ３．８８７ ０．３００ １２．９５３ １．７７１ ０．３２６ ５．４２９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２ －０．６８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２ ０．１４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３ －０．８６４

ａｇｅ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８ －１．７６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８ －０．７８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５ －１．５７８

ｅｄｕ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１ １．２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７ １．３７３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５ ０．７３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５ ０．４２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１ ０．５９９

ＯＣ ０．４１１ ０．０３９ １０．５１４ ０．３８０ ０．０３９ ９．７１７ ０．２２９ ０．０３９ ５．８４５

ＳＥ ０．４８２ ０．０４９ ９．７７３

Ｒ２ ０．２６６ ０．２３０ ０．４３６

Ｆ ２３．１３０ １９．０１３ ４９．９０５

　　其次，为了验证中介效应，在模型１的基础上
加入中介变量“自我效能感”，结果如方程２与方
程３所示。方程２显示：组织文化显著正向影响
自我效能感（β＝０．３８０，Ｐ＜０．０１），其９５％的置信区
间为［０．３０３，０．４５６］，该区间不包含０，研究结果支

持假设Ｈ２。方程３表明：自我效能感显著正向影
响政府数据共享行为（β＝０．４８２，Ｐ＜０．０１），其９５％
的置信区间为［０．３８５，０．６９７］，该区间不包含０，研
究假设Ｈ３通过检验。

最后，利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方法，验证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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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茜，王建华：《教师支持与大学生外语学习投入的关系探究———学业情绪的多重中介作用》，《中国外语》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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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在组织文化与共享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见

表５）。由表 ５可知，中介效用为部分中介，其直
接效应占比 ５５．７２％，间接效应占比 ４４．２８％，Ｈ４
获得验证。

表５　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分解

效应值 标准误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１０００ｔｉｍｅｓ９５％ＣＩ

下限 上限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０．４１１ ０．０３９ ０．３３４ ０．４８８ －

直接效应 ０．２２９ ０．０３９ ０．１５２ ０．３０６ ５５．７２％

间接效应 ０．１８２ ０．０３１ ０．１２４ ０．２４５ ４４．２８％

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的影响主要是组织

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与行为规范功能起作用的结

果。价值导向是指组织文化的价值引领及其对行

为主体显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组织文化包含

行政实践的价值目标，为数据共享提供精神指引。

在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强化组织文化的引导功

能，能够在庞大的各级行政组织内部构建起数据

共享的统一行政价值取向。同时，组织文化的价

值导向功能凝聚精神力量，激发政府工作人员的

数据共享热情，使其充分发挥担当精神与创新精

神，增强自我效能感，并将个人价值融入数据共享

的组织目标中。另一方面，组织文化的行为规范

功能通过规范与调适政府工作人员的自身行为来

促进政府数据共享。由于组织文化中蕴含的理

念、价值与观念的扩散性，并且这种扩散性会内化

于行政体系的法律法规、监督考核机制与程序设

置的各个环节。因此，政府工作人员接受组织文

化的熏陶是全方位的、系统的与持久的，这不仅会

使政府工作人员通过数据共享的理念来约束和要

求自身行为，也会对其数据共享的行为选择产生

潜在影响。

２．调节效应检验
在中介模型的基础上，将领导支持作为调节

变量，通过引入交互项构建具有调节效应的中介

模型，根据Ｐｒｏｃｅｓｓ程序模块，在置信区间为９５％
的条件下，对样本进行１０００次抽取，检验领导支
持对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的调节效用，其结果见

表６。由方程４可知，领导支持对自我效能感具
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β＝０．０９０，Ｐ＜０．０５），研究
结果支持假设Ｈ５。根据方程５的结果，领导支持
对组织文化与共享行为有显著的调节效应（β＝
０．０９３，Ｐ＜０．０１），假设Ｈ６通过检验。

表６　有调节效应的中介模型检验

变量
方程４（因变量ＳＥ）

β ｓｅ ｔ

方程５（因变量ＳＢ）

β ｓｅ 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１０６ ０．１９６ ３１．１７ ３．３０８ ０．３５１ ９．４２２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２ －１．０７９

ａｇｅ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８ －１．０９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５ －１．９０２

ｅｄｕ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１ －０．２４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７ １．１１９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４ ０．３３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１ ０．５１０

ＯＣ ０．３００ ０．０４８ ６．３０１ ０．２１４ ０．０４５ ４．７５４

ＳＥ ０．４４９ ０．０５０ ８．９９７

ＬＣ ０．１７６ ０．０４８ ３．６４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４４ ２．０２６

ＯＣ×ＬＳ ０．０９０ ０．０３８ ２．３９８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４ ２．７６５

Ｒ２ ０．２６８ ０．０４５

Ｆ １６．５９３ ３２．７１８

　　利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检验领导支持对自我效
能感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如表 ７所示。由表 ７
可知，低领导支持水平时，组织文化对共享行为的

间接效应为 ０．１０１，其 ９５％的置信区间［０．０２８，
０．１８０］不包含０；当领导支持处于较高情景时，组

织文化对共享行为的间接效应为 ０．１７２，其 ９５％
的置信区间［０．０９４，０．２６５］不包含０。由此可见，
领导支持对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起到调节作

用，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研究假设 Ｈ７通过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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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类型 调节变量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ｏｏｔＳ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９５％ＣＩ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低领导支持ＥｆｆＩ（ＰＳＢ＝Ｍ－１ＳＤ）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８ ０．１８０

中领到支持Ｅｆｆ２（ＰＳＢ＝Ｍ） ０．１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７０ ０．２１５

高领导支持Ｅｆｆ（ＰＳＢ＝Ｍ＋１ＳＤ） ０．１７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９４ ０．２６５

中介效应比较

中—低（Ｅｆｆ２－Ｅｆｆ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７

高—低（Ｅｆｆ３－Ｅｆｆ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３ ０．１５４

高—中（Ｅｆｆ２－Ｅｆｆ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７

　　从一些地方政府的具体实践来看，当一些部
门领导开始关注政府数据共享，积极探索数据共

享新机制、新办法、新应用时，政府数据共享和业

务协同的影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一方

面，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看，领导支持可以显著

提升领导与下属的互动关系，提升下属对组织的

认同度与支持感，加强其数据共享的意愿与行为。

另一方面，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看，领导支持给

予组织成员更多的支持与关爱，使组织成员体验

更高的归属感。归属感的满足可以激发个体的内

在潜能，引导自身的工作努力和奉献程度来推进

数据共享行为。

五　结论与启示
（一）基本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

了组织文化、自我效能感与政府数据共享行为的

作用关系，验证了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的影

响路径与作用机理，阐述了自我效能感在影响路

径中的中介效应，检验了领导支持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论如下。

（１）组织文化正向显著影响政府数据共享行
为。高效、认同与开放的组织文化能加强部门间

的信任，促进共享行为的产生，不同的部门由于其

使命不同，在文化与价值上会存在差异。这些差

异影响数据共享的运作程序与工作流程，增加数

据整合与共享的难度。

（２）自我效能感在“组织文化—共享行为”影
响路径中存在部分中间效应。数据共享行为的产

生一方面取决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５５．７２％），另
一方面，行为的产生也取决于组织成员的自我

认知，即通过自我效能感知传导的间接效

应（４４．２８％）。组织文化环境不仅会影响共享行
为的产生，也会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而作用于共

享行为。因此，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行为的

作用可分为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两种形式。

（３）领导支持对直接路径与间接路径均具有
正向调节效应。当领导支持程度更高时，组织文

化对共享行为的直接效应越强，更容易产生数据

共享行为。同时，通过自我效能感传导的中介效

应也会受到领导支持的调节，即在较高领导支持

情况下，组织文化对组织成员认知的影响更为强

烈，认知则是决定行为的重要因素，更强烈的自我

认知意味着共享行为更有可能发生。研究的实证

结果也进一步解释了领导支持的调节区间，即当

领导支持的标准化值高于－１．１７４时，其调节效应
更为强烈。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１．理论贡献
（１）丰富了政府数据共享影响因素的研究视

角。现有的相关研究强调宏观制度与技术层面等

方面的影响，但政府数据共享问题带来的不仅仅

是技术挑战，对组织运行机制的软环境也提出了

更多的要求。本研究基于“环境—认知—行为”

的总体思路，将分析重点下移，从组织与个人层面

分析政府数据共享的影响因素与影响路径，强调

组织因素对政府数据共享的影响。

（２）回答了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的作用
机理与影响效应。已有研究指出了组织因素对政

府数据共享的影响，但对其作用的传导、影响路径

与影响效应的大小缺乏深入的分析。本研究剖析

了组织文化对共享行为的直接与间接影响路径、

影响效应，并指出自我效能感在影响路径中存在

部分中介效应，这为进一步分析政府数据共享影

响机理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参考。

（３）分析了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行为产
生影响的边界条件。相关的研究强调了组织因素

对共享行为的影响，但较少考虑不同情境下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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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差异问题。本文将领导支持作为调节变量，构

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验证了领导支持的调

节作用及其大小，同时指出其调节效应在直接效

应与中介效应模型的第一阶段，回答了不同情境

下影响效应的差异。

２．实践启示
（１）加强协同文化建设，重构部门信任关系。

系统文化是一种软性约束力，通过伦理观念、价值

规范与准则来影响部门成员的认知、部门间的协同

行为。在政府数据共享过程中，要尊重协同主体、

充分考虑各利益方的预期收益与风险、及时反馈主

体的意见。对协同主体的正向激励有利于构建部

门间的信任关系，形成契约精神，建设协同文化，进

而为数据共享行为最终达成共识创造有利的条件。

（２）建立首席信息官体制（Ｃｈｉｅ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ｒ，ＣＩＯ）。当前政府数据共享的困境表明需
要有专人来专注于数据资源的战略性开发与利

用。ＣＩＯ扮演专职领导的角色，以 ＣＩＯ为中心的
政府数据共享生态系统是中国情境下跨部门协作

的一种有效治理方式。ＣＩＯ作为部门间数据共享
的指挥者、协调者与监督者，可以整合各方资源，

在兼顾预期收益与风险的基础上从战略、标准、流

程、监督等方面关注部门间的数据共享问题，形成

内外联动的协同治理格局。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Ｍｏｄｅｌ

ＺＨＯＮＧＷ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１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ｉｓ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ｗｉｌｌｈｅｌｐ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ｕｉｌｄｓ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ｓｈａｒ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ｕｓｅ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ｎｓｈａｒ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ｗｏｗａｙｓｔｏ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ｎｓｈａｒ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ｎｅｉｓｔｈａ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ｓｓｈａｒ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ｉｓｔｈａｔｉｔｈａ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ｍｐａ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ｓｈａｒ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ｓｈａｒ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ｈａｓｓｏｍ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
（责任校对　朱正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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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的

传播与接受考论

肖婧１，２

（１．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２．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晚明时期出现的“世说体”小说《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广为传播，江户士人对其展开大量的注解、抄
补、音译等研究工作，并掀起了日本“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热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通过对《世

说新语补》渡日版本内容的比勘，发现其书基本承袭了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一贯风格，但在内容上又根据作者的价值旨

趣进行了删减或增补，增加了大量符合儒家思想观念之内容。《世说新语补》在江户时期的风行，以及其后在日本产生

的“世说热”的现象，折射出江户时期士人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江户时期《世说新语补》；日本江户“世说体”小说；传播与接受

中图分类号：１２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６７－１０

　　《世说新语》以其独特的编撰体例和记述方
式成为后世争相模仿的对象。自唐代开始，仿

“世说体”小说便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

可观的文本群。明中叶以降，更掀起一股“世说

热”。明代士人仿“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现象，始

于弘治，盛行于嘉靖、万历、崇祯时期，持续到明末

清初。其中，嘉靖中期出现了两部较有份量的

“世说体”小说，即嘉靖三十年（１５５１）刊刻的《何
氏语林》与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刊刻的《世说新
语补》。这两部作品在明清“世说体”小说中成书

较早，在内容、体例和风格上均体现出刻意模仿

《世说新语》之意图，为之后的“世说体”小说创作

提供了范本。

《世说新语补》一书在国内版本众多，流传甚

广，影响极大，但对于其作者却存在异说，有人认

为是何良俊，也有人称是王世贞，还有人认为是凌

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为“盖明季

作伪之习”①。因受其权威性之影响，后人对此说

法深信不疑。清人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认

为《世说新语补》乃“明人改刊旧书之通弊”②，由

王世贞删《何氏语林》而得之伪作。今人袁行霈

与侯忠义在《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中称：“《世说新

语补》二十卷，此本即何良俊《语林》，托名王世贞

删定，并改题新名《世说新语补》。此盖刊刻者所

为。”③宁稼雨则认为《世说新语补》其“内容除

《世说新语》外，仍未脱《何氏语林》，故还应署何

良俊为妥”④。由此可见，对于《世说新语补》的作

者，及此书与《何氏语林》的关系，目前仍异说纷

纭，尚无定论。

《世说新语补》一书虽在国内常被视为伪书，

致使学界对其评价不高，但其东传日本后，却掀起

了一股“世说热”。其标志之一便是在江户时期

对《世说新语补》的注释、考订、辑佚、仿作等有五

十余种之多⑤，这在整个中日小说史、中日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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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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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史上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故笔

者兹对《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的传播、版

本以及接受情况作一考察，并由此对这一文化现

象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　明清“世说体”小说在江户时期的
传播

日本经历了群雄割据、战乱频仍的战国时代

后，进入政治上相对稳定由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

江户初期，幕府政权与我国在思想、文化交流上互

动频繁。历代幕府将军十分注重阅读汉籍，且将

儒家经典奉为治国之圭臬。因受到幕府将军的支

持，江户时期亦出现了一批倡导汉文学的儒家学

者。这批汉学家致力于汉籍翻译、训诂和句读，为

汉文学在下层百姓中推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

以说江户时代是汉文学在日本最为蓬勃发展的时

期。此前平安时期依靠使节、僧人携带汉籍回国

的做法，已远远无法满足江户时期人们阅读的需

求。因此，在江户时期，汉籍已作为一种商品通过

中日两国的商务贸易往来而输入日本。

江户时期，中日贸易往来的通道仅留有长崎

一港。因此，通过长崎输入日本的汉籍都须经过

严格的检查，且将其贸易往来的具体情况记录在

《赍来书目》《大意书》《书籍元账》和《入札帐》等

账簿中。但这些账簿并未完全保存，我们仅能从

留存至今的史料中，窥探流入日本的《世说新语》

及《世说新语补》等“世说体”小说的情况。

（一）《赍来书目》

《赍来书目》为入港唐船提交货物目录时制

作的舶载书籍目录①。今从《赍来书目》中所标记

物品的入港年份、船名、书写人以及规格（部套数

量）等信息可以看出当时流布于日本的中国书籍

等，这有助于我们管窥书籍的发展及传播情况。

以下列出四部在书目中所发现的与《世说新语》

相关的书籍。

表１　 《赍来书目》所见《世说新语》相关书籍一览表

船名 记录人 入港年 书名 规格

酉四番船 不详 享保元年（１７１６） 《今世说》袖珍 廿一部一套

第二十五番广东船 黄瑞周 杨叔祖 享保二十年（１７３５） 《世说补》 一部

己卯一番船 不详 宝历己卯年（１７６７） 《明世说》《世说新语》 一部一套十部十套

　　（二）大意书
“大意书”初现于元禄六年（１６９３），乃幕府指

派专门官员对书籍进行内容检查时，由专门官吏

撰写而成。“大意书”即书籍的内容概要，具有书

籍题解之功用，为书籍的审查提供了便利。目前，

在《舶来书籍大意书戍番外船》（１７５４）中可见所
有书物的题解大意。该书共四册，第四册中便详

细记载了《智囊补》《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补》及

《何氏语林》四本与《世说新语》相关的作品，兹移

录如下：

（１）智囊补　二部各二套十二本 且
每部有脱纸二张 内有一部二卷缺

《智囊补》二部各二套十二本 但每

部有脱纸二张 内第一部缺二卷 右为明

朝冯犹龙（按：即冯梦龙）编辑，该书论

定古今之君臣、处士及女流之智，采诸家

之说而为上智、明智、胆智、术智、捷智、

语智、兵智、闺智、杂智等十门。在总叙

中，每门之首均附评语，原本依时人所需

而增补为二十八卷。

（２）世说新语　一部一套六本 且脱
纸无　朱点入

《世说新语》一部一套六本 无脱纸

有红笔圈点　右为刘义庆采集后汉、晋
之间的佳言清谈之作品，按类分为德行、

文学、方正、品藻等三十六门；在梁刘孝

标之注释后，又附上明刘辰翁及明王世

懋的评点原本八卷，与明王世贞所集合

《何氏语林》较雅驯之内容及《世说新

语》之门类而成之《世说新语补》四卷，

该书由明代张懋辰校订，嘉靖三十五

年刊。

（３）世说新语补　一部一套六本 且
脱纸无 朱点入

８６１
①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戚印平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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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补》一部一套六本 无脱

纸 有红笔圈点 右为王世贞取刘孝标注

本及刘义庆原本删补，又按《何氏语林》

较雅驯之内容类增而成。二十卷内，每

卷之眉批处，录有刘辰翁、李卓吾与王世

懋之评语。万历八年刊。

（４）何氏语林　一部一套十本 且有
朱点并用朱墨书　内一本为写本　脱
纸无

《何氏语林》一部一套十本 有红色

圈点和红色墨迹 内附写本一本 无脱纸

右为明朝何良俊撰注，是书仿效刘义庆

《世说新语》，列入由两汉至元代之正史

传记，广收除刘氏所收轶事外，所至里寓

外，尚渔猎文学行义之渊源；辑凡二千七

百八十余事。分德行、政事、方正、识鉴、

自新、宠礼、排调、仇隙等三十八门类，并

加以注释，共三十卷。

从上述引文可见，“大意书”对书名、书籍部套

数量、保存状况以及书籍内容均有详细记载。从其

对书籍大意的题解内容，可知当时书写者对该书的

认识与判断。如在记录《世说新语补》和《何氏语

林》时，均明确提及承袭《世说新语》原典之特征，

可见书写者已经观察到三者之间的联系。而在对

《智囊补》的介绍中，却并未提及其与“世说体”之

间的联系。此可以认为时人对于“世说体”作品已

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这种判断标准的形成，必然是

建立在相当熟悉《世说新语》的基础之上。

（三）长崎会所交易诸帐

当书籍获批入港后，为了方便商人在未见其

实物之前可进行投标，便需对书籍名称、数量、特

色及好坏情况逐一进行详细记录，这种摘记成册

的账册即“见帐”。当竞标完成后，投标商将其中

标书目价格与得标商记录成册，即《落札帐》。

今可见《落札帐》中收录有四笔与《世说新

语》相关书目，包括：（１）《世说新语补》一部两包
八册“十三钱 吉井屋”“十二钱三分 今村”“十二

钱 永井屋”；（２）《何氏语林》一部二包五本 “二
十六钱 永见屋”“十钱二分 安田屋”“八钱六分

菱屋”；（３）《智囊补》“二十六钱 铁屋”“二十钱
安田屋”“十八钱五分 永见屋”；（４）《世说新语
补》一部“十四钱 菱屋”“十钱 铁屋”“五钱五分

永见屋”。而书籍交易时制作的所谓“书籍元

帐”，主要为长崎会所的官派人员制作而成。现

已知十三册账簿均藏于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为

幕府末期之遗物。表２将列出其中收录与《世说
新语》相关书目之明细。

（四）《商舶载来书目》

《商舶载来书目》是由第五代长崎书物改役

向井富于１８０４年编撰而成，分作五册藏于日本国
立国会图书馆。向井富依据“大意书”之字号分

类方式及内容，将元禄六年（１６９３）以后的渡日书
籍视作“新渡书”，而对于元禄五年以前已传入之

书目，并未加勘查。《商舶载来书目》因保留了当

时书籍进口的大致状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

日本士人对中国汉籍的关注与需求程度，以及汉

籍被当时日本所接纳的情况，由此可间接推知其

在江户时期的流行程度。从该书所收《世说新

语》及相关作品传入日本的情况，便可了解当时

日本人对其喜好程度。

表２　《书籍元帐》所见部分《世说新语》相关书籍一览表

时间 元帐名 条目

弘化二
!

己丑五月（１８４５）
《辰四番船五番船六番船七番船并辰

!

新渡》

三拾目 拾五鮟 永见屋半兵卫三十四一 何氏语林 一部一套

拾三鮟 拾六鮟 ?屋右一郎 四十六一 智囊补 三部各二套

五鮟 拾四鮟 ひし屋平吉　百七一 世说新语补　一部一套

弘化四
!

末八月（１８４７）
《午四番船同五番船同六番船同七番

船未壹番船书籍元账》
六拾目 拾

"

鮟智囊补 小本　五部各二包（午七番船）

嘉永三年戌五月（１８５０）
《酉五番船同六番船同七番船天草船

难书籍元账》

#

鮟五分新渡 世说新语
$

　一部一包（酉五番船）
拾

"

鮟智囊补 一部一包（酉七番船）

#

鮟五分世说新语
$

　一部一包一部　和泉守
%

（朱）（酉五番船）

　　由凡例可知，其所收书目起于元禄癸酉年至享
和癸亥年，即公元１６８８年至１８０３年，这１１６年间日

本书籍的流入情况由此得见。其中所载《世说新

语》及相关作品统计如表３所示，共计十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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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商舶载来书目》所见《世说新语》相关书籍一览表

字号别 时间 书名 规格

智字号
享保十六辛亥年（１７３０） 《智囊补》 一部二套

宝历十庚辰年（１７６０） 《智囊》 一部一套

加字号 元禄九丙子年（１６９６） 《何氏语林》 一部二套

多字号 明和二乙酉年（１７６９） 《大唐新语》 一部一套

良字号 享保十一丙午年（１７２６） 《兰畹居清言》 一部一套

久字号 宝历十庚辰年（１７６０） 《皇明世说新语》 一部一套

几字号
正德元辛卯年（１７１１） 《玉堂丛语》 一部四本

天明三癸卯年（１７８３） 《今世说》 一部一套

美字号 宝历十二壬午年（１７６２） 《明世说》 一部一套

志字号 正德元辛卯年（１７１１） 《初潭集》 一部四本

世字号

宝永七庚寅年（１７１０） 《说苑》 一部四本

享保五庚子年（１７２０） 《世说新语鼓吹》 一部一套

宝历四甲戌年（１７５４） 《世说新语》 一部一套

宝历十庚辰年（１７６０） 《世说新语补》 一部一套

宽政七乙卯年（１７９５） 《焦氏类林》 一部二套

　　由表３可见，从元禄九丙子年（１６９６）至宽政
七乙卯年（１７９５）的一百年间，许多“世说体”小说
陆续传入日本。除《大唐新语》《世说新语》《说

苑》为早期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小说外，其余作品

多为明代涌现出来的“世说体”小说，如宝历十庚

辰年（１７６０）一年间便同时传入《智囊》《皇明世说
新语》及《世说新语补》三部作品。从书籍传入日

本速度之快可以看出，一方面，日本幕府将军对禁

书令采取延缓策略，促进了书籍贸易的发展，加快

了书籍的流通。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日本人对于

小说需求量的增加。尤其像“世说体”这类形式

短小精悍，文字浅显且妙趣横生，易于掌握的小

说，更成为日本人学习汉文的入门级阅读材料，因

而被广泛传播。

综上所述，明清之际《世说新语》及“世说体”

小说通过与日本的船贸交往，已成为一种商品大

量传入日本，逐渐在日本社会广泛流传。透过上

述船贸交易中留下的史料，我们可知当时日本人

对《世说新语》及其仿作的阅读需求量之大，《世

说新语补》等著作在当时深受喜爱的程度也由此

可见一斑。

二　和刻版《世说新语补》在江户时期
的流播与版本考论

江户时期，随着《世说新语补》的输入及在当

地被大量翻刻，汉文学家、驻长崎的唐通事、汉语

学习者以及日本国学家们争相购买。大矢根文次

郎曾对此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而客观地解读。他

认为：

首先应指出的第一点是，处于文艺

复兴期之际汉文学的兴盛。德川家康在

开启幕府统治江户之际，领悟到从马背

上打下的天下还需通过文教政策去巩

固。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文教复兴政策。

最具代表性的是奖励作为教学之根本的

儒教，三百诸侯也仿效此法，因此汉文学

勃然兴起。各种典籍的输入，翻刻的流

行都促进了这一契机的出现。①

正如大矢根文次郎所析，开创江户幕府的首

位大将军德川家康，在开国之初为了巩固其政权，

便仿效当时执东亚之牛耳的中国的治国之策，从

上至下独推儒教要义为政教策略之首务。因此，

江户时期的汉文学才得以勃兴。汉籍作为商品大

量输入日本，同时印刷业的兴起，也促使翻刻汉籍

之风盛行。

关于和刻版《世说新语》和《世说新语补》等

书在日本的流播情况，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

分类目录》一书有所记载，曰：

１．《世说新语》三卷 宋刘义庆撰 梁
刘孝标注 宋刘辰翁评 天保二年官版　

０７１
①大矢根文次郎：《江

&

时代における世说新语について》，《世说新语と六朝文学》，早稻田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９０页。（笔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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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册

２．《世说新语补》二十卷 明何良俊
撰 李贽评 王世贞校 张文柱注

（１）刊本　１０册
（２）元禄七年修版刊本　１０册
（３）京都林九兵卫刊本　１０册
３．《世说新语补》二十卷　明何良俊

撰 李卓吾批点 王世贞编 王世懋批 张

文柱注户崎允明校

（１）安永八年刊 京都 林九兵卫　
１０册

（２）后印本　１０册
（３）京都 石田治兵卫　１０册
４．《世说逸》冈井孝先，大冢孝绰校

宽延二年刊本（江户 前川六左卫门）

１册①

从江户时期翻刻版本数量可见，《世说新语

补》的翻刻次数远远超过刘义庆版《世说新语》，

《世说逸》一书则是将辑刊《世说新语补》被删剪

的二百五十二章内容重新编辑而成。

江户时期日本人对《世说新语补》的文本进

行注解、抄补或音译等研究的著作更多。据《江

户汉学书目》著录，共有 ４２种之多，实际数字当
超过此数。笔者就目前已知的书目列示如下：

（１）《世说新语补鬌》二卷 冈白驹
撰 宽延二年（１７４９）三月刊行

（２）《世说误字误读订正》二卷附录
一卷 大江宪等撰辑 附录为释元昭撰、

三野腾轨辑 安永三年（１７７４）京都林兵
卫等刊本

（３）《世说新语补考》上下两册 桃
井源藏著 宝历十二年（１７６２）刊

（４）《世说新语补国字解》五册 穗
积以贯著 宝历十二年（１７６２）刊

（５）《世说钞撮》四卷四本 释显常
撰 宝历十三年（１７６３）刊

（６）《世说钞撮补》二卷 释显常、泽
田永世同撰 明和八年（１７７１）刊

（７）《世说新语补索解》二卷 平贺
晋民撰　鸟邦利子昌校 安永二年

（１７７３）刊

（８）《世说误字误读订正》二卷附
附录一卷 大江德卿、井出万年著 安永

三年（１７７４）刊
（９）《世说钞撮集成》十卷 释显常

著 天明元年（１７８１）刊
（１０）《世说音释》十卷 恩田仲任辑

矶谷正卿校 享和二年（１８０２）刊
（１１）《世说订疑》三卷 恩田维周撰

未见

（１２）《世说匡谬》二卷 释显常撰 文
化七年（１８１０）写本（尊经阁藏）

（１３）《世说启微》二卷一本 皆川淇
园注 男允校 文化十二年（１８１５）刊

（１４）《世说讲义》十卷 田忠颐撰 文
化十三年（１８１６）刊

（１５）《世说笺本》二十卷十册 秦鼎
著 共有四种刊本

①文政九年（１８２６）沧浪居刊本
十册

②大阪 河内屋茂兵卫等刊本 十册
③名古屋 永乐屋东四郎等刊本

十册

④名古屋 美浓屋伊六刊本 十册
（１６）《世说解捃拾》二十卷四册

钞本

（１７）《世说解》三卷一册 钞本
（１８）《世说笔解》四册 野村公台撰

未见

透过以上著作，可发现江户时期的学者文人

对《世说新语补》投入了相当多的关注与研究。

而刘义庆版《世说新语》则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

线，仅有冈井孝先仍欲通过将《世说新语补》所删

二百五十二章之内容辑集为《世说逸》一书出版

来复兴刘义庆版《世说新语》，但大势所趋，其影

响甚微。我们可以认为，《世说新语》一书在江户

时期的影响力逐减，当时的文人学者热衷于通过

自己的语言训解、音释《世说新语补》之文本，且

企图在《世说新语补》以及一些持渡书之上，进一

步进行补抄之工作。

此书刊行后，几经翻刻，版本繁多，流传甚广。

现日本仍保留了此书的诸多明清版本，后元禄七

１７１
①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汲古书院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４４—１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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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６９４）还产生了和刻本，安永八年（１７７９）又出
现了和刻本之“校正改刻”本。诸本之中，安永版

在江户时期流通最广。关于和刻本《世说新语

补》之研究现状，在稻田笃信的论文《和刻本〈世

说新语补〉的三种手批本》①中有详细介绍。和刻

版《世说新语补》的元禄版和安永“校正改刻”版，

皆由京都林九兵卫刊行。该和刻本内题均被冠以

对日本近世影响甚大之李卓吾之名，题作“李卓

吾批点”。至于和刻本究竟以明末何种版本为底

本刊刻，目前尚无定论。王能宪在《世说新语研

究》一书中，曾介绍了《世说新语补》之七种版本，

其中对“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太仓王氏刻李卓吾批
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做了一定介绍，所谓“此

本卷首有焦序……焦序后复有王世贞、陈文烛、

王世懋序，又有刘应登、袁醁、董?、陆游等《世

说》序跋，以及文徵明、陆师道等《何氏语林》旧

序。序后又有《凡例》十则，并附《释名》。卷末有

王泰亨后序。此本在日本亦颇为流行，安永己亥

本即据之翻刻”②。

但是，在日本的和刻安永版中并无焦序。

若依据王能宪所述，安永版极有可能为删去焦

序之版本。又据稻田笃信先生之调查发现，收录

焦序的李卓吾批点本有以下两种：

（１）台湾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二十
卷十册《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

（２）天津图书馆所藏明万历刻本
《李于鳞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附释名

一卷》八册

中国台湾大学“中央图书馆”藏本的焦序与

王能宪所引有异文。而天津图书馆藏本卷首则以

“李于鳞批点世说新语补卷之一”为标题。书中多

处将著作者名“李卓吾”改刻为“李于鳞”。极有可

能为书商假以李于鳞之名，以图销售之便。可见，收

录有焦序的李卓吾批点本均有一些不同的传本。

另外一条线索为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李

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十册。此本封面

题为《世说补》，正文前依次有王世贞序、王世懋

序、王世懋再识、陈文烛序、凡例、目录、附释名。

卷首题“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卷之一”，其后为

“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宋刘辰翁批”“明

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李贽批

点”“张文柱校注”。卷末有王泰亨《题世说新语

补后》。此本与和刻安永版相似度极高。不过，

此本无和刻本中的旧序旧跋，亦无焦序。正文

部分与和刻本大致相同。另据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古典籍综合数据库中记载，此本出自服部文库，为

服部先生家藏书籍之一，对服部南郭后来之仿作

《大东世语》影响甚巨。

那么《世说新语补》在删取《世说新语》与《何

氏语林》二书时又有何特点？门目调动又遵循何

种原则？删定者王世贞在《自序》中云：“盖《世

说》之所去，不过十之二，而何氏之所采，则不过

十之三耳。”③笔者选取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版

《世说补》，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及

何良俊《何氏语林》四库全书版为调查对象，对其

删取情况进行了统计，见表４。
由表４可见，从刘义庆《世说新语》与何良俊

《何氏语林》编入《世说新语补》的故事共有１３６７
则，来源于《世说新语》正文的８０４则，占《世说新
语》正文总比约为７１％，即删去《世说新语》原文
的２９％。另选取《何氏语林》正文中 ５６３则，占
《何氏语林》正文总比约为２０％。与《自序》之言
合若符契。

根据《世说新语补》所取书目比例来看，该书

仍保留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精华。首先，删

除了《何氏语林》的“言志”“博识”两门，保留刘

义庆《世说新语》中的三十六门类及其排序原状。

其次，相对于《世说新语》来说，不仅对正文有删

调，也对刘孝标注文中内容有所运用。如把注文

调动后采入正文，或直接把注文纳入该篇正文。

正如张文柱《凡例》中所云：“原本惟录正文，故己

见《世说注》中而《语林》复载者，什不下二三，并

以入选，失检矣。今删之。”④即这些故事原为《何

氏语林》所载，被采入《世说新语补》中，张文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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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稻田笃信：《和刻本世说新语补的三种手批本》，李由译，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四辑）》，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版，第 ３５—５０页。
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７６页。
《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卷一）》，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１５８５）刊

本。

《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卷一）》，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刊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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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补加注文时，将重复的部分删掉，且数量不

少。最后，从《何氏语林》中所取轶事之时代分布

可见，两汉７４则、魏晋１４０则、南北朝１８９则、隋

唐１０６则、宋元５５则，其中 ４０３则轶事偏重于魏
晋六朝。由此可见，《世说新语补》所取轶事中的

大部分与刘义庆《世说新语》的时代相合。

表４　《世说新语补》之各门类删取情况统计表

门目 《世说新语补》篇目总计 取自《世说》篇目数 取自《语林》篇目数

德行第一 ７８ ３４ ４４
言语第二 １１２ ７１（排调一则调入） ４１
政事第三 ２８ １６ １２
文学第四 １０６ ７６ ３０
方正第五 ６０ ３７（赏誉一则调入） ２３
雅量第六 ５１ ２７ ２４
识鉴第七 ３４ ２０（容止一则调入） １４
赏誉第八 １５３ １１２ ４１
品藻第九 ７６ ６０（德行二则调入，文学二则调入） １６
规箴第十 ４３ １８（栖逸一则调入） ２５
捷悟第十一 １４ ６ ８
夙惠第十二 ３２ １７（方正一则调入，言语八则调入） １５
豪爽第十三 １９ ８ １１
容止第十四 ４５ ３２ １３
自新第十五 ４ ２ ２
企羡第十六 １８ ４（任诞一则调入） １４
伤逝第十七 ２９ １５ １４
栖逸第十八 ３９ １２（任诞一则调入） ２７
贤媛第十九 ４０ ２９（言语一则调入） １１
术解第二十 ２０ ９ １１
巧艺第二十一 １６ １１ ５
宠礼第二十二 ２１ ６（文学一则调入，规箴一则调入，赏誉一则调入） １５
任诞第二十三 ６１ ３７ ２４
简傲第二十四 ３４ １２（方正一则调入） ２２
排调第二十五 ７１ ４５ ２６
轻诋第二十六 ５２ ２８（方正一则调入） ２４
假谲第二十七 １４ １２ ２
黜免第二十八 ８ ４ ４
俭啬第二十九 ５ ４ １
汰侈第三十 １１ ５ ６
忿狷第三十一 １６ ７（贤媛一则入忿狷） ９
谗险第三十二 ３ ２ １
尤悔第三十三 １３ ９ ４
纰漏第三十四 １９ ７ １２
惑溺第三十五 １４ ５ ９
仇

'

第三十六 ８ ５ ３
总计 １３６７ ８０４ ５６３

　　“世说体”小说这种分门别类的特点极具开
放性。作者可根据自我欣赏的价值旨趣来重新删

减或增补，这种相对宽松且流动的特征造就了今

天我们所见的众多“世说体”小说。在《世说新语

补》中，我们便可以发现，有二十几例从其他门类

调入的案例。其中，“言语”一门的调出最多。从

“言语”一门中调出八则轶事入“夙惠”一门。其

次，“品藻”“宠礼”两门中，均有多处从其他门类

调入之情形。此种调出、调入之情形反映出不同

时代背景下的作者因对同一事例所表现出的不同

价值取向而导致判断的差异。如下例所云：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

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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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身之道不足。”（《世说新语·栖逸》第

２则）①

此则轶事收录于刘义庆《世说新语》“栖逸”

中第二条，《世说新语补》将其调入“规箴”一门

中。《何氏语林》则选取其注文中内容，即孙登规

劝嵇康用光而勿用火之轶事，放入“识鉴”一门

中。由此可见，不同的作者或编者，由于对于同一

事件的观照角度不同，所持看法也不尽相同。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版《世说新语补》为较

早传入日本之版本，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其版本内

容基本延续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之编撰风格，不

仅保留了原书三十六门类，且所取轶事大部分集

中了《世说新语》之精华部分。时间跨度上虽比

《世说新语》之内容有所延伸，但仍将轶事之重点

集中在与《世说新语》相近的魏晋六朝。此外在

内容上增补了主要体现仁、义、礼、智、信、忠、孝、

廉等传统儒家思想之轶事。

作为《世说新语》的续仿之作，《世说新语补》

无论是内容上还是编撰风格上都延续了“世说

体”小说的基本特征。因此，能在日本江户时期

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也是情理之中的。而“世说

体”这种分门别类极具开放性的编撰方式以及短

小精悍且通俗易懂的叙事风格，也吸引了日本的

文人学者们开始模仿“世说体”之编撰风格，编写

日本版《世说新语》。

三　日本“世说体”小说《大东世语》
对《世说新语补》的接受

《大东世语》是日本江户时期最具代表性的

汉文“世说体”小说之一，具有极强的典型性。其

作者服部南郭为日本江户时期的大儒，师从日本

古文辞学派创始人荻生徂徕，该派在文学训读上

重六经等汉文原典的直读。因此，服部南郭也花

大气力在研读和汉典籍上。他熟读了《本朝文

(

》《古事谈》等多部日本古典文献，而《大东世

语》中所收录的许多轶事正源于这些典籍。

在学术思想上，服部南郭也深受其师荻生徂

徕学术思想的影响，将其思想始终践行于自己的

诗文创作之中。荻生徂徕认为人性只存在“气质

之性”，且“气质之性”本质又是多样性的，为人力

不可改之。他称：

气质由天秉得，由父母所生。所谓

变化气质乃宋儒妄说，责人以不能之事，

勉强之至。气质乃决不变化之物，米恒

为米，豆恒为豆②。

可见，徂徕的人性观是从人的个体差异出发，

首先应承认个体之间的差异，人不仅外貌不同，天

生的个性也不同，其次，强调人的个性不可任意改

变。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人性观，在江户时期的众

多儒家学派中，唯有荻生徂徕创立的古文辞学派

对《世说新语》一书推崇备至。这与《世说新语》

中所呈现出的人性的多面性当有密切关系。

《大东世语》刊行于宽延三年（１７５０），共分为
两册五卷，收录了自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的三百

五十四则名人轶事。其模仿《世说新语》之体例，

将收录于《三镜》《江谈抄》《今昔物语》等多部日

本古典作品中的故事翻译成古汉文后，分“德行”

“言语”等三十一类编撰而成。与《世说新语》所

设三十六类相比，少了“自新”“俭啬”“汰侈”“谗

险”及“惑溺”五类。

通过比较分析其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

补》在材料选取方面的特征可见，该书有明显模

仿《世说新语补》之痕迹。

首先，在“雅量”一门中，《大东世语》中所记

伶人吹筚篥击退海贼之轶事，与《世说新语补》中

刘王乔清啸退敌之轶事颇有几分神似。兹列

如下：

伶人用光西使，船上遥见，海贼舟拟

我至，乃整衣登舵楼上待之。渐次，则徐

吹筚篥数奏，意色萧条，曲音甚苦。贼皆

堕泪，更与所得贼物而解去。于时云：

“今世尚有刘王乔。”（《大东世语·雅

量》第９则）③

刘越石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

无计。刘始夕乘月登楼清啸，胡贼闻之，

皆凄然长叹；中夜吹奏胡笳，贼皆流涕，

人有怀土之初；向晓又吹，贼并起围奔

去。或云是刘王乔。（《世说新语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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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笺疏，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第 ７１６页。
荻生徂徕：《徂徕先生答问书（中）》，《日本伦理汇编（卷六）》，育成会１９０１年版，第１７５页。（引用为笔者译）
王三庆，等：《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笔记丛谈类三》，学生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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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量》第２６则）①

以上两则引文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遣词造

句上，都可见服部南郭模仿《世说新语补》之痕

迹。两则故事中之主人公均通过吹奏乐器感化敌

人，令其思乡而返。此种面对险境，不用武力，而

仅通过所怀绝技便击退贼人的事迹，确实让人拍

手称奇。而这种沉着、冷静之气度，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日本，都让人称颂。

其次，在《世说新语补》中，无论是保留《世说

新语》之原文，还是据《何氏语林》而增补的内容，

都以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形象为基础。其中既保留

有王祥事后母、陈遗藏焦饭遗母之孝行，又可见荀

巨伯为友不惧死之义行，更可感受到管宁割席、殷

仲堪出世后仍能坚守清贫之儒士精神。其余增补

的轶事也多体现了传统儒家思想。而《大东世

语》在思想上与《世说新语补》中所增补的内容趋

同，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孝道精神和忠君思想。

所涉题材与《世说新语》稍异其趣。如在“德行”

一门中，《世说新语》中众多有志之士虽崇信儒家

礼法，但不愿过多卷入政治，以至于做出逃避现实、

违背礼法之行为。他们希望通过放荡不羁的有违

礼法之行为来挣脱礼教之束缚。如王平子、胡毋辅

“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一类违背传统礼教之做

法，虽仍保留在《世说新语补》中，但却因与日本人

所认知的传统儒士形象相差太多而难以为江户时

期日本士人所接受，故在服部南郭的《大东世语》

中很难见到如此放荡不羁之言行。其“德行”一门

共收１７则轶事，与《世说新语补》一样，皆以儒家思
想为中心而展开叙述。主要体现了以德报怨，采取

以身作教，感化人心之仁义事迹。

罗可性度宽宏，尝有窃刈其园中蔬

者，适遇见却避草间以俟其去。又有攘

其鸡者，可携壶就之，曰：“与子幸同里

闾，不能烹鸡以待子，我诚自愧。”呼其

妻孥环坐，尽醉而归，人由是相诫无犯。

（《世说新语补·德行》第７７则）②

群偷夜入安养尼之室，所有都将去，

偶遗一衣于路。徒尼拾来纳尼公，尼公

时卧纸被中，乃曰：“渠己以为己物，今

虽遗落，不容复有于我，汝当速追与之

耳。”徒尼如其言，偷辈惭伏，并置诸物

而去。（《大东世语·德行》第６则）③

二者均赞扬有德之士亦能很好地拿捏礼教分

寸，不以恶制恶，以暴制暴，而是以德报怨，通过自

己的德行感化他人。而这便是孔子所称“以身教

者从，以言教者讼”的最好体现吧。

在《世说新语》中，鲜有体现“忠”之内涵的轶

事，但在《世说新语补》中，则增补了体现忠于雇

主之轶事，如：

范巨卿为荆州刺史。友人孔仲山，

家贫奉亲，变姓名，佣为新野县阿里街

卒。值巨卿行部，县选仲山为导骑。巨

卿见仲山，惊捉臂谓曰：“子非孔仲山

耶？吾昔与子俱曳长裾，游息太学。吾

蒙国恩，致位牧伯，而子怀道德隐身。”

仲山曰：“侯赢长守于贱业，晨门肆志于

抱关。贫者士之宜，岂为鄙哉！”巨卿
!

县代仲山。仲山以先佣未竟，不肯去。

（《世说新语补·德行》第６则）④

文中所举东汉时期儒士孔仲山在发迹的同学

范巨卿面前表现出毫无惭色，不受利益所惑而忠

于雇主的做法，也深受服部南郭的推崇。故在

《大东世语》中亦有同类体现忠诚内涵之事

例，曰：

平贞时隐身为僧，行脚远地，其实伺

察政事得失。至京城南，人出汲者，虽疾

贫悴，其容不鄙，乃入乞投宿，终夕语次，

因问其旧，主人凄然曰：“昔尝仕朝，遭

谗除名，乃今如是。”问其曲悉，即久我

源内府通基也，客曰：“何不讼谗，白其

无罪乎？”主人曰：“白无罪，则不得不辨

谗匿，辩谗匿，则不得不顾君过，我不忍

也。不德之身，祚衰家亡，亦天命已，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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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卷八）》，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早稻田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刊本，
第３页。

《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第二卷）》，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早稻田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刊
本，第９页。

王三庆，等：《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笔记丛谈类三》，学生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７４页。
《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卷一）》，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早稻田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刊本，

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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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难咎？”（《大东世语·德行》第 １７
则）①

此种对君主愚忠之思想，亦是江户时期幕府

统治者意欲通过对儒家思想中“忠”之内涵的宣

扬来建立稳固的君臣关系的体现。

总之，服部南郭在进行《大东世语》的创作

时，受《世说新语补》的影响较大。这或许因其深

受古文辞学派的影响，将古典主义之学术理念投

入文学创作之中，将其发扬光大，同时亦受到儒学

与汉学发展之鼎盛时代的影响，虽模仿“世说体”

进行创作，却呈现出与《世说新语》不同的时代风

貌特征。

结语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一书在平安时期流入

日本后产生了较大影响。而至江户时期，《世说

新语》对日本的影响趋于式微，与之相反的是《世

说新语补》的影响力不断攀升。《世说新语补》作

为众多“世说体”小说中的一部，之所以能在日本

江户时期得以广泛流播，其中原因大致有三点。

第一，中日两国商务贸易的发展促使汉籍能便捷

地输入日本，并在士人阶层得以广泛传播；第二，

《世说新语补》在体例上既保持了原著门类的划

分标准，同时在内容上进行了符合晚明时期儒家

思想价值取向的取舍。这也正符合时代发展之需

求；第三，在江户时期政治经济相对稳定与繁荣的

太平盛世背景下，江户士人有着对中国儒学文化

吸收和改造的迫切需要。以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

文辞学派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其所推崇的人性观，

对《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补》在日本的传播起到

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由肯定人性的差异性发展到

承认人的多样性，与二书中呈现的人的多样性的

视角十分契合。当然，在儒学思想统治下的江户

时期，江户士人很难做到如《世说新语》中魏晋士

人展现的魏晋风度那般，强烈地反传统、反社会、

反儒家，他们在创作和选择素材时，并未彻底地跳

出儒家思想之传统。因此，在日本“世说体”小说

中仍可看到大量宣扬儒家思想之内容。这样的社

会背景与《世说新语补》所产生的明代中晚期有

着几分相似之处。在政治经济相对稳定与繁荣的

太平盛世之背景下，学术思想相对自由，对旧有传

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挑战和批判便是日本江户时

期“世说热”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ｏ
ＳｈｉｈｓｈｕｏＨｓｉｎｙｕｉｎＪａｐａ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ｄｏＰｅｒｉｏｄ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１，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ｕ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ｏＳｈｉｈｓｈｕｏＨｓｉｎｙｕｃ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ｔ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ａｓｗｉｄｅ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ｎＪａｐａ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ｄｏｐｅｒｉｏｄ．Ｅｄｏ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ａｌｏｔ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ｎｏｔ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ｒ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ｋｌｉｎｇａｃｒａｚｅｉｎ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ｈｉｈｈｕｏ
Ｈｓｉｎｙｕｇｅｎｒｅｎｏｖｅｌｓ．Ａｃａｒｅｆｕ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ｐｙｆｏｕｎｄｉｎＪａｐａｎ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ｏｏｋ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ｔｈｅｓｔｙｌｅｏｆＬｉｕＹｉｑｉｎｇｓＳｈｉｈ－ｓｈｕｏＨｓｉｎｙｕ，ｂｕｔｉｔ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ａｓｒｅｄａｃ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
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ｄｄｉｎｇａｌｏｔ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ｄｅａｓ．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ｂｏｏｋ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ｉｈｓｈｕｏｈｓｉｎｙｕｇｅｎ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ｄｏｐｅｒｉｏ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ｏＳｈｉｈｓｈｕｏＨｓｉｎｙｕ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ｄｏｐｅｒｉｏｄ；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ｈｉｈｓｈｕｏＨｓｉｎｙｕ
ｇｅｎｒｅｎｏｖｅ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ｄｏｐｅｒｉｏｄ；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葛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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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女性碑传文与儒家女性观研究

孟凯
（南京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明代儒家撰写的以墓志铭为主的女性碑传文，既是女性生命历程的完整呈现，又内含着儒家理想的女性观。
与正史、地方志等正统传记资料着重展现女性贞、节、烈等极端道德行为不同，碑传文的叙事风格更为生活化，不仅一定

程度上扭转了碎片化理解女性的格局，而且主张应当从日常行为中全面认识女性。从碑传文中可以看到，明代女性不仅

不是男权社会的被动接受者，而且还是具有自觉意识的独立个体，她们对于婚姻具有一定的自主意识，甚至也具备自我

塑造的能力。明儒还通过对非女性专属德行的称赞与表彰，把女性身份从家庭扩展到社会，揭示出明代女性在家族事

务、社会救济等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关键词：明代儒学；儒家女性观；女性碑传文；自觉意识；自我塑造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Ｋ２４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７７－０８

　　２０世纪初由陈东原开创的“压迫—解放”范
式堪称中国传统女性研究的典范①，受此范式影

响，传统儒学也常被看作束缚女性的“旧道德”的

理论基础，从而遭到广泛批判。由于旌表制度化，

以及儒家贞、节、烈等道德观念不断强化，据统计

明代的节妇烈女人数为历代之最②，因此明代也

被认为是我国女性最受压迫的历史阶段。也有学

者认为“明朝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女性伦理道

德教育空气浓厚，卫道士们正式提出‘女子无才

便是德’的理论，限制女性才智发挥，致使妇女多

不识字”③。这是有关儒学与女性关系的典型表

述。然而笼统地认为儒学是压迫女性的学说，往

往经不起推敲，并没有深入其思想内部一探究竟。

在儒学与女性关系问题的探索过程中，发现传统

束缚女性的“旧道德”中到底包含多少“儒家

性”④至关重要。诚如汤一介先生所说儒学研究

应具备三个视角：政统、道统与学统，其中前两者

可以合称为“意识形态儒学”，由于它们具有时代

局限性与排他性，值得现代借鉴的东西并不多，我

们现代儒学研究应特别重视学统意义上的儒学，

使“儒学的研究不必政治意识形态化，让学术归

学术”⑤。在我国传统女性研究中，意识形态儒学

受到较多关注与批判，而学术形态儒学由于较少

直接讨论女性主题而常被忽视，因此这方面尤其

值得深入研究。以女性主题而言，正史、地方志的

《列女传》系统基本属于意识形态儒学产物，而儒

家撰写的更为生活化日常化的女性碑传文，则可

以看作学术形态的儒家作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

来，意识形态儒学基本被荡涤无余，由其书写的女

性叙事也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而女性碑传文

由于较少受意识形态约束，也没有过多功利诉求，

在女性叙事方面既可以符合儒家理想而又不失生

活化形象，避免了意识形态作品中女性形象僵化

的弊病。更重要的是明代儒家对于撰写碑传文尤

其是女性传主，一向持谨慎态度，王阳明在《凌孺

人杨氏墓志铭》中说：“吾于铭人之墓也，未尝敢

７７１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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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易；至于妇人，而加审焉，必有证矣。”①之所以

不易，是面对由家人提供的丰富材料，拣选与评价

都存在困难，这需要儒家的“编撰与建构”②。因

此，由明代女性碑传文管窥儒家女性观是对儒家

经典的补充与拓展，可以拓展儒学与女性主题研

究的思路，或可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一　明代碑传文中女性叙事风格的
转向

与明代正史系统的女性叙事相比，女性碑传

文的叙事风格具有明显的转向特征，由专注于展

现女性极端道德行为的叙事风格，转向褒扬女性

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德行。这种转向与明儒对女性

极端道德行为的深刻反思不无关联，同时也体现

了学术形态儒学与意识形态儒学在女性叙事方面

的分殊。

正史、地方志的《列女传》作为意识形态产

物，往往侧重于展现女性贞、节、烈、孝等碎片化的

人物形象，叙事也多是只言片语，相当于把女性进

行符号化处理而非展现活生生的人。对此清人在

编撰《明史·列女传》时就已认识到问题所在，

“刘向列女传，取行事可为鉴戒，不存一操。范氏

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独贵节烈也。魏、隋而

降，史家乃多取患难颠沛，杀身殉义之事。盖睝近

之情，忽庸行而尚奇激，国制所褒，志乘所录，与夫

里巷所称道，流俗所震骇，胥以至奇至苦为难

能”③。尽管清代史家对明代旌表制度与女性奇

激行为的关系有所反思，但是清代仍延续该制度，

正统史家也倾向于收录行为奇激的女性，甚至包

括一些荒诞不经的女性事迹，如姚孝女、招远孝

女④等。而地方志《列女传》则大多直接题为“贞

节”“烈女”⑤，甚至更加突出女性为了实现节烈道

德而选择自残、割股等极端行为⑥。

与正史系统相比，儒家女性碑传文则展现出

迥异的叙事风格，不但较少提及女性极端道德行

为，而且还着力于塑造日常生活中的贤妇人。尽

管碑传文不乏溢美之词，但“其背后还体现着撰

述者对于写作内容及表述方式的斟酌与选择，也

透露出当时士大夫的观察与思考，特别是教化的

导向”⑦。陈东原认为贤妇人有三类：其一，丈夫

懦弱而能自理家务不受人欺负；其二，丈夫不肖而

能整饬家务不至破产；其三，丈夫去世孩子年幼而

能教养其子以至兴隆家业⑧。他指出这三类在古

代社会条件下都很难做到，第三类最难且不曾见

到。但是考察明代女性碑传文，会发现第三类贤

妇人比比皆是，黄绾《先母太淑人墓志》记述其母

勤俭持家，靠典卖首饰置田五十亩，经过二十余年

操持，使黄家田产多达千余亩⑨；焦《郑母吴孺

人八十序》记载了一位承担族长职责“始聚族而

谋创为宗祠，妥先灵，合群族”的贤妇人瑏瑠。我们

以最具代表性的碑传文类型———墓志铭为例，来

探究女性碑传文的一般特性与叙事风格。墓志铭

一般由墓志序、墓主家世、成长经历、功德、生卒年

月、子孙后代、铭（颂词）等七部分组成，其中“功

德”部分最重要。如邹守益为欧阳德之母撰写的

《封大淑人欧阳母萧氏合葬墓志铭》。首先，邹守

益介绍了欧母“卒于京师，上闻之，锡祭葬如制”

的写作背景以及与传主之子的关系，“益与少宰

友善，同学于阳明先师”，并与聂豹、罗洪先吊唁

其丧，受嘱托撰写墓志铭。第二，追溯欧阳氏与萧

氏显赫的家族史，分别上溯至唐代与元代，以此彰

显墓主的不凡身世，借此说明优良家世是造就贤

德之人的必要条件，由此也突出女性的重要作用。

第三，简述欧母成长经历，特别提到“卜者言当

贵，必以与宦家读书儿”的预言。第四，通过“不

与邱嫂、仲嫂校劳逸。
)

粥取最薄者，而推其厚以

食田夫”等妇德事例，说明欧母“妯娌和睦”“善事

舅姑”“勤俭”“抚孤”等德行。其中尤引人注意的

是，明代讲学活动盛行，士人多出外赴讲会或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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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０２８页。
王雪萍：《编撰与建构：明代女性碑传文的书写特质》，《明清文学与文献》２０１８年第七辑。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版，第７６８９页。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版，第７６９３—７６９４页。
孟凯：《儒学与民族地区女性研究———以明代贵州地方志〈列女传〉为中心的考察》，《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１

期。

徐鹏：《谁之身体，谁之孝？———对明清浙江地方志记载女性“割股疗亲”现象的考察》，《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王雪萍：《编撰与建构：明代女性碑传文的书写特质》，《明清文学与文献》２０１８年第七辑。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１９页。
黄绾：《黄绾集》，张宏敏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２７页。
焦：《澹园集》，李剑雄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８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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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而无论外出还是在家，都离不开女性相助，

欧母即是如此。据载欧父“远游迁安，廪于庠”，

欧母即“出所织布及簪珥为助”，欧父“复泰和学，

名誉日起”，宾客渐多，欧母则“豆肉筐果，率蓄缩

以待”。第五，盛赞欧母临终之从容不乱，“子孙

列前，备述耳目睹记”，“卒之先三日，犹纫针缝

制”等事迹，说明欧母对于生死能平和处之，最终

以八十九岁高龄寿终正寝。第六，介绍欧母不仅

四世同堂，而且子孙蕃茂，共有十六位直系子孙，

可称“五福咸备”。第七，以骈文颂词结尾，总结

其一生①。这种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女性传记

与儒家理想基本一致，“德”居首位，“福”因“德”

而实现，这不仅指向女性，更针对所有人。

这种由片段化到整体化、极端化再到日常化

的叙事风格转向，与明儒对社会普遍重视女性极

端行为的反思有莫大关系。他们认为把“不幸”

“至苦”看作女性的德行，不仅违背儒家中庸之道

也有违人之常情。罗洪先即说：“自后妃以下，非

其夫与子之贤，则皆不幸之极，与流离饥困之余者

也。夫不幸之极，非人所深愿；而流离饥困之余，

则将益远于人。”②从而认为儒家应当更重视“非

有烈节奇行”，而“徒以言教子，卒有述于后世”③

的女性。明儒对女性极端行为的反思与纠偏，主

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批判女性“死节”（烈）。吕坤认为死节

纯粹是世之好异者为之，而造成“重死妇，轻守

妇”④的不良社会风气。明清之际陈确对此思考

更为深入，他在《死节论》中主张以“义”为标准评

价人的行为，“死节岂易言哉！死合于义之为节，

不然，则罔死耳，非节也。人不可罔生，亦不可罔

死”⑤。所以他把不符合“义”的“死节”称为“罔

顾是非”，指出“凡子殉父，妻殉夫，士殉友，罔顾

是非，惟一死之为快者，不可胜数也。甚有未嫁之

女望门投节，无交之士闻声相死，薄俗无识，更相

标榜，亏礼伤化，莫过于此”⑥。明儒对于死节的

反思，不惟针对女性也是面向所有人，这正是儒家

重视传统的体现。

第二，反思女性“残身”行为，主要包含两类：

一是为守节而自毁身体；二是为尽孝而割股、割肝

奉亲等行为。其一，对于女性自残守节行为，欧阳

德曾借女性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至于

行全而形残，节成而身毁，节父妇视之，固有余

憾。”⑦又说：“志必不可夺，鼻何用必断也。”⑧也

即是说明代儒家主张在保全身体完整的前提下实

现道德行为，在他们看来，即使目的正当而手段过

于残酷的行为也不足取。其二，对于割股奉亲行

为，明儒的反对态度更为直接，因为这不仅与“身

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相背，而且

此种行为本身也愚昧不近人情。吕籹认为割股奉

亲虽“根于天性之良，其至诚之发”，但是“由有道

之后而论之，则为过矣”⑨。张履祥在《辨惑》中对

更极端的“刳肝奉母”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此类孝

子属于“孝未有当也”瑏瑠，并引曾子“大孝尊亲，其

次弗辱，其下能养”的古训，进而指出“股非庸

行，虽不忍没孝子之实，然未可取为天下之法

也”瑏瑡。他更强调道德行为的普适性与可推广性，

“凡事之不可共由，不可与能者，圣人不以立教，

君子不为也”瑏瑢。明儒对于女性建立在牺牲生命、

损伤身体基础之上的道德行为的批判，与明儒倡

导“保身”思想不无关系。王艮《明哲保身论》指

出：“若夫知爱人而不知爱身，必至于烹身割股，

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

保君父哉？此忘本逐末之徒，‘其本乱而末治者

否矣’。”瑏瑣其后学耿定向也著有《明哲保身说》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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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邹守益集》，董平编校整理，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０７７—１０７９页。
罗洪先：《罗洪先集》，徐儒宗编校，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２３页。
张元忭：《张元忭集》，钱明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９９页。
吕坤：《吕坤全集》，王国轩等整理，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２９页。
陈确：《陈确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５２页。
陈确：《陈确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５３—１５４页。
欧阳德：《欧阳德集》，陈永革编校整理，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８５页。
欧阳德：《欧阳德集》，陈永革编校整理，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７０４页。
吕籹：《吕籹集·泾野子内篇》，赵瑞民点校整理，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４３页。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６８页。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８５１页。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６８—５６９页。
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９页。
耿定向：《耿定向集》，傅秋涛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８８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可以说，明儒对女性极端行为的反思，正是明代儒

家强调身体重要性的“保身”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

由此可见，明儒对女性极端道德行为的反思，

正表现出与正统《列女传》几乎相反的态度。若

仅以《列女传》系统来证明割股奉亲就是“儒家精

英知识分子以女性身体玉成自身孝义及自我主体

建构的需要”①，从而把儒学看作压迫女性的学

说，无疑罔顾女性碑传文等文献所呈现的另一种

形态的儒家女性观。与《列女传》系统特别突出

女性自我牺牲与家庭附属角色不同，儒家女性碑

传文更多把女性看作完整的生命个体，认为她们

不仅具有充分的自觉意识，而且还是自我形象的

积极塑造者。

二　女性的自觉意识与自我塑造
在传统女性研究中，受“压迫—解放”研究范

式影响，女性多被看作是男权社会的被动接受者，

她们往往被视为“‘无我’且‘无能’的家庭照顾者

和男性依附者”②，被士大夫记录的有德女性也被

视为男权的受害者。但是在女性碑传文中，这种

所谓被动受压迫的女性形象却发生了重大转向，

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女性自觉意识在明儒笔下得到

伸张，我们也可以看到女性不只是被塑造而且还

主动自我塑造。

明儒在碑传文中伸张的女性自觉意识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女性对于婚姻的自主

意识与自我认同。以往相关研究，更多突出女性

在婚姻问题上的受迫性与被动性，女性被塑造成

没有任何自主选择权的弱势群体和受害者。但是

从明代女性碑传文来看，以女性没有子女选择守

节来看，在传统社会条件下，这种行为往往不会得

到夫家与母家的支持，但却可以得到社会道义的

支持，而且还受到制度的保护，其目的正是为了尊

重女性的自主选择避免其受夫家和母家强迫，碑

传文就凸显了这一点。一般而言，女性年轻守寡

或未嫁夫死，父母都会规劝或强迫其改嫁改聘，相

关研究也显示明代寡妇改嫁并不鲜见③。于孝道

而言，女性应当听从父母安排，但是她们往往会不

顾父母劝诫，动辄以“誓不相见”胁迫父母。罗洪

先《前村黄节妇传》中的黄氏不仅啐骂娘家来劝

说之人，还从此与娘家断绝往来十余年④。或以

残身断发明志，吕籹《节妇张氏传》中的张氏守寡

时不到三十岁且无子，其婆母“欲夺志嫁富人”，

张氏不从，“姑夺之力，张乃夜髡，明心不二。迟，

发长，又夺之，又髡”⑤。更甚者即以死相逼，结果

父母只能妥协。对于这些女性，明儒并不只是赞

扬她们能以“失节事大”自守，更主要的是对她们

这种自觉意识的称赞。由此言之，若一概认为女

性守节全是无奈而被迫的结果，则罔顾女性主动

参与和自我认同的部分事实，高彦颐曾提出“以

三重动态模式，取代‘五四’父权压迫的二分模式

去认识妇女史。三重动态模式，是将中国妇女的

生活，视为如下三种变化层面的总和：理想化理

念、生活实践、女性视角”⑥。其中女性视角尤为

重要。古代女性的不幸固然值得同情，但女性对

于婚姻、节义的自觉意识也不容忽视。与此相应，

明儒在女性碑传文中还特别强调一些男性践行常

被认为专属于女性的德行，如守节。焦《光禄

寺署丞沈君道明暨王令人墓表》记载：沈氏夫妇

感情甚好，王令人去世后，“君念其贤，为终身不

娶”⑦。徐枋《吴子元配徐硕人墓志铭》记载：明清

鼎革之极，国难逢家难，徐夫人“率家累变姓氏，

流离转匿，始终祸患者七年，而一病遂以不起”，

于三十岁病故，其夫“吴子遂终身不再娶”⑧。王

弘撰《故庠生动宇雷公暨配徐氏合葬墓志铭》记

载的雷公夫妇更是惊人，雷夫人去世时“公年五

十矣，即誓不再娶”⑨，而雷公寿至九十七岁，也就

是说近半生鳏居，这在当时的社会很难想象，足见

夫妻二人感情之深。以此反观女性守节，又岂能

完全规避情感因素而生的自觉选择，以及由此对

道德观念的自觉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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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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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徐鹏：《谁之身体，谁之孝？———对明清浙江方志记载女性“割股疗亲”现象的考察》，《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柯倩婷：《训诫女人：儒家女教的知识生产与话语机制》，《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陈剩勇：《理学“贞节观”、寡妇再嫁与民间社会———明代南方地区寡妇再嫁现象之考察》，《史林》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罗洪先：《罗洪先集》，徐儒宗编校，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７２４页。
吕籹：《吕籹集·泾野先生文集》，米文科点校整理，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００６页。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９页。
焦：《澹园集》，李剑雄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０１页。
徐枋：《居易堂集》，黄曙辉、印晓峰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４４页。
王弘撰：《王弘撰集》，孙学功点校整理，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９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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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女性的自我塑造。应当说矢志守节更

多彰显了女性自觉意识的消极方面，而自我塑造

则体现了女性自觉意识的积极方面。张元忭《节

妇谷氏传》就充分表明女性在自我塑造过程中的

自觉性与主动性，甚至可以说传主谷氏自己主导

了自身形象的建构。谷氏通过宣扬遇虎故事，既

成功彰显了守节的决心，又使娘家人在公众舆论

的压力下放弃强迫其再嫁的念头。录其大概以

观之：

节妇谷氏者，乾溪许德妻也，年二十

四而寡，家甚贫，子女皆在提抱，妇矢志

甘荼苦，所亲劝之更适，辄号恸欲死。一

日，其伯氏潜纳富人聘，将绐致妇。妇觉

之，仓皇挈其儿，逾越垣奔父家，至马赵

岭，日已暮，值虎，儿怖弗敢前，妇前祝

曰：“我未亡人也，当为虎食，食我，不者

且辟我。”虎视妇良久，卒掉尾去，于是

妇之节闻里中。①

在整个遇虎事件中，可以说只有谷氏一个人

是真正的亲历者，因其子年幼“在提抱”，并不具

备传播故事的能力，也即说事情到底如何外人无

从知晓。谷氏很清楚如何保证最大可信度地“讲

故事”，她非常纯熟地运用老虎主题，并充当“自

媒体”传播故事。至于张元忭肯定也思考过谷氏

故事的可靠性，但是他仍然认可谷氏的行为，并为

之作传，说明作者不仅认可她矢志守节这件事，更

看重她自觉意识的觉醒与坚守的决心。另一方面

在明儒的笔下，女性的自我塑造亦表现为对男性

权威的质疑与挑战，以及对女性价值观的坚持。

耿定向《祁门李节妇传》中的李门谢氏就是如此。

谢氏在丈夫去世后，曾向族兄谢惟仁请教是否应

该殉夫，其兄虽承认“从一而终，义也”，但是并不

希望她殉死，就以祖婆母健在应奉养劝其活，之后

谢氏祖婆母、婆母皆死，谢氏又问是否应该殉夫，

谢惟仁以公爹健在劝其活，之后谢氏公爹亦亡，谢

氏又求死，谢惟仁再以“犹有母在，忍耶”之辞劝

之。多年之后其母亦亡，谢氏仍然求死，谢惟仁只

得说“事居送往，女节殚矣，即不死，无负李氏子

也”。但是谢氏认为谢惟仁所说前后矛盾，无法

使她信服，断然否定了族兄的建议，毅然决定绝

食②。该传记的情节反复波折堪比小说，尤为引

人注意的是整个事件中谢氏的自觉意识无疑大于

他人的意愿。反对者自然可以说谢氏受传统贞节

观念荼毒过深不能自拔，但反过来看，践行自己认

定的理想信念不正是自觉意识的体现？谢氏在与

谢惟仁的交流中逐渐否定其判断与建议，选择了

自己认定的价值理念，正是其参与自我塑造的明

证，其遭遇当然值得同情，但她对信念的坚持同样

值得我们尊重。

第三，女性的非性别属性德行得到进一步彰

显。从碑传文中来看，明儒在褒扬专属女性的

“女德”之时，也非常乐于记述女性身上非性别属

性的德行。事实上，明儒特别强调在德行方面女

性与男性之间的互通性，明儒描写的女性往往兼

具女德与一般德性特征。吕坤《王节妇墓志铭》

就描写了一位集贞节、诚信、善教、助学等德行于

一身的马氏夫人。其次子聘郑氏女，未娶而女目

盲，郑氏请求解聘，但马氏却说郑氏女“吾妇也，

不幸而瞽，夫家且弃之，庸将安归”？毫不嫌弃，

迎娶入门。正如儒家所描写的许多有德女性一

样，马氏还略通儒家经典，她尝引《礼记》“寡妇之

子不可与交，谓无见”的古语训诫两个儿子，“儿

不行无义方，吾必令而有见，交必端士，言必当理，

行必正道，非是则让责之”。恐怕一般男子也未

必有如此气魄。其后她获得朝廷旌表，又将所获

“饷数十斛，命儿给诸生之贫者”③。通观马氏墓

志铭，会发现吕坤并不特别说明她如何含辛茹苦

守节，而是就一般无性别差异的德行着笔。明儒

也特别希望女性通过平常之德赢得社会尊重，而

非专以苦节苦行实现自身价值。张履祥《陆母倪

孺人传》记载：倪氏未嫁前，未婚夫陆生失明，陆

家欲退婚，但是倪氏以为不可，终嫁之。仅此举就

为她赢得了陆家上下一致的敬重，也奠定了她在

陆家的地位，传记说她“入门，拜于祖舅姑，祖舅

姑拜之。拜于舅姑，舅姑亦拜之”，这样的礼遇在

传统礼法社会中可谓绝无仅有，以至倪氏先于夫

死，临死劝夫不要以丧制而耽误续弦，但是其夫

“重其义，鳏居以老”。张履祥评价说：“若夫若

妇，可谓各得其道矣。然特庸行之常，无如及之者

罕，从而震异之”，“虽没世名不称，固无憾。”④从

１８１

①

②

③

④

张元忭：《张元忭集》，钱明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４８—２４９页。
耿定向：《耿定向集》，傅秋涛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９９—６００页。
吕坤：《吕坤全集》，王国轩等整理，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２７—５２８页。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１７—６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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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性碑传文中，可以看出女性绝不是被当作

男性的替代品与附属物，而是具有自我精神的独

立主体。

正如罗伦在《双节堂记》中所说：“妇人为男

子可乎？曰：可。曰：何由知其可也？以其行也，

非以其质也。”①也就是说，先天的性别差异并不

是男女的本质区别，二者的区别更多在于后天的

行为与社会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伦理道德，而这

也是儒家“人禽之辩”的核心问题。所以儒家所

谓男女可以互相转化，就是从伦理道德层面上讲，

这也是聂豹《贞烈亭碑记》中所讲“丈夫失道，道

在妇人”，“天下绝学，学在女子”②的意思。明儒

通过对女性自觉意识的彰显，突出了两性在德行

上的平等，故而若仅以“男尊女卑”来概括传统两

性关系，是有失偏颇的。通过明儒的视角可以发

现，女性不仅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而且还是积

极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某些道德要求不仅不

是男性强加于女性，而且男性还非常认同且亲身

实践。

三　女性身份的社会化延伸
明代女性与其他任何朝代相似，当然不存在

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平权，女性确实也更多被规范

在家庭内部，其角色一般也只是由女儿向妻子再

到母亲的单向度推进。她们确实也常因这几种身

份受到褒扬，明初大儒薛蠧即赞美朋友之母刘孺

人：“为女而克著其贤，为母而克尽其慈，为妇而

克尽其孝。”③但尽管没有现代意义的男女平权，

却并不妨碍明代女性可以扮演多重角色实现多元

价值，有些女性甚至可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深

入考察女性碑传文，我们可以发现明代女性的身

份角色的多元化，明儒对她们身份的褒扬，也已超

出传统视阈，尤其是女性的社会角色受到极大

关注。

从明代女性碑传文来看，女性参与社会活动，

又因其特有的性别优势，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不

容忽视的作用。女性身份的社会化，明儒特别强

调了这样两个方面。其一，家族事务中女性的功

绩和德行。女性得以参与家族事务，与其自身的

经历与能力密切相关，儒家对此并不讳言。顾宪

成在《高室朱孺人墓志铭》中记载：高攀龙的嗣母

朱孺人在未嫁之前，其父就令她赞理家政，以致

“内外一切井井就理”，嫁入高家后，又总揽高家

事务④。即使在家庭内部，有的女性还要承担超

出家庭范围的家族事务，家族虽然也是血缘的集

合体，但其规模与性质已不是家庭所能涵盖，相对

于家庭而言，家族就是“社会”。女性抚养本族子

侄⑤，帮助本族贫困者，乃至团结家族重建祠堂⑥，

都可以说是女性由家庭走向社会的开端。罗钦顺

《赠淑人范氏墓碣铭》中的范夫人就是如此：其丈

夫与叔伯因“诖误谪戍远方，群从子癙六七人，皆

孱弱无依”，范夫人则“收恤提携，衣之食之，时有

缺遗而补益之，恩勤备至。及长，复选求名家女，

以完其室家。由是皆礛成立，生事日广，门户复大

振”⑦。吕籹《杨节妇赵氏墓志铭》中的赵夫人更

是天纵英才，她不仅善“属辞造语，宛若士流，左

右手皆能运笔，字法亦遒劲，若剪裁刺绣，虽良工

弗及也”，而且还是一位博物学家，通晓古玩鉴

定，“善识杂物，凡亲党间得金玉珠石器件及古图

画难别者，必皆曰：往问杨姨。则即与定辨真赝，

或持以示博物君子，无弗以为然也”。更重要的

是她能在丈夫、父亲、女婿相继过世后，身兼夫家

（杨氏）、娘家（赵氏）、婿家（蔡氏）三族之重任，

保持“杨氏不衰，其兼干赵氏之蛊，旁理蔡氏之

家，或以比诸健丈夫云”⑧。可以说参与社会活动

何必分内外，赵夫人虽身处内闱，但并不妨碍她运

筹帷幄之能。

其二，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功绩与德行。女性

参与家族事务已经预示着她们走向社会的可能，

而其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又有“隐性”与“显性”

两种。第一，所谓隐性参与，主要指女性作为妻

子、母亲为丈夫、儿子出谋划策助其成事，在此过

程中女性一般居于幕后。前文的赵夫人即是如

此，吕籹说其“诸亲党之有官政者，或以疑事滞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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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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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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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伦：《一峰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

聂豹：《聂豹集》，吴可为编校整理，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０９页。
薛蠧：《敬轩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七。

顾宪成：《泾皋藏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六。

张元忭：《张元忭集》，钱明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０２页。
焦：《澹园集》，李剑雄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８０９页。
罗钦顺：《整庵存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二。

吕籹：《吕籹集·泾野先生文集》，米文科点校整理，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７８４—７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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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问，节妇无不与立剖中合理，有时手答诸甥婿

书，语皆恳到可诵”①。从吕文中根本看不出诸如

传统所谓“牝鸡司晨”等反对女性参与社会政治

活动的信息。事实上，儒家观察到女性慈爱之心

优于男性，其丈夫、儿子做官为政，女性进之以良

言，往往能纠正男性过于刚强而带来的弊端。也

就是说，女性的参与一定程度上是对男性不足的

弥补，体现了儒家由阴阳而男女的和谐互动。马

理《明敕封李淑人墓志铭》中的李夫人就常规劝

做刑官的丈夫：“刑戮加人，重者死，轻者辱，夫小

人恶死，为其不可生也，君子恶辱，为其不可雪也，

故先王慎焉。与其误死，宁误生；与其误辱，宁误

容。误生误容犹可悔也，死且辱无及矣。君其慎

之哉？”②由于在这些事务中女性并不直接参与，

因此也被称为“隐性参政”③，尽管女性通过较为

隐性的方式参与政治活动，仍不能说她们真正走

向历史前台，但是有时她们却通过直接参与社会

救助等活动，直面世人，这足可以称为“显性参

与”。第二，所谓显性参与，主要指女性直接参与

社会活动或在社会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明儒表

彰的此类女性尤多，方孝孺《童贤母传》中的童

母，即是一位济世为怀的女性，传记曰：元末天下

大乱，浙江宁海一些地方大家族，借为政府收租税

之机，大肆盘剥，“每亩征米四升，小民以为病。

会贤母家为里正，催民租税，命减其半，不足宁出

己粟以输乡闾，贫弱赖以不困”。至“洪武初，宁

海及临县饥，里中富人以麦贷贫乏者，每麦斗责谷

二斗三升。时贤母家有麦数廪，召诸子曰：饥者众

而吾家幸有余，安忍乘时取倍?之息。若等无效

它人，宜减息一斗，以为乡率”。并且还向县令建

议“禁多取息以病民者”④，希望通过公私两方共

同努力，扶危济困。对于缺少完整公共救助体系

的古代社会而言，大家族往往承担了重要作用，而

在真正面临危难时，家族女性长辈的态度又至关

重要。对于那些积极参与社会救济的女性，明儒

不吝溢美之词也不惜笔墨大书特书。胡直《诰封

贺母周宜人墓志铭》载：明代中后期凤阳大饥，人

相食，为此贺母变卖首饰购置粮食赈济灾民，“所

活者至不可胜数。至今凤民归德贺公，乃不知赞

决自宜人也”。后来其家乡又遭旱灾，她又把儿

子“前后寄养百余金，悉令人买谷分济”，而修桥

补路亦是常事。更令人称奇的是晚年“乃取积券

可千金，火之”。胡直这样评论道：“宜人固群然

闺流也，始未尝事诗书，然为孝至欲捐身，为慈活

可千余人，则视世之冠缨业诗书、口仁义者，乃未

能涔流润泽尺寸者，何其径庭哉！”⑤以传统名实

相符的理论而言，居何种地位就当担负相应的责

任，若言女性处内而无外在职责或较少承担外在

职责，那么对于女性积极参与社会救助行为的褒

扬，就没有理论根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家

把女性自然地看作社会成员，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另一方面，明儒还把女性能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的原因归为儒家思想或儒学家风的影响。从女性

碑传文来看，这些女性大多通晓儒家经典《论语》

《诗经》《孝经》等，而非只读传统的女性读本《女

四书》《列女传》等。吕籹《丘母黄氏墓志铭》就把

女性家族的儒学渊源看作女性成就功德的重要原

因：黄夫人夫家“豪于崇安”，但她并不为富不仁，

而是竭力劝导丈夫“‘积而能散，庶非守肤，遇贫

不恤，岂见义勇为者哉！’于是处士用其言，发粟

数百斛以拯穷乏，乡闾赖以不困焉”。而且其德

行还具有持续性，以致把帮助别人当作自己应尽

的义务，“凡病不能药者，资之医；死不能葬者，资

之棺；生女不能举者，资之粟；男不能娶、女不能归

者，资之币与妆；见邻妇寒者，资之衣”⑥。吕籹特

别提到黄夫人的远祖是朱子高足黄?，也就是说，

吕氏认为正是由于黄氏的家学渊源才使她有充分

的认知，以至能承担起社会责任，并由此称得起

“女中豪杰”。

由此可见，明代女性绝非完全被束缚于家庭，

没有机会参与任何社会活动。女性不仅可以参与

一般只有男性才可以参与的家族事务，而且可以

通过丈夫、儿子间接参与政治事务，还可以走向社

会前台直接参与社会救助等活动。通过这些社会

活动为自己赢得社会声誉，也会吸引其他女性向

她们学习，王恕《故奉直大夫四川守韩公太宜人

赵氏墓表》中的赵夫人即以贤德名闻京城，“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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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籹：《吕籹集·泾野先生文集》，米文科点校整理，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７８５页。
马理：《马理集》，许宁、朱晓红点校整理，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３２页。
付开镜：《中国古代妇女隐性参政论略》，《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方孝孺：《逊志斋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一。

胡直：《胡直集》，张昭炜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７８１—７８３页。
吕籹：《吕籹集·泾野先生文集》，米文科点校整理，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２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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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京宦者闻其贤，亦有遣其室往师之焉”①。可

以说，女性不仅具有相当普遍的社会担当意识，对

于国家民族危亡，女性也有自己的判断与担当。

明末天下大乱，社会各阶层都卷入其中，面对匪寇

猖獗、满清扩张，很多女性也奋力参与抵抗。张履

祥《言行见闻录》载：崇祯四年，王嘉胤犯沁水，城

寨无人主事，霍夫人“躬率僮仆守御，贼环攻之，

堡中矢石并发，伤贼甚众”，坚持到四日后救兵

至，城寨由是被称为“夫人城”②。孙奇逢记载：甲

申年，张公守卫倡城，赵夫人“辄出冠帔簪珥犒士

曰：‘此朝廷所赐，当为朝廷所用之。’”③可见，在

传统单向度平面化的女性观之外，女性的形象其

实很立体多元，通过发掘更多的相关资料，我们才

可以真正全面地审视传统女性。

结语

通过对明代儒家所撰女性碑传文的考察，

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建构的“压迫—解

放”研究范式并不能使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古

代女性与儒学的关系。在当前我国古代女性研

究中，往往又呈现治儒学者不关注女性问题，而

女性问题研究者又不治儒学的问题，在此情形

下相关研究很难有所突破。明代是我国儒学发

展的重要历史时期，阳明心学的出现，更加彰显

了人人具足的“良知”，使原来壁垒森严的男女

之防有所松动，公认的明代最具男女平等意识

的李贽，即属于阳明后学。而被认为是明代儒

家压迫女性最有力的证据———“女子无才便是

德”的主张，也被证明与儒学并没有直接关系④。

也就是说，在古代女性与儒学的关系研究中，不仅

要把重心放在《列女传》等传统研究资料上，还要

把目光扩展到非传统的女性叙事中，其中女性碑

传文作为儒家重要的女性叙事资料，应当成为研

究明代女性与儒学关系的一条进路。同时，这也

是对现代女权主义乃至“儒家女权主义”⑤建构设

想的回应。总而言之，传统儒学在古代女性研究

中不应只被当作障碍，其优秀资源应当被充分发

掘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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